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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是与中国社会的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世纪中后期中国社会的变

化为基督教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使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土地上得以建立和发展，而

基督教大学反过来又促进和推动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加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状况

与19世纪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这一时期主要是基督教大学顺应中国社会的变迁，调适自己以

取得生存和进一步的发展，但它并没有放弃影响中国社会的努力。因此，本文力图将基督教大

学置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特定历史场景之中，以华中大学为中心，具体揭示近代中国及西方

各种交织因素对基督教大学的影响，以及基督教大学对它们的反作用。

    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社会中有两个因素对基督教教育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一为新

式教育的推广，其二为“非基督教运动’，。在它们的挑战和冲击下，中国基督教教育开始出现联

合办学以提高教育效率的趋势，并开始朝中国化的方向发展口

    基督教大学的中国化是一个缓慢的进程。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基督教大学与中国教育

界的接触非常有限，从很多方面来看它们都处在中国国家教育系统以外，可视为西方教育系统

在中国的延伸。2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民族主义潮流的高涨，基督教大学开始向中国政府注册

立案，实现了形式上的中国化。但在实际的管理运作中，中国化的过程远没有完成，“名”与“实”

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与中国化相伴随的，是中国社会和政府对基督教大学世俗化的要求。因应这种情况，基督

教大学逐渐出现世俗化的倾向。然而，世俗化的倾向究非基督教大学所愿，实乃外力所迫。世

俗化的倾向常常使西方的支持者感到担心，他们害怕基督教大学将日渐失去基督教的特色。同

时，虔诚的基督教信仰也使基督徒教育家们不甘“堕落”，因此，他们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努

力推行基督化教育。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推行高等教育“国立化”政策，并实行了一系列旨在充实提高

高等教育的措施，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国立大学因此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给基督教大学带来

了巨大的压力。面临如此严峻的挑战，基督教大学采取了以质取胜的战略，将 “重质不重量”

作为自己的办学特色和在激烈竞争中的自存之道，并因此得以在与众多实力雄厚的国立大学的

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

    在中国基督教大学的上述发展历程中，有两个因素对基督教大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影响，它们分别是西方差会和中国政府。一方面，基督教大学受西方差会的管理和控制，在具

体发展政策、规章制度等方面，差会都对其有很大的约束性:另一方面，基督教大学又在中国

政府的控制下，政府通过政令法规，对基督教大学进行管理和限制。差会的政策与中国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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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经常又是相互冲突的。在差会与政府双重管理下的基督教大学，必须在两者之间寻求一

个平衡点，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而如何达到这样一种平衡，不仅是当时基督教大学一直努力

追寻的目标，同时也是今日研究基督教大学史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 近代中国 社会变迁 基督教大学 华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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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一、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研究模式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几乎是一个禁区，基督教大学作为近代基督教在华传

播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少有人涉足。80年代以后，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

人们才逐步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重新开始审视基督教大学的历史。有关基督教大学的研究，

大概可归纳为以下模式:

    (1)文化侵略模式

    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运动因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有不同程度地联系，因此作为其重要组

成部分的基督教大学，也难以逃脱与帝国主义的干系。持文化侵略观点的学者们一般从民族主

义的立场出发，对基督教在华教育活动给予严厉谴责和整体否定，认为基督教大学是帝国主义

文化侵略的工具，是“文化租界”、“反动思想的堡垒”，基督教教育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

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前，这种单一政治取向的评价模式在中国大陆占据主导地位。1980年代

以后，虽然对这种模式有所反思，但类似观点仍屡见不鲜C。

    在文化侵略模式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另一种评价模式，是文化渗透论模式，也可称为主观动

机论模式，此种讨论模式虽然不再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民族情绪，但依然认为基督教大学是

西方出于自身需要强加给中国的，是西方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的重要途径。如王立新认为，“像

西方对中国发生影响的许多事例一样，教会大学的建立是出于西方人的需要，而不是中国人的

需要”。无论传教士如何标榜基督教教育“以全力增进中国人民的幸福为宗旨’，，潜藏的则是“以

培植一个强健的基督教社会为具体目标”，即促使中国西方文明化。。王立诚则通过对沪江大学

历史的细致考察，具体分析了美国文化对中国基督教大学的渗透和影响③。文化侵略模式与文化

渗透模式有相似之处，只不过前者是单一的政治取向，后者是以学术取向来讨论的。因而在此

不将此种模式单独列出，而是附于文化侵略模式之后以供参考。

    (2)现代化模式

    由于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同时也是作为对文化侵略模式的反思，90年代以后，学者们更多

地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评价基督教大学，现代化摸式似乎开始占据主流地位。持现代化观点的学

①如陈列:《略论教会教育的目的与实质》，(教育评论》1993年第6期:何杜春 《也谈目前教会、教案史研究

状况》，《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2 年第4期。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不胜枚举，著作则以顾长声的 (传教士与近代

中国》为代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口

，王立新:《美国教会在华高等教育事业的考察》，(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引年第 4期。
山王立诚著:之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一沪江大学的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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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认为，基督教大学通过引进西方的办学方式、课程设置、管理机制等，将欧美先进的教育

体制输入中国，由此对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产生相当深刻的影响，对新式教育制度的

确立起着不可忽视的催化、促进作用。如马敏认为，“在中国近代教育体系中，教会大学扮演着

沟通中西文化的非常特殊的角色，以致对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近代转型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

导向作用”气 王忠欣认为，“中国教育的近现代化是在教会教育的影响和示范下开始的，西方

传教士在他们开办的教会学校中首先引进了欧美的教育内容和制度，为中国古老的传统教育带

来了新的血液。”②持此观点的学者还有很多，如黄新宪、胡景钟、何迪、刘鉴唐、孙竞昊等气

    (3)文化交流模式

    随着文化研究热在中国学术界的兴起，基督教大学作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学者们

开始将其置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范畴内进行研究。史静寰较早地吸取了文化传播学中的某些观点

来解释基督教大学。她认为，“无论是和平的，还是血与火的，不同文化之间只要发生接触，就

必然有交流”，“而且由于文化的流动与传播不像倒水，从一个容器直接倒入另一个容器，而是

通过人们之间的主动或相互作用。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不仅传播者具有主观能动性，接受者

同样具有这一功能，在接受或反映一种文化现象时，根据自己的经验世界，重新理解这种文化

的意义。不仅传播者可以通过自己的活动影响接受者及其所处的社会，接受者和其生活于其中

的环境也会影响传播者。”④章开沉、马敏等学者也认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个双向对

流的运动过程。我们不仅要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还应看到西方文化为适应中国文化所

进行的调适与顺应。基督教大学既是基督教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的载体，同时它又处在中国传

统文化环境与氛围之中，因而它在传播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逐渐

自我调适以适应中国的处境。同时，在基督教大学工作的西方教职员，不同程度上又将中国文

化带回到西方。因此，我们更应该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诊释这种文化的双向流动现象⑧。美国学者

鲁珍烯(Jess记G.Lutz)的《中国教会大学史》@可谓这种模式的代表。她将基督教大学放在中西

文化交融与冲突的大背景下，来揭示近代基督教大学的复杂历史图景。然而，中国的基督教大

。马敏:《教会大学的国际化特色一华中大学个案分析》，章开沉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

社 19% 年版，第74 页。

.王忠欣著:《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179页。
因黄新宪:《论教会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早期现代化的促进》，顾学稼等编:《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成都科技

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4一工00页。胡景钟等:《论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教会大学》，章开沉等编:(中西文化
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2一24 页。何迪:《燕京大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提交给首届

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转引 自马敏:蛋近年来大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综述》，(文化传播与教

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引2页。刘鉴唐:《近代教会学校教育与中国教育制度变革》，《中国
教会大学史论丛》，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第 巧一犯页。孙竞昊:《西学 ·西教 ·近代化》，《中国教

会大学史论从》，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一tlg页.
④史静寰著:《狄考文与司徒雷登一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珠海出版社 }999 年版，第7页.

⑥《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序言:马敏:《近年来大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综述》，否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

北教育出版社19%年版，第416页。
。JessieQLu忆Ch栩助Jth仑以rzstjancolles日51舒。一19，0.cornel]urtlversityPress，1971.中文版 鲁珍睐(Jessie
GLu哟 著，曾拒生译 《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一195叶。浙江教育出版社!98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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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作为民间事业，发端于不同的宗派和群体，有着不同的观念背景，因此各自都具有鲜明的特

色，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对中国基督教大学的总体研究虽可为我们提供一个整体图景，但容

易忽略个体的差异性特征。只有先从各个学校的个案研究做起，从特殊中归纳出一般，才可能

得出比较切实可靠的结论。

    (4) 其他研究模式

    除上述主流性研究模式外，还有众多学者在努力寻求新的解释模式。其一，功能主义模式。

基督教大学作为西方基督教会在中国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同时承担着宗教与教育两种功能。

虽然在不同时期，因差传理论变化和中国社会环境的不同，基督教大学对这两种功能的偏重程

度不同，但总体上说，它是希望能够兼顾宗教与教育两种功能的。基督教信仰群体也相信，基

督教大学能够将教育与宗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非信仰群体对此持怀疑态度，早在1924年，胡

适就曾说过，如同耶稣所说 “你不能同时伏侍上帝又伏侍财神”一样，基督教大学也不能既服

侍教育又服侍宗教。。差不多与此同时，华人基督徒刘廷芳则针锋相对地宣称，“我信宗教。我

信教育。·我信两者能并行不背。我信两者能互助，则收益更大，。，教育与宗教是相辅相成的关

系，两者决难分离。现代学者徐以葬超越了信仰与不信仰的争论，以具体的实证研究来分析教

育与宗教的关系。他通过对圣约翰大学的个案考察，认为在当时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基督

教高等教育宣教与教育的双重目的是互相冲突的，其中一个目标的实现往往是以另一个目标的

牺牲为代价的③。其二，“普遍主义’，模式。胡卫清认为，近代以来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可视为

西方普遍主义对中国的挑战，以及中国以民族主义与其抗争的关系。因此，他以普遍主义作为

基本视角和范式，考察近代中国基督教学校的教育哲学、教育模式，以及基督教教育与中国政

治的复杂关系④。
    以上研究模式的划分，主要是为了笔者分析方便，实质上一本著作中可能交又了几种研究

模式。

    2、研究成就与缺陷

    文化侵略模式下所产生的观点，很容易得到国人在民族情感上的支持与赞同，但对客观的

历史研究来说，这显然是不够的。正如章开沉所指出的，政治评价尺度不能取代学术评价尺度，

对基督教大学这一历史事物的研究，应撇开表层化的民族主义情绪与义愤，将作为教育机构的

基督教大学与西方殖民主义本身区别开来，对其进行较为冷静、全面和客观的思考与评价Q。从

总体上说，文化侵略模式可作为一种思想遗产加以认知。

。胡适 《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 1卷第 1期 (1925 年 3月)，第 伦页。

。刘廷芳:《我信一我对于基督教在中国教育事业的信条》，《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 1卷第 !期 (L925 年 3
月)，第 15页。

⑧徐以弊著:《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 1999年版，第3五。

。胡卫清著:蛋普遍主义的挑战一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一1927)》，上海人民出版社2o00年版。
.章开沉、林蔚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章开沉序，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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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现代化模式而言，虽然西方早己出现对现代化理论进行批判、反思的后现代化思潮，但

具体到中国来说，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尚未完成现代化，中国高校的全面现代化也未完成，因

此现代化的研究模式仍未过时。在此评价维度中，中国基督教大学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当代中

国高等教育仍然具有十分明显的借鉴意义。然而，现代化的评价模式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一

个研究之先的理论预设、先入为主的主观偏见甚重，这无疑会导致研究者人为地忽略许多历史

中的复杂问题。这正如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所批评的:“现代化的论述总是牙质于力图发现某一特

定现象的背景原因，或以演绎理论为基础进行预测，而后在一个小心设定的范围内对其加以验

证。”。

    无论文化侵略模式还是现代化模式，均是以西方为主体来讨论的，两者探讨的都是西方政

治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冲击与影响。不同之处仅在于，前者着重强调基督教大学的负面作用，后

者主要着眼于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积极影响。就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言，文化交流模式明显超

越了单纯的文化侵略模式与现代化模式。它将基督教大学置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范畴内进行研究，

进而引导人们深入思考中国基督教大学所起的历史作用。然而，此种评价模式并非无缺陷.就

大的方面来讲，正如周锡瑞所说“仅仅文化史的研究不能解答现代中国独特历史道路之问题”②

一样，我们说文化交流的模式也无法涵括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大背景下，基督教大学的复杂历史

图景。就小的方面来讲，文化包涉的范围极其宽泛，文化交流亦是多层面的，西方文化既非整

齐划一，而以中国疆域之辽阔，不同地区的文化亦有很大差异。因此，基督教大学有着不同的

西方文化背景，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适应也有很大的地区差异性，它们是由多元化的个体所组

成的，若以笼统的文化交流论之，则有失过于简约。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综上所述，过去对基督教大学的研究，一方面是从政治取向出发，研究其 “文化侵略”的

“本质’，;另一方面是从现代化角度和文化交流角度，研究基督教大学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贡献，

以及它所体现的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将基督教大学放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大环境中进行

探讨的，则为数甚少。然而，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一开始就是与中国社会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

19世纪中后期中国社会的变化为基督教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使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

土地上得以建立和发展，而基督教大学反过来又促进和推动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20世纪加

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状况与诊世纪相比己有很大的不同，这一时期主要是基督教大学顺应中国

社会的变迁，调适自己以取得生存和进一步的发展，但它并没有放弃影响中国社会的努力。因

此，只有将基督教大学置于中国社会变迁之中，才能真正把握其变化的历史轨迹。正如美国学

。助口拿大1许美德著，许洁英译:《中国大学 1895一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第3页。
②周锡瑞:《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二十世纪》，《中国学术》，2000 年第 1辑，商务印书馆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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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亚伯拉罕二弗莱克斯纳所言，“大学像其他人类组织一如教会、政府、慈善组织一一样，处

于特定时代总的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之外，”“它是时代的表现，是对现在和未来都会产生影响

的一种力量”。。这为我们研究基督教大学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和路径。本文所力图做到的，即在

于将基督教大学作为民间组织来考察，同时放宽历史的视野，将其置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特

定历史场景之中，揭示近代中国及西方各种交织因素对基督教大学的影响，以及基督教大学对

它们的反作用。

    根据上述思路，笔者将着重考察以下问题:

    二十世纪是中国民族主义强烈彰显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基督教教育家们提出了基督

教大学中国化的目标。然而，中国化的目标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中国政府的法令

管理，外国差会的经济资助与实际控制，这两种力量对基督教大学的中国化各自有怎样的影响?

在这种双重管理体制下，基督教大学能实现真正的中国化吗?

    二十世纪也是中国科学主义和世俗主义盛行的时期，因应这种情况，基督教大学逐渐出现

世俗化的倾向，然而基督教的信仰又使他们不甘“堕落”，因此他们竭力倡导基督化的教育。在

生存与信仰的巨大张力之间，基督教大学该如何抉择?他们又为两者的融合做出了怎样的努

力?

    国民政府成立后兴起的大学国立化运动，使得公立高等教育得到较大的发展，这对基督教

大学产生了怎样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下，基督教大学采取了怎样的生存之道?

    基督教大学作为西方差会在中国土地上建立的民间教育机构，始终处在西方差会与中国政

府的夹缝之中，它是怎样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的?它与地方社会又有怎样的互动?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共分六章，其论证思路如下:

    第一章导论，主要是梳理目前国内外关于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分析其研究成就与存在的不

足之处，并介绍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第二章主要讨论二十早期中国国内社会环境以及华中大学的创办。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社会

中有两个因素对基督教教育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一为新式教育的推广，其二为“非

基督教运动”。在它们的挑战和冲击下，中国基督教教育开始出现联合办学以提高教育效率的趋

势，并开始朝中国化的方向发展。1922年伯顿(EmestD.Burton)调查团提交的中国基督教教

育事业调查报告，更是明确地建议中国基督教教育朝着 “更加有效率，更加基督化，更加中国

化”的方向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中大学得以筹办和建立。

    第三章主要讨论基督教大学中国化的进程，并以华中大学为个案来考察中国化的实现程度。

基督教大学的中国化是一个缓慢的进程。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基督教大学与中国教育界的

接触非常有限，从很多方面来看它们都处在中国国家教育系统以外，可视为西方教育系统在中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著，徐辉、陈晓菲译:《现代大学论一美英德大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
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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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延伸。2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民族主义潮流的高涨，基督教大学开始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

实现了形式上的中国化。但在实际的管理运作中，中国化的过程远没有完成，“名”与“实”之

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并且到1951年为止，基督教大学在各方面的实际状况仍与中国化的目

标相距甚远。基督教大学中国化的曲折过程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在中国政府政令法规约束和外

国差会经济资助与实际控制的双重管理体制下，基督教大学能实现真正的中国化吗?如果经济

上不能自立，基督教大学在中国化的道路上到底能走多远?

    第四章主要探讨基督教大学对世俗化潮流的适应与抗争。二十世纪早期是中国科学主义盛

行的时期，与此相伴随的是中国社会对基督教大学世俗化的要求，以及政府要求实行“党化教

育”的压力。在科学主义、世俗化要求和党化教育的种种压力之下，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

基督教大学开始调整办学目标，并在院系和课程设置、教师和学生管理政策、学生社会活动等

方面都作了相应的调整，以顺应潮流的变化。然而，世俗化的倾向究非基督教大学所愿，实乃

外力所迫。世俗化的倾向常常使西方的支持者感到担心。他们害怕基督教大学将日渐失去基督

教的特色。同时，虔诚的基督教信仰也使基督徒教育家们不甘“堕落’，，因此，他们在政府允许

的范围内，努力推行基督化教育。但微弱的基督化努力实在无法与巨大的社会潮流相抗衡，随

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和政治局势的变化，基督化教育对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弱，最后整个基督教学

校也不抵世俗化的压力，而为世俗化潮流所湮没。

    第五章主要探讨大学“国立化”潮流中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它对基督教大学所产生的压

力和挑战，以及华中大学的应对之道。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推行高等教育 “国立化”政

策，并实行了一系列旨在充实提高高等教育的措施，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国立大学因此得到了

较大的发展，并给基督教大学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面临如此严竣的挑战，华中大学采取了以质

取胜的战略，将“重质不重量”作为自己的办学特色和在激烈竟争中的自存之道，并因此得以

在与众多实力雄厚的国立大学的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

    第六章在回顾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基督教大学发展历程关系的基础上，分析基督教大学与

西方差会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基督教大学与西方差会的关系，可概括为经济上的依赖与管理上

的疏离;基督教大学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则是一种限制与反限制的关系。但是，基督教大学既

然在经济上依赖于西方差会，那么在管理上疏离于西方差会的目标也就很难完全实现;同时，

它既然在中国的土地上生存和发展，那么也很难完全摆脱中国政府的控制。在西方差会的规章

制度和中国政府的政令法规双重管理下的基督教大学，必须在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才能

得以生存和发展。而如何达到这样一种平衡，不仅是当时基督教大学一直努力追寻的目标，同

时也是今日研究基督教大学史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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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二+世纪早期的中国社会与华中大学的创办

    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国内环境及基督教教育者们对基督教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认识，为华中

大学的建立提供了契机，而“伯顿报告”则为华中大学的创办提供了直接推动力。正是在“伯

顿报告”的激励和推动下，华中大学得以筹办和建立。

一、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社会

    1、新式教育的推广

      (1)清末新式教育的产生与初步发展

    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社会中有两个因素对基督教教育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一为

新式教育的推广。19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向

西方学习的重要性，他们著书介绍西学知识，并发出“改科举”、“采西学”。的呼声。1861年，

冯桂芬提出《改科举议》，因当时守旧之风仍在朝野占据主流地位.所以冯桂芬不得不采取了曲

折迁回的方法对科举制提出批评。他首先借他人之口指出科举制的弊病在于:“时文取士，所取

非所用”，而后他又从传统历史资源中找寻改变科举的合理性，“旷览前古，取士之法屡变，而

得人辈出，莫能轩侄。”同时，他还搬出前贤顾炎武来，“顾氏炎武谓科场之法，欲其难不欲其

易”，“诚哉是言”。而所谓难者，亦即冯桂芬的最终目的，不外乎是在科举中加试“策论”②。

但是，以 “史学为主”的策论，显然并不能解决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处境。因此，冯桂芬同时

提出《采西学议》，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鉴诸国”、“法后王气

“出于夷而转胜于夷”⑧，而这些要通过兴办新式学校来实现，因为学校是造就人才之地，也是

西方强盛的根本，“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④，“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

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⑥。梁启超等更将变科举、兴学校论证为

中国变法图强的根本，“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⑥

在他们的呼吁下，“改科举”、“兴学校”成为一时的革新思潮。

    洋务派官员和维新人士在提出这些兴学思想的同时，也努力将其付诸实践。恭亲王奕新等

一 多

。冯桂芬:《改科举议》(拐61 年)、《采西学议》(1861 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神州

国光社 1953年版，第 19一22 页:第26一28 页。
。冯桂芬:《改科举议》(、861年)，中国近代史资料从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神州国光社 1953 年版，第 19

一22页。

⑤冯桂芬:t采西学议》(1861 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神州国光社 1953年版，第26

一28页。

④郑观应:《学校)，(1892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丈戊戌变法》第一册，神州国光仕 1953 年版，第44 页
.郑观应:(西学》，(1892 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帝戊戌变法》第一册，神州国光社1953 年版，第 49 页。

回梁启超 《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中华书局 198，年版，第 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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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请设立学习西方语言文字的同文馆，继同文馆之后，上海、广东也分别设立广方言馆、广州

同文馆。同时，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还纷纷奏请设立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船政、水师、

武备、陆军等军政学堂。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相继成立，一时间，

  “都中设同文馆，各省立实学馆，广方言馆，水师武备学堂，自强学堂，皆合中外学术相与讲

习，⋯⋯”①。除这些军事专科学校外，1895年以后，还出现了一些中国最早的新型公立普通

学校，如盛宣怀在天津创办的中西学堂、在上海筹设的南洋公学等。相对于语言学校和军事专

科学校，这两所学校较为全面系统地学习西学知识，同时在学制建设、学科设置方面也有所创

新。因此，在19。。年以前，这两所学校被誉为是当时中国“最进步的教西学的学校”②。

    但是，这一时期新式学校的设立，无论是从学校数量还是从学校规模上讲，都只能说是起

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今十八行省只有数馆，每馆生徒只有数十’，，，学校的设立也缺乏整体

规划。因此，有识之士纷纷建议推广学校。刑部侍郎李端粟在18%年给清政府的《请推广学校

折》中，建议在全国推广学校，“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④陈炽倡议“仿书院之意，

广设学校”，“始于城邑，而后分及于四乡。”⑤梁启超认为变科举、兴学校的上策，即在于“远

法三代，近采泰西，合科举于学校:自京师以讫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才教而后用

之。”⑨这些建议虽未得立刻实行，但在后来光绪帝的改革诏令中有很好的体现。

    1898年光绪帝的变法诏令中，不仅提出改革科举制，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校，开

办京师大学堂，而且还提出普及学校，下令将 “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

中学西学之学校’，，“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碗这

一时期设立的新式学堂，除京师大学堂外，还有北京的通艺学堂、尚贤堂:上海三等公学;江

苏的储才学堂，广东的时敏学堂;湖南的时务学堂;江西的务实学堂等。⑧由于维新变法很快失

败，这些学堂大部分存在的时间都很短，普遍兴办学校的措施更是不可能实现。但是，这却为

以后新式学校的普及打下了基础。正如梁启超所言:“政变以后，下诏废各省学校，然民间私立

者尚纷纷见，亦由民智已开，不可抑遏，则此诏之功也。’，@然而，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新式

学堂为数不多，新式教育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也没有统一的制度和规格。

‘李端粟:《请推广学校折》(]896 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 1953年版

第 292页。

，Jo助CFerguson，“TheGovernmentschoolsorchina”，五“别cational雁vi酬，J朋e1906
涵李端粟:《请推广学校折》(18% 年)，中国近代史资料从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 1953 年版
第 293 员.

。李端粟 夸请推广学校折》(1896 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 {，” 年版

第293 页
峥陈炽:《学校》，(18%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神州国光社 1953年版』第235一236

页

”梁启超:《论科举》(]896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 1989年版，第26一29 页.

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炙戊戊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 1953年版，第 17、洲、34 页。

⑧汤志钧、陈祖恩编 《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 t993年版。

。梁启超 《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一)，中华书局 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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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世纪以后，广兴学堂以培育人才成为举国上下普遍、强烈的呼声，清政府也在新政

中将改革学制作为一项重要举措，采取了从“变通科举”到“废除科举”和倡办学堂、奖励留

学的一些措施。1902年 (即壬寅年)，清政府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是

为 “壬寅学制”。该学制将学校分为五级:大学堂、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蒙学堂，并详

订各级学堂的纲领宗旨、功课教法、学校规则和建置等。“壬寅学制”是中国第一个以政府名义

颁布规定的、系统完备的新式学校制度。在此之前，全国没有统一的学制规定，也没有系统的

学校制度。1903年，张之洞、荣庆、张百熙奉命重订学堂章程。张之洞等认为《钦定学堂章程》

在宗旨办法方面己深得要领，“惟革创之际，规程课目，不得不稍从简略”，因此仍须“考求增

补’，。在他们“倍加审慎”的“详细推求”，及“博考外国各项学堂课程门目”①的基础上，颁布

了更为丰富翔实、更具可操作性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该学制除进一步详尽地

规定学科程度、修业年限外，还在大学堂内增设通儒院，招收从大学堂毕业的学生。“大学堂以

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通儒院以“造就通才”为宗旨，“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

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②“癸卯学制”是中国第一个经正式颁布

后曾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制，它对以后的学校教育制度在组织形式上影响甚大。清末民

初的新学校教育制度，主要都是以此为依据的。

    在改革学制的过程中，科举制也逐渐被废除。前面已提及，在维新变法时，光绪帝曾下令

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但因变法失败而未得推行。在清末新政中，这一措施再

次被提及。工901 年，清政府谕令从 1902年起科举改试策论，废除八股。19O3年，张之洞与张

百熙、荣庆上《奏请递减科举折》，建议“从下届丙午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1905年，

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又联名奏请立停科举，他们认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一

学堂决无大兴之望’，。②应各方之请，该年9月，清政府下令从1906年起停止一切科举考试。至

此，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完全被废除，新式教育因此得到迅速的推广。

    以上海为例，据统计，除创办年份不详者外，1900年以前，上海各类学堂共18所，其中

小学堂3所，中等以上学堂7所，女学堂1所，教会学堂7所;1901年至1905年，新办学堂

53所，其中小学堂34所，中等以上学堂13所，女学堂3所，教会学堂3所;1906至1911年，

新办学堂猛增为153所，其中小学堂1加所，中等以上学堂16所，女学堂14所，教会学堂3

所。加上年份不详者，截止1911年，上海已有各类学堂242所 (不包括幼儿园)。④

    再以1907年直隶为例，根据学部编制的教育统计图表，该省除办有初等小学堂、两等小学

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外，还办有农业、工业、商业等实业学堂，师范学堂及师范传习所，

文、理、法、医等专门高等学堂和北洋大学堂。从小学堂、中学堂到高等学堂和大学堂，旁及

0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折》，《奏定学堂章程》，湖北学务处本，第 2一6页.

，《奏定大学堂章程》，湖北学务处本，第2一6页。

③陈景磐编:《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1兜3年版，第 148 页
，李侃等著:《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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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学堂、职业学堂等，体系和门类己经相当齐备。山

    就全国来说，1904年学堂总数为4，222所，学生咒，169人:②到1907年，全国各级学堂及

教育处所猛增到37，888所，学生达工，。24，988人。。三年时间内，学堂数量增加近9倍，学生人

数增加11倍多，增长可谓迅猛也。此后几年增长速度虽相对有所降低，但数量的增加仍然是叹

为观止的。据学部统计，1908年，全国各级学堂、劝学所、宣讲所、传习所等共47，795处，学

生1，300，739人:1909年，学堂59，177所，学生达1，639，921人。④

1907一1909年教育统计表⑥

\\火-
1907 1908 1909

学堂处数 学生人数 学堂处数 学生人数 学堂处数 学生人数

京师高等 以上学堂 5 1，478 7 2，122 7 2，009

京师中等以下学堂 211 9，939 256 13，652 274 11，192

各省学堂及教育处所 37，672 1，013，571 47，532 1，284，965 58，596 1，626，720

合计 37，888 1，Q24，988 47795 1，300，739 59，177 1，639，921

    就大学教育的发展而言，中国自办的新式大学教育，始于1895年盛宣怀所奏办的天津中西

学堂的头等学堂。盛宣怀在办理洋务的实践过程中认识到，“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

之道，尤宜设立学堂为先’，;且有感于‘旧本维新以来，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不特陆军海

军将弃皆取才于学堂，即今之外部出使诸员，亦皆取材于律例科矣。制造枪炮开矿造路诸工，

亦皆取材于机器工程地学化学科矣。仅十余年，灿然大备。”因此，他向朝廷奏请开设天津中西

学堂，并力陈“树人如树木，学堂迟设一年，则人才迟起一年”。在盛宣怀的努力下，天津中西

学堂在1895年得以开办。在学习年限和内容方面，天津中西学堂章程规定，头等学堂学习期限

为四年，“第一年:几何学，三角勾股学，格物学，笔绘图，各国史鉴，作英文论，翻译英文。

第二年:驾驶并量地法，重学，微分学，格物学，化学，笔绘图并机器绘图，作英文论，翻译

英文。第三年:天文工程初学，化学，花草学，笔绘图并机器绘图，作英文论，翻译英文。第

四年:金石学，地学，考究禽兽学，万国公法，理财富国学，作英文论，翻译英文字。”专门学

分为工程学、电学、矿务学、机器学和律例学五个专科。从天津中西学堂章程规定的学习内容

看，它虽然与当时西方大学所涵盖的学科和课程尚有不少差距，但在中国己属难得之举。盛宣

。学部总务司编:炙光绪三十三年分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文海出版社 、990 年版。
②李侃等著:《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16页
⑦学部总务司编:布光绪三十三年分第二次教育统计图表》，文海出版社 1990 年版。

④学部总务司编:《光绪三十三年分第二次教育统计图表》，文海出版社 1990 年版。

。《光绪三十三年分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光绪三十四年分第二次教育统计图表》，‘宣统元年分第三次教育
统计图表》，文海出版社 t99o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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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以为，这就是“外国所谓大学堂也”。①1903年，该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

    清末最著名的大学堂，当推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之议首倡于李端荣1896年的(请推广

学校折》，实建于1898年。18%年5月，刑部侍郎李端粟在给清政府的《请推广学校折》中，

第一次正式提议设立“京师大学’，，“学中课程，诵经史子及国朝掌故诸书，而辅之以天文、舆

地、算学、格致、制造、农、商、兵、矿、时事、交涉等学”。这些课程与李端粟提议设立的省

学内容相同，不同之处在于“惟更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学习时间“以三年为期”。。

但是，这项建议因“其时恭亲王奕折、大学士刚毅等在枢府，厌言新政，请缓行’，@而未得实施。

直到1898年光绪皇帝下 《明定国是诏》，宣布维新变法后，京师大学堂才被正式批准设立。京

师大学的创建，是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这一时期“大学堂虽设’，，却

不过是“略存体制”而己。无论是从教学内容还是从学校制度看，大学堂的一切与旧学无异，

而与新学相距甚远。1898年11月京师大学堂开学时，学生不及百人，所授课程也不过是《诗》、

《书》、《易》、《礼》、《春秋》等传统内容。④因此，所谓大学堂，不过一名耳。直到1902年，

清政府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大学堂的体制才开始完备。根据《钦

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大学仿日本体制，分为七科:政治科、文学科、格致科、农业科、工艺科、

商务科和医术科。每科下又分目，政治科分为政治学、法律学二目:文学科分为经学、史学、

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七目;格致科分为天文学、地质学、高等算

学、化学、物理学、动植物学六目;农业科分为农艺学、农业化学、林学、兽医学四目;工艺

科分为土木工学、机器工学、造船学、造兵器学、电气工学、建筑学、应用化学、采矿冶金学

八目;商务科分为簿计学、产业制造学、商业语言学、商法学、商业史学、商业地理学六目;

医术科分为医学和药学二目。叭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又将经学从文学科中单独提

出，使其成为与其他七科并列的一科，大学堂由此分为八科。此外，《奏定大学堂章程》对各科

目课程的安排亦更详尽系统，并规定“以上八科大学，在京师大学务须全设，若将来外省有设

立大学者可不必限定全设;惟至少须置三科以符学制.’，.《奏定大学堂章程》的设立者张之洞、

荣庆、张百熙等人之所以在学堂的规模建置上力求完善，主要是希望能在京师“树首善之风声代

使学堂的建设“早收实效”。。同时他们也期望清政府能仿效西方及日本之例，在全国推广大学。

。盛宣怀 《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襄 〔附章程、功课” (1895 年)，《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
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 136一139 页。

。李端粟:《请推广学校折》(18% 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 19” 年版

第293页

，《京师大学堂成立记》，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43

页
④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舒新城编 蛋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57一158页a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 年)，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546页。
@《奏定大学堂章程》，(、903 年)，湖北学务处本，第2一6页.

。《奏定大学堂章程》，(1903 年)，湖北学务处本，第2一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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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西各国国内大学甚多，日本亦有东京西京二大学”，“中国地大民殷，照东西各国例，非各

省设立大学不可。今先就京师设立大学一所以为之倡，侯将来各学大兴，即择繁盛重要省份增

设，并以渐推及于各省。”①但是，直到清朝灭亡时止，中国人创办的近代大学仅有四所，即京

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上院和山西大学堂。。从总体上来说，清末是新式大学堂

的初兴时期，学堂数量少，规模小，学生数量也很有限。

    (2)民国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

    A、壬子癸丑学制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他召集各省教育界人士在北京开中央教育会

议，制定了一个新的学制系统，并于该年9月颁布，这就是“壬子学制”。①在该年10月至次年

1月这段时间，教育部还陆续颁布了各种学校令，如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大学令、专门学校

令、师范教育令、实业学校令等，同时还颁布了有关上述各级学校的规程，进行一系列的学制

改革。这些学校令和规程与前面的壬子学制一起合称壬子癸丑学制。这个学制一直实行到1922

年壬戌学制出台为止，是这一时期的中心学制。虽然1916年时曾对小学校令进行过改订，1917

年时对大学令也有所修正，但这对壬子癸丑学制没有根本性的影响。

    壬子癸丑学制是中华民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个正式学制，它与清末的癸卯学制相比有很大

的不同。首先是教育宗旨的改变。壬宇癸丑学制以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取代了三纲五常的

传统伦理道德。1903年张之洞等人在重订学堂章程时，曾宣称其“立学宗旨”，是“无论何等

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哟906年《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更是

将忠君、尊孔作为首要的教育宗旨。⑧因此，教育的首要任务自然是“端正趋向’，，“从幼童入初

等小学堂始”，就要随时“晓之以尊亲之义，纳之于规矩之中”，以“不负朝廷兴学之意”。。智

育虽也重要，但究不如尊亲、忠孝之为根本。民国成立后，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锐意革新，

他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⑦因此废止了清末忠君、尊孔、尚公、

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提出了人本主义、自由主义的教育理念。蔡元培认为，“民国教育方针，

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须立于国民之地位，而体验其在世界、在社会有何等责任，应受

何等教育。”。针对既往教育的弊端，同时汲取欧陆教育的经验，蔡元培 “以养成共和国民健全

之人格”为根本，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即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

①(奏定大学堂章程》，(1903 年)，湖北学务处本，第 2一6页.

⑦金以林著 (近代中国大学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o00年版，第32一33页。
③《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1912年9月)，教育部总务厅文书科编 《教育法规汇编》(民国八年五月)，文海出
版社1990年版，第 87一88页。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折》(1903 年)，《奏定学堂章程》，湖北学务处本，第 2一6页

。《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1906 年)，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年版，第217页
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9O3年)，《奏定学堂章程 ·学务纲要》，湖北学务处本，第 1一35 页

。《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1912年 4月，高平叔编 《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19朋 年版，第 7页，

。《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 1984 丰版，第262一2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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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为民国教育之重.1912年9月，教育部据此颁布的民国教育宗

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这里的道

德教育，与忠君尊孔的传统道德教育有本质区别，而是旨在造就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基本价

值和理想的“公民”，树立爱国之心和公而忘私之心。②与教育宗旨的改变相适应，各级各类学

校开始逐步废除经学。

    壬子癸丑学制与癸卯学制的第二个不同之处，是缩减了教育阶段和教育年限。癸卯学制中，

整个教育分为三段七级，教育年限长达二十九到三十年，若考虑到蒙养院半属家庭教育，而非

正式学堂，因此蒙养院的四年不算在内的话，也有二十五到二十六年。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分

为蒙养院、初等小学及高等小学三级，学习年限分别为四年、五年、四年，共十三年:第二段

为中等教育，设有中学堂一级共五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分为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各科、分科

大学及通儒院三级，学习年限依次为三年、三到四年、五年，共十一年到十二年。儿童自七岁

入小学，至三十二岁左右通儒院毕业，合计在正式学堂念书时间为二十五到二十六年。⑧壬子癸

丑学制中，整个教育年限缩短为十七年到十八年，教育阶段仍分三段，但由七级合并为四级。

一为初等教育段，分初等小学校、高等小学校二级，学习年限分别为四年和三年，共计七年:

二为中等教育段，只有一级，称为中学校，四年毕业;三为高等教育段，亦只一级，内分预科、

本科.其中预科三年，本科三年或四年毕业，共计六年或七年。此外，在下面有蒙养院，在上

面有大学院，不计年限。

    第三，就高等教育而言，这一时期颁布的《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

程》④、《大学规程》⑤、《私立大学规程》@等，使高等教育与清末相比也有了很大的不同。一

方面，《大学令》宣布“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阂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⑦并相应地

取消经科，其他七科基本不变，即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另一方面的

重要变化，是学校的管理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奏定大学堂章程》教员管理员章规定，大学

堂应设如下教学与管理人员:大学总监督，分科大学监督，教务提调，正教员，副教员，庶务

。(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1912年9月2日)，教育部总务厅文书科编:(教育法规汇编》(民国八年五月)，文
海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7 页。

。杨东平主撰:布艰难的日出一中国现代教育的20 世纪》，文汇出版社2003 年版，第28 页。

。《癸卯学制图》，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年版，第226 页:陈青之
著 《中国教育史》，商务印书馆 俘36 年版，第 587一588 页。

④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四81 年版，第639一640页:《教育杂志》第4

卷第 比号，1913年 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 “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 1，97 年版，第 107一
110 页.

孕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644一659页:《教育杂志》第5
卷第 1号，1913年4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 “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第 114一

141页。

，教育部总务厅文书科编:《教育部法规汇编》，(民国八年五月)，文海出版社1990年版，第355一358页。
⑦舒新城编:仗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40一641 页:《教育杂志》第5
卷第1号，1913年4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一
!41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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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调，文案官，会计官，杂务官、斋务提调、监学官、检察官，卫生官，天文台经理官，植物

园经理官，动物园经理官，演习林经理官，医院经理官，图书馆经理官等。大学总监督受总理

学务大臣之节制，总管全堂各分科大学事务，统率全学人员。分科大学监督受总监督之节制，

掌本科之教务、庶务、斋务一切事宜。教务提调亦受总监督节制，为分科大学监督之副，诸事

与本科监督商办，总管该门功课及师生一切事务。正、副教员听分科监督及教务提调考察。①由

上可以看出，大学堂的内部管理是一种金字塔式格局 最顶端是学务大臣，其次是大学总监督，

然后是分科大学监督、教务提调等一级级往下排列直到最底层的教员及普通职务官。就教学与

管理人员的称谓看，除教员的称谓外，其余如监督、提调、官等一律也是清政府官僚机构中对

官员的委任称谓。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大学堂更像是清政府的其中一个官僚机构，而不是一

个教育机构。1912年公布的《大学令》，革除了关于大学的官僚管理体制。首先是改变大学管

理者的称谓，分别称校长、学长。《大学令》规定大学设校长一人，总辖大学全部事务;各科设

学长一人，主持一科事务。其次是采取民主治校。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

若干人为会员，评议会审议下列诸事项:一、各学科之设置及废止;二、讨论之种类:三、大

学内部规则:四、审查大学院生成绩及请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五、教育总长及大学校长语询

事件。凡关于高等教育事项，评议会如有意见，得建议于教育总长。评议会之外还设有教授会。

  《大学令》规定，大学各科各设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教授会审议下列诸事项:一、学科课

程;二、学生试验事项;三、审查大学院生属于该科之成绩;四、审查提出论文请授学位者之

合格与否:五、教育总长、大学校长诸询事件。⑧这些措施改变了清末官僚专制治校的状况，开

创了“教授治校”、“民主治校”的新作风。

    在新学制的推动下，民国年间，新教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从1912一1915年全国学校数、

学生数、岁出数比较表可知，民初四年间，新教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学校数由1912年的87，272

所增加到了129，739所，是原来的15倍;学生数增加了136万多人，也是原来的近L.5倍:岁

出总额增加了773万多元，为1912年的近1.3倍。无论是大学、中等学校还是小学、幼稚园，

学校数和学生数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具体数据见1912·19巧教育统计表)，其中大学因基数较

小，所以增幅也最大。大学学校数1912年是4所，到1915年已增加到10所，是原来的2.5倍;

学生数也由原来的2，。76人增加到3，458人，是原来的1.6倍多。

。丈奏定大学堂章程》(1903年)，湖北学务处本，第1一35页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年版，第640.641页:《教育杂志》第4

卷第 10 号，1913年 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 “教育”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第 107一
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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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一1915年全国学校数、学生数、岁出数比较表:。

，鑫理\!学校数。所)】
学生数 (人) 岁出数 (元)

元年 87，272 2，933，387 29，667，803

二年 108，488 3，643，206 35，151，361

三年 122，286 4，075，338 39，092，045

四年 129，739 4，294，251 37，406，212

19提一19巧年教育统计表:②

谈
1912 1913 1914 1915

学 校

数

学生数 学校数 学生数 学校数 学生数 学校数 学生数

大学 4 2，076 5 3，084 7 3，208 10 3458

中 等

学校

            一

832
l
  103，045 1，039 117，313 1，097 119，057 1，110 126，455

小 学

幼 稚

园

86，318 2，795，475 107，286 3，485，807 121，081 3，921，727 128，525 4，140，066

    B、壬戌学制

    民国初年制定的“壬子癸丑学制”虽然是一个进步的学制，但在实施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

明显的缺点。有人批评它“不管社会需要，不管地方情形，不管学生个性。”⑧在中学教育方面

所表现的缺点尤为突出，“中学修业年限过短，太偏于普通教育”，致使中学生毕业后，“升学困

难，就业也不易”。随着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在中国的兴起，要求改革学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1919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山西太原召开的第五届年会上，甚至作出了“请废教育宗

旨宣布教育本义”的议决案，要求教育部废除1912年9月颁布的 “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

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宗旨。议决案说:“从前教育只知研究

应如何教人，不知研究人应如何教。今后之教育应觉悟人应如何教，所谓儿童本位教育是也。”

又说:“施教育者，不应特定一种宗旨或主义束缚被教育者。⋯⋯今后之教育，所谓宗旨，不必

①黄炎培 《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别 年

版，第364页:陈学询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旁，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年版，第354一355 页。

②《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丙编“教育概况”，第14一15页;
丁编 “教育统计”，第 135页。
.朱淑源 《改良现行学制之意见》，《中华教育界》第 10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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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修改或改革，应毅然废止。⋯⋯北京教育调查会所议定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二语，

请明令宣布为教育本义，听各教育者研究阐发。”①同时各地的大、中、小学，特别是中学各自

进行改革实验，主要是针对民国初年制定的《中学校令》和哎中学校令施行细则》，企图突破它

的束缚而另创新路。.在各种改革力量的推动下，1922年11月，北洋政府批准了全国教育会联

合会的“新学制草案”，用大总统的名义公布施行，是为“壬戌学制J，也称“新学制气

      “新学制”以七项标准为指导原则，即:“一、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二、发挥平民教育

精神:三、谋个性之发展:四、注意国民经济力:五、注意生活教育;六、使教育易于普及:

七、多留各地方绅缩余地。”③在此指导原则下，“新学制”规定中小学学业年限为“六、三、三”

制。其中初等教育为六年，初级小学四年，高级小学二年，并规定高级小学可以根据各地的情

况，增设有关职业的准备教育。中等教育为六年，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各三年，初级中学为普

通教育，但也可根据地方情况兼设各种职业科，高级中学为分科，可分为普通科、工、农、商、

师范、家事等科，同时可以实行选科制。高等教育年限为四至六年，大学采用选科制。

    与1912年的“壬子癸丑学制”相比，“新学制”缩短了小学年限，延长了中学年限，取消

了大学预科，实行选科制。小学修业年限的减少有利于小学的普及。单独设立三年制初中和三

年制高中，适当延长中学年限，可提高中学教育，使中学与大学有更好的衔接:同时在中学加

入职业训练的内容，使教育与社会需要进一步适应起来。学校实行选科制和注意地方情况，有

利于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有利于调动地方的办学积极性。另外，设课无男女区

别，使男女平等教育权在形式上基本确立。职业教育也单成系统，提高了职业教育和师范教育

的水平。这个经过了较长时间酝酿讨论产生的学制，继承并发展了辛亥革命以后教育改革的成

果，同时适应和吸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教育改革方面的要求和经验，可以说是对五四时期教

育改革的一个总结。壬戌学制的颁布，基本统一了全国的教学秩序和教学内容，该制一直延用

到1949年，基本没有大的变化。

    在学制改革的过程中，新式学校进一步发展，学生数量稳步提高。1918一1919年，全国各

等学校学生总数达到5，320，364人，其中小学校学生数为5，031，687人，中学校学生数为132，432

人，高等专门大学学生数19，282人，另外还有天主教学校学生136，963人。④1922年，全国共

有各级各类学校179万所，学生662万人，教育经费支出5942石万元。⑤

    随着中国系统的新式教育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新式学校的蓬勃发展，传教士们敏感地意识到

了其对基督教教育的威胁，因此提出了集中多个差会力量联合办学，提高教育水平，以增强基

。《第五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决案》，部爽秋等编 《历届教育会议议决案汇编》.

。李佳林著:《中国现代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刘年版，第48页。
蕾《学校系统改革案》教令第二+三号，《政府公报》第二三九三号.

④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72一377 页:陈学询主编:《中

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62一367 页。
，《教育杂志》第 巧卷第 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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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学校竞争力的建议。实际上，早在 1877年前后就有传教士建议基督教学校之间进行联合与

合作，但这一时期主要还是单纯地基于减轻差会经济负担和提高教育水平的考虑。如1877年狄

考文就建议统一基督教学校的教育并进行分工，主张各地区合作建立各级学校，而不要重复同

类学校。①两年后，《教务杂志》发表署名为“联合”的一封信，呼吁在北京市内及郊区的各个

学校联合组成一所大学，认为这样做不仅可以减轻各主办差会的经济负担，而且可以使学校的

教育水平得到提高。②但清末政府兴办新学的一系列举措，使传教士教育工作者在考虑减轻差会

经济负担的同时，开始担心政府在教育方面的竞争。许多传教士开始认识到，如果基督教学校

不能在师资和设备方面做到更好更完备，那么优秀学生将会被政府所办的学校吸引过去。因此，

他们认为必须由多个教派联合起来，共同维持几所学校，集中力量办学，否则不久后官办学校

就会超过基督教学校。③其后中国新式教育体制得以逐步建立，新式学校蓬勃发展，特别是1911

年辛亥革命后，国立学校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并且出现了改组北京大学和在武昌、南京

及广州建立新的国立大学的计划。这些情况引起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们的关注，他们切实地感受

到了来自国立学校竞争的压力，合作的紧迫感也进一步增强。他们通过各种会议以及《教育季

刊》、《教务杂志》等刊物，经常呼吁不要再建立新的基督教大学，而应通过联合现有大学以提

高学术水平。为了避免基督教大学在竞争中落败，他们坚决主张基督教大学必须提高教师质量

和改善教学设备。

    由上可知，清末新式教育的产生和初步发展，以及民国成立后新式教育体制的逐步建立和

新式学校的蓬勃发展，对基督教教育工作者和基督教大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改变了基督教教

育的发展趋势，使其由以前的各差会独立办学，发展为多个差会联合办学。

    2、非基督教运动

    二十世纪早期，对中国基督教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二个因素为“非基督教运动”。19巧

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它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公开向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挑战。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号召人们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传统观念和一切社会问题，破除迷信，坚

持真理，打破 “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④在他们看

来，孔子和儒家学说正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的代表，因此自然成为他们反专

制、反迷信斗争的目标。在对孔教的抨击中，逐渐开始谴责精神永存和灵魂不灭的信仰，因而

引起了对宗教的普遍怀疑。 工917年，蔡元培发表 《以美育代宗教说》一文。1920年，少年中

国学会在北京的总会评议部通过了不准信仰宗教者入会的议决案⑤;其刊物《少年中国》，在1921

。几c口八六of灸、。ICo叼会陀ncoofthep阳tesla心月切“10olesofchlna内酮at引如昭六ai，五1砂10-24.!邵只cheng
wenPublishlngComP田1从Ta中ei，1973，p.180，
。“co叮espondence”，t#e以伽‘已RecO尸de气吻verber-oecemberls79，pp.465·467t
②EL.Haw七Po氏“E血c心on”，以1八ace陀记肋，」切钻‘姆，a即山听爬”ce方e付ats丙口馆人a派命。112万to人，赎)民了卯7
Shanghal:Confe比nceCommittee，190大P.70.
田陈独秀 咬偶像破坏论》，《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 2期。
，《少年中国》第 2卷第 4期，1，20 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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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至8月间，连续出版了关于宗教问题的专号三期，发表了不少宗教方面的译著，讨论宗

教与科学的关系，由此引起了知识界对宗教问题的普遍关注。紧接着，不少刊物如 《新青年》

等，也开始非常关心宗教问题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基督教迅速受到波及。1919年反帝反封

的五四运动开始后，对宗教的批判与中国强烈彰显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基督教很快成为被

关注的焦点，受到很多的批评和抨击。在当时的反对者们看来，基督教不只是一般的与科学相

对立的迷信，它更是一种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而来的、企图异化中国的势力，是帝国主义侵略

中国的工具。因此，身兼“帝”、“封”的基督教，自然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别“关注”，成

为被抨击的焦点。

    在这种形势下，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决定1922年4月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第十一届年会，

讨论“如何宣传基督教于现代学生”、“学校生活基督化”及“学生在教会中之责任”等问题，

由此引发了一场非基督教运动。该年1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机关刊物 《学生世界》为了

会议的召开出版专刊，发表了关于中国教会、中国的现代教育、中国的基督教教育、中国学生

的观点等方面的文章。同年2月，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刊物 《青年进步》也为准备会议的召开出

版特刊，登载了关于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及其在中国活动的文章，以及关子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和其它教会组织在中国学生中活动的文章。正是这些刊物引起了上海一些学生的注意，促使他

们成立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并于1922年3月9日公开发表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宜言，抗议年会

在华召开。宣言用激烈的言辞抨击基督教，认为现代基督教和教会是帮助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

掠夺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的恶魔，是助荣 (资本主义社会)为虐的恶魔，是各国资本家对

中国实行 “经济侵略的先峰队’，。①《先驱》紧接着在1922年3月15日出版《非基督教学生同

盟号》，积极开展斗争。。
    上海的学生行动立即得到北京学界的支持。3月20 日，“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成立，并

发表同盟宣言，谴责宗教教导人们服从，宣传迷信。③同盟还向全国学生组织通电抗议世界基督

教学生同盟在清华大学举行会议，通电指出，各国资本家利用宗教为“殖民之先导”，“挟金铁

之威以临东土，金铁奴我以物质，福音奴我以精神”，“吾爱国青年之血未千，焉能强颜以颂上

帝?”④在电报上签名的有陈独秀、蔡元培、朱执信、吴稚晖、汪精卫、李大钊、萧子升、戴季

陶等79名师生。北京非宗教大同盟的呼吁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反应。它通过全国主要城市已有的

学生组织，在许多中学和大学建立起同盟的分支机构。他们发表非基督教宣言，并组织集会演

讲，抗议基督教学生同盟年会的召开，或痛陈基督教之危害。北京《晨报》发表了近30个参与

这场辩论组织的声明，许多公立学校的学生连续发表非基督教宣言。

    正是在这种满城风雨的情况下，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于4月4日至9日在清华大学召开会

。训卜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北京 《晨报》，!923 年3月 17日。

淘(先驱》，1922 年3月 ]5 日.
。北京 《晨报》，1922年 3月20日.

④《非基督教学生同盟通电》，《先驱》，第八号，1922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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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参加会议的中国基督徒学生感受到了外界的非基督教情绪，并在会上提交文章对教会的一

些做法提出批评，如教会在组织和人事上中国化程度不够;基督教教育脱离中国社会，学校不

接受中国政府监督，以及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等。。在会议的最后一天，非基督教同盟在北京

大学举行群众集会，蔡元培在会上发表了《非宗教运动》的演说。他认为“现今各种宗教，都

是拘泥着陈腐主义，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引起无知识人盲从的信仰，来维持传教人的

生活。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可算是侵犯人权的。”他尤其反对“那些教会的学校

同青年会，用种种暗示，来诱惑未成年的学生，信仰他们的基督教。”主张教育事业要超然于各

派教会以外，并规定下列三事:“(一)大学中不必设神学科，但于哲学科中设宗教史，比较宗

教学等:(二)各学校中，均不得有宣传教义的课程，不得举行祈祷仪式:(三)以传教为业的

入，不必参与教育事业。”总之，蔡元培是主张教育与宗教分离，“是绝对的不愿以宗教参入教

育的。”他还确信不信教者有“非宗教”的自由，正如信教者有信仰自由一样，并对此进行了论

证。②

    少年中国学会出版了许多反对宗教的演说、声明和电文，从而推动了非宗教运动:它还出

版了由日本学者和华侨写的许多反对宗教的文章。⑧鲁珍稀(JessioGLutz)认为，1922年出版的

  炙中华归主》这一关于在华基督教发展情况的调查书籍也促进了运动的发展。④她认为该书的书

名本资就激怒了许多民族主义者，书中的语调和用词也同样使反对基督教的中国人怒气难平，

如:“全国面积中有3/4被基督教会认为责任地，七省全部为责任地⋯⋯全国五万人口以上的大

城市中，除十八个城市外，均有基督教宣教事业。”⑤书中有一幅表明基督教差会在中国各地的

据点与工作扩展情况的地图，被北京非基督教同盟以“宗教毒素的蔓延”为题加以翻印。⑥

    反基督教和反宗教运动虽然得到了大中学校学生的广泛支持，但他们对这场运动的热情却

没有持续多久。1922年下半年，示威活动和罢课活动开始衰退，非基督教运动逐渐趋于平静。

    这一时期非基督教的言论，从总体上说，非基督教徒的批评一般来说是言辞激烈，他们将

基督教看作是仇敌，因此“非与彼决一死战不可”，内容上主要是抨击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侵略势

力的联系。他们对基督教的抨击是侧重于政治层面的，而非宗教本身。中国基督教徒一般来说

言论相对缓和，他们并不否认西方差会与帝国主义的依赖关系，也不满意教会和学校由西方差

。鲁珍瞬(JessieGLutz) 著，曾拒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一195。》，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09
页:金燕:《五四时期的非基督教运动》，荣复旦学报》，1998年第 6期，第 137页。
。蔡元培:资非宗教运动》，高叔平编:《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48一149 页。

。云臣:《留美工学杂谈》，《少年中国》第3卷第 11期;余家菊:《基督教与情感生活》，《少年中国》第3卷

第 11期，

④鲁珍瞬(JessieGLu哟 著，曾拒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一195的，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10
页。

中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豪中华归主一中华基督教事业统计(1，01一19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玲87

年版，第87一韶 页。鲁珍赚用的是用的是英文版本，曾拒生翻译成的中文为:“中国本土约有四分之三己被基

督教势力所控制，七个省份被渗透了基督教势力一 五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除了十八个以外都被基督教占领。”
可见英文版本的用词更易激怒中国人，而当时中国人看到的就是英文版本。

。c名.chang，“几e细tl一ReligionMovement”，the以衍“eRe“八拒r，AugustI923，p月67t

                                                                                                                                          l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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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传教士掌握的实际状况，但是，他们主张将基督教教义和传教机构加以区别看待。因为信

仰的关系，他们维护基督教教义，认为基督教本身是好的，只是西方差会和传教士在宣教过程

中的做法使中国人对基督教产生了误解，因此，只要将基督教教会和基督教学校由西方人控制

的外国机构变为中国人的基督教会和中国人的基督教学校就可以了。非基督教徒的批评虽然言

辞激烈，但因其目的是颠覆性的，是以终止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为最终目标的，因此并不能对

基督教教会和基督教学校的改变产生实质的推动作用。相反，中国基督徒的言论尽管缓和，但

它的目标是建设性的，是希望革除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的“弊端”，使基督教教会和学校更快适

应中国的处境，尽早实现中国化，并由此使基督教在中国的土地上真正植根并繁荣发展。因此，

他们提出的中国化要求更易为西方差会及传教士所重视和接受，中国化也因此成为以后中国基

督教会和基督教学校的重要发展方向。

    因此，我们将非基督教运动列为对中国基督教大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之一。它不仅影响

着基督教大学中国化的发展方向，而且为后来的收回教育权运动打下了基础，后者的重要成果

之一就是促成了基督教大学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使基督教大学由西方差会的学校变为中国政

府监控下的私立基督教大学。

二、二十世纪早期的基督教教育

    20世纪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势头。1901年，全国教徒为8万人，

到1918年已增至35万人，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净增教徒27万人。①从传教士人数来看，1893

年举行“中华教育会”第一届会议时，基督教传教士团体只有44个，传教士1，324人。到了1909

年第六届会议时，基督教传教士团体增加到86个，传教士增加到4，628人，并且以后继续逐年

增加，到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传教士人数增加到6，636人，比1893年增加了四倍多。②

传教士中人数增长最快的是美国传教士，他们的人数已逐步超过其他国家，而成为在华传教士

人数最多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的传教士相比，美国传教士一向更重视使用布道以外的世俗手段

推进传教事业的发展。在教育上，他们也一直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到1919年，美国传教士承

担的教育工作己占新教在华教育事业的三分之二。⑧在美国传教士教育活动的刺激下，以及在中

国社会环境的推动下，其他西方国家的传教士也加强了在教育上的活动。因此，这一时期，中

国基督教教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学生数量上来看，这一时期基督教学校人数增长迅猛。根

据 1877 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1876 年时全国基督教学校学生人数为5，975 人。1890

泊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250页。
。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3年版，第239 页。
③CKEdrnunds，J飞‘习de尸儿a云砚韶“oninCh上na，Bulletin44，BureauofEducation，w比hingtonDC.Govemmenl
Printingofficelglg，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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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中，1889年基督教学校学生人数为16，836人。叭898年，《世界

传教评论》统计了54个在华差会和团体，他们共有在校学生30.046名。②到1906年，基督教

学校学生总人数达到57，683名，其中英国及其殖民地差会为23，891名，美国差会29，014名，

欧洲大陆差会4，775名。①1909年为76，752名。④1911年，基督教学生人数为102，133人，⑤1912

年为138，937人，1915年为172，973人，1916年为184，646人，1917年为194，624人，1918一

1919年为212，819人，1920年为245，。49人。⑧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基督教学校发展

迅猛。从1898到19加 年的22年间，学生数量增长了7倍多。即使工909 年后，在学生绝对基

数已经很大的情况下，增长速度也是较快的。1909到1920年的11年间，学生人数增长达2倍

多。

    从教育体制上看，这一时期基督教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专业化逐步完成，形成了一套较为

完备的基督教教育体制。早期的基督教小学，其专业化程度是颇受质疑的。差会主要是将小学

作为传教工场，教授的主要内容是《圣经》，学生的主要任务自然也是颂读《圣经》。因此那时

的基督教小学更像是带有慈善性质的圣经学校，而非真正的小学教育。19 世纪90 年代以后，

部分传教士开始呼吁加强和改进初等教育，差会也逐渐开始重视小学教育，在小学中系统教授

算术、地理等科学基础知识，并开始实行较规范的年级教育制。民国以后，初级教育更趋规范

一个初等教育体系基本完成。中等教育则一开始就是基督教教育体制中最完各的一部分。基督

教寄宿制中学比基督教小学要发达的多，并且后来的基督教大学也是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基督教高等教育严格地说是始于1864年，该年山东登州书院设立。其后，基督教大学逐步

建立起来。他们大多数是从中学、学院发展来的，如之江大学的前身是北美长老会设在杭州的

育英义塾，1897年改为育英书院。齐鲁大学的前身是狄考文在山东办的登州学校，1882年改名

为登州文会馆。当然也有少数学校是作为高等学校创办的，如圣约翰书院。到1903年，基督教

高等学校己有十一所，计山东5所，后合并为齐鲁大学;北京2所，后此两校与北京汇文女子

书院(创设于1905年)，都并入1917年开办的燕京大学;杭州1所，为杭州之江大学的前身;

上海飞所，即圣约翰书院;武昌2所，即文华书院和博学书院，后于1924年并入华中大学。1913

年后，苏州东吴大学(1906年)、上海沪江大学(1909年)、南京金陵大学 (1910年)、成都华

。 《全国基督教会学校学生历年增进表 (1876 年至 1920 年)》，陈学询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

  (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380页;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

社 1981年版，第 380页。

。‘·St而，厄csofProtestantMission卿sociotlcsinChina扬r1898”，刀招以之月e“月eco成六Marchl899，Ppl44一145.
函ChlnaCe。佗n卿 人‘“;ona州。砂。。coheldats丙Q尹想八a;月尸尸，12万to立孟职8，/卯Zshanghai:Co。介renc。
Committee，1907，PP.776一778
④月iceH.GreggCh艺凡a助dEd别catjonalAuto”0即:乃e(’h口月9盆月9尺口份of叻e尸阳tes如”t乙才“ca“onal再‘污51‘凡a即仍
助功口了8口7一j妇7，Sy仍cuseUniv饥ltyPress，N脚 YO氏 1946，Ppt叼一43.
⑥队已以栩 八孔占占姗 伦arBOok，1912，Shanghal，APPendix.
① 《全国基督教会学校学生历年增进表 交1876年至 1920 年)》，陈学询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

  (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380 页;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
社 1981 年版，第 3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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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协合)大学(1910年)、岳阳湖滨大学〔1910年)、长沙雅礼大学(1914年)、福州华南女

子大学 (1914年)、南京金陵女子大学 〔19巧年)、福州协和大学 (1916年)等相继成立。在

1910年代，基督教大学共有16所。①

    19世纪时，这些所谓的学院或大学，主要只是表明了学校的发展方向和追求目标，实际上

学校里很少或甚至没有学生在攻读大学课程。学习没有程度之分，在预科里的多数学生、老师

和课程既没有大学的气氛，也没有大学的学术标准。②如圣约翰书院虽在1879年就作为一所大

学建立起来了，但在十多年之内一直只有中等学校水平。③学生数量也极少。1864年山东登州

书院设立时，学生寥寥无几，到 1873年也只有10个学生:1882年华北协和书院设立，学生有

7人。到20世纪初，这些所谓的学院或大学才逐渐开始增设大学课程，如华中大学的前身之一

文华大学，是 1871 年美国圣公会在武昌设立的仅有6名学生的寄宿学校文氏学堂，1903年增

设大学课程，称文华书院，1909年开始称为文华大学。④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也在加世纪以后

有较大增加，到1919年时，基督教大学增加到16所，学生人数增加到1595名。，

    这样，到20世纪，基督教教育就逐步形成了一套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的完整的教育体制，

几乎每一个差会中心都有一所小学，许多差会设有中学，少数差会则办有学院或大学。基督教

教育之所以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这一方面是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们的努力，另一方面也与清政

府推行新式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壬寅、癸卯学制的颁布，以及科举制的废除，为基督教教育提

供了机会，基督教学校受到人们很大的欢迎。然而，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清政府推动新式教

育的举措，虽然为基督教教育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但它更多地是促进了中国新式公立教育的迅

速勃兴。辛亥革命后，国立学校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在20世纪以前，基督教学校学生人数远多于公立学校学生人数，基督教教育在中国新式教

育中占绝对重要的地位。但随着壬寅、癸卯学制的颁布，以及科举制的废除，中国新式教育得

到了迅速的发展，在学生数量上逐渐赶上并超过了基督教学校的人数。1906年，公立学校学生

人数己为基督教学校学生人数的34倍多。到中华民国成立后的1912年，公立学校学生人数为

2，933，387人，是基督教学校学生人数的21倍多。1915年，公立学校学生人数达4，294，251人，

是基督教学校人数的24倍多。，

① 韦卓民:《四十年来我国基督教的高等教育》，马敏编:《韦卓民基督教文集》，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2000年版，第 170一171 页。原载 (金陵神学志》，1950 年.第 50一54页。

，鲁珍瞬〔JessieGLutz) 著，曾拒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185。一195。》，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3
页。

⑧鲁珍昭(le“leGLutz) 著，曾矩生译:炙中国教会大学史 1850一195。》，浙江教育出版社19盯年版，第27
一28页。

。陈傲达译:《欧美人在中国之教育的设施势(1921 年)，舒新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

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096页。

。 韦卓民 《四+年来我国基督教的高等教育》，马敏编:斌韦卓民基督教文集》，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2000年版.第 170一171页。原载 《金陵神学志》，1950年，第 50一54 页.
，关于公立及基督教学校学生人数。见 1912一tgls年全国学校数、学生数、岁出数比较表及 1903一【9拍年度

政府 (新式)学校学生人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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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903一1910年度政府 (新式)学校学生人数表叭

年度 政府 (新式)学校学生人数

1903 1，274

1904 31，378

1905 102，767

1906 200，401

!907 547，064

1908 921，020

1909 1，301，168

1910 1，625，534

    公立学校的迅速发展对基督教教育构成了强有力的竞争和严峻的挑战。基督教教育工作者

们开始担心国立学校强有力的发展会使基督教学校在竞争中落败，因此，他们经常呼吁联合现

有基督教大学以提高学术水平。在20世纪的最初20年，各差会的联合成为传教士圈子中谈论

最多的话题。在这一时期传教士出版的刊物中，关于联合的讨论不胜枚举。而传教士教育工作

者对这一工作尤为热情。前面我们已提及，早在19世纪70年代，一些传教士就已经提到各差

会联合办学的问题，但这种建议在当时并未受到重视。到20世纪以后，逐渐有更多的传教士意

识到仅靠单个差会的力量办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集中不同差会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进

行联合办学。1905年后，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和中国新式教育的蓬勃发展，传教士教育工作者们

切实地感受到了来自官办学校的压力和挑战。如何集中各差会的力量，提高基督教学校的规格

和水平，保证基督教学校在与宫办学校的竞争中具有实力成为更现实的问题。就在这一年召开

的“中国教育会第三届大会”上，总干事施特士对教育会今后的工作提出三点建议:一、由教

育会出版专门的基督教教育刊物，加强对基督教教育工作的研究和宣传:二、促进各地基督教

教育机构的联合，以便提高基督教教育的质量;三、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今后基督教学

校如何与政府官办学校互相联系与合作，如何维护和加强基督教学校的权利。②关于建立联合大

学的方案也在遂后出现。19的年，在传教士百年大会上，卜舫济提出了成立一个包括医学、法

学、民政、农林、建筑、工艺、师范和牙科等多所医院在内的综合大学方案。③这所大学将联合

现有的一些基督教高等学校，建成中国高等教育的中心。尽管这个方案最后没有得到实施，但

从其所引发的激烈争论④看。关于建立联合大学的问题应该是受到了传教士普遍关注的。集中和

。 l̂iceH.Gregg。以Ina胡汀云翔““。月ai月“tono哪 TheC}山月9功9尸oleof叻己尸阳阳‘tant及云砍Ca厅。陀司」叼认‘iona即仇
以栩 1召0久1妇夕Syracu肥Univ盯5响Press、N哪 YO氏 1946，p35_
.左“。八七oftheF夕b户Tr班陀”艺口了雄巴“月gof功亡石汉创catio加1注“。口娜幽 ofch仍a.shan助由、宜906加31一33
卿FL.由wksP呱‘，Educ画on”，以Ina枷，叩呻。。甲co佗fe理月C。加lda，腼Jgh以命川方to峋8，!907
shanghal:Con化renceCommitte已1907，PP.7273，

闪助王儿a众凡佗月a尽八孔‘百湘尽C田叮胜陀月ceheldat别J口心内。了，月尸riIZ，to妇句尸民]90又Sh朋gh‘:Conference
Committee，1907，PP.486一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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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各差会的力量联合办学成为基督教教育的发展趋势。

    在此情况下，各差会对联合办学问题进行了反复的磋商，并最终建立了十几所有较高水准

的大学。在山东，1902年，美国长老会与英国浸礼会达成协议，共同建立“山东联合大学”，①

即共同办理分别设在潍县(文学院)、青州 (神学院)、济南 (医学院)的山东基督教大学，1904

年时改称“山东新教大学’，。开始时双方合作关系相当松散，潍县文学院的房地、财产、设备等

归美国长老会，青州神学院、济南医学院的则归属英国浸礼会;学校的教师及有关人员也由两

个差会自己选送，只是维持学校日常开支的费用由双方共同支付。1915年，学校正式更名为“齐

鲁大学”，联合范围也进一步扩大，这一地区的其他差会也逐渐参加进来。到 1925年，已形成

了由英、美和加拿大11个差会共同参与和支持的大学。②在华北，1900年以后，美以美会、公

理会就开始协商进行联合办学，并实现了学校合并计划。⑤次年，即1901年，谢卫楼提出，高

等教育应该是联合教育，要维持一所能够赢得公众尊敬和信任、能够与势必兴起的国立大学相

抗衡的高水平大学，任何一个差会的资源都不足以胜任，并由此向公理会、美以美会、伦敦会

和长老会提出联合高等教育的倡议。④公理会和美以美会首先就联合问题进行了接触，以后美国

长老会、英国公理会也参加进来。几个差会经过多年的艰难谈判，最终形成了燕京大学。在南

京，1906年，美国基督会创办的基督书院(Thec腼stj朋college)与美国北长老会创办的益智书

院合并为宏育书院(Theunio。c肠stiancollege);1910年，宏育书院并入汇文书疏 组建成金
陵大学。③金陵女子大学成立于1915年前后，其构成更为复杂。1911年冬，8个美国差会(南、

北浸礼会.监理会，南、北长老会，南、北美以美会，基督会)的代表在上海开会，会上，

8个差会的8名女代表联名提议建立一所女子大学，5个差会 (北浸礼会，基督会，南、北

美以美会及北长老会)支持这一提议，并拨款 1万美元作为建校费用，另各派代表组成管理

委员会处理学校各方面工作。⑥在上海，义和团运动期间，聚集在公共租界里的美国南、北

浸会的传教士开始商讨联合办理一所浸会大学的计划，⑦并最终形成了沪江大学。在华西，

华西教育协会一致认为:流动的单个学院，即使是小规模的学校，都会在人力和资金两个方

面无谓地耗费个别差会的资源，一个更有效的教育规划只能由分工协作来实现。由此，美以

美会和加拿大监理会的传教士们于1905年提出了合作办理一所协合大学的计划，⑧并于1910

年成立了由四个差会联合办理的华西协合大学。⑧杭州的之江大学是由美国南、北长老会联

。TheChi尺叮e左即order，彻gust1902，pp.417一418‘
甲CharlesHodgeCorb毗 5六口刀tu心 饰挑咫电 Newyo改:UnitedBoard forChrjst丘an CollegesinChin氏1955，PP.
64·“98103_〔美〕芳卫廉著，刘家峰译:《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1880一1950)，珠海出版社2005
年9月版，第31 页。

伪芳卫廉著，刘家峰译:《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1880一1950)，珠海出版社 2o05 年版，第32 页。

④仁美」艾德敷奢，刘天路译:《燕京大学》，珠海出版社2o05年版，第38一39页。
⑥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5一16 页。

⑥L脚renceThurston，G认幼心college，口nitedBo浏伪rc川stiancollegesinchina.I，55、pp.4一5
⑦ 【美」海波士著，王立诚译，《沪江大学》，珠海出版社2o05年版，第1一2页。
④黄思礼著，秦和平等译，《华西协合大学》，珠海出版社2005 年版，第20一21页

，黄思礼著，秦和平等译，《华西协合大学》，珠海出版社2005 年版，第21一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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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办理的。。在福建，1910年后开始筹划建立联合大学，并于1916年最后建成了由美国美以美

会、公理会、英国圣公会、荷兰归正会等组成的福建协和大学。，

    到怜20年，主要的基督教大学如燕京、齐鲁、沪江、圣约翰、东吴、岭南、金陵、之江、

华西协合、福建协和、华南女子等学校的调整此时己基本完成，华中大学的调整虽未结束，但

主干也已成型。联合办学是基督教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调整措施，这种调整的

基本完成标志着基督教三级教育体制的形成。此时，基督教教育不仅完成了向专业化的转变，

而且形成了以小学、中学、大学三级教育为主体，以各种形式的专门教育、特殊教育和社会教

育为辅助的体系完备的基督教教育体制 (具体数据见19加年基督教教育分类统计)。

1920年基督教教育分类统计:。

学校类型 学校数 (所) 学生数 (名)

国 民小学 5，637 151582

高等小学 962 32，899

中学校
                              }}
  15，213

师范 48 612

大学 l6 2，017

合计 6，954 202，323

三、华中大学的筹办

    1、华中地区基督教教育状况

    前面我们已论述了20世纪20年代以前中国新式教育的确立与发展，以及基督教教育在这

一时期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下面我们再看看这一时期，华中地区基督教教育的情况。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被迫向外国商人和传教士打开了通往华中的门户，位居华中枢

纽之地的武汉 成为各国传教士们理想的传教据点。1861年，英国伦敦会(LondonMissionary

society)的杨格非(GrimthJohn)牧师来到汉口。进行传教的准备工作，是为传教士最早进入

华中地区。19世纪末，伦敦会在汉口创办了博学书院 (Griffithjohnschool)。虽然名为书院，

但实际的教学水平相当于中等教育程度，学生主要输送到香港大学(UniversityofHongkong)进行

深造。④

珍clarenceBurtonoa叭加n罗人御你诬，e叮奴New扔丁k;un认edBoaxd扔rch了isttancol‘。gesinchlna.1955，p26I
小罗德里克 ·斯科特著 陈建明等译，弓福建协和大学》，珠海出版社20O5年版，第 6一15 页。

③钟鲁斋:《摧督教教育之功劳及其缺陷》，《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

④JohnL，Coe，如口Ch脚苦gUn公~ 仰，Newyo坎:unitedBoardforChristianHi沙erEducation加ŝia.1962，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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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时期，英国循道会(EnglishMe.odistMission)在武昌创办T博文书院(wes刃eyschool)，

该学校是一所能容纳几百名学生的中级学堂，其中仅有少数学生接受了超过中等学校水平的教

育。除博文书院外，英国循道会还在湖北、湖南两省拥有若干所初级和高级中学。与当时其他

英国差会面临的情况一样，一直困扰该会领导人的问题是:究竟是在华中地区建立起完全意义

的基督教大学教育，还是将其毕业生送往香港大学接受大学教育?。

    20世纪初，美国复初会 (th。ReformedChurch)也己在湖南从事广泛的传教活动，其传教

一「作的中心区域是位于洞庭湖口的岳州，该会在岳州创办的湖滨书院 〔Lakes记ecollegoor

HuPing)，到1921年己超过中等学校水平，发展成为一所具有大专程度的学院。②

    湖南的另一所学校一雅礼大学 (Yale一in-China)是当时华中地区基督教高等教育水平最高

的学校。值得注意的是，雅礼大学一开始就是作为一所教育机构，而不是传教工作的附属机构

而建立的。1902年，美国耶鲁大学一群热忱的基督徒学生建立了稚礼会 (the、’a}eMission)，并

于1906年在长沙开设了一所高中程度的学堂一雅礼中学，后来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出了华中地

区建筑最好、最为现代化的雅礼大学。③

    为后来华中地区新建立的联合大学一华中大学提供校园设施和重要支待的文华大学

(Booneuoiversity)，是由美国圣公会(theProtestant Episcopalctiurc h)创办和资助的。1871年，
它作为一所男子寄宿学校而设立，并为纪念美国圣公会在华首任主教文惠廉 (wiljialn jones

Boon。)而命名为文华书院 (TheBooneschool)。起初，学校仅有几名学生，租一栋民房作为

校舍。经过30余年的发展，到 1903年时，学生发展到二、三百人，开始增设大学课程，将学

生分为“正科和预科”，“神学、医学、格致等科”也“次第开办’尸。1909 年，文华书院呈请美

国各案 开始称为大学。，到192。年代初，文华大学己发展成为华中地区一流的高等学府。

    上述几所院校均为华中大学的前身」它们的成立与发展为以后华中大学的创办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2、“伯顿报告”

    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及的，20世纪以后，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们普遍认识到了合作办学的重要

性，联合办学成为基督教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差会纷纷对合作办学问题进行反复磋商

和谈判，并最终在华东、华北、华南、华西建成了一些重要的基督教大学。

    止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21年，北美和英国教会本部所组织的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团，对

中国30多个县市的。各级基督教学校进行了考察，并提交一份综合调查报告，该报告介绍了当

。Jo如L.c。氏伪ach“ng枷川己”2以NewYork
乡JohnL.coe，加aChu几gu)贯Zve汀今，Newyork
即John L.Coe，加aChu刀9饰即e月汇印 Newyork
I2

山itedB。喇 forChr里stlanHigherEducation互nAsi入1962，P乡
UnitedBoard forChrlstlanHigh盯EducationinAsl次19故P10-
UnitedBo盯dforChristlanHigherEducat丈onlnAsi氏1962，PP.10一

韦卓民:《武昌文华人学校》，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四期)，上海广学会，1917年，
140页。

Ch尸留t泪月乙才翻‘at泊n了n以孟月a，the R叩ortofth已Ch切aEd翻cat功nal山爪功姗zonofl夕2了一]夕2卫，Commercla[P茂55
angtiai，1922，P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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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中国基督教学校的情况，并对其未来发展作了具体建议。由于调查委员会的主席由芝加哥大

学副校长伯顿 (EmestD.Burton) 担任，因此这份报告又被称作“伯顿报告”

    关于组织调查团的动议，实际上在1915年就己提出。该年4月，中国基督教教育会ohechina

Ch哪tianEducationalAssociation)提出 应该组织一个专家团对高等教育机构作一个认真的研究
考察。1918年3月，巴教〔Re、JamesL.Barton)一北美外国传教大会顾问委员会(theCommittee

ofReferenceandCounse1oftheForeignMissionsConferenceof吻rthAmerica)主席在不知道中国

基督教教育会动议的情况下，写信给中华续行委办会(thechinaContinuationColnln ittee)，建议

  “在不远的将来，能由两三位热心传教事业的教育专家，代表北美外国传教大会顾问委员会，

与中华续行委办会合作，对中国基督教教育作一个彻底的调查”，并认为结果将会对差会事业有

长久的价值。①在这些建议下，经过中国基督教教育会、中华续行委办会与北美外国传教大会顾

问委员会的协商(后来英国海外传教团，“ttte ForeignMi、sionsooietiesofGreatB‘面n，，也加入

进来)，在各海外传教团体及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一个由十六人组成的调查团成立了。成

员中有六名是海外成员，由北美外国传教大会顾问委员会和英国海外传教团推荐，十名成员来

自在中国工作的人员，其中包括3名中国人，2名英国人，5名美国人，调查委员会主席是伯顿

  (ErnestD.Burton)，成员有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Lei沙tonstuart )，金陵女大校长德本康

夫人〔Mrs，LawrenceThurston)，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等，国立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等。②该
调查团希望通过与中国基督徒及传教士领导人举行会议，与传教士、中国基督徒及中国宫员进

行访谈，以及参观考察公立及基督教力量创办的各级各类学校等方式，对中国整个教育状况有

一个全面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中对基督教差会在中国教育中所应扮演的角色作一个建议性的定

位。调查团要考察的核心问题有二:其一，对教会的发展而言，基督教教育应承担什么样的角

色;其二，在中国教育界中，基督教教育应当处于什么地位。。在此基础上，调查团试图回答以

下具体问题;

    ，’(1)鉴于大部分的教育事务必定由中国政府承担的明显事实，基督教学校应当怎样对整

个教育事业作出自己独特的、杰出的贡献?

    佗)工作的重点是应该放在质还是量上?即注重学校和学生的数量，还是他们在工作中展

示出的良好的基督教品格?

    (3)基督教教育的目标，仅仅是为了培养教会领导人，服务于基督教团体的发展，还是也

应该直接或间接地为全体人民谋福利?

    (4) 是全面发展初、中、高各级教育，还是有所偏重?是发展专业的、职业的、以乃非专

。Chrlstian皿6戒catlon优以姻 叻e尺印。洲of从e以仇a五d“cat‘0”alCo功附结5矛口nofj夕2]一]夕22，comm ercl以Press，
Sh幼Zhai.1922.D.1

甲C人尹巧t的n五洲别cal之。八阴以古朋.血 左印“toflhc以f月al三。仙ca之:。耐 Co加m活5至叻 ofj卯1一1刃2，ComJllerciaIPress，
Shan沙田，1922，PP之一3.
。以r话。‘”石口“门tio凡小ch功口，泊eR〔户少亡of血Ch访a石d“““咖Ico仇附璐1朗of]刃]一沙22，c。m!nercialPress，
Shanghal，1922，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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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非职业的各类教育，还是限定在某一个特定的方面?仅仅是为了培养教会领导人，还是

也兼求养成高尚有为之公立学校教员，并藉此来影响全部教育状况?

      (5)基督教学校是要在各方面与公立学校相匹敌，还是承担一个特殊的任务，以此对中国

社会生活作出其他力量不能做出的贡献?”①

    该调查团已注意到，尽管中国的政治状况还不稳定，但是一大批品质高尚、具有杰出才能

和献身精神的中国人己决定并正努力在中国建立一个强大的教育系统。这些人包括在政府机构

任职的人员和社会人士，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他们彼此间互有联系，频繁地举行会议讨论重要

的教育问题，并拥有表达自己思想的期刊杂志。此外，尽管中国相对贫穷，并且在政治腐败上

浪费了不少公共财产，但公立和私立学校所能支配的资源还是远远超过基督教学校所能得到的。

在科举制废除之后，一个新的中国教育系统正在迅速地发展，虽然它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却

预示着在将来的无限前景。另一方面，尽管公立学校只能满足一小部分学龄人口的需求，但公

立学校的学生人数已超过基督教学校学生人数很多倍，并且在将来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在设

备和某些方面的成效上，它们己经接近与基督教学校相匹敌，甚至超过了部分基督教学校。②

    这些事实说明，基督教学校的地位与前些年相比己非常不同了，那时他们几乎是甲国仅有

的向现代方间迈进的学校。这意味着在数量的竞争上基督教学校将不再有任何获胜的可能性。

因此，基督教学校必须以质量来建立自己的号召力，只能这样才能吸引非基督徒学生，否则即

使基督徒也宁愿选择一所好的非基督教学校，而不是一所差的基督教学校。正因为如此，对基

督教教育而言，重要的不再是拥有多少学校，而是学校有多好:重要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

基督教学校将会越来越多地按级别分类，任何一所低等的学校都是一个负累。②

    另一方面，该调查团当时已意识到中国逐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建议基督教学校尽

快去除其外国性质。调查团指出，在1900年以前，此种外国性质对于学校可能是一种优势，但

现在不同了，差会必须铭记，中国基督徒既是基督徒，但同时也是中国人。强烈的爱国主义可

能会使他们离开一所外国氛围的学校而转到一所中国氛围浓厚的学校。强迫他们在这两者之间

作出选择是不明智的。基督教学校必须尽快地彻底中国化，正像彻底地基督化一样。④调查团还

指出，差会必须明白，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由中国教会控制的基督教教育系统，其性质是真

正中国化的.这不仅要体现在组织形式上，而且在精神上也要如此。同时，要尽早去除基督教

学校是为了增进外国商业及政治利益而存在的嫌疑，因为没有比这对基督教事业更致命的伤害

。以ro.口”五d别caton认以;低1人e只叩。附oflheChoaEI习‘cat沁二1。。mlss￡叻ofl夕2]一]夕22，Comjn ercialPro55，

全啥忠公{慧泥磊，。。。。，、*、。。、the二，。。二。。‘，。;。，co用m。10。、，。2了一了，::，c。mln。:。，目。ress，
璧h半沈石:.器裂几。，。。二，。。、，广、叻。。。。二Ca。。。a，com，切，口。、，，2了一，二cotnmorcial。ress，
Sb叭gha吸，1922，PP.13，14.
④ch心tja。￡“.胡tjo月优ch呱 功。ReP。月ofthech认。石动沼‘at妙 IC乙州，1551明of月2]一川22，CQmm 眠ialPresst
Shanghail922，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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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实集中在一起，就明确地指出了基督教学校的发展方向:在本质上彻底地基督化，

在氛围上彻底地中国化 (ThoroughlyChristianinitscharacterandthoroughlychineseinits

atmosPher。)，同时提高服务效率。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学校将根本不能继续办下去。②这

就是调查团在对以上各方面情况进行总体分析的基础上，对基督教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的重新界

定，同时也是对其未来发展的建议。简单地概括起来，就是基督教教育必须更加有效率，更加

基督化，更加中国化(moree伍cient，morec腼stian，morec址nese)。⑧

    这一建议后来被广泛接受，成为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们的共识。尤其是通过非基督教运动中

舆论对基督教教育的责难，大多数的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们普遍认识到，如果基督教学校希望在

中国长期存在，就必须按照“伯顿报告”所指出的方向进行改革。因此，在1925年3月创刊的

  《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中，明确地将 “效率化，基督化，中国化”作为该刊的目标和宣言。

事实上，集中人力财力办学才能使基督教学校在中国站得住脚，还不只是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们

的认识，它同时也是一些中国非基督教教育者们的认识。只不过他们不是从基督教教育如何在

中国发展的角度，而是从基督教教育对中国做贡献及劝教会抛弃传教而专办教育的角度提出此

问题的。例如，1920年代初当伯顿等来中国调查基督教教育时，曾问胡适有什么意见，胡适指

着北京协和医院对他说，“这是教会教育家应当效法的。罗氏医社不到各地设立无数小医院，却

集中一切财力人力，在这里开一个设备最完，规模最大的医院。将来中国的医学教育无论怎样

发达，这个医院，是打不倒的，总站得住的。教会教育何不也集中一切财力人力来办极少数真

正的好学校呢?把最好的给我们，他才站得住。把三等四等的给我们，我们将来一定会不要的。”④

    调查团在提出上述基督教教育总体目标的基础上，对于基督教高等教育也提出了具体的建

议，即应对现有基督教大学作一个根本的整顿，以提高高等教育效率和质量。调查团认为，“现

有教会维持之学校十六处，自以为执行完全高等程度之事业:⋯⋯其以中国全国户口为比例，

则此数实未为巨。但见其举有用之财，尽以维持课程不一，工夫重赘，学额无多之校;未免于

经济上，有失算度。此种学校之中，可择其不适合者，或令停闭，或令改良为宜。”调查团还举

例说，“政府挟其较广之资源、负其较重之责任，只能计划大学四所:··一洛基非勒基金团设立

之中国医学董事团(T】leChinaMedioaIBoardoftheROckefellerFQuI1dation)，当其决定建立两医校

于中国之后，亦仅其一而止，因其不能供给两所之费也。”⑥因此，以差会有限的资源，维持十

六所名不符实的大学，不仅是资源的浪费，在教育质量上也是一种损失或失败。基于此，调查

。。r话了必。￡山刁cat。。仇。:”a，认。尺c尸。。toft八e。‘。a￡d“ca“。耐co爪。。，0oof]刃1一]卿，co杯e似司阮55，
Shan曲出.1922旧0293294.

甲Ch尸妞t必，五d“韶tlo月沂Ch幽 ，泊eR哪，少tof血 Ch‘凡a五d“cationa了C俐朋15‘1口八of了卯1一)夕22，Comm毗1司Press，
Shanghal，1922，P.13
。。，“才泊。压绍“ca孟功。讲以扭a九尺叩邵rofr人。c人认a￡如cat;口。alco沉脚，“:胡ofj刃!一1夕22，commcrci司Press
Shanghai，1922，P」4.
。(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 飞卷第 1期，1925 年3月。

。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编 丈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商务印书馆 1922 年版，第 工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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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将中国分为北部、东部、中部、南部、西部及福建六个区域，建议每区有一所基督教大学，

或者由一个顾问委员会协调的一系列学院，其最终目标是合并为一所大学。。一切无用的重复应

竭力避免，每区的顾问委员会及全国基督教专门学校及大学联合会，对于每校的工作范围与类

型要给出建议，“像得以最少之款项 求得最广之职业科目之设备也。”。每区只设立一所基督教

大学的计划，即使因现实状况阻碍而不能立即实现，但这一理想要坚守，并且要将其视为一个

可行性的理想，一旦地方的和组织的因素允许，就要力图实现之。⑧

    具体到包括河南、湖北、湖南、江西④在内的华中地区基督教高等教育的情况，调查团建议

应在此区筹划一所基督教大学，地点最好在一处，至多不超过两处。⑥如果是一处的话，这个地

点应该是武昌。即白顿报告写道:调查团对在中国的中心地区建立一所伟大的基督教大学的动议

具有深刻的印象，这的确是一个难逢的机遇。这一中心地区指的是武汉三镇，它包括武昌、汉

口和汉阳。在王朝时期，武昌是总督府的所在地，又是文化中心，而且还是中华民国的发徉地

和中国现代教育的发源地之一;汉口则是中国内陆最大的商业和工业中心;汉阳是一座古老的

城镇，并且拥有大型的现代化铁厂。长江横贯武汉三镇，已修建的和计划建设的铁路都经过这

里，通过这些铁路可以从北京直达广东，从上海直通西部边睡。位居武汉南部的长沙，以其学

术传统著称，并且是物产丰饶、人杰地灵的湖南省的省府。因此，如果在武汉建立一所大学，

其涵盖的区域将是广裹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不论路途多么遥远，都能容易地汇集到这里。

从各差会己经开展的教育工作来看，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如果在此地集中办理一所基督教大

学，其发展潜力是巨大的。美国耶鲁大学已经将其优秀传统输入长沙的一所大学(指雅礼大学)，

英国差会己在他们创办的武汉各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因一所英国基督教大学而进一步加

强，如果它与雅礼大学合并，则能形成一所具有英美风格的大学，将两个国家完善的教育理念

融合在一起，贡献于中国人民的需要。另外，如果乌普萨拉大学 (theuniversityofUPsala)也

愿意加入，它可以作为一支宝贵的第三方力量参与这一项国际性计划。文华大学已经取得了辉

煌的成就。在对华中地区的情况进行了如上分析之后，伯顿调查团对在武汉建立一所大学的计

划有着美好的期待和描述:一个规划范围广泛的大学，冠以西方学术中心的美名，得到这一地

区所有差会的鼎力支持，建立在武汉这样一个日益富裕且极愿意合作的地区，这样一所大学一

定能得到英、美各国人民以及中国人的热情关注与支持。建立这样一所大学，可以想象前途是

j以rlst的，￡d‘二tio。，以呱 淞尺召尸少tof叻。以二五动砚cattonalcom，哪艺。。of!刃!一!夕22，conun哪j习Press，
Shanghai，1922，p，335.
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编:《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商务印书馆 1922年版，第3拍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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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的，与现在的状况相比，财务上的收益，宗教上的意义，以及对中国人民的服务都将是巨

大的。①调查团还对建立这样一所联合大学提出了具体的计划:

    第一，这所大学的高年级部(senjorcollege)应该在一个教职员团体的管理下运行，应该定址

在一至两个地方，我们倾向于确定在一个地方为好，如果是这样，这个地方应该是武昌。与高

年级部相应的，还要设一个低年级部白uniorcollege)，并且这一地区内不能再有其它的专科学校。

    第二，所有差会和基督教大学应该合力支持这所大学。

    第三，一切现有的基督教教育机构都要与这所大学建立关系。

    第四，为了尽快推进该计划的实施，其中一所学校应将其校园设施提供给新大学作校舍。

    第五，为了不影响联合计划的实施，现有各校不应再兴建任何新的建设项目。

    第六，各学校可在新大学的校园内兴建和维持建筑，并可用原来的校名命名，作为学生宿

舍用。

    第七，对由各差会开设、但大致相同的神学课程应给予特别重视。

    第八，各校合并后所有其他校园设施应划拨基督教中学使用.

    第九，为了实现上述计划，应该采取下列初始步骤:

      (1)召开一个由各机构及其所属差会代表参加的协商会议，并就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及实施

方案达成共识。(2)应该在各参与方执行机构同意后，组织一个评议会(senate)或顾问委员会

  (council)，该会不受法人组织或法律控制，就财产调整、教员配置、各参与机构应承担的工作

范围和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大体确定新大学的最终组织格局。(3)拟订有关法律文件，确

保各执行机构在将新的大学建成一个法律实体的问题上达成一致。.

    3、华中大学的筹建

    由上可知，一方面，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国内社会和教育状况，以及基督教教育者们对基督

教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认识，为华中大学的建立提供了契机，正如华中大学在回顾自己的历史

时所指出的:“其所以合并办理者，盖当时吾国新教育已逐渐发达充实，为适应新时代之新要求，

高等教育之主办，非集中财力人力不为功也。”。另一方面，“伯顿报告”则为华中大学的建立提

供了直接推动力。

    1922年初，华中地区各差会都收到了来自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团的报告，并且对这份报告

进行了仔细的研究。那些对基督教高等教育感兴趣的差会，还于2月3日至9日在汉口吴德施

主教 (Bish叩Roots)住所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议，讨论“伯顿报告”的内容，并磋商如何在华

中地区具体实施报告中所提出的有关建议。参加会议的差会分别为美国圣公会(theAmorican

①口犷lst招n返刁翻叨t沁n优Chlna.谁内e尺‘，口rtof认‘Ch加aE‘翻catto朋ICOm用15510凡of]夕2]一1夕22，Co如ercialPress，
shanghal，1922夕p川一118.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编:《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16一117
页，

，Chrot眼n皿‘袱cat姆n价Chlna.thoRePO丹oftheCh认aEI扣catoalco切二以勿。of了刃]一j夕22，c。呻erciaiPress.
511山lghai，1922，PP.118一119
③《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概况》，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4，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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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scopa1Mission)、美国复初会(theMissionofthe助formedChurchlntheUnitedstates)、英国

循道会 (thewesley即MethodistMission)、英国伦敦会 (theLondonMission叮 soci吻)、美国

遵道会(theUnltedEvangelicalMission)和美国雅礼会(小e物leMission)。会议不仅讨论了“伯顿

报告”的内容，而且讨论了各差会在华中地区基督教高等教育中的角色和作用，以及各差会可

能为这项联合计划提供的支持。最重要的是，会议达成一项重要决议:依照“伯顿报告”的建

议，在武昌创办华中大学。与会代表们虽然意识到了由来自两个不同国家的几个独立差会创办

这样一所联合大学可能面临的困难，但他们依然对建立联合大学的计划充满信心，都表示愿意

为建立这样一所第一流的基督教大学而尽最大的努力。会议指定了两个委员会来拟定大学的组

织形式和学科设置，并计划于4月24 日再次开会讨论这两个问题。会议还要求各差会由与会代

表或另选代表组建临时理事会(temPoraOIcouncil)，负责筹建华中大学。。

    在第二次会议召开之前，华中大学学科设置委员会和组织形式筹设委员会提交了报告，报

告指出:在学科设置方面，华中大学计划首先建立文、理、神学和医学学科;各协作机构一开

始要先提供24名教师，并且在5年内教师人数应达到41 人。学科设置委员会还雄心勃勃地进

一步建议，在条件许可的时候，应该增设一个研究生院、一个农林学院、一个工学院和一个新

闻学院。在组织形式方面，筹设委员会建议华中大学在体制上应该是英美教育模式的结合。同

时，为了兼顾各合作差会和学校的利益，委员会一方面明确指出教职员是大学的成员，接受大

学评议会 (senate)、管理委员会 〔GovehangBoard)和理事会 (Trustees)的管理:另一方面，

为了保证各合作差会的利益，委员会建议各差会可分别设立提供膳宿的学院，允许有自己的社

交、体育和宗教活动，并可开设自己所需要的特别课程。这样的安排既保证了学校有统一的管

理，同时也照顾了各方的特殊利益。②委员会之所以特意指出“教职员是大学的成员’，，主要是

因为拟定中的华中大学的教职员将分别来自和隶属于不同的合作差会，他们担心教职员在进入

华中大学后还主要将自己看作是所属差会的人员，而非完全的华中大学成员，同时也担心各差

会对自己所派的教职员干涉过多，而影响华中大学将来校务工作的正常运转，因此特意指出教

职员是学校的成员，由大学的相关机构管理。事实证明委员会的担心是有根据的，在华中大学

成立的最初几年，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教职员，他们的薪水都由各自所属的差会支付。教

职员也认为他们首先是属于各自的差会，其次才属于华中大学。他们往往考虑各自差会的利益

更大于考虑华中大学的利益。③

    1922年4月24日至25日，第二次筹建会议在汉口召开。会议充分讨论了华中大学学科设

置委员会和组织形式筹设委员会的报告，并初步达成共识:即华中地区各差会都认可了将筹设

。JohnLcoe，从la幽“叮饰印酬即，Newyork:IJnitedBoardrorchristianHigh盯E区ucationln无1氏1962，
pp17一18.

‘甲JohnLcoe，加a以“馆饰Zversi尔Newvork:UnitedBo训forChristlanHigh七rEducationin儿1礼1962，ppZI一
23

③Jo加L.coe、万“a以u咭山柑e枯名职，Newyork;unitedBoard肠roristlanHigh已rEducationinAsi氏1962，p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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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合大学的框架草案，并且一致认为，建立这样一所联合大学将能极大地有利于中国的基督

教事业，为此，个人和差会作出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会议还要求各差会的代表将华中大学的

筹备方案提交给他们各自的管理机构，以取得他们的考虑和认可。在取得当地管理机构的认可

后，再将这些建议和意见向国内总部通报，寻求认可和支持。②同年8月15日，第三次筹建会

议在枯岭召开，与会代表们报告了各自差会或理事会的决定，伦敦会、循道会、美国圣公会和

复初会的报告说，他们在中国的理事会已认可了总方案，并己向国内总部通报。稚礼会的代表

报告说。他们己将合并方案提交给了在美国新港 (NewHave n) 的理事会，理事会也己讨论了

这个方案，但从直到1922年6月止得到的消息看，他们不准备离开长沙，但也没有持断然否定

的态度。也就是说，雅礼会在美国新港的理事会还在观望其它各差会的国内总部对“伯顿报告”

的反应。②关于校址问题的讨论一直是每次筹建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在第一次筹建会议上，关

于华中大学选址武汉还是长沙的问题，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并占用了会议相当长的时间。稚

礼大学及其支持者们建议将校址设在长沙，并提出了诸如雅礼大学坐落于长沙城外，扩展校园

时易购得较便宜的地皮等作为支持的理由;文华大学及其支持们则主张将校址设在武汉，因为

武汉是华中的中心地区，易于汇集来自各地的生源，也容易得到这一地区教会的支持和赞助。

经过权衡利弊，第一次会议总的倾向是主张将校址设在武汉，当华中大学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后，可以考虑同时在武昌和长沙设立分院。。第三次会议上，雅礼会又表示其国内总部不打算放

弃长沙。但会议对校址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周密讨论后，用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鉴于组织方

面的困难，共同的大学团体生活的需要，以及集中财力办学的需要，请求各国差会总部及在华

机构接受将校址设在武昌的决定。。

    第三次在枯岭召开的筹建会议上，还成立了以与会代表为主要成员的临时理事会 (the

Provisionalcouncil)，或叫管理委员会 (GovemingBo耐)，并在征得各差会同意的前提下，指

定了一个由参与筹建华中大学的差会代表们组成的执行委员会(ExecutiveCommittee)，负责协

调各委员会的工作，并在需要时召开临时管理委员会会议。⑥

    临时管理委员会一方面将其决定传递到各个差会，再由他们转达给其国内总部，另一方面

则着手筹划开学的事宜。但是，信息由管理委员会到各个差会再到其国内总部，然后国内总部

再提出更多质询，由管理委员会来解释和回答，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因此，管理委员会不得

不将开学日期由原定的工923年9月推迟到1924年9月。但到1923年秋，只有英国循道会和伦

敦会接到了其国内总部同意联合大学计划的指示，美国三个差会的总部还没有最后的回复。在

JohnLCoe，加 a以“陀9咖王ve”J仅Newyork:UnitedBoardforChri州an HigherEducationinAsi民1962，p之1
JohoL.Co认加 a以翻月9饰沁e邝办，New york:Unl记dBoardforChri，tian HigherEducationln七ia.1962，P.23.
]ohnL.Coe，Hu a以“ng 加附彻七印，New yo改:UnitcdBoardforChrlstian H笼gherEducatloninAsi我1962，pp之4一

Jo卜nLCoe，从亡a以“叮晰即ers妙，Newyork:Unitedsoard必rChristi助Higher6ducatlon]nAsla.1962，即一19一

JohnL.Coe，瓜。以封月9确之ve”J) N已wyo改:口n汁。dBo训 forChrlstlanHigherEducatjoninAsi入1962，P之5
JohnL一Coe，枷aCh“ng Un仰ers即，Newyo改:UnitedBoardforChnsti助HigherEdu以ion inAsia.1962，P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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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况下，1923年11月28日，临时管理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决定，无论如何，联合大学应尽快

在1924年9月开学，校园设在原文华大学的校园内，先以文、理两个学院试办三年，。以具体

的学校来说服那些愿意出资建设华中大学的人们，并在此基础上徐图发展。1924年1月，来自

美国的消息指出，圣公会总部已通过了建设华中大学的计划，但雅礼会总部则表示目前不能参

与这个计划。②复初会也同样没有收到国内总部的批准意见。1924年4月17日，临时管理委员

会再次召开会议，代表们虽然对雅礼会和复初会的退出而感到非常遗憾和惋惜，但他们还是决

定于1924年9月照常开学。这样，尽管在筹建的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分歧和问题，但由文华书院、

博文书院、博学书院合并成立的华中大学，终于在工924年秋开学了。①这意味着华中地区基督

教高等教育的一个新起点。

    不幸的是，这一时期乃是中国民族主义强烈彰显的时期，非基督教运动蓬勃发展，同时国

内政治局势剧烈动荡。在这样的环境中，华中大学虽然在各方的努力和期待中开学，但创办不

过三年，1927年便因局势影响被迫关闭。尽管如此，华中大学曾作为实体存在这一事实，却显

示了华中地区差会联合办理高等教育的能力，并且它也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这为 1929

年华中大学的重新开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后来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四、本章小结

    清朝晚期，.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

并发出“改科举”、“采西学’，④的呼声。洋务派官员和维新人士也努力将兴学思想付诸实践，

在中国建立了一批学习西方语言女字和军事技术的专科学校。此后，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

等新式学校也相继成立，开启了中国新式教育之先河。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改革科举、普及

新学等措施第一次以政府诏令的形式出现。在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京

师大学堂也由此得以建立。进入20世纪以后，广兴学堂以培育人才成为举国上下的普遍呼声。

顺应此革新潮流，清政府在新政中将改革学制作为一项重要举措，采取了从“变通科举”到“废

除科举”和倡办学堂、奖励留学的一些措施。随着壬寅、癸卯学制的相继颁布和科举制的废除，

中国新式教育得以迅速推广。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进一步规范新式教育，颁布了一系列学校令，如小学校令、中学

校令、大学令、专门学校令、师范教育令、实业学校令等，对学制进行改革，是为壬子癸丑学

制。壬子癸丑学制虽然是一个进步的学制，但在实施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明界的缺点。为了伸

。JohnL.co七，加a山习馆晰陇rsJ印，Newyo改
一2巳

若JohnL.Coe，伪口以盆心饰去ve咫不仅Newyork
泊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8。

UnitedBoardforChristianHigherEducationinAsi武1962，PP27

UnitedBoardforCh八stlanHigherEdu呱ioninAsi入1962，p.31.

。冯桂芬:(改科举议》(1吕61 年)、
国光社 1953年版，第 19一22 页.

  《采西学议》(1861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戊戌变法》第一册，神州
第26一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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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新式教育体制更趋完善，教育界进一步推动政府对学制进行改革。1922年，北洋政府颁

  布壬戌学制，或称 “新学制’，，以取代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的颁布，基本统一了全国的教学

秩序和教学内容。此后，中国的新式教育体制基本稳固下来，这一学制也一直延用到1949年.

在学制改革的过程中，中国新式教育得到了蓬勃发展。到1922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己增加到

  17.9万所，学生人数达662万人，教育经费总支出达到5942)万元。

    中国新式教育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新式学校的蓬勃发展，给基督教教育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和

挑战。传教士教育工作者们开始意识到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对基督教教育的威胁，因此，他们

提出了集中多个差会力量联合办学，提高教育水平，以增强基督教学校竞争力的建议。基督教

教育的发展趋势，也由此开始了从各差会独立办学向多个差会合作办学的转变。

    二十世纪早期，对中国基督教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二个因素是“非基督教运动”。1915

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它高举 “科学”与 “民主”的大旗，公开向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挑战。

1919年，这一运动又与中国强烈彰显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发展为反帝反封的五四运动。身

兼“帝、封”的基督教，自然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于1922年后成为被抨击的焦点，

与基督教紧密相连的基督教学校，也难逃非难，这就是所谓的“非基督教运动”。这场运动虽然

历时不长，但对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发展方向却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非基督教运动”发生之后，

基督教教育界开始对基督教教育进行反思。他们已初步认识到，如果基督教教育希望在中国的

土地上长久存在，那么它必须向中国化的方向发展。

    与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相伴随，基督教教育在二十世纪早期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不

仅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增长迅猛，而且这一时期基督教教育也逐步完成了向专业化方向的转变，

形成了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的较为完备的基督教教育体制。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办学的调整，

到1920年代也基本完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俘21年，北美和英国教会本部所组织的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团，对

中国30多个县市的各级基督教学校进行了考察，并提交一份综合调查报告，即“伯顿报告”。

“伯顿报告”在全面分析中国整个教育状况的基础上，对基督教教育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更加有

效率，更加基督化，更加中国化的总体建议。同时，“伯顿报告”对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也提出

了具体的发展建议，即，对现在的十六所名不符实的基督教大学进行合并或关闭，使华北、华

东、华中、华南、华西、和福建各保留一所基督教大学，以避免无用的重复和有限资源的浪费.

具体到包括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在内的华中地区，“伯顿报告”建议合并这一地区的各个差

会所办的基督教学院，在武昌集中办理一所基督教大学，以增进教育效率和效果。

    在“伯顿报告”的激励和推动下，华中地区各差会在1922年2月至8月这段时间内先后举

行了三次会议，主要是研讨“伯顿报告”，协商在华中地区创办基督教联合大学的问题，并对华

中大学的筹建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尽管在筹建的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分歧和问题，但由文华书

院、博文书院、博学书院合并成立的华中大学，终于在1924年秋开学了。这意味着华中地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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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高等教育的一个新起点。后来虽然因国内政治局势的剧烈动荡，华中大学于1927年被迫关

闭，但是，华中大学曾作为实体存在这一事实，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这为1929年华中大

学的重新开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其后来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更重要的是，

华中大学的产生和存在显示了华中地区差会联合办理高等教育的能力，充分体现了基督教教育

朝更加有效率的方向发展的趋势。从此以后，更加有效率和更加中国化不再只是“伯顿报告”

的书面建议或基督教教育家们的口号，而成为基督教大学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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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化潮流中的华中大学

    基督教大学的中国化是一个缓慢的进程。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基督教大学与中国教育

界的接触非常有限，从很多方面来看它们都处在中国国家教育系统以外，可视为西方教育系统

在中国的延伸。然而，随着中国民族主义潮流的高涨，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开始承认向政府注册

是适应时代的要求，建议基督教学校为注册做准备。1924年开始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加速了基

督教大学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的进程。注册立案标志着基督教大学在形式上开始中国化了，但

在实际的管理运作中，中国化的过程远没有完成，“名”与“实”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那

么从外在形式上的中国化到实质的、完全的中国化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呢?从基督教大学注册立

案到最后终结这二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化的目标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在中国政府政

令法规约束和外国差会经济资助与实际控制双重管理体制下，基督教大学能实现真正的中国化

吗?如果经济上不能自立，基督教大学在中国化的道路上到底能走多远?这些都是本章所力图

探讨的问题。

一、设在中国的“洋人的学校”

    在20世纪加年代以前，基督教学校无论是从建立目标来看，还是从实际的创办过程和其

后的管理运作来看，都可以看作是设在中国的“洋人的学校’，。

    1、基督教教育的目标

    关于基督教学校在华设立的目的与作用，在不同时期传教士们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既使在

同一时期，有着不同立场和传教思想的传教士们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大致来讲，早期来华的

新教传教士们创建基督教学校的目的，主要是由于传教的需要。也就是说，传教士们的目的并

不在教学生知识，而在于吸引人们对基督教的兴趣。对他们来说，这实在也是个并不值得深究，

甚或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他们既然身为传教士，他们的使命自然是在华传教，而不是提升

中国人的知识水平或促进中国的发展。即使做了一些提升中国人的知识水平或促进中国发展的

事情的话，如办教育，那也是因为传教的需要，是传教的一种间接手段，最终目标仍是为了使

基督教能征服中国。明了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19世纪末以前，不仅绝大多数西方

传教士集中于“直接布道”，而且即使那些已经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也把教

育视作传教活动的从属品。。例如狄考文，他是最早主张教会举办高等教育的一位著名人物，他

于1864年建立的学校后来成为山东齐鲁大学的组成部分，但是狄考文在1877年中国基督教传

教士会议的演说中，虽然列举了基督教学校的诸多贡献，但却承认了教育的附属性质，“教育作

为教会的一个机构固然重要，却不是最重要的。教育不可能代替传教，传教第一位是无可争议

.JessieGLut吞C行inaandt加Ch护话tia”COI坛gesj舒，]好以CornellunlversityPress，1971，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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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上，对早期来华的传教士来说，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使基督教征服中国，使中

国基督教化。正如最早进入华中地区的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所言:“作为传教士，我们想信自己

是顺服主的命令来到中国。而我们事工的目的，是在这伟大的国家中兴起门徒或信徒。⋯⋯我

们来这里，不是为发展这个国家的资源，不是为促进商业，也不仅仅是为了促进文明的发展;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同黑暗势力进行斗争，拯救世人于罪恶之中，以及为基督征服中国。”。杨格

非相信自己具备真理，他是应神的呼召来启发所有人类的，因此对他来说，所谓的黑暗势力与

罪恶，就是中国异教的力量和不信仰上帝。杨格非的目标既简单又清楚:他是来拯救罪人的，

他是一位福音传播者，要把救恩带给活在黑暗中的异教徒。他工作的方式是单枪匹马，时常一

个人在内陆的村庄中传福音。。持有这种观点的福音传播者，对工作充满了忘我的热情，他们有

一种将自我置之度外的献身事业的精神，强调尽快将福音传到全世界，正如“在我们这一代中

使世界福音化”④的口号所标示的那样.

    但是，中国人对救世福音的冷淡态度确实令福音传播者痛苦。马礼逊在到达中国七年之后

才对第一个信徒施洗礼。并且，年复一年，传教士所作的洗礼人数报告也往往只是1个、2个

或至多12个，而且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因死亡或被传教士称作堕落的人数。另一方面，在传教士

中 尤其是在传教士的妻子和孩子中，由于疾病蔓延，死亡率高得令人吃惊口⑤传教活动的劳而

无功，长期鲜见效果，以及传教士及其眷属们的高死亡率。都使传教士们感到莫大的挫折，使

他们难以维持进行这种工作的热情。但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遭受了这种种挫折，传教士们才

开始意识到了寻找新的传道技巧的需要。因此，他们开始调整目标与方法，探索新的传教途径。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传教士开始转向教育工作，并由此促进了第一代传教士教育家在19

世纪70年代以后的逐渐形成。这批最初作为福音布道师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们，在针对成人的直

接布道工作失去效果后，逐渐开始将目光转向比较幼稚、单纯、更易于接近的少年儿童。他们

用免收学费，额外提供食宿衣物等优惠条件吸引贫家子弟。对他们进行最基本的讲、写、宗教

知识教育。从这种工作中，他们逐渐悟出教育对传播基督教、发展传教事业的潜在力量，并成

为这一工作的积极宣传和推动者。他们最活跃的时期是19世纪的最后30年，他们在教育上的

主要贡献是确立了教育在传教事业中的地位，为基督教教育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第

一代传教士教育家在环境的推动下完成了由牧师向教师的转变，但是他们的思想基础和素质，

①RecO八右ofGe月脚Ico月fer已月ceofthe尸rolesto心J话“J。月ar姚ofchi朋he“atsha刀召加乙弃伪尸10一24，招77.Cheng
wenPublish以gComPan苏TaiPei，1973P.32，
.尸eco油ofGene陌Ico砂尼配eof功ep尸OtestantMO5苦。朋r;esof。，a人e公。t，，朋9内a‘J城办1似4，j占了7.cheng
wenPublishingCo哪any，几ipei，1973，P32
。鲁珍赚(JessjeGLu哟编，王成勉译:《所传为何?基督教在华宣教的检讨》，(台〕国史馆印行，民国89年
第 16页。

④鲁珍烯(JessieGLutz)编，王成勉译r《所传为何?基督教在华宜教的检讨》，(台)国史馆印行 民国89年，
第16页。

.鲁珍啼(JessleGLutz) 著 曾矩生译:f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一195叶，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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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的工作仍保持着浓厚的宗教色彩。他们希望通过教育培养出有知识、有地位、有社会影

响力的基督徒，利用他们控制中国未来的发展。①对他们而言，基督教学校就是基督教差会设在

中国的“西点军校”，是培养“未来统帅和指挥宫”的地方，是培养“一般人的教师和领袖人物”

的地方。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肪济曾说:“我们的学校和大学就是设在中国的西点军校⋯⋯当被问

到美国军队的力量来自何处时，我们不单单指出我们有少量的常规军，而且提到西点军校，那

里训练着我们未来的军官和军人，准备一旦需要就可担任领袖，对别人进行激励和训练。当被

问到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力量来源从何处可最清楚地看到时，让我们不单单指出在中国的一小队

英勇的本地和外国福音传道人，而且还要指出我们的教育机关正在训练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

他们在将来要对本国同胞施加最巨大和最有力的影响。”。以创办登州文会馆闻名的美国北长老

会传教士狄考文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教会学校建立的真正目的，其作用并不单在传教，

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要进而给入教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使学生能成

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老师和其他领袖人物。”⑧这就是第一代传教

士教育家对基督教教育的定位。

    20世纪以后，社会福音派传教士越来越多地来到中国，他们不再将传播福音、使人阪依基

督教作为唯一的目标，他们更注重传教的人道主义和社会性职能，希望从根本上改造社会文化，

使整个社会基督教化。他们认为传教的历史使命是使整个社会认识基督教的力量，并以社会的

进步来体现这种力量，而并不仅仅是使个别人成为教徒。因此，他们更多地宣称为中国社会和

人民作贡献，他们认为促进中国社会进步和文明的发展，提高中国人民的福社，本身也是基督

教追求的目标之一，因此他们将基督教教育事业视为是具有独特作用的传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非传教的附属机构和工具。对于社会福音派传教士来说，看到一个人由不识字到识字和

使他由不信教到信教一样高兴。④社会福音派宣传的注重社会服务、强调社会功能、以传播知识

和西方文明来体现基督教精神、实现传教目标的思想，越来越为传教士所接受，并成为指导传

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在侣90年第二次全国新教传教士大会上曾提出有名的“西点军校”理论的

卜舫济，到1914年时虽仍然认为“有效的教育事工必须作为有效的教会事工的基础，”但却将

教育与传教放到了同样重要的地位，认为教育不仅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并且“其本身就是

目的。”。

    由上可知，从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传教士们对基督教大学的认识.绎历了从熔封

。史静寰:资狄考文与司徒雷登一一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第10一11页。
。Reco叻ofth。Ge朋ral伪承阳nc。ofthe尸。testa耐‘、6“拍。洲 of以jna加“以，“〕月9内al，J材匆J7--2伙
]8卯，Sh即ghai，1890，PP.4%一497-
，瓜co)丫幽oftheGe胡朋Ico性1砂佗nceoftheP八〕testant人4O510月arlesof以撇触ld以从a月9六aL人‘砂不20，
!8卯，Shanghai，1890，P456-
④高时良主编:《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29页。
内Reportonst.John，scolle罗andpreparato叮schoojs，sh明gh抓，chln氏August7，1890;EL.H.Po此Letterto
JamesLBarton，5即t.10，1914，Q243(上海市档案馆圣约翰大学档案宗卷号)一114(案卷号)，20一21〔页码)
转引自徐以哗:《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价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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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视作传教活动的从属品，到将教育不仅视作实现传教目的的手段，而且将其本身也视作目的

的转变。但从总体上来讲，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设立，大多是由于当时西方差会和传教士在中

国传播基督信仰的需要。虽然他们有时也宣称这是中国自身的需要，并且一些传教士也确实相

信这是拯救中国所必须做的事情，是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社，但对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却并非

如此，相反，它是西方出于自身需要强加给中国的，而不是中国人要求的结果。正如王立新所

指出的:无论传教士如何标榜基督教教育“以全力增进中国人民的幸福为宗旨”，潜藏的则是“以

培植一个强健的基督教社会为具体目标”，即促使中国西方文明化。①实际上，“伯顿调查团”在

其发表的《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的调查报告中，也明确地阐述了基督教教育的目的，“最初之

教会学校实为辅助传道而设。传道既不能即得成人之信仰，乃开设学校惮得集孩童于基督教义

之影响之下。追教徒团体日渐发达，教堂渐已设立，于是乃更不能不推广学校以为养成牧师教

师之基础。至于灌输基督教义于非基督教徒之团体，则学校之设立，虽非为仅有之途径，实为

最有效力之方法之一。”当然，调查团最后还是将基督教教育的目的升华为“普及知识’，，“增进

社会上公共之幸福”，及至“增进人类幸福’，。②

    2、基督教大学的设立、管理与师资

    动机存在于人的心中，虽然可通过言论来窥探其端倪，但反对者也大可对言论做另一番阐

释，因此纠结在动机中不若以事实来分析，事实毕竟胜于雄辩。下面，我们将从基督教大学在

中国的设立过程，以及其后的管理运作，来分析基督教大学与西方教育系统和中国国家教育系

统的关系，以及它的 “洋学堂”特色。

    就华中大学来讲，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指出的，华中大学筹设的直接动因，是中国基督

教教育调查团的调查报告。1921年，北美和英国教会本部所组织的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团，对

中国各级基督教学校进行了考察，并提交一份综合调查报告，即著名的“伯顿报告’，，该报告介

绍了当时中国基督教学校的情况，并对其未来发展作了具体的建议。③具体到华中地区基督教高

等教育的情况，“伯顿报告”建议合并若干小规模基督教学校，集中办理一所基督教大学，以增

进效率与教育效果。正是在“伯顿报告”的激励和推动下，华中地区各差会在1922年2月至8

月这段时间内先后举行了三次会议，研讨“伯顿报告”，协商在华中地区创办基督教联合大学的

问题。参加筹建会议的代表是由各差会指派的，其中很少有中国人，除差会代表外，参加会议

的还有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华西协合大学牧师华莱士 (E.wwallace)、中国基督教教育会

秘书盖姆威尔(Fr田IkD石amewell)等口④

    同样成立较晚的福建协和大学，也是在外力的推动下建立的，即根据爱丁堡世界传教大会

关于在世界各战略要点建立基督教大学的决定建立的。1910年，爱丁堡会议在其 “与国民生活

.王立新 《美国教会在华高等教育事业的考察》，《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1年第4期.
。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编:《中国纂督教教育事业》，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29页。
沂华中人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8a
④]ohnL.Coe，从王aCh阴.gUn了阳rsi印Newyo比:UnitedBoard forChn吼lanHigherEducatloninAsl压1962，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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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盈里巴兮里里巴留巴巴巴，.巴巴二二目里里，恩巴巴巴二二巴里理巴巴里巴巴巴巴

    基督教化有关的教育”的第三次委员会提出:“由于基督教的普世启示在教育工作中有一种独特

    的作用，故应当在世界上各大战略中心设立教会大学”。①就中国而论，“全世界大学”计划要求

    在四个战略中心设立大学:华北的北京、华东的南京、华西的成都和华南的福州。正是根据这

    次会议的决定，经过几年时间的筹备，福建协和大学最后在1916年得以建立。。

        如果说华中大学与福建协和大学的建立非常明显是在外力的推动下建立的，具有典型性，

    那么其他基督教大学的情况又如何呢?前面我们已提及，大多数基督教大学是从小学、中学、

    学院这样逐步发展来的。如果我们从其建校源起追溯，那么这些基督教大学的前身将无一例外

    是由差会和传教士发起，由他们资助和支持，并因此其建校目的也非常明确地是为传播福音服

    务的。如之江大学的前身宁波男塾 (崇信义塾)，是美国长老会于 1845年在杭州设立的，其目

    的主要是为了训练基督教牧师和在那个地区从事教会工作的助手。。后来组成燕京大学的四所学

    校之一潞河书院，是美国公理会为了培养扩展传教活动所迫切需要的人员而在通州设立的，其

    办学宗旨非常明确，即:“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名义上，它的存在都是为了基督和教会。它的目

    标决不是培养能够胜任许多新式官办事业中的肥差的人才。它将全部精力用于培养具有彻底基

    督教精神的青年，这些青年只能服务于为他们提供教育机会的教会，他们接受教育也就是为了

    教会的需要。”④华中大学的前身文氏学堂，是美国圣公会1871年在武昌创办的，学校建立的目

    的是训练中国牧师及教会领袖。⑤当然也有少数学校是作为高等学校创办的，如圣约翰书院，即

    后来的圣约翰大学，它是最早作为大学建立起来的学校之一，但学校的目的之一仍然是培养中

    国牧师，同时希望将杰出的中国青年吸引到“我们的基督教和基督教文明中来。，，20世纪后由

    多个差会联合成立的基督教大学，其起因也是在中国外部环境压力下，荃督教差会为了继续保

    持基督教教育事业在中国的优势地位，以及为了整个基督教事业的发展而采取的应对措施。即

    公立学校的迅速发展对基督教教育构成了强有力的竞争和严峻的挑战，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们担

    心国立学校强有力的发展会使基督教学校在竟争中落败，因此，他们呼吁集中不同差会的人力、

    物力、财力资源，建立基督教联合大学，以提高基督教学校的规格和水平，保证基督教大学在

    与政府官办学校的竞争中具有实力。在此情况下，各差会对联合办学问题进行了反复的磋商，

    并最终建立了十几所有较高水准的大学。

        就学校的管理权而言，华中大学筹设期间及成立初期，学校的管理权几乎完全是掌握在差

    会手中的。以1922秋成立的临时管理委员会为例，该委员会共有十二名代表组成，分别为雅礼

    会的盖葆耐博士 (D二Re从BrownellG昭e)、解威廉博士(D「William J.Hail)、胡美博士(D:

。世界传教士会议，爱丁堡，1910年，报告。转引自罗德里克·斯科特著，陈建明等译，《福建协和大学》，珠
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罗德里克·斯科特著，陈建明等译，《福建协和大学》，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队克勋著，刘家峰译:《之江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t一13页。
〔美J艾德敷著，刘天路译:(燕京大学》，珠海出版社20仍年版，第38一39页。
《文华大学五十周年纪念册，比71一1921年》第、一4页;(武昌文华大学校》，老中国基督教会年鉴》第4

卷 (1917)第 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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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HHume)，颜福庆博士(DLRc_丫已n)，美国圣公会的孟良佐博士〔DrAlfredA_Gilman)、

韦卓民先生、康明德先生 (MrRobertA.Kemp)，英国循道会的狄克逊先生(Nl「5.H.Dixon)、

江虎臣博士(0:H.下Chiang)，伦敦会的吉利森博士(DrThomasoillison)和厄普华德先生(Mr

Bernardupw耐)，美国复初会的莱奎尔先生，其中中国代表仅有三人，分别是颜福庆、韦卓民

和江虎臣。这三人之所以能成为代表，也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而是因为他们分别属于美

国雅礼会、美国圣公会和英国循道会。换句话说，他们是作为西方差会的代表，而不是作为中

国人参加对华中大学的管理的。执行委员会的情况也与此相似，该委员会由六名成员组成，分

别为雅礼会的盖葆耐牧师 〔Re从Browne llGage)，文华大学的韦卓民先生，循道会的孔乐德牧

师(Re二H.B.Rattenbury)，湖滨大学与复初会的莱奎尔牧师(Re从H.R.Lequear)，伦敦会的帕

特森博士(DoJ.L.H.Paterson)，以及遵道会(theunitedEvangelicalMission)的邓兰普牧师(Re二

1.R.DunlaP)，①其中只有韦卓民一人是中国人。1924年正式成立的华中大学理事会由八名成员

组成，他们分别是美国圣公会的吴德施(L.H‘Roots)主教、孟良佐牧师、舍曼(ArtllllrMSherman)

牧师和韦卓民先生，英国循道会的孔乐德牧师，英国伦敦会的厄普华德牧师和博克瑟先生以及

中华基督教会在武汉地区的代表舒厚仁博士。②理事会主席是美国圣公会汉口教区主教吴德施，

理事会还选举前文华大学校长、后来又分别担任美国圣公会汉口教区副主教、主教的孟良佐为

华中大学的代理校长。其中仅有的中国人韦卓民只所以能成为理事会的成员，固然是因为韦先

生的杰出才能，但更重要的是他是圣公会的代表。

    同样由美国圣公会支持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在行政管理上。圣公会及上海教区主教郭斐蔚

对学校有很大的控制权，学校的事情无论巨细，只要涉及差会经费就必须首先得到主教及其咨

议会的批准。他还直接指派麦甘霖 (CamoronE.McRaG)为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的助理，以

加强差会对学校的控制，1902一1903 年卜舫济回国休假期间，由麦甘霖任代理校长。在 1920

至工930年代，在大学立案、中国人参政、学生运动等一系列问题上，郭斐蔚均采取+分保守的

态度，尽管校长卜肪济在这些问题上持不同意见，但郭斐蔚本人坚信基督教学校是宣教事业的

辅助，主张差会对其所属的学校实行严密的控制，因此他不惜以关闭学校作为要挟，以保持圣

约翰大学的宗教特点和差会对学校的严密控制。郭斐蔚因此在圣约翰大学有“太上校长”之称。

他自1893年开始任美国圣公会在华第五任主教，1903年圣公会划分为上、下江两大教区后，

他改任上海教区主教。1937年因年老体衰辞去主教一职，但仍居住在圣约翰大学，直到 1940

年逝世。③

    其他基督教大学的情况与华中大学及圣约翰大学的情况也基本相似。韦卓民曾抱怨说，在

1926年以前，中国13所基督教大学中，校长和其他重要的负责人，几乎全数是外国人，就是

Jo卜nLC。己，枷“Ch配”9枷rve”‘印，Newyork:UnltedBoard forChristianHigherEducationinAsi氏1962，P26
JohnLCoe，HuaCh“叮Un上，己”仰，Newyork:Un沥dBoardforChristianHigherEduc翻oninAsl氏1962，p33
②徐以桦:《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9。·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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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教职员当中，中国人比较有地位的也占少数。他还举例说，1924年2月各基督教大学在

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举行基督教大学会议，到会代表将近250人，而中国人只占五分之一。在这

次会议之后，大家都认为引起这种状况的原因，不是各基督教大学缺乏中国籍人材，而是在学

校负责的外国人，不肯尽量地罗致和信任之故。①

    就教师构成来看，因为西方差会对学校的援助很大一部分是人力上的，因此早期基督教大

学的教员大多数来自西方。以华中大学为例，1924年华中大学成立初期，教师几乎全部来自文

华大学，可以说是文华大学的原班人马，只有英国循道会派了一名教师一伊凡·D·罗斯到新的

华中大学任数学教员。当时华中大学共有中国籍教员14人，外籍教员18人，其中17名为美国

人.乡各部门的管理权也主要控制在外国人手中。其中代理校长是孟良佐〔A.A.Gilman)牧师，

注册主任是谢波德 (EE.A.sh即herd)牧师，他同时任英语系主任，神学院院长是舍曼(Arthur

M名herrnan)牧师，体育组主任是J.厄尔，法乐尔 (J.EarlFowler)，教育系主任是阿瑟.5.基恩

  (Arthu:5.Kean)牧师，只有教务长和图书馆学系主任是由中国人担任，分别是韦卓民和胡庆

生(Thomas￡且Hu)。⑧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教职员，他们的薪水都由各自所属的差会支付。

因此，就教职员的认同来讲，他们认为自己首先是属于各自的差会，其次才属于华中大学。他

们往往考虑各自差会的利益更大于考虑华中大学的利益。④

    在20世纪20年代初，大部分基督教大学的师资状况与华中大学基本相似。从基督教大学

中外教师比率表可以看出，除金陵大学、东吴大学等少数学校，中国教师数量多于外国教师外，

其他大多数学校外国教师的数量都多于中国教师，从教师总数上看也是如此，十四所基督教大

学外国教师的总数为265人，中国教师的总数为229人，两者的比率约为1.2:1。中国基督教

教育调查团的报告也指出，“西教员与中教员之比例，在高等教育中，为六与四”。。而在有些学

校中，外国教师的数量竟是中国教师数量的四、五倍之多，如金陵女子大学和雅礼大学。在教

师报酬方面，外国教师的薪水也远远高于中国教师，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团通过对圣约翰大学、

岭南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之江大学等学校的调查指出，在基督教大学中，

外国教师的平均薪水为每年3，112，50元，中国教师的平均薪水为每年1，。96元，今卜国教师的

平均薪水几乎为中国教师薪水的三倍。

。韦卓民:《四十年来我国基督教的高等教育》，马敏编:(韦卓民基督教文集》，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2000
年版，第171一172页。原载 《金陵神学志》，1950年，第50一54页。
.【美〕吉尔曼等著，黄政辉译 《文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校友会，1992年版，第21一22页。

③JohnLcoe，枷a以u呀山扣娜;伙阮wvo水:unitedBoatuforchristianHigherEducation]nAsia.1962，pp37一
38

闰JohnL.co。，瓜aCh‘心山不ve彻2印，Newyo比:UnitedBoard伪rChostlanHigh盯EducationinAsi氏1962，p夕3.
国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编:《中国纂督教教育事业》，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360页。0护。t;an石d“cat必n仍
Ch了朋the左邵净or犷ofth已。名月a五刁‘ca打口月alCo爪mlssi口nofj921一/夕22，commercia1Press，Shangh趾，1咒2，pp35o一351
必中国蜷督教教育调查会编:《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商务印书馆 1922年版，第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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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大学中外教师比率表叭

大学校名 中国教师 外国教师 中外教师比率

燕京大学 12 28 1:2.3

齐鲁大学 25 33 1: 13

金陵女子大学 2 8 1:4

金陵大学 34 25 1:0.7

东吴大学 18 1O 1言0.5

沪江大学 16 20 1:1.2

圣约翰大学 32 28 1:0.57

之江大学 9 1O 1:1.1

福建协和大学 3 8 1:26

岭南大学 25 33 1: 1.3

雅礼大学 5 25 1:5

文华大学 24 12 1，0.5

博文书院 1O 4 1:0.4

华西协和大学 14 21 1: 1.5

合计 229 265 1: 12

    基督教大学由外国人把持和教师以外国人为主的状况，对学生的培养也造成了很大影响。

这些外国教师“他们自己在本国学的是什么，在中国提供的也是什么”，课程开设完全是根据他

们的知识结构，而不根据学生的需求和中国社会的需要。并且“除少数人比较有点眼光之外

基督教大学干的是什么事，为谁辛苦为谁忙，主观上是马马虎虎的’，，对学生培养目标的定位也

比较模糊。这就导致基督教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除少数的例外，大都不中不西、不今不古，

和中国社会格格不入，更谈不上结合中国的实际，供应中国的需要’，。家长送子弟到基督教大学

读书的原因，也不外是基督教大学英文教的好，而在当时精通英文是一种很好的谋生工具:同

时，1910至1920年代，留学外国尤其是美国成为一种时髦的潮流，而基督教大学英文既教得

比较好，又和美国接近，学校在美国注册，文凭被美国认可，因此“许多基督教大学几乎成为

留美的预各学校”。‘
    由上可以看出，从基督教大学的筹设动因，到实际的创办过程，及至成立后的运作管理和

①《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 (1901一1920) 〔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38页。表中的
数字代表1920年秋学期的情况。
.韦卓民:《四十年来我国基督教的高等教育》，马敏编 《韦卓民基督教文集》，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加。
年版，第1力页。原载 {金陵神学志》，1950年，第50一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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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构成，乃至学生的培养，都是以基督教教育自身的需要为出发点，以西方差会及其代表为

主体的，它继承的是基督教学校传承下来的习惯和传统，它是独立于中国国家教育系统以外的，

是西方教育系统在中国的延伸，是西方差会设在中国土地上的洋人的学校。并且在1920年代以

前，基督教大学的创办人很少考虑它们在中国的法律地位和中国政府承认的问题，他们不仅不

避讳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这种独特地位，而且还将此视为巨大的优势。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肪济

1909年在《教务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承认，由于采取在美国注册这种“看上去反常的

步骤”，在华基督教大学成了在中国土地上的美国大学一这是由美中条约所规定的“治外法权原

则奇特的延伸”。卜舫济认为，基督教教育机构的第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巨大自由··一

在条约的保护下，我们在中国可以我们认为最好的方式，去自由发展作为宣教事工一个部门的

大、中学校”。他还认为目前放弃基督教学校所享有的自由是不明智的，“我们可允许政府对它

们行使积极控制的那一天尚未到来”.①然而，随着中国民族主义潮流的高涨，西方差会利用教

育机构作为宣教媒介的权利和自由开始面临严重的挑战，基督教学校必须接受中国人监督和控

制的那一天正在迅速地到来。

二、收回教育权运动与注册立案

1、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1)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兴起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浪涛汹涌的时代，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还未完全平

息，1924年收回教育权运动又狂庵突起。如果说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对于基督教大学来讲

主要还是口诛笔伐的话，那么1924年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则是一场落实到实际行动的斗争。在这

场运动中，学生们广泛地动员和组织起来，他们采取罢课、示威游行等手段进行直接斗争，支

持和领导这次运动的知识分子们则在各种会议和刊物上发表意见，提出此次运动的要求:大学

取消强迫的宗教教育和宗教活动;小学根本取消宗教教育:学校必须承认以教育为主而不是以

宗教为主;所有学校应向政府注册，并接受政府监督:学校行政人员必须以中国人为主。。

    实际上，收回教育权运动可看作是非基督教运动的继续，不同之处在于非基督教运动的矛

头是从一般宗教扩展到基督教，而收回教育权运动则是将锋芒直接指向基督教学校，并提出了

收回教育权的口号。事实上，在非基督教运动中，就有许多文章和演说谴责基督教学校侵犯国

家主权，妨碍宗教自由，如蔡元培在非基督教同盟大会上的演说，就批评基督教学校 “用种种

暗示，来诱惑未成年的学生，信仰他们的基督教”，认为这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是侵犯

。EL.H.po氏’‘ThePresentstatusofMission叼schools，，，E凡volll，no.5(M即1909)，p夕.转引自涂以黔
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鲁珍稀〔JessloGLutz)著，曾矩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一工95。》，浙江教育出版社工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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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和信仰自由的口。在1922年的《教育独立议》中，他进一步提出教育必须独立，既要超然

于党派外，更要摆脱宗教的限制，不要在学校施行宗教教育，剥夺学生的信教自由权，而是让

学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②韦卓民也曾言，自从1922年，我国教育界己经很强烈地感觉到，一

个独立的国家，容许外人在国土内设立学校，丝毫不受所在地政府的管理，而教育的又是我们

中国的青年，这是绝对不合理的。@

    但是因非基督教运动的高潮持续时间不长，在1922年下半年就趋于平息了，所以对教育问

题也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然而其余波却并未结束，相反在各种因素的刺激下，它最终发展

成为收回教育权运动，并由此对基督教学校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这些刺激因素主要有以

下儿个方面:一、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团通过对中国30多个主要城镇和地区的近500所公立、

私立与基督教学校进行了历时 4个月的考察后，出版了《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Christlan

五讨此atjon加Ch加a，th‘尺‘尽川ofthoCh加aE刁“韶肋nQIC乙〕州missiooof川21一1处2)一书，该书明

确提出了基督教教育必须更加基督化的目标，主张将基督教的精神和气氛渗透到整个校园生活

中。尽管调查团的原意是想改变基督教学校强迫宗教教育的状况，采取在宗教的氛围中教学的

方式，以减少基督教学校与中国政府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冲突，但事与愿违，《中国基督教教育事

业》所高扬的基督化宗旨，却更加引起了知识界对基督教教育的不满。二、土耳其政府在这一

时期废逐教主、收回教育权，将外人在土耳其所设学校，一律勒令停闭的举措也对人们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④如陈独秀曾言，土耳其收回教育权“实是我们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实例”，并由此

呼吁全国教育界反对英美在华教育侵略，“就是对于教员中美国化的留美学生及教徒也应该廓

清’，，“勿让收回教育权不受投降条件之支配的土耳其人专美龄前!”在这样的情况下，少年中国

学会首先发难。飞923年10月，少年中国学会开会通过一个方案，要求实行民族主义教育，反

对宗教团体开办学校。学会的领导人之一余家菊不久后在《中华教育界》发表了一篇题为 《教

会教育问题》的文章，正式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口号。.而收回教育权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则

是基督教学校学生与学校当局的冲突。1924年，广州的圣三一中学发生了学生与学校当局对抗

事件，学生们组织起来采取罢课等手段与学校当局进行抗争，并发表宣言，谴责基督教教育为

“奴隶式”的教育，号召师生们起来反抗压迫者，收回教育主权，并发表了“在校内争回集会

结社自由;反对奴隶式的教育，争回教育权;反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的宣言。⑥这一事件产生

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久己存在的基督教学校中中国师生与学校及教会管理当局的矛盾被激化，

各处学生运动高涨。正如陈独秀所说，“无数在外国教会学校诱惑锢蔽之下的中国青年，受了土

。蔡元培:《非宗教运动》，高叔平编:《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一149页。
。蔡元培:《教育独立议》，高叔平编:才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352页
。韦卓民 《四十年来我国基督教的高等教育》，马敏编:《韦卓民基督教文集》，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
年版，第173页。原载 《金陵神学志》，1950年，第50一54页。
④陈独秀:《土耳其放逐教主〕，《投降条件下之中国教育权》，‘响导》第56期，第63期。
.余家菊:《教会教育问题》，《中华教育界》1923年10月.
.《广州“圣三一”学生宣言》，舒圣三一”学生第二次宣言》，《响导》第62期，第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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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其封闭美国人所办学校的刺激，‘收回教育权’的呼声，首由广州学生喊将出来，不期而应者

几遍全中国”。①
      (2)学界提出的收回教育权方案

    同时，对基督教教育的批评和收回教育权的具体方案也由教育团体或其他社会团体系统地

提出。1924年7月，广州学生会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提出了收回教育主权的的办法:，t(一)

所有外人在华所办之学校，须向中国政府注册与核准;(二)所有课程及编制，须受中国教育机

关之支配及取缔:(三)凡外人在华所办之学校，不许其在课程上正式编入、正式教授及宣传宗

教，同时也不许其强迫学生赴礼拜念圣经:(四)不许压迫学生，剥夺学生之集会、结社、言论、

出版等自由。”②同月，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次年会在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收回教育权议决案:

  叹一)请求政府制定严密之学校注册条例，使全国学校有所遵守。〔二)注册分甲乙两种:凡

学校及与学校相类之机关，须一律经过乙种注册;凡学校按照政府订定课程最低限度办理，并

无妨碍中国国体情事，经视察无讹者，得行甲种注册。(三)凡未经甲种注册学校学生，不得享

受已经甲种注册学校学生所享之一切权利。(四)凡外人借学校实行侵略，经调查确实，应由政

府勒令停办。”③改进社建议教育部对这些款项酌量施行。同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在开封召

开第十届年会，这次会议共有14个省区的35名代表参加，大会通过了 《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

教育事业案》，提案指出:“外人在我国办理教育事业，流弊甚多，隐患甚大。综其著者，约有

四端。教育为一国最要之内政，外人自由设学，既不陈报我国政府注册，复不受我国政府之考

核，此侵害我国教育主权者其一。各国教育，各有其应具之本义。外人之民族性质及国家情势

与我国不同，办理我国教育，自必扦格难合，此违反我国教育本义者二。况外人在我国办理教

育事业，情同市侩，迹近殖民，潜移默化，将至受日之教育者爱日:受英之教育者爱英:于美

于法，于德等亦然。独立精神，全被撕灭，此危害我国学生之国家思想者三。试更就外人在国

内所设教育事业之内容考究之，主办人员，非多为宗教之宣传，即系有意于政治上之侵略，教

育事业，其附属品耳!即如学校编制，大抵任意配置，学科课程，未能切符我国应具之标准，此

忽视我国学生应有之学科者其四。本此各端，实应极形取缔。”并提出具体取缔办法11条，主

要内容是外国人在华所设学校及他项教育事业，应一律陈报政府注册，接受地方官厅之监督与

指挥，对于注册之条件及教员、学费均作了规定，并规定“未经注册各校学生，不得享受与我

国学校同等之待遇”，“外人不得利用学校及其他教育事业，传布宗教”。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其

中要求对“未注册各校，应由政府限令定期停办”，对已注册的学校在适当时候“收回自办”，

并要求“自本案实行之日起，外人不得在国内再行加办教育事业’，。④

①陈独秀:《收回教育权》，炙响导》第74期。
②《广州学生会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宣言》，《响导》第72期。
③《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次年会关于教会教育之议决案》，《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1卷第1期。
④《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第十届关于基督教教育议决案》，《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工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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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批评声中，基督教教育界开始进行反思。以前，有些教会人士曾引用不平等条约中

关于“治外法权”的条款.为基督教学校独立于中国国家教育系统之外的状况辩护，但到收回

教育权运动开始以后，这种做法即使在基督教界内部也开始受到普遍批评。如1925年4月份的

英文教育杂志 (教会刊印的)在社论中便说，“无论我们干的是什么，留下来不干的又是什么，

教会办教育的人绝不可倚赖所谓治外法权去维持基督教的学校，那种作风是自取灭亡的”。1925

年4月1日至2日，基督教全国教育协进会开会，也通过议案，“认为外国教会在华工作人员享

有特种权利，是应及时彻底加以检讨的”。①对于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问题，中华基督教教育会

也作出反应，开始承认基督教学校向政府注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并且“自反对运动发生之后，

更觉注册之事不容稍缓”，认为基督教学校“应向政府注册，遵守政府之规定，采用政府之标准，

受政府之监督指导。”②在组织上也做了一定的准备，除各省区基督教教育会己成立注册委员会

外，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还联络各方当事人，组织“全国委员会”，以教育会副总干事程湘帆为委

员长，青年会会长余日章，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教授刘廷芳等人为委员。中华基督教教育

会的董事会也通过了关于基督教学校注册立案的决议案，建议基督教学校为注册做准备。但是

对注册中争议最大的教授圣经问题，他们并未找到妥善的解决方案。就他们的立场来看，一方

面，他们“深信现在中国社会最大的需要，在养成一班基督化国民:将来本基督的精神，服务

于国家社会。故不得不教圣经。”另一方面，“学校所有经费皆由外国热心信徒捐来，假使不授

宗教课程，惟恐摇动经费来源”。但就社会方面而言，“现在教会学校内读书之学生，只有少数

是基督教徒:设吾人一律令读圣经，似与信仰自由的原则不合”。③因此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所谓

的注册是有所保留的，它一方面认为“基督教学校应即速向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注册立案”，另

一方面对注册提出的附加条件是“须顾及基督教之特殊功用，不受注册之限制。”④这样的决议

案与收回教育权运动的要求显然有一定距离，并不能使他们满意。

    (3)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发展

    在知识界对基督教教育进行批评抨击，提出基督教学校向政府注册立案，收回教育权等要

求的同时，反对基督教学校的学生运动也持续高涨。在湖南长沙，1924年圣诞节前后发生了严

重的学生罢课事件。其起因虽然是因为一些小事情，但却引起了雅礼学校的学生领袖与学校当

局发生冲突，学生们采取罢课、游行示威等方式进行抗争。雅礼学生和其它团体还发表宣言，

请求公立学校接收从雅礼退学的学生，并催促教育部长把外国人赶出学校，收回教育主权。后

来虽然事情在双方的妥协下获得解决，但却只有有三分之二的学生回校上课，另外三分之一的

①韦卓民:《四十年来我国基督教的高等教育》，马敏编:炙韦卓民基督教文集》，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
年版，第173页.原载 《金陵神学志》，工950年，第父一54页。
②‘中华基督教育会之自辩》，上海 《民国日报》，1925年4月10日。
，《基督教教育界运动与重要文件》，《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1卷第1期。
④《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董事会年会议决案一览》，《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1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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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离开了学校。并且在下一个学期雅礼又发生了两次学生风潮严淇他各地也像长沙一样发生

了学生运动，据统计，仅1924年一年，在广州、芜湖、长沙、南京、上海等地南方大城市的基

督教学校就发生加多起大规模的学潮。.

    在武汉，工924年冬也发生了多次学生游行。但华中大学并未受到什么影响，学生们还能很

平静地继续他们的学习。1925年初，校方曾召开教员紧急会议，商讨提前进行学期末的考试，

以使学生们能尽快回家，但这样做的原因是怕流行性感冒在学校蔓延，③而非为了防止学生参加

学潮。随着反基督教、反外国学校及收回教育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5月初，华中大学的学生

们在校方的允许下参加了几天的游行活动，但学校当局仍有效地控制着校内的局势。④

    然而，1925年的五姗运动更加助燃了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学生们更是将基督教学校作为

民族主义情绪大潮的宣泄口。在长沙，学生召集群众集会，要求在24小时内把该城的所有外国

人押赴刑场枪决。雅礼大学在这次事件中被迫关闭。。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发生了著名的“国旗

事件”。其起因是学生们为了纪念在五册运动中牺牲的中国人员而进行集会、罢课，并决定于学

校旗杆上升半旗以志哀悼，但此事受到差会及学校当局的干涉，由此引发了学生与当局的严重

冲突，圣约翰大学、中学五百多名学生和部分教员愤然离开学校，重新组建光华大学。这一事

件成为圣约翰大学的转折点，盛极一时的圣约翰大学自此开始走下坡路，丧失了其在中国基督

教高等教育领域一度曾有的显赫地位。⑥在广州，岭南大学副校长白士德因为反对学生参加示威

游行，并对在与英、法军舰对抗中牺牲的该校教师和学生这一事件保持沉默态度而备受中国师

生和校友们的指责，校园中出现了要求中国人接办岭南大学，驱逐一切帝国主义分子，以及清

除基督教的传单，白士德被迫离开学校。⑦在武汉，华中大学的学生被要求参加在武汉举行的学

生示威游行，否则将被指责为洋奴并受到暴力攻击的威胁，结果，那天上午，他们参加了武昌

学生举行的示威活动。接着，6月11日又发生了“汉口事件’，，游行示威者与汉口外国租界的

军警发生冲突，多名中国人因此死伤。这次事件在学生中重新引起骚动，学校被迫停课两天。

教职工聚集在谢波德先生(呱 SherPherd)家中召开紧急会议，认为外国教职员最好尽快离开

中国。校长和教务长与学生们会面，告知他们本学期将提前结束。⑧学生们纷纷离校，到6月中

。七最近的学生“罢课”》，《雅礼季刊》第8卷第3期〔1925年3月)第6页:《年度报告，1924一1925年》，《雅
礼季刊》第9卷第1期(1925年9月)，第4一5页:超麟:《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之又一抗议 雅礼罢课事件》，
  (响导》，第96期:罗夫:《反教会学校运动》，《响导》第109期。
。Kacheyip，几心勿月.Natio朋场门朋d以附阳st“de心功己An“曰沙沁ianMo佗m阴tof]刃2一了夕24， westem
认飞巧ningtonUniversityl98认Pj吕.
.“C助traIChlnaUniversity，Facultyor胡sandsciences”，灿.1，1925.乃、口以“心college几。伽尺叩orts( 《1924
一1942年全体教员会议记录薄》)，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90.

④柯约翰{JLcoe)著 马敏、叶桦译 (华中大学》，珠海出版社生999年版，第36页
鲁珍烯(Jess沈QLutZ) 著，曾柜生译 《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一正95。》，浙江教育出版社19即年版

徐以哗著:《教育与宗教 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卯9年版，第10，一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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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尸ts( 《四24一1942年全体教员会议记录簿》)，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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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校园内已凡乎没有学生。这样，华中大学在民族运动日益高涨、动荡不宁的境况下被迫提前

结束了本学年的工作。。其他基督教大学的情况与华中大学也基本相同，如金陵女子大学、福建

协和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华南女子大学等，教学与行政管理工作都并不顺利，因此它

们要么匆匆忙忙结束该学年的工作，要么提前放假，以免发生更大的学生风潮。。基督教学校在

这一时期普遍面临困境，正如赖德烈所说，“一时间，基督教学校和大学的维系几乎是危如累卵

了’，。③据统计，在1925年6月到9月中旬，因五册惨案而直接引发的基督教学校风潮就达42

起之多。④

    2、注册立案法令与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深入发展

      (1)北京政府的注册法令与基督教界的反应

    在这些压力下，工925年H月16日，北京政府公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

内容共有六条:“(一)凡外人捐资设立各等学校，遵照教育部所颁布之各等学校法令规程办理

者，得依照教育部所颁关于请求认可之各项规则，向教育行政官厅请求认可。(二)学校名称上

应冠以私立字样。(三)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人，如校长原系外国人者，必须以中国人充任副

校长，即为请求认可时之代表人。(四)学校设有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名额之过半数。(五)

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六)学校课程须遵照部定标准，不得以宗教科目列入必修科。”⑤

    这一法令出台后，引起了基督教界特别是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们的广泛关注。中华基督教教

育会会长刘廷芳仔细研究了各条款的内容，认为此项办法是将基督教学校与本国人自办的私立

学校一视同仁，这对基督教学校“并无相形不利之处”，因此“此项办法是基督教学校在近数年

中所能获得的最适当的办法”。对于第三条的规定，刘廷芳认为是很宽大的办法了，因为据说教

育部原本想规定校长只限于中国人担任，后来因担心若将各校校长“骤易本国人’，，会产生一些

纠纷，才采取了这样一种过渡办法，即若校长原系外国人，则由中国人任副校长，以后再逐步

过渡到基督教学校的校长完全由中国人担任。关于第四条董事会中本国人应过半的规定，刘廷

芳认为这也不是故意与西教士为难，而无非是为了保障本国人的平等权利起见，同时也为杜绝

外界对基督教学校“洋化”、“不爱国”的批评。对于第五条学校不能以传播宗教为宗旨的规定，

刘廷芳认为这是“一般社会的见解，更是中国教育界领袖全体一致的主张。”并且这项办法同样

适用于在中国自己设立的学校中不得以传播孔教为宗旨，以及适用于日本在满洲设立的学校中

不得传布佛教和礼拜日本天皇。就是从教育理论上看，这项规定也不为过，因为在刘廷芳看来，

教育的主要目的就应该是教育，“教育本身是个目的，我们不当利用教育作达到其他目的的方

柯约翰(J，L.Coe)著，马敏、叶桦译:《华中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鲁珍咏(JcssieQLutz)著，曾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一195叶，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30

K名Lat(，urette，Aj人，to即ofChtrst幽 月介“才。”滋以栩，NewyorK1929
舒新城:(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华书局1927年版，第81一86页。
《教育部最近公布 “外人设立学校认可办法场，《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

。

页
③

第1卷第4期;《政府公报》，第34妇
号 (1925年 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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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并且这项办法相对于1921年4月9日教育部颁布的教会中等学校请求立案办法，已经是

宽容很多了。1921 年颁布的立案办法中，规定“学科内容与方法不得含有宗教性质’，，而这次

只规定“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这等于是解除了往日严厉的束缚。对于“不得将宗教科

目列入必修科”的规定，刘廷芳认为这是一个折衷的办法，因为以前的办法“不单禁止教授宗

教，举凡宗教性质的教材与教法都在禁止之例”，而现在“既不禁止宗教的讲授，也不禁止将宗

教科目列入选科，只禁止强迫学生研习宗教”，所以“两相比较起来，不得不承认新条例是一个

极大的进步”，此项办法也是“基督教学校所能向政府获得的，最有利的承认条件”。因此他建

议，“办理基督教教育事业的人们，对于教育部公布的条例，应有精密考虑的义务。若对于此项

办法漠不相关，或踌躇不决，或故意延搁，皆当对于基督教学校的将来，负完全责任。中国政

府己尽量迁就，使基督教学校有获得政府承认的可能，律在法定教育系统中，有个永久的地位。

基督教教育家究应取怎样的步骤，当然由基督教教育家本身取决。不过从此以后，不能再怨中

国政府的苛刻了”。刘廷芳的观点虽然说具有比较明显的倾向性，即主张基督教学校遵循北京政

府的条例，尽快向中国政府注册，但他的分析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对于民族主义情绪

激昂的收回教育权人士来讲，政府的这项办法实在是过于宽大了.因此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和

尖锐批评。在教育部公布此项办法后不久，北京反基督教运动大同盟即开会宜言，号召全国反

对此项办法。他们认为此项办法违反了教育界的公意，过于偏询基督教学校，使基督教学校过

于容易获得政府的承认。①

    但基督教界的大多数人并不完全赞同刘廷芳的看法。例如，在教育部公布此项办法后不久，

时任华中大学教务长的韦卓民发表《关于教会学校立案之教育部新法令》一文，韦卓民对法令

之前四条并无疑义，认为这是“固教育家所承认无置议余地”的，但对于后两条，他则认为这

是双方对“宗教”观念的理解不同而造成的。在教育当局及一般人的思想中，对“宗教”观念

理解过于狭隘，“仍然以宗教与教育为绝对不能合作”，并认为凡宗教都是出世的，国人一旦饭

依某种宗教之后，“即同化外族，失去其本国文化，数典而忘其祖”，因此谴责基督教学校“利

用学校诱人信教，剥夺学生之信仰自由”，并为“延长本国文化命脉”起见，而对宗教严加禁止。

但在基督教学校方面，则认为“基督教学校系私立性质，学生来学，纯系自由，不稍强勉。夫

学生或其父兄，明知学校之为教会设立。又明知遵守宗教仪式为校规之条文，而百千学子负岌

以来，其非出强迫无疑，与其信仰自由，亦何害?”他认为双方对此问题争论不休，并不是解

决问题的办法，相反，若双方能就宗教观念达成一致，互相谅解，则其他问题就自然解决了。。

    如果说韦卓民的表述还比较含蓄，并且也没有切实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的话，那么华东教

育会的议案，则更明确地表明了他们的立场。该议案中说，一方面，他们认为“教会设学，既

为华人谋利益，自应遵重中国主权，采取法定标准，而受政府监督指挥。”因此，“本会接受一

刘琴芳
卓民

《会长的使命:为注册事致基督教教育界书》，之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2卷第1期.
《关于教会学校立案之教育部新法令》，《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2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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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教育部所颁布之条例第一条至第四条，以及第六条之前半条。并催促

各校，即日实行。而同时又设法使管理学校之权，多移交于华人。”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指出，

  “基督教学校有特殊功能，政府限制教授宗教，实在妨害基督教教育之特殊功能。”因此，他们

认为“条例之第五条及第六条，与私立学校之宗教自由及教授自由违背。各校欲谋注册之困难，

以此为最。”由此，立案问题的焦点就落在了宗教问题上。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华东教育

会建议:“请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呈请中央教育当局，而本会则呈请华东各省教育当局，准华东

各基督教学校列宗教科为必修科之一。”而在磋商未果之前，建议各校暂缓进行注册事宜。。

    实际上，对于教育部公布的法令，基督教界的多数人与韦卓民及华东教育会的看法有相似

之处。1926年1月，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曾召集全国中西领袖数十人，于1月5日至7日对“中

国基督教事业及今后之方针”问题展开公开讨论，会后，会务委员会根据对教育事业的讨论结

果，发表 《基督教教育现状的剖解及今后之方针》一文。根据该文可知，大家虽承认 “在大体

上讲来，此项法令乃成立于最宽大的方式之下，予学校宗教事业以极大的自由”，但对第五、六

两款，特别是对第六款则持保留态度。对于第五条“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大家认为这

基本上可以接受，但他们倾向于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理解，将其解释为:学校应以教育的目

的为目的，或学校应以“发展最高尚的人格”为目的，但并不禁止以任何方法一例如:宗教方

法一为达到此项目的之手段。在这种理解下，他们认为此项条件对于基督教学校来说是“不难

遵照办理”的。第六款则对他们造成较大的困扰，他们认为“此项限制实为许多学校要求政府

承认的绊脚石”，因此希望政府谅解基督教学校的困难，将此项条款撤消。他们期望的最圆满的

解决方法是“承认条例的原则，要求酌加修正，至少将妨害我们立时注册的第六条末款撤消’，.

这样一切基督教学校就都可以遵照政府规定进行注册了。⑧根据此讨论结果，可以明显地看出，

大多数从事基督教教育工作的人士已经认识到注册是一种大势所趋。因为若不遵照条例注册，

基督教学校虽可在短时期内自由安排课程，但政府的压力、外界的批评和内部的不安，都将对

基督教教育的发展造成极大的伤害，因此，基督教学校若想长久地存在下去，必须向中国政府

注册立案，但在非不得己之前，他们还想进行一定的抗争，希望政府能考虑他们的意见，对条

例进行一定的修订。

    (2) 收回教育权运动深入发展与华中大学的关闭

    但形势的发展并未给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们留下太多缓冲的余地。1926年夏季开始的国民党

北伐，给基督教学校造成了更大的打击。北伐军所到之地，学生运动与北伐运动结合在一起，

严重扰乱了学校的正常秩序。在长沙的雅礼，国民党党员和学生运动领袖联合起来。组织学生

进行集会，并向学校提出要求:废除青年会;要求具有在三分之二的学生赞同的情况下强迫任

何教师辞职的权力;要求具有强迫教师参加示威游行的权力:要求降低学费，学校为学联提供

《华东教育会之重要议案》，《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2卷第4期(1926年12月)
成基督教教育现状的剖解及今后之方针》，《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2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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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金:学生派代表参加学校管理委员会:学生代表参与决定课程的制订:对任何学生的开除

或降级都必须得到学生的同意等。在这些条件被校方拒绝以后，学生们举行罢课，学校被迫于

1926年12月引日关闭，校长胡美辞职，医科学校校长颜福庆因为与外国人及北京政府颜惠庆

的密切关系而被迫离校。到1927年，湖南局势更加紧张，所有美国人奉领事之命撤离学校。。在

此情况下，桂质廷带领一批想继续学业的学生和几箱科学仪器来到武昌，拟加入华中大学。(但

雅礼大学实质加入华中大学是在1929年秋，桂质廷则是在1930年9月加入华中大学的。黔这

是华中大学与雅礼的第一次真正合作，这次合并加强了华中大学仍然显得很弱的理学院。

    但当时武汉的局势也并不平静，学校的日常教学工作经常受到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游行示

威活动的千扰。工会和学生联合会相继成立，并竭力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他们对华中大学的

学生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向校方提出由学生控制学校的要求。1926年圣诞节那天，武汉发生了

自义和团运动以来最为严重的骚动。在大街上，特别是在有基督教学校和教堂的地方，到处都

贴满了反基督教的标语和招贴，一些学生骚动者在经过华中大学的校园时高声叫喊。③起初，华

中大学的学生们对校外发生的反基督教运动并没有太多的反应，他们与校方也保持着良好的关

系。韦卓民在1927年1月22日给《教务杂志》的通信中说，“学生们的精神状态至今一直良好。

过去三个月的艰难时期中我们立场坚定如初，也有他们一份功劳。有些朋友问我们是怎样坚持

下来的，这没有什么诀窍。我们一直尽可能地把学生当作知心朋友，他们也因此做出了回应。

我们比学生清楚地理解我们做的每一件事。结果每当他们采取什么行动之前总是来征询我们的

意见和建议。’，韦卓民当时还自豪地说，“你们会明白我们的学校之所以能开办至今，正是因为

我们对学生、对我们的工人、对革命运动采取一种合作的态度。”。

    韦卓民之所以对国民革命运动持一种合作的态度，并不是因为他完全赞同这次国民革命，

而是基于他对国民革命与基督教运动关系的独特看法，因此可说是为基督教运动的前途考虑而

采取的一种顺应措施。他认为，“基督教运动的成败取决于它对革命运动所采取的态度”。他对

形势的判断是这样的:在国民革命期间，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能藉口对政治不感兴趣而采取不

关心政治的态度，这对于那些革命领导者来说几乎是一条公理。他们曾申言:任何基督教团体

或机构若对革命采取中立的态度，他们就不应向国民政府寻求保护。实际的情况又何止如此!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立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对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人来说，任何机构和个人，

若不是革命的赞同者，便是革命的敌人，没有中间道路可言。据韦卓民所述，几位著名的革命

领导人曾明确地对他及其他的一些人申明过，只要拥护革命，那么基督教组织和基督教运动就

山菜雅礼季刊》，第10期 (1926年12月)第2一4页:1927年3月第2页;1927年6月第4一14页。

.‘President，sReportfor山e欢arl，31·1932，，uB沁chives(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下同)，Box
164，Folder3068.

.“viewpointson山ePresentsituation:someAspectsofthe叙lationsofthe’P已op!es·Revilution·tothechnstian
Moveme盯t”，TheCh功仑seRe。口月犯‘Marclll927.即之19·220.
④“vie仰ointsonthePresentsituat之on:SomeAspectsoft恤众1涵onsofthe‘Peoples，Revilution，亡othec防stian
Movemcnt，，，TheCh优“亡RecOI飞距气Marchl927即219一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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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得到国民政府的保护;相反，若不赞成革命，那自然就会被视之为敌人。在这样的形势下

虽然韦卓民知道“我们有些外国友人或某种政治理论的信徒可能不会欣然同意这一点”，并且他

自己对国民革命也有保留意见，例如他不同意国民党“以党治国”(耐ethestatebythepolitical

paI’ty)的提法，认为应将此改为“以党建国”(establishastateby小epolitic目party)，同时更反

对由一个党来统治国家(govemthroughonepoliticalpartyonly)，即一党专制，但是他依然认为，

  “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国民党影响占上风之地的一种政治现实主义来接受。”由

此，他认为对学生、对工人、对革命运动采取合作态度，是一种明智之举，并且不仅如此，他

甚至认为，对于革命运动，“我们相信只要不违背基督徒的良知就应当参加”，因为 “不管是好

还是坏，这场革命将大大影响中国人民的生活。如果基督徒裹足不前，就会失去对这场具有重

大而又深远意义的革命运动施加正面影响的难得机会。所以我们确信要尽可能地投入其中。”。

    但是，即使韦卓民与华中大学采取如此合作的态度，努力与政府保持一种友好的关系，以

及致力于消除与宣传鼓动者之间的误解，还是不能为激进派所接纳。1927年的新学期开始时，

随着更多的学生返城，韦卓民所引以为自豪的华中大学校方与学生间的诚挚关系也开始受到挑

战。华中大学的学生们逐渐热衷于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在教室里学习成为次要得多

的事情。在此情况下，学校的教学工作很难照常进行，西方教师的处境也越来越艰难。1927年

3月24日的南京事件后，西方人士普遍感到恐惧，相继离开华中大学回国。中国教职员则在韦

卓民的领导下继续他们的教学工作，但由于游行活动太过频繁，因此并没有多少时间真正从事

教学活动。与此同时，学生运动也更趋激烈。5月中旬，学生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他们试图

接管华中大学，希望自己管理自己，完全摆脱华中大学校方的制约，并将学校改造为宣传激进

主义的学校。韦卓民拒绝了这些要求，这引起了他与学生的正面冲突，他被批评为“热衷于以

基督教方式管理学校，与华中大学和文华中学的学生委员会作对”，并被冠之以“叛徒”、“洋人

的走狗”、“洋奴”等难堪的称号，最后甚至连生命安全都受了威胁。学校中的其他中国基督徒

教师也开始受到学生领袖的批评和攻击。在此情况下，韦卓民被迫离开了华中大学，其他中国

教职员也很快先后散去。②校方后来的解释是:“不忍坐视萃萃学子误入歧途，遂于五月十八日

解散，学生转学宁沪各大学”。⑤至此，距1924年华中大学在各方的努力和期待中开学的日子，

还不过三年，华中大学就这样因局势影响被迫关闭了。尽管如此，华中大学曾作为实体存在这

一事实，却显示了华中地区差会联合办理高等教育的能力，并且它也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

这为1929年华中大学的重新开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后来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viewpointson出ePresents而ation:Some舫pectsof比eRelationsof小e‘PeOPles，Revilution，totheChristian
Movement，，，肋e以价e“R仑c朗le):Marchl927，PP之19一220
②柯约翰(J.L.Coe)著，马敏、叶桦译;(华中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45一49页:赫尔伯特(铂ni阮d
E.Hulbert):《韦卓民博士:中华天国的建设者一当代中国杰出的基督徒之一，代表中国希望所在的典型人物》，
马敏编:《韦卓民基督教文集》，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年版，第190页。原文为英文，“D亡Wel:Builder

ofth已KingdominChina”，TheSP护“of儿右5510低PP.19一23.
③韦卓民:《华中大学史略》，《私立武昌华中大学二十周年纪念特刊》，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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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注册立案的实现

      (扮 国民政府的注册立案条例

      在北伐和学生运动对基督教学校造成冲击的同时，广州国民政府也通过制订法令规程对基

督教学校进行约束和管理。1926年10月18日，广州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颁布《私立学校

规程》，规定:私立学校不得以外国人为校长，如有特别情形者，得另聘外国人为顾问;私立学

校须受教育机关之监督及指导;私立学校一律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亦不得在课内作宗教

宣传;私立学校如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凡外人捐资设立，或资助之学校，须由政

府派一代表 常驻该校监督，及指挥一切校务。。这些规定比1925年北京政府公布的“外人捐

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更为严格。前项办法中虽规定校长须为中国人，但尚有一变通办法，

即若校长原为外国人，则以中国人为副校长即可。而后者则规定私立学校不得以外国人为校长。

另外，除规定学校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外，还不准在课内作宗教宣传，这似乎意味着在选

修科目中也不可以教授宗教。不准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的规定也是前项办法中所没有的。据

说原本广州教育委员会拟定的草案中，还有“一切宗教仪式与圣经科目。概行废绝”一条，因

当时基督教学校代表团的请求，才将该条删除了。最为苛刻的还是最后一条，即“须由政府派

一代表，常驻该校监督，及指挥一切校务。”基督教教育界将其理解为:“由国民党或政府行政

当局，派员往教会学校 教授社会科学，藉以宣传党纲或党义。”。应该说他们是洞察了国民政

府当局的心思的，此条确实表明了国民政府希望直接监督管理基督教学校的强烈愿望，并且这

也是后来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和三民主义教育的先声。在广州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私立

学校规程》颁布后，各地方也纷纷出台关于私立学校的规定。湖北省制订 萦取缔外人设立学校

条例》，规定外国私人或团体在湖北境内设立学校所授课程，“不得搀授耶教《圣经》，及举行祷

告，及含有宗教思想之事实”，这实际上是完全禁止宗教教育。该条例还规定，基督教学校的训

练主任由省教育厅委任充当。汉口也颁发《取缔外人设立学校条例》，其内容与湖北省颁布的条

例基本相同。随由于时局混乱和基督教大学学校当局的等待观望，这或例并未得到有效的贯
彻和实施，注册问题也进展不大。

    四27年后，随着国民党统治地位的确立，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渐趋缓和，被迫关闭的基督

教学校，大多数也于 1927 年秋季重新开学。但刚成立不过三年就遭此重创的华中大学，直到

1929年才重新开办。

    南京国民政府也于这一时期将基督教大学注册问题重新提上日程。1928年2月，大学院公

布夸私立学校条例》，规定:私立学校校长须以中国人充任:私立学校不得以宗教课目为必修课，

刀秋笙:《私祝学校规程》，《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5卷第3期;《教育界新运动 私立学校规定》《中华基
肾教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套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1期，1928年1月
。吴哲夫著，刘钟孚译 《中华基督教教育之将来》，《中华荃督教教育季刊》第4卷第4期 (1928年12月)a
勿《青天自}_{下之私之学校》，《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3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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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得在课内作宗教宣传:私立学校如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学生参加。①这一条例基本上沿袭

了广州国民政府时期的规定。1928年10月25日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蔡元培辞职，蒋梦麟出任

部氏。叭929年2月，教育部公布《私立学校规程草案》。，8月29 日正式发表，其中与基督

教学校相关的有下列几条:第四条:私立学校如系外国人设立，其校长或院长，须以中国人充

任。第五条:私立学校如系宗教团体所设立，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课，亦不得在课内作宗教

宣传，学校内如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或劝诱学生参加。在小学并不得举行宗教仪式。第十二

条:··⋯学校行政，由校董会选任校长或院长完全负责。⋯⋯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如认为校董会

所选任校一长或院长为不称职时，亦得令校董会改选之。另选仍不称职或校董会发生纠纷，以致

停顿时，得由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暂行选任。第十九条:有特别情形者，得以外国人充任校董，

但名额最多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其董事长或校董会主席，须由中国人充任。④与以前的条例相比，

这次规程不仅规定私立学校的校长由中国人充任，不得强迫进行宗教活动，而且规定教育部有

改选校长之权，即要求校长的选任必须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中国教育行政

机关对基督教学校的监督和管理。另外，还规定校董事会中外国人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且董事

会主席须由中国人充任。这有效地保证了中国人在基督教学校办学和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使

学校最大可能地按照中国人的意志来办理。总起来看，整个条例充分地体现了教育部对基督教

学校“中国化 和“世俗化”的要求。教育部还限令立案最后截止时间为1932年6月底。

    (2)基督教大学的注册立案

    对注册问题，华中大学较早已有所考虑。在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发生后，1925

年夏，华中大学的领导者们己开始研究这些运动对基督教学校的冲击。他们认为学校或迟或早

要采取行动对付事态的发展，同时也意识到反基督教教育者们的指责所反映的问题在很大程度

上是事实，并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母遗憾的是，他们并未就这些问题提出积极的解决方

案和措施，而是期望着各协作教会能改变他们对基督教大学的方针政策。另外，尽管华中大学

的领导者们也认识到了向中国政府注册的必要性，以及可能需就此问题向各差会的国内总部作

大量的游说工作，但是却未采取实质性的行动。到1927年初，韦卓民曾宣称:我们在中国的人

员和机构，已经做好了向国民政府注册的充分准备。⑥从现存的档案资料看，我们无法判断韦卓

民所说的“充分准备”，是指校方己做好了注册的实质性准备，还是指校领导及教职员对注册己

做好了充分心理准各。但无论如何，随着华中大学在不久后的停办，注册问题也不了了之。

    直到1929年华中大学重新筹办时，五个合作差会的代表才就注册问题做出决定:华中大学

。炙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3期，1928年3月。
②《教育部之新组织》，公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4卷第4期 哎申报》，1928年10月25日。
⑧教育部:《私立学校规程草案》，(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5卷第1期。
④教育部:炙私立学校规程》，《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5卷第3期。
吩JohnL.coeHuaCh以心山jv昭j印Newvork:UnitedBo肛d场rChristianHigh七rEducationinAsi我1962，p沸5
心“Viewpolntsonthepresentsituat主on:50献AspectsoftheRetatlonsofthe‘peoples’Revilution’totheC丽st元an
Movemeot，，，八eChineseRec“Q亡弓Marchl927，PP之19一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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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早向教育部注册是必要的，各差会代表应就此征询本差会的意见并尽可能快地获得国内总部

的批准:为了促成华中大学的注册，制定学校临时章程草案时应充分考虑教育部有关私立大学

的规章，以保证最后的定章不致与教育部的规定相抵触。。至此，华中大学向中国政府注册问题

才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但在美国的设立者会对注册问题的认识并不如华中大学领导者们的

认识迫切，以致于韦卓民在给MrHutchins的信中急切地指出:“注册问题是另一个我们必须面

对的急迫问题，这必须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立即决定，因为我们不得不作为一个注册机构而

存在，否则就得关闭。必须作一切努力以使美国国内的委员会对此事有一个更好的了解。从我

个人来说，我觉得，当大洋彼岸的支持者们认识到我们在这中国历史和基督教会史的关键时刻

所做的努力时，就不会有任何不同意见。’，②在制订学校的章程草案时，华中大学的领导人与纽

约设立者会也常常会有一些分歧，韦卓民在给设立者会董事D:Edward，H.Hulne的信中，恳请

他就华中大学的章程计划问题与设立者会进行沟通和磋商:“我希望你尽最大努力使纽约的人们

明白:在我们的建议中，我们已仔细考虑了事情的每一方面，并且为满足设立者会的愿望作了

每一个可能的让步。就我个人来讲，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想在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和保证学

校继续运行方面不发生严重困难的话，我真不明白我们该怎样再向后退一步。”③

    经过两年多与国内差会总部的反复磋商，华中大学最终于1931年12月④完成了向教育部的

注册。其他基督教大学经过与国内差会总部的反复磋商，最后大多数在限定时间内相继向教育

部注册 (详见基督教大学注册时间、校长姓名一览表)，只有圣约翰一直拖到1947年才完成注

册。注册立案的实现，表明基督教大学己按政府的上述要求完成了对自身的调整，也标志着基

督教大学在形式上实现了中国化。

基督教大学注册时间、校一氏姓名一览表:。

校名 注册时间 校长 校名 注册时间 校长

金陵大学 1928年9月 陈裕光 岭南大学 1930年7月 钟荣光

东吴大学 1929年 7月 杨永清 华西协和大

    学

1933年9月 张凌高

公]ohn已.Coe，从‘aoungUn‘价 电Newyork:unltedBoarti forC腼sti曲HigherEducatlonlnA、1氏1962，p石3一
64

否韦卓民给MrHutchlns的信 〔1930年4月2日)，华中大学档案馆藏，1512(分类号)，01 (案卷号)，
，韦卓民绘orsHHum。的信(1930年7月17日)，华中大学档案馆藏，1512〔分类号)，01 (案卷号)。
残‘MinutesofthesixteenthMeet]ngor比eHuachungcollegesenate，，，加口。u叩col化罗seoateM八1。佗助冰 华
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弱:《外侨及教会学校调查表》，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明。
公《私立大学及学院》，《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丙编“教育概
况”，第 18一吟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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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江大学 1929年3月

                              l

刘湛恩

一

金陵女子文

  理学院

1930年 12月 吴贻芳

震旦大学 1932年12月 胡文耀 天津工商学

    院

1933年8月 华南圭

燕京大学 1929年6月 吴雷川 之江文理学

    院

1931年7月 李培恩

辅仁大学 1931年8月 陈垣 华南女子文

  理学院

1933年6月 王世静

齐鲁大学 1931年 12月 刘世传 福建协和学

    院

1931年 1月 林景润

武昌华中大

    学

1931年12月 韦卓民 湘雅医学院 1931年12月 伍光宇

三、中国化的路有多远

    1、中国化的“名”与“实”

    基督教大学虽然按政府规定完成了注册立案，实现了形式上的中国化，但真正中国化的历

程却是漫长的，中国化的“名”与“实”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正如韦卓民所说，“到了一九

三二年，除了一个例外，基督教大学都遵照规程完成了立案手续。虽然如此，有几个立了案的

基督教大学，对政府讲，校长是中国人，而学校行政权和财政权，照旧操在外国人手里，一直

等到抗战胜利，各校复员之后，还是这样。以学校论，是阳奉阴违:以政府论，是明知不问。’，。

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也曾说过，立案后，虽然名义上中国人当了校长，但 “实权，尤其是经济

大权，依然掌握在美国教会手中。我这位中国校长，几乎很少过问。’，②下面，我们以华中大学

为例，对这一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

      (1) 中国校长的任命

    为配合注册立案的需要，华中大学在这一时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其中很明显的变化体

现在管理层面。首先，根据教育部炙私立学校规程》中私立学校校长由中国人充任的规定，任

命韦卓民博士为华中大学的校长。韦卓民与基督教学校有着深刻的渊源。他1888年生于广州，

因其父在汉口从事茶叶生意，遂于 1903 年进入美国圣公会在武昌创办的文华中学就读，1907

年中学毕业后又进入文华大学。191]年.韦卓民以最高荣誉生毕业，并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

。韦卓民:《四十年来我国基督教的高等教育》，马敏编:《韦卓民基督教文集》，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
年版，第174页。原载 《金陵神学志》，1950年，第50一抖页。
Q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陈远编 《逝去的大学》，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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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因课业成绩优异，得以留校任教。。在华中大学筹建的过程中，他己作为美国圣公会的代表

做了大量工作，显示出了杰出的才能;在华中大学建立后，他又被选为教务长，同时兼任中文

系主任。从各方面看，韦卓民先生都是符合条件的合适人选。他是中国人，同时又是一位在美

国圣公会受洗的基督徒，而美国圣公会是华中大学的重要协作和资助差会:他还是文华中学和

文华大学的毕业生，深受文华传统的浸染和熏陶，对文华的传统有深刻的理解，而文华大学是

华中大学的前身之一，华中大学即建在前文华大学的校园中.文华中学也一直与华中大学有密

切的联系，它们不仅共处于文华校园，而且也分享部分建筑和图书，同时文华中学也是华中大

学重要的生源输送地和学生实习基地。当然，韦卓民自身的睿智精干和卓越才能更是他能担任

这一职务的重要条件。总之，在当时的情况下，韦卓民是最有希望将文华大学和华中大学传统

传承下去，而又充分理解西方差会和华中大学办学宗旨的人。然而，我们的这种分析并不说明

韦卓民在其后的校长生涯中，是完全代表西方差会利益的(虽然西方差会在选取他当校长时可

能会有这种想法)。相反，因为韦卓民早年教育中接受的是中国经籍的熏陶，同时他对中国传统

文化又有很好的研究 (他的硕士论文题目即是“孟子之政治思想”)，故此他一直致力于对中西

文化进行综合，他相信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能相互补充融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可藉基督教

得以保存，而基督教则可因吸纳中国文化而更为丰满。在其校长生涯中，他一直努力将华中大

学作为融合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实验平台，在华中大学的教育政策中实行中西并重的原则，力

图培养出既有良好的基督教品格，又具有深厚中国文化修养的人才。

      〔2) 校董会与设立者会的双重管理

    强调私立大学校长由中国人充任的同时，《私立学校规程》还规定，校董事会中外国人不得

超过三分之一，且董事会主席须由中国人充任。据此，华中大学在中国成立了校董会，同时在

纽约成立了设立者会。前面我们己提及，在华中大学成立初期，学校是由各资助差会的代表组

成的理事会进行管理的，理事会中绝大多数是外国人，理事会主席是美国圣公会汉口教区主教

吴德施。而根据中国政府的注册规定，必须对理事会进行改组，大大增加中国人的数量，并以

中国人为理事会主席。这样的改组对西方教会及其差会来说显然是很难接受的，因为这样的改

组不仅意味着西方教会对学校控制权的大大削弱，而且还可能因为中国人不能更多地代表教会

的利益，不能充分地理解教会的办学宗旨，或不能很好地执行教会既有的方针政策，而使华中

大学失去其原有的基督教的特色和传统。华中大学的领导者们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因此，自

从决定开始注册起，他们一直在思考和磋商制定一个既能符合五个协作教会及其差会的利益，

又能使华中大学得到政府认可的组织计划，即华中大学的组织章程。根据这个计划，华中大学

在组织结构上进行了以下调整:在纽约成立了由五个教会代表参加的设立者会，同时在中国成

立了主要由五个协作差会的代表以及其他有关的中国教会和团体的代表组成的校董事会。设在

。“韦卓民先生小传’，，雷法章主编:《韦卓民博士教育文化宗教论文集》，台北华中大学韦卓民纪念馆，中华民
国六十九年，第143一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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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董事会是根据 《私立学校规程》的规定进行组织的，校董会中有三分之二的代表是中国

人，并选举中国人颜福庆为董事会主席。中国校董会的职责总的来说就是经营学校，如选任或

改选大学校长和会计主任，监督大学的开支，审核大学的年度预决算，并报设立者会和合作教

会批准，议决教职员的聘任和晋升等。①而西方设立者会则掌握着大部分行政权力，一切重要政

策的决定均需得到它的同意。如校长的任命名义上虽有校董会任命，但校董会须在六个月前将

校长提名提交给设立者会，以取得它的同意:大学的预决算在校董会审核后也须提交给设立者

会批准;在设立者会的年度会议上，校董会要向设立者会详细汇报大学的运行情况，并将其报

告与大学校长和学校其他主要负责人的报告一起提交给设立者会。值得注意的是，因会计主任

职责重大，对其任命也是极为重视的，他与校长的任命一样，需要校董会在六个月前将提名提

交给设立者会，以取得他们的同意。实际上，华中大学的会计主任在1924一1951年间一直由美

国圣公会的柯约翰 (JohnL.Coe)担任。关于设立者会和校董会的关系，华中大学的组织大纲

中明确规定，“本大学以校董会为其设立者之代表，负经营及维持本大学之责任”。②既然校董会

是代表设立者会经营学校的，它的主要任务自然是根据设立者会的意愿制订大学的发展计划和

管理政策，并监督华中大学实施。通过这种改组，华中大学既满足了政府要求基督教大学中国

化的规定，又照顾到了西方教会的利益，教会通过设立者会，实际上掌控着学校的行政和财政

大权。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随着1931年向中国教育部注册立案的完成，华中大学在形式上实

现了中国化，但在实际的管理运作中，中国化的过程远没有完成，“名”与“实”之间还存在着

很大的差异。

    2、“中国化”的路有多远

    〔1)教师构成分析

    基督教大学的中国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自从它在中国的土地上萌芽，就开始了或自觉或

被动的中国化进程。如果从1882年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萌芽开始算起，③到1932年大多数基督

教大学在南京国民政府限定的时间内相继向教育部注册为止，基督教大学形式上中国化的实现

就经历了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那么从外在形式上的中国化到实质的、完全的中国化到底需要

多长时间呢?这个问题因为 1950 年代初基督教大学在中国大陆的终结而成为一个永远无法解

说的谜。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考察从基督教大学注册立案到最后终结这二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化

的目标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同时也使我们从基督教大学中国化的曲折过程中反思:

。‘。consti皿10，lofth。日。耐ofDirectorsofHuachUngcolle罗”，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6:华中大学《校
董会章程》，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7.

②《华中大学组织大纲》，《二十二年度私立华中大学一览》，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盯:“Outlinoof
constitutionofHuachungcolleg。，，，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6.
⑧对于基督教大学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学界并无定论，1882年这一时间的选取，是依据芳卫廉《基督教高等教
育在变革中的中国(1880一1950)》一书，珠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芳卫廉为美国人，从小在中国长大，曾
民期在中国基督教大学工作，并在1951一1970年一直担任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萤事会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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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府政令法规约束和外国差会经济资助与实际控制的双重管理体制下，基督教大学能实

现真正的中国化吗?如果经济上不能自立，基督教大学在中国化的道路上到底能走多远?

    对于以上问题虽然不能有确切的答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实质的中国化进程依然

是缓慢和曲折的。1931年向中国教育部注册立案后，华中大学的中国化进程一直在缓慢地但逐

步地进行。首先，教师构成中，中外教师的来源有一定变化。这主要表现为中国教师数量大幅

度增加。1931年，华中大学有中国教师10人，。1932年增加到16人，②到1934年，中国教师

的数量增加到18人，叭935年增加到21人，④1936年27人，叭937年31人。⑥在短短的6年

时间内，中国教师人数增加了两倍多，增长速度很快。外国教师数量虽然在1931一1936年这段

时间内也有一定增长，但其增长速度不如中国教师增长快，因此中外教师的比率也逐步上升。

1931年，中外教师比率为0，91:1;到1932年，中国教师的数量开始超过外国教师，中外教师

的比率为1.33:1: 1936年，中外教师的比率达到1.5:1。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外籍教

师或辞职，或回国，或在本国休假后因战争阻隔而不能及时回到华中大学，因此外籍教师人数

迅速减少，在该年，外籍教师由1936年的18人减少到14人，中外教师的比率达到2.21:1;⑦

到1938年，外籍教师锐减为8人，中国教师人数虽没有增长，但亦没有明显减少，因此中外教

师的比率增加到3.63:1。叭938一1946年，在华中大学偏居广西桂林和云南喜洲的岁月里，外

籍教师数量有减无增。韦卓民在1942一1943年的校长报告中抱怨说，以前英国文学系只用传教

士教师授课，但随着传教士教师纷纷回国，该系的授1畏壑来越困显生里学佼宜工生想丛垄校里业生

中选聘教师，又担心只有本科学历的学生无法胜任工作 @学校因此陷入两难境地。另一方面，

中国教师虽流动极大，而且不同年份人数增减不定，但从总体上说，中国教师的人数在绝大多

数年份与战前相比都有一定的增加，中外教师的比率也随之大大增加，1942一1943年度，中外

教师的比率增长到5.43:1O19咚4一1945年为5.5:1。王‘

    但到1946一1947年，中国教师比例持续上升的势头发生迅速逆转。该年度，虽然对中国教

师的任命持续增加，中国教师达到40人，但更明显的变化是外国教师数量的迅猛增长。这是因

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因战争阻隔而几乎停止将教职员派往华中大学的西方合作教会，

$裘私立武昌华中大学一览》(1931年度)，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7。
。枷a以二心co左egesenate桥n，te刀。无，”MiutesofaspecialMeetlngofthesenateofHuachungCoIleg氏”
J朋ua马13，1932;”President’sRePortforthe羚arl931一1932，，，UBAIchives，Box164，而】der3068.
。《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校教职员一览表》(1934年)，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275.
，据韦卓民校长1935年10月3日公布的教员名单:《兹将本大学新旧教员名单公布之》，华中大学档案全宗，
案卷号275a
必《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教职员调查表》(一口五年度)，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275。
. 哎私立武昌华中大学廿六年度第二学期教员一览表》。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275。
⑦以上比率都是根据前述档案资料中列出的教师名单计算得。
。根据 《武昌迁桂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教职员名册》(1938年11月10日)中列出的教师名单计算得出，华中大
学档案全宗，案卷号275，
，“Repo找orPresidentFrancisC.M.weiror山eyearl弘21弘3，，，uB渐chives，Boxl64，Fojder〕069.
冲根据 《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教职员名单 〔1942一1943)》计算得出，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275。
，‘根据 《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教职员名单 (1944一4豹》，计算得出，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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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并增加了对外籍教职员的派遣，因各种原因回国休假或被战争阻隔的外籍教职员也纷纷回

到武昌，因此这一时期外籍教师数量猛增，恢复到战争爆发前的数量，达到18人。。外籍教师

数量的增加远超过了中国教师数量的增长，该年度中外教师的比率迅速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为

2.22:1，与1937年中外教师的比率基本持平。1947一1948年，外籍教师数量持续增加，达到

23人，而中国教师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到37人，。中外教师的比例因此也下降为1.61:1。

巾外教师比率下降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50年。1948一1949年，华中大学有教师56人，其中中

国教师34人，外国籍教师22人，@中外教师比率为155:1。1949一1950年，华中大学有教师

61人，其中中国教师37人，外国籍教师24人，④中外教师比率为1，54:1。1950年，随着朝鲜

军事局势的严峻和中美关系的恶化，西方教师在中国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艰难，因此他们纷纷

离开中国。这样，在195。一1951年度，外籍教师减少到13人，中国教师则相应增加到49人，⑥

中外教师比率回升到3.77:1。1951年6月，外籍教师全部离开中国。

    在大学与国际接轨，向国际标准看齐，重视国际交流，追求国际化的今天看来，外籍教师

的数量是衡量一所大学发展程度的指标之一，各高校也常以拥有较多的外籍教师为荣，并以宣

扬自己有多少外籍教师作为招徕生源的手段之一。但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基督教大学将中国

化作为追求目标的时期，中国教师的数量与中外教师比率则是衡量一所大学中国化程度的重要

指标。从前面分析的中外教师构成来看，虽然在不同年份中外教师的比率有很大变化，上升和

下降的幅度都非常大，但如果将战争和政治因素排除开，抽出正常年份来看中外教师比率的话，

则可以发现它们基本上都稳定在1.5:1左右。对中国基督教教育工作者来说，中国化的重要目

标之一，是基督教学校“必须由外国传教士的学校变为中国人的基督教学校”。幼中外教师1.5:1

左右的比率，与这个目标应该来说还是有不小差距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外教师比率的大幅度上

升，只是特殊时期的产物，是强大外力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基督教大学自身发展出来的，因而

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化进程的趋势。关于这一点，战后儿年中外教师比率的快速回落已经很好

地证明了。中外教师比率的大幅度上升和下降，只能说明中国化进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外力

对基督教大学自身发展特点的冲击和影响，以及基督教大学努力排除外力影响，保持自身发展

速度和特点的稳定性和惯性，同时也体现出西方合作教会对基督教大学的控制能力及其连贯性。

    (2)经费来源问题

    从常年经费来源看，在注册立案前，华中大学的经费几乎全部来自美英合作教会;1931年

立案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和湖北省政府给予一定的资助，但绝大部分的经费仍来自于美英教会，

刃“Thepresidertt’5劫nualReportforthe彻ademicyear1946·194，·1了B劫chives，Boxl64，Folder3o70
公《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教职员名单，一九四七一四八》，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2，乳
③《私立武昌华中大学三十七年度教职员名册》，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275。
④《教职员名单，一九四九一五0》，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27乳
匀《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教职员名单.一九五0一一九五一》，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2，，。
.帝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1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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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收入也只占很小的比例。下面，我们从华中大学的历史分期着手，来具体考察其经费问题。

华中大学的历史可分为六个时期，1924 年春到1927年夏是华中大学的草创时期，这一时期，

华中大学由文华、博文、博学三校合并成立，人力、物力均由原来支持三校的合作教会提供

常年经费约美金5、6万元，一律来自英美各教会。①1927年夏至1929年春。华中大学因政治

风潮而停办，是为华中大学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学校已不复存在，经费问题自然无从论及。

1929年秋至1938年夏是华中大学的发展期，这一时期，雅礼、湖滨两校加入华中大学，学校

实力大增，常年经费由国币十余万元渐增至二十余万元，②主要来源是外国教会的捐助。以1931

年为例，该年华中大学总收入为201，403元，其中学杂费12，770元，租息1，320元，外国教会

捐助款179，o85元，杂项收入8，228元，教会捐助款占总收入的88夕%。叭934年，华中大学常

年收入为150，622.54元，其中126，000元来自西方设立者会的资助，12，000元来自董事会，12，500

元为学费收入，其余122.48元为上年的存余。常年收入中，83，7%来自西方合作教会，82%来

自学费收入。若再加上来自西方教会的建筑津贴、校园扩展费等18，897元的非正常收入，则来

自西方教会的收入占到总收入的85乃%。④华中大学向国民政府教育部呈请立案后，政府给予一

定的资助。在1935一1938年间，教育部、湖北省政府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每年向华中大

学提供设备补助费约国币两、三万元不等。⑤这在华中大学的收入总额中，仍然只占很小的比例。

1935年，华中大学的经费中有742%来自教会捐款，12.9%来自学费收入。气936年，华中大学

总收入为323.335元，其中264，475元来自西方教会，占总数的871%:3Q.910元来自学费收入，

占总数的9万%;来自教育部、湖北省政府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为26400元，仅占总

数的8注%。1937年，华中大学的总收入为359，662元，其中276，278元来自西方教会、占总数

的76‘8%;34.30。元来自学费收入，占总数的9.5%:来自教育部、湖北省政府、中华教育文化

基金董事会及中英庚款的收入为48，064元，占总数的13，3%。飞938年，华中大学的总收人为

255，323元，其中工99，773元来自西方教会，占总数的78一2%;16，750元来自学费收入，占总数

的6乃%;来自教育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及中英庚款的收入为38，400元，占总数的15%。叭9招

年夏至1946年为华中大学的抗战播迁期，先迁广西桂林，继迁云南大理喜洲镇。这一时期，“教

育部补助费几等于零”，湖北省政府教育厅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补助费也完全中止。⑤

“所幸者现时国际交通尚能维持，本校经费尚可陆续汇入。”。因此，这一时期的经费来源更是

①试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概况》，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屯
。《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概况)，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气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丙编“教育概况”，第99一100页。
.《2934年度预算表》，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126。
.《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概况》，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4。
。“1935一1937华中经费概况表，，，UB抢chives，Box171，Folder3157‘
⑦以上数据来自(经费概况》，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126，百分比由笔者计算得出。
匆《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概况》，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毛
@韦卓民信件，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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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依靠西方教会的资助。1946年秋至1948年夏是华中大学的复员期。这期间，教育部曾于

1946年夏津贴复员费法币1亿元;1947年秋，湖北省政府津贴法币工亿元。工948年夏至1950

年底是华中大学迎接解放的时期。1949一1950年度第一学期，华中大学经费收入为350，。00，000

元，其中311，500，0。。元来自捐献及赠予，占总数的89%;38，500.0叨元为学费收入，占总数的

11%。第二学期，总收入为875，000，000元，其中785，。00，000元来自捐献及赠予，占总数的89.7%;

学费收入为90，。00，。00元，占总数的103%。叭950年8月至1951年7月，华中大学总收入为

人民币1，753，050，000元，其中来自教会机构的为1，457，000，。00元，占总数的83，1%;来自本地

的学费及其他杂项收入为296，050，。00元，占总数的16‘9%。②从总体上说，1938一1950年这一

段时间，华中大学的经费大部分仰给英美捐助，学费收入和政府津贴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因此，

华中大学在总结这一时期经费来源时，干脆概略地说:“本校经费百分之九十五由美国教会供给，

百分之五由英国教会供给。确学费收入和政府津贴因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太少而被忽略不计了。

      (3)经费构成原因分析

    华中大学经费来源的这种构成状况，与校长韦卓民对基督教大学经费来源问题的看法有很

大关系。韦卓民认为，基督教大学的财政资助来自教会机构，是其成为基督教大学的必要条件

之一。换句话说，基督教大学的经费就应该来自基督教团体，而不是来自学费收入、政府资助

或其它世俗资金。若基督教大学不得已而接受其他捐赠基金，在接受时也不得附带任何修改基

督教计划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基督教大学的特色。担心世俗基金会改变基督教大学的特

色，是韦卓民坚持基督教大学的经费应来自基督教团体的根本原因，他深信:“学校的决策控制

在那些握着钱袋者的手里。世界上不会有哪些人或团体，平白无故地给我们钱财而不告诉我们

怎么去花费。”因此，只有基督教大学的财政资助来自教会机构，才能充分保证基督教大学的“基

督教特色”，“假使有一天，教会大学要靠非基督教圈子来维持，那就岌岌可危了.它们会逐渐

脱离基督教的影响，变得同其他高校一样。”。

    但并不是所有基督教大学的校长都持韦卓民这种看法，因此，在基督教大学中，也有少数

学校将学费收入作为学校经费主要来源，如东吴大学，在1931一1934年间，东吴大学平均59.3%

的收入来自学费:沪江大学的岁入总额中也有48月叽来自学费;⑤圣约翰大学从诊犯至工933年

度开始，学费收入超过差会拨款。⑥对于这些将学费收入作为主要财政来源的大学，韦卓民持怀

疑态度，他反对这些学校不顾教学效率，只一味地尽可能增多入学人数，以收取高额学费达到

①《私立武昌华中大学1949一1950学年度经费概况表》，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12氏
②《私立武昌华中大学预算表》(1950年8月至1951年7月止)，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126。
。《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概况》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4.
④韦卓民:炙基督教差会在中国的制度化工作》马敏编:屯韦卓民基督教文集》，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

年版，第152页。原文为英文，“仆elnsdtutio。目wo改orchd如anMissionsinch】na”沥比阴‘t必。al辰。wof
例括‘10公

，陈能治著 《战前十年中国的大学教育 (192，一1937)，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七十九年版，第234页
⑥徐以桦著 《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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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自立。。他甚至认为这样的基督教大学不应该再存在下去，因为“高等学府不可能只靠学

生的学费生存”，“我们必须仔细考察一下自立的基督教教育机构，一定是在什么地方有毛病。

某些自立的基督教学院应当被关闭。’.他之所以这样坚决反对基督教大学将学费收入作为主要经

济来源，同样也是出于保持基督教大学特色的考虑。他担心这些基督教学校会因此“为收费而

存在，靠收费而存在’，，⑧为收费问题所累，因收费而被迫迎合世俗的要求，最终导致其无法保

持鲜明的基督教特色。

    那么，是否应当向政府寻求愈来愈多的补助津贴呢?这依然是韦卓民所反对的。他认为，

  “倘若走这条路，最后，学院完全成为政府大学，这自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总之，只要是世

俗资金，即“将上帝排除在外给予和花费的钱财”，都是韦卓民所反对的。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管

理经验，坚信“谁掌握了资金，谁就能控制政策’，。并且这是有先例可循的，“许多原本带着基

督教意图创建的学校，在主要依赖非教会资金生存和发展后，失去了宗教特点，”在美国，这样

的先例尤其多，我们不应该效仿它们。从这个角度来说，“就基督教大学而言，甚至校友资助也

未必总是纯粹的幸事’，。只有毕业生“把学校看作无愧于他们慷慨的基督教大学。他们资助它，

不仅因其教育效率，而且还因其基督教影响”时，这样的投资才“应当得到鼓励和赞许”。也就

是说，毕业生们在资助基督教大学时，不仅是因为学校的声名远播和为了促进学校教育事业的

进一步发展，而且同时更因为学校的基督教传统以及为了进一步弘扬这一传统，只有在这样的

情况下，校友们的资助才是值得鼓励和称赞的，也是学校所乐于接纳的。但是以华中大学办学

历史的短暂，“还需很长时间，我们才可以开始依靠毕业生的捐献和捐赠生存”。基于以上种种

情况，在不与基督教特色抵触的原则下，华中大学只接受少量的政府资助和其他捐赠基金，并

且时时注意这些基金“无任何减少学校及其工作的基督教特色的附带条件”。。

    当然，作为一名中国基督教大学的校长，作为一名积极提倡发展中国本色教会，并一直致

力于使基督教中国化的中国基督徒，韦卓民自然是不愿华中大学的经费长期由西方差会来支付

的。他在《中国的本色教会》一文中曾指出:“教会而为中国本色的，其教徒之大部份，自应系

中国人，其领袖当系有中国国籍的，一切工作和机关之经费，应大半由中国人捐输。”其余“如

建筑和其他的美术，所以表显情感者”，也应当“系中国原来的色彩”:“诗歌仪序，当顺中国的

国情;文字事业，宣教机构，当由中国人主持”，“这一切种种，都属中国本色教会所应尽有。”

另外，这一切事功的原动力也要出自中国教徒;一切工作和机关，也要体现中国教徒宗教生活

。韦卓民:《为中国教会培养有学识的领导人一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前景》，马敏编:《韦卓民基督教文集》，香港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年版，第161页。原文为英文，，’肠‘ning创ucatedLeadershlpforth。churchinchina”
打印本藏于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
②韦卓民:《基督教差会在中国的制度化工作》。马敏编:《韦卓民基督教文集》，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

年版，第151页.原文为英文，“仆clnstituti叨司wo比ofChristianMissions加chlna”，Jnte~ 0加1而吟 of
月子钻目0摺-

匀Fr阶c]sC从wei，“wh歌M砍esaColle罗christ元an，，，
参见:韦卓民:《如何成为一所基督教大学》，马敏编
年版，第156一157页。

八。。:。。5。肠cDr战:，M叭h1941，pp.117·115，中文译文
《韦卓民基督教文集》，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的0



博士学位论文

D0(月0招让 DISSERT月T10N

的自然而然的表现形式。。作为中国基督教事业一部分的华中大学，韦卓民同样希望大部分的经

费来自中国教会和中国基督徒的捐助，希望学校能早日摆脱对西方差会的依赖而实现自立。但

在当时的情况下，昂贵的教育花费、庞大的教育资金“远远超出中国教会的财政能力”。。从中

国基督教界筹措资金来作为象我们这样的机构的主要财政来源，还需要一些年。世界上也没有

大学可以仅靠收取学费来运行。①从韦卓民角度来看，“自立是学校力争的好事，但为了确保自

立而牺牲学校的宗教特点和教育实力却是危险的”。。既然中国教会和中国基督徒无力承担基督

教大学的庞大经费支出，而接受世俗资金又有失去学校基督教特色的危险，两害相权取其轻，

在韦卓民看来，保持学校的宗教特色是第一位的，是基督教大学之所以为基督教大学的必要条

件，而经济自立则是第二位的。因此，只好暂时接受来自西方差会的经济资助，再从长远来打

算自立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经济上不能自立，就很难说基督教大学已实现了真正的中国化。因为中国基

督教教育工作者们追求的基督教大学中国化的目标之一，就是大学在经济上的自立，即由中国

基督徒负起所有经济上的责任，以来自中国的经费作为基督教大学主要的经济来源，实现基督

教大学的中国自养。从前面对华中大学经费来源状况的分析可以看出，实际状况显然与中国基

督徒所追求的中国化目标相距甚远。马克思曾经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道理对于

基督教大学同样适用。基督教大学中国化的曲折过程使我们不得不深思:如果经济上不能自立，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化的道路上到底能走多远?

四、本章小结

    1925年《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创刊号上，明确提出该刊的目标之一是“贯彻基督教教育

之中国化”，并在该刊的宣言中，进一步对中国化作出解释:“依教育主权及设施教育，无论内

容形式，必合国情之原则而言，⋯⋯吾人以为基督教学校当努力于彻底之中国化。行政管理必

须逐渐参加中国人，至完全由中国人主持之。除特别情形外，教授应以国语行之。国学及社会

学科应特别注重。各级学校应一律立案。所有绎济青年亦平渐申中国摹督烤象之。如此，教育
主权不致危险，而设施的教育亦不致与国情隔阂。故吾人以为基督教学校，如欲在国家教育系

统上占有适当的地位，而享有充分的权利，必须申外国侈攀幸的学雄孪为中国本的摹督攀学惊;
由外国教会的学校变为中国基督教的私立学校。”⑥

，韦卓民:《中国的本色教会》，马敏编:《韦卓民基督教文集》，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年版，第81
一52页。原文为英文，“M吐元ngchr丈stl即二ty乙:vein助加a即，乙加““之”扣1瓜v昭城J即u卿 1，26，即，27一1.
。Fr皿cisc从.wel，“whatM砍esacollc罗christian”，狱e以1朋se尺e‘。尸创七洲，March1941，pll，
①“p肥sident’sReportforthevear1934·193，，’，皿玩hives，Boxl“，Fold留3065: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63。
。韦卓民:式为中国教会培养有学识的领导人一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前景》，马敏编:《韦卓民基督教文集》，香港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年版，第164页。原文为英文，“TrainingEducatedLe“c伶hlpfor出eChurch:nchina”
打印本藏于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
，《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1卷第1期。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博士学位论文

以X汀ORAIJDISSERTATION

    对照以上目标，再回头看我们前面对华中大学各方面情况的分析，我们会发现:虽然华中

大学在1931年就完成了向中国教育部的注册立案，实现了形式上的中国化 但各方面的实际状

况仍与中国化的目标相距甚远。从行政管理上看，虽然由睿智精干的韦卓民担任校长，学校也

因注册立案而不得不成立了由三分之二以上中国人组成的校董会，但学校的各项具体政策都要

向设在美国的、由各教会代表组成的设立者会请示汇报。因此，学校实际上还是由西方教会所

掌控着。从中外教师的构成来看，虽然在不同年份中外教师的比率有很大变化，上升和下降的

幅度都非常大，但如果将战争和政治因素排除开，抽出正常年份来看中外教师比率的话，则可

以发现它们荃本上都稳定在1.5:1左右。这样的比率，与中国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们所追求的基

督教学校“必须由外国传教士的学校变为中国人的基督教学校”这个目标还是有不小差距的。

从经费来源看，从1924年华中大学建立到1951年止，华中大学的经费收入绝大部分来自西方。

在注册立案前和抗战期间，华中大学的经费则几乎全部来自于英美合作教会的资助。注册立案

后的1935一1938年间，来自本地的收入有所增加，教育部、湖北省政府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

事会等开始向华中大学提供少量的设备补助费，同时学费收入也有一定的增加。但这在华中大

学的收入总额中，仍然只占很小的比例。多数年份来自教会的资助都在80%以上。到1951年，

经过抗美援朝和反侮辱反诽谤等爱国运动后，新中国中央教育部召开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

会议，此后，华中大学只接受英国教会 5%的津贴，其余经费则由教育部补助。至此，华中大

学绝大部分的收入开始来自中国，但这同时意味着华中大学作为一所基督教大学的终结。基督

教大学经历了数十年中国化的进程而终不能很好地实现其目标，政治变革在短短的儿年内使基

督教大学实现了完全的“中国化’，但却同时意味着基督教大学因失去自身特色而不复存在。这

种悖论的现象，使基督教大学能否按自身发展进程实现中国化这一问题成为一个永远无法解说

的谜，但也因此使基督教大学中国化这一命题更具思考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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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适应与抗争:世俗化潮流中的华中大学

一、科学主义与世俗化潮流

    1、科学主义的盛行

    二十世纪是中国科学主义和世俗主义盛行的时期。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它高举“科

学”与“民主”大旗，公开向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挑战，号召人们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传统观

念和一切社会问题，破除迷信，坚持真理。孔教很快就被视为封建思想和迷信的代表，受到批

评和抨击。在对孔教的抨击过程中，宗教开始被普遍怀疑，陈独秀指出:“一切宗教，都是一种

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

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①蔡元培也在1917年发表《以

美育代宗教说》，认为宗教是人类在未开化时代的产物，当时人脑力简单，遂将一些不可知的事

物归诸于宗教。追社会文化日渐进步，科学发达之后，学者遂将古人认为不可思议的，一一以

科学解释之，因此，“盖宗教之内容，现皆经学者以科学的研究解决之矣。”②随之，宗教问题开

始引起知识界的普遍关注，《少年中国》和《新青年》等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讨论关于宗教

与科学的问题。在这些有关宗教与科学的讨论中，人们较多地对宗教持一种批评态度，而科学

则是批判宗教的有力工具。一时间，科学成为知识界推崇备至的一个词汇。正如胡适所言:“这

三十年来⑧，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与维

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地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 ‘科学’。”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开始对科学进行质疑，甚至出现了“科学破产”的提法，如梁启

超在 《欧游心影录》中指出，近代以来，宗教与旧哲学被打得旗靡帜乱，科学万能的提法甚嚣

尘上，乐利主义、强权主义成为新的人生观，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是对这种人生观的一个报应。

战后，人们开始对科学进行质疑和反思，由此，梁启超说“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

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成为其后在中国知识界发生的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导火索。

    1923年2月，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励在清华大学作题为“人生观”的讲演，他承袭第一次世

界大战后渐渐崛起的“东方文化派”的观点，对科学与理性进行批判，认为无论科学如何发展卜

对人生观问题也只能徒唤奈何。这引起地质学家丁文江的极大反感，旋即撰文《玄学与科学》

予以痛斥，并提出“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的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⑥中

。陈独秀:《偶像破坏论》，《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2期。

。茱新青年》，1917年第 3卷第6期。

。指从戊戌维新到新文化运动这段时期。

④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二)，《科学与人生观》，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页。

⑤粱启超:《欧游心影录》，之饮冰室合集》(二)，中华书局 198，年版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科学与人生观》，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第 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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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一场重要论争一科玄论战由此引发。张君励、丁文江二人往复辩难，梁启

超、张东荪、林霎平、胡适、王星拱、吴稚晖等名流纷纷发表文章，争相参战，一时成为思想

学术界的热点。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表现的是对科学主义的追求，是企图或希望把西方的近代科学

作为一种基本精神、基本态度、基本方法，来改造中国人，来注入到中国民族文化心理中。去的

话，那么1923年爆发的“科玄论战”，则明确地提出了“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

学的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甚至将科学提升到信仰的高度。如胡适就明确地提出，要将科

学的人生观当作“我们的新信仰”，并且通过继续不断的宣传，使科学的人生观这个“今日少数

人的信仰逐渐变成将来大多数人的信仰”，最终的目的则是起到宗教在欧洲所起的作用:“宗教

的功效已曾使有神论和灵魂不灭论统一欧洲 〔其实何止欧洲?)的人生观至千余年之久。假使

我们信仰的 ‘科学的人生观’将来靠教育与宣传的功效，也能有 ‘有神论’和 ‘灵魂不灭论’

在中世欧洲那样的风行，那样的普遍，那也可算是所谓 ‘大同小异的一致’了口”②接着胡适借

用吴稚晖的话指出，这个科学的人生观是“为全种万世而生活”的宗教，是最高的宗教，而“那

些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③这种宗教自然是不应当存

在的。

    虽然从纯学术的观点看，玄学派提出的观点也许不无深刻之处，但从当时的社会舆论看，

这次论战的结果却明显地是以“玄学鬼”被人唾骂，广大青年支持或同情科学派而告终。即使

从参加的人数看，也是科学派多于玄学派。科学当时在国人心中的份量，以及在社会上的受欢

迎程度，由此足见。经过这次科玄论战，科学非但没有破产，相反，它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

地位更加牢固，并进一步提升到信仰的高度，更多人的选择以科学作为信仰和准则来指导生活。

    在此科学化潮流中，身兼“帝’，、“封”的基督教，自然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别“关注”

成为被抨击的焦点。在当时的反对者们看来，基督教不只是一般的与科学相对立的迷信，它更

是一种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而来的、企图异化中国的势力，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随后

的非宗教运动、非基督教运动，以及收回教育权运动，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2、世俗化的要求

    与科学主义盛行相伴随的，是中国社会和政府对基督教大学世俗化的要求。前面我们己提

及，在1924年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对基督教学校提出的要求是;大学取消强迫的宗教教育和宗

教活动;小学根本取消宗教教育:学校必须承认以教育为主而不是以宗教为主;所有学校应向

政府注册，并接受政府监督;学校行政人员必须以中国人为主。。这些要求表明，与向政府注册

①李泽厚

巾胡适

。胡适:

，普珍昭
页 。

:《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下)，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年版，第 868 页。
《科学与人生观》(序二)，《科学与人生观》，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0页。

《科学与人生观}(序二)，《科学与人生观)，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2页。

(JessieQLutz) 著，曾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185。一195的，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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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中国化的要求相伴随的，是对基督教学校世俗化的要求，并且世俗化的目标与中国化的目标

  同样重要。因为只有消灭了基督教学校的宗教性，才能使基督教学校摆脱西方基督教的精神奴

役，更好地实现中国化。因此，对基督教大学世俗化要求的提出甚至早于中国化要求的提出。

  中国化的要求是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才日益彰显的，而世俗化的要求在非基督教运动中就己率

先提出。1922年，蔡元培在其发表过的《非宗教运动》的演说中，就曾提出大学中不必设神学

科，各学校中不得有宣传教义的课程，不得举行祈祷仪式等世俗化的要求。。在《教育独立议》

中，他进一步提出教育必须独立，要摆脱宗教的限制，不要在学校施行宗教教育。②

    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这些要求得到进一步的申明。1924年7月，广州学生会收回教育权

运动委员会在提出基督教学校向中国政府注册、课程及编制受中国教育机关支配这些中国化要

求的同时，亦提出了外人在华所办学校，不许在课程上正式编入、正式教授及宣传宗教，也不

许强迫学生赴礼拜堂念圣经等世俗化要求。。该年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十届年会，通过了《学校

内不得传布宗教案》。该提案严厉地批评传教士们“每假办学名义，于校内传布宗教，强迫学生

讲读经文，举行宗教仪式，颠倒错乱，失学校教育之本意，起社会观听之纷纠。设非严予禁止，

殊不足以回末俗而策进行”，禁止的办法有三条:气一)各级学校内概不得传布宗教，或使学生

诵经祈祷礼拜等事。〔二)各教育官厅，应随时严查各种学校，如遇前项情事，应撤消其立案或

解散之‘(三)学校内对教师学生，无论是否教徒，一律平等待遇。”④

    中国社会及政府对基督教学校中国化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中国基督教教育工作者所

接受的，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承认基督教学校向政府注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并且在各省区成立
注册委员会，同时还组织“全国委员会”，来接洽和处理基督教学校注册事宜。但是，世俗化的

要求成为注册的最大障碍。在中国政府和社会提出的注册条件中，争议最大的是教授圣经问题，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对此并未找到妥善的解决方案，因为就他们的立场来说，基督教大学最大的

特色就是基督教精神，它对中国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养成一班基督化国民，将来以基督的精

神服务于国家社会，而要培养学生的基督教精神，就不得不教圣经。因此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虽

建议基督教学校为注册作准备，但对注册的具体条款是有所保留的，希望注册时能顾及基督教

之特殊功用。对基督教特色的坚持，成为注册问题上双方最大的分歧，注册的步伐也因此延缓

下来。

    1925年11月16日，北京政府公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示认可办法”，内容共有六条，

其中前四条是关于中国化的要求，这在前面已提及，这里就不再赘述。这里仅列出关于世俗化

的两条要求:，’(五)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六)学校课程，须遵照部定标准，不得以宗

。蔡元培:《非宗教运动》，高叔平编:《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48 页。

②蔡元培:《教育独立议》，高叔平编:‘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0 年版，第352页。

③《广州学生会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宣言》，《响导》第72期，1924年7月3日。
④《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第十届关于基督教教育议决案》，《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 1卷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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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科目列入必修科。’，。对于前四条中国化的要求，中国基督教教育界基本上没有什么异义，但

  关于世俗化的两条却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赞成者以教育的主要目的就应该是教育为理由，认为

  政府规定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是合理的;反对者认为，学校应以教育的目的为目的，这

  确实是正确的，但学校可以用任何方法，包括宗教方法去实现这个目的，因此政府不应该禁止

  基督教学校传播基督教。

    对于基督教教育界的争论，政府并未给予太多理会。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颁布《私立学

校规程》，对基督教学校世俗化的规定更为严格:学校一律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亦不得在

课内作宗教宣传;私立学校，如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学生参加。。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私立学校的管理规定，基本上沿袭了广州时期《私立学校规程》.

不同之处仅在于有关宗教仪式的规定:即学校内如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或劝诱学生参加。在

小学并不得举行宗教仪式。⑧与以前的条例相比，这次规程不仅规定不得强迫进行宗教活动，而

且在有关宗教的条款中特别强调不能“劝诱”学生参加，以防止基督教学校钻政策的空子，采

取灵活变通的办法实施宗教教育。另外规定小学不得举行宗教仪式，这在后来执行时实际意味

着不准在基督教小学和初中低年级实行任何宗教教育。④

    除颁布有关私立学校的规程外，国民政府教育部还于1929年4月特别颁布《宗教团体兴办

教育事业办法》，规定“凡宗教团体为欲传播其信仰之宗教，而设立机关，招致生徒者，概不得

沿用学制系统内各级学校之名称。”1934年9月，教育部又重申限制宗教团体设立学校的规定:

  “凡宗教团体设立学校，应遵照修正私立学校规程办理，如或设置机关传习教义，概不得沿用

学校名称，并不得仿照学校规制，编制课程，招收学龄儿童及未满十八岁之青年，授以中小学

应有科目，以杜假借而免混淆’，。。这些规定主要是强调要将传播基督教义的机关与学校区别开

来，即若该机关成立的目的是为传播基督教信仰和教义，则不能称为学校及没有学校的体制;

若成立的是学校，则必须按照私立学校的规程办理，将教育本身作为目的，而不得假借学校之

名而行传播宗教之实。

    但南京国民政府与北京政府及广州时期国民政府相比，其对基督教大学的管理，重要的

还不是其规定比前有多严苛，而是其执行规定的决心与能力。南京国民教育部在颁布法令限

制基督教在学校传播的同时，还严令各省教育厅密切监察各地的学校是否在按照教育部颁布

的规程办理，如工930年2月，教育部即颁布“查察教会学校应行注意各点”的训令，要求各

省教育厅注意:一、中等以上学校是否已遵章不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其有设选修科者，有

无强迫选修等情弊?二、小学本无所谓选修科，是否尚有以选修为名，而令儿童有修习宗教

① 《教育部最近公布 “外人设立学校认可办法，’)，《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 1卷第4期;《政府公报》，第3459

号 (1925年 11月 20口)

。《大学院公报》第 1年第 1期，1928 年 】月。

由《私立学校规程》，丈大学院公报》第 1年第1期，1928 年 !月。

④ 套福建基督教育总部来函暨省教育厅复函》，成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5卷第3期。
。教育部参事处编辑:《教育法令汇编》第1辑，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第3舫一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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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之实?三、课外有无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情事?。南京国民政府的决心还体现在严格限

定基督教大学的立案时间，规定在限期内不立案的学校一律关闭。

    3、党化教育

    与限制基督教学校传播宗教，要求基督教学校世俗化相伴随的，则是国民政府在教育领域

实行的“党化教育”。实际上，这两者都是国民政府意图控制意识形态领域，推行文化专制主义

政策的体现。所谓“党化教育’，，最早是广州国民政府为推进国民革命运动而确定的教育方针，

它具体体现在时任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许崇清所拟订的《党化教育之方针、教育方针草案》

中，②规定其主耍目的和作用是用来动员民众支持北伐。在北伐所到之地，党化教育也随之推进。

如北伐推进到湖北时，省政府出台“取缔私立中学暂行条例’，，规定私立学校在学科方面，添授

中国国民党之主义及政策方面的课程;在训练方面，接受党部命令，实行总理纪念周，准许学

生参加群众运动。凡是不能达到该条例要求的私立学校，“已经设立者，得酌量情形，令其改进

或停办。呈请设立者则一律不准。”值得注意的是，此条例虽名为 “取缔私立中学暂行条例”，

但实际适用范围却很广泛，“凡在湖北境内，所有各私立大学，中学，小学，均适用本条例。’，⑧

也就是说，在湖北省内，不仅中学要实行党化教育，小学、大学等同样也要讲授国民党党义，

举行总理纪念周等活动。

    1927年，随着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党化教育”也遂之成为全国的教育方针。该年6

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订 (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规定 “党化教育”就是今后国民

政府的教育方针，并明确指出该教育方针是受国民党指导，以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为依归的。④这

时的“党化教育”，己随着国民党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而蜕变成了其对教育界进行思想控制和

进行独裁统治的工具。它的目的是力图将教育纳入到“一个党”、“一个主义”之下，是国民党

“一党专政”的政治政策在教育上的体现。此后，“党化教育”逐渐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宣传中出

现频率最高的几个关键词之一，正如南京国民政府在其教育方针草案中所言，“自国民革命军势

力奄有东南之后，‘党化教育，一词甚嚣尘上。”

    同年8月，教育行政委员会议决在各级学校施行“党化教育”，并在决议中进一步阐明党化

教育的意义和基础，即“我们所谓的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之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

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筑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上。国民党的根本政策是三

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根据

这种材料而定，这是党化的具体意义。”⑥从这一解释我们可以看出，党化教育实际就是根据国

民党的根本政策一三民主义而制定的教育方针，其目的是要将国民党的政策贯彻、渗透到教育

①教育部参事处编辑:《教育法令汇编》第1辑，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第356页。
，许崇清:《党化教育之方针、教育方针草案》，舒新城编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补编》，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⑤《沏北取缔私立中学暂行条例》，《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2卷第4期。

。《教育杂志》第19卷第8号，1927年8月20日。
⑧俨党化教育”之意义及其方案》，(教育杂志)第 19卷第8号(1927 年 8月);《学校施行党化教育办法草案》，

  《教育杂志》第 19卷第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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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教育 “政党化气

    但“党化教育”一词存在时间并不长。1928年5月，在国民政府大学院召集的第一次全国

教育会议上，就宣布取消“党化教育”，代之以三民主义教育作为中华民国的教育宗旨。。之所

以用三民主义教育取代党化教育，大学院呈给国民政府的条文中称，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建

国，应以三民主义施教，从前颁布的教育宗旨自不适用，因此，“特仰遵总理遗教，根据教育原

理”，订定中华民国新的教育宗旨一三民主义教育。这一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党化教育

已明确说明，它是根据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一三民主义而建立的。另外还有一种官方的解释，说

“党化教育”一词缺乏明确的涵义，也没有确切的来源，在孙中山的任何著作和国民党的任何

决议中都找不出这个词，因此，“党化教育”一词仅仅是民间传闻中的一个时髦语汇。鉴于官方

条文中不应该使用任何易造成曲解的民俗用语，同时也是为政府教育宗旨正名和明确其定义，

因此用 “三民主义教育”取代了“党化教育’，。这一解释使大家感到非常困惑，因为在此之前，

“党化教育”曾被广泛地讨论，无数关于这一主题的书像洪水一样充斥着书店，而现在人们却

被告知 “党化教育”一词缺乏好的、真实的来源。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认为 “党化”一词已被

机会主义分子和极端主义分子错误地使用，而 “三民主义教育”的提法，是为了廓清它在教育

问题上所蒙上的阴云。。种种解释中，只有“党化教育’，的提法太过笼统，缺乏明确涵义这一条

说的通，而且这也确实是国民政府用 “三民主义教育”取代 “党化教育”的原因之一。但更重

要的一层原因，则是“党化教育”一词在字面上显得过于直白露骨，易招致非议，因此，国民

政府才以较为平实的三民主义教育，取代惹眼而抽象的“党化教育”，作为中华民国新的教育宗

旨。关于三民主义教育的内容，不外乎民族、民权、民生三个方面，即在民族方面，通过提高

国民道德、锻炼国民体格，以及普及科学知识、培养艺术兴趣等，来恢复民族精神和发扬固有

文化，以期实现民族主义;在民权方面，通过向民众灌输政治知识、阐明自由界限，以及通过

宣扬平等精神、训练民众组织能力等.养成民众运用四权之能力、服从法律之习惯，并增进服

务社会之道德和团结协作的精神，最终实现民权主义;民生方面，主要是通过养成劳动习惯，

增高生产技能，推广科学之应用，提倡经济利益之调和等，来实现民生主义。在这三者之上，

“提倡国际正义，涵养人类同情，期由民族自决，进于世界大同。”。概括来讲，所谓三民主义

的教育，就是实现三民主义的教育，或者说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的教育，其后“各级行政机

关底设施，各种教育机关底设备，和各种教学科目”，都将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④只是此时

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己抛弃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而沦为国民党“以党治国”、“以党义治国”

的意识形态。成为 “一个党”、“一个主义”的代名词。因此，尽管取消了“党化教育”的名词，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甲编，第 10页。
，H.C.TSao，“TheNatio”a{istGov已rnmentandEducation”，云次“ca打。朋1几v泛w，Janu脚 1928，P.192-
@叮教育新闻 ·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4卷第4期;(申报》1928年 9月24日。

。中华民国大学院编:《全国教育会议报告》，台北文海出版社 1%6年版，第 1页:短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

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甲编，第 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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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党化教育的推行，仍然是事实。所以无论党化教育或三民主义教育，只是名称上的变化，其

推行专制主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1咒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又对上述教育宗旨进行了修正和简

化，规定:“中华民国之教育宗旨，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

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①但无

论怎样解释，并不能改变党化教育或三民主义教育作为国民党对全国教育界进行严密控制，实

行一党专制的工具的本质。中央宣传部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提案 《教育方针及其

实施原则草案》中指出，过去教育之重要弊端之一，即在于“教育制度与设施缺乏中心主义’，，

因而致使 “共党虚伪偏激之教义，得以乘间侵入，贻重大危害于我国家，而几乎摇动国民革命

之根本。”因此，为了彻底纠正“过去教育病因”，即缺乏中心主义之病，国民政府才“明定三

民主义教育之方针”，规定日后“一切教育上之设施，全部皆贯之以三民主义之精神，无处不具

备三民主义之功用”。.在国民党看来，缺乏中心的教育是一种病态教育，而一切以“三民主义”

为中心的教育，才是有序的、常态的教育。“一个党”、“一个主义”的政策在教育上的推行，已

暴露无遗。在修订教育宗旨的同时，是次会议还规定了教育宗旨的实施方针八条，要求 “各级

学校之三民主义之教育，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连贯。以史地教科，阐明民族之真谛;以

集团生活，训练民权主义之运用:以各种之生产劳动的实习，培养实行民生主义之基础:务使

智识道德，融会贯通于三民主义之下，以收笃信力行之效。”并且针对普通教育、社会教育、大

学及专门教育、师范教育，详细订定了如何推行三民主义教育的措施。⑧同年8月，国民政府颁

行《大学规程》，明确规定党义课程为大学各科共同必修课程。。这一规程适合于中华民国境内

的所有大学，包括公立大学、普通私立大学和基督教大学。私立大学立案时，呈报党义课程的

实施情况已成为必要条件之一。⑥

    具体到实践层面，“党化教育”的方法有二:“(一)把党的主义或主张，融合在教课中间，

使他渐渐的浸灌到学生的脑经里去。(二)教育的事业，由党的机关或人才去主持，使他完全受

党的指挥。’，。简言之就是灌输党义和垄断教育。除此之外，国民政府还利用“总理纪念周”的

形式，作为党化教育的一种补充和强化手段，如规定所有学校在每周一举行集会，学生们肃立

在总理遗像前，聆听主席宣读总理遗教，并默念三分钟。⑦

    党化教育的实施，无论是对公立学校、普通私立学校还是基督教学校，都造成了很大的挑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夯。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甲编，第 8页。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文海出版社 1990年版，第一编 “总述”，第2页。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甲编，第 16页。
。《大学规程》(1929年 8月 15 日)，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第58 册，第“ 页，黄山书社 1999年版，

第66页，

③《私立学校规程》，《大学院公报》第 1年第 1期，1928 年 1月。

。任鸿隽:炙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独立评论》，第 3号，1932 年 6月。
。‘闪ewMovemen招inchineseEdtication”，‘吸eKuomln邵angandEducation”，EditedbysanrordCC.ch即，
石d“cat日0尹目〕了Rev任w.JanuaI31927，P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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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和困扰，而基督教学校尤甚。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其一，在公立学校的一些教育家们

看来.教育应该是独立的，是超然于党派、政治和宗教的，由党或其委派的政客来治理学校，

是他们无法理解和接受的。其二，教育的目的与党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教育的目的，是使一

个人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而党的目的，是在培养信徒。这决定了达到这两种目标的方法也是截

然不同的。教育是通过激励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以开放的态度和怀疑的精神来探讨知识和真

理，最终完成教育的目的;而信徒的养成不仅不需要好奇心，而且好奇心对于维护信仰来说还

是一种危险，培养信徒只需要对他们灌输信仰，教他们怎样拥护这个信仰就可以了。因此，党

化与教育是不能并立的，有了“党化’卜，必定是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必定要

除去“党化’护。。其三，对基督教教育者们来说，他们还有另外一层问题，即党化教育宗旨的排

他性与基督教教育的基督化宗旨有着严重的冲突。这不仅是因为在国民党方面看来，“只有党化

教育，没有基督化教育;党化教育是必须实行的，基督化是必须取缔的。’，②而且还因为党化宗

旨与基督教宗旨本质上矛盾，党化教育是要将党的主义和主张融合在教课当中，由此将党的信

仰灌输到学生的脑海里去;基督教化教育是要将基督教精神渗透到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中，

并最终将基督教的信仰灌输给学生。两者的冲突给基督教学校带来了极大的考验和挑战，同时，

在总理遗像前集会、宣读和默念总理遗嘱这种带有偶像崇拜性质的做法，也使虔诚的基督徒们

感到困窘和难于接受。但无论如何，基督教大学必须顺应政府的要求，至少在表面上得如此。

二、因应潮流的变化

    在科学主义、世俗化要求和党化教育的种种压力之下，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基督教

大学开始调整办学目标，并在院系和课程设置、教师和学生管理政策、学生社会活动等方面都

作了相应的调整，以顺应潮流的变化。

    1、办学目标的转变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基督教学校很少明确标明其教育宗旨，如张文昌所言，“过去之

基督教教育有目的乎?⋯⋯试一检查各地教会学校之章程，载明目的者实如凤毛麟角”。但是

这并不能说明基督教学校没有办学目标，或者其办学目标“似无而实有，亦似有而实无”。③实

际上，早期基督教学校的办学宗旨是非常明确的，即灌输基督教教义和传播基督教信仰，最终

促使整个中国社会基督教化。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分析过，此处不再赘述。虽然在不同时期，

根据传教士身份学识和中国社会环境的不同，关于基督教学校办学目的的表述有一定的变化，

但其将中国基督教化的总体目标则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和方式。因此，即使

学校章程中没有明确标出，基督教学校的宗教性和其力图使中国基督教化的目标也是尽人皆知

。任鸿隽:《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炙独立评论》，第3号，1932 年6月。

匀程湘帆:落基督化教育与党化教育》，《中华荃督教教育季刊)第 5卷第 2朋。
。张文昌:暇今后之基督教教育》，《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5卷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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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但从1920年代后期起，在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巨大压力下，基督教学校开始根据中国政府

的政令法规来调整其办学宗旨。1926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第十一届年会根据北京政府教育部

颁布的教育宗旨，明确提出基督教学校的宗旨为:“造就健全国民，发展共和精神，培养职业知

能，更以基督之牺牲与服务精神，完成其高尚人格。’，①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还将此宗旨在《中华

基督教教育季刊》多处刊载，以示宣扬之效。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将“党化教育”和“三民主义”教育作为其教育宗旨，在对基督教

学校的管理上，企图以“党化教育”取代“基督化教育’，。这一状况引起了基督教教育界的广泛

关注，关于基督教学校以后办学方针的讨论不时见诸于报章杂志。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们当然是

不愿放弃基督化办学宗旨的，奈何当时的中国己非往日一盘散沙的中国，当时的政府也非软弱

无能的清政府或还不能完全独立的北洋政府，南京政府此时正堕待树立权威和有所作为，民众

也热切期盼着建立起一个独立强大的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们既不能与政

府的规章相对抗，就只能低姿态地进行顺应，希望能将“三民主义”教育与宗教教育作一定的

调和。缪秋笙指出，“基督教学校所提倡的宗教教育，与一般普通学校所注重的道德教育，在形

式上虽有不同，但基本的目的则同在养成健全的人格与高尚的品格。基督教教育界相信:基督

教教育对于国家前途的特殊贡献即在于此一点。”⑧这里的道德教育，应理解为国民政府所提倡

的“党化教育”或“三民主义”教育。缪秋笙将宗教教育比作普通学校的道德教育，将两者相

提并论，目的就是希望两者能并行不悖，不致用后者来取代前者。谢扶雅则对基督化教育和党

化教育以及三民主义教育的关系有较多阐释。他认为，基督化教育与党化教育非但不冲突，而

且还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即同心圆的关系。党化教育是一个大圆，它包含着基督化教育，而

基督化教育则是处在党化教育这个大圆中心的小圆，也就是说，基督化教育是党化教育的核心，

在党化教育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并将会对党化教育作出巨大贡献。⑧谢扶雅还牵强附会地将基

督化人格比附为三民主义，希望两者能融为一体。他说，“今日中国的基督教教育⋯⋯唯一宗旨

是在陶铸基督化人格。所谓基督化人格者，若用中国旧名词来诊解，不妨说就是智，仁。勇;

用西方流行语来说明，就是自由，平等，博爱。自由近乎勇，平等近乎智，博爱近乎仁。这三

方面的德能，又恰巧和三民主义相应:勇与自由，于民族主义，智与平等，洽于民权主义，仁

与博爱，洽于民生主义。⋯⋯这样看来，基督化人格与三民主义的关系可谓极其密切。更深一

层来讲，三民主义当中最重要的，要算民生:一这也是无论党内连党外一般明达的人的公论一

而基督人格的中心，不消说就是 ‘爱’。爱是充满丰富的生命。基督宣言:‘我来，是要使你们

得生命，并且得的很丰满。’中山先生自下定义说:‘三民主义是人民的生活，⋯⋯群众的生命。’

。考本会十一届年会纪要》，《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2卷第2期.

.缪秋笙:成编辑小言:游行后的印像》，《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5卷第 1期。

③“沁ec址istlanEducationandPaxtyEducationconnicting?.N.2.Zia.乙扣c川。加1命vie袱Janu娜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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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最喜欢题 ‘博爱’两字，足见 ‘爱’与 ‘生’，原是一个根源。希腊的Eros 一字，正是

具此两义。民生主义的关键，端在于 ‘爱’。没有爱，万万解决不了民生的根本问题。基督教教

育唯一宗旨正 (是)要养成基督样大仁大爱的人格，所以它在三民主义的教育上，不但应占一

极优越的地位，而且确能尽它极重大的贡献。”。这种将基督化教育与三民主义融合的努力，虽

在理论上还可勉强编个圆通，但在实践上却困难重重。国民政府也丝毫不理会基督教教育工作

者们抛出的橄榄枝，对他们这些煞费苦心的解释毫不领情。因此，基督教大学唯一的出路只能

是顺应政府要求，调整办学目标，并在院系和课程设置、教师和学生管理政策、学生社会活动

等方面都作相应的调整。下面我们以华中大学为中心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的考察。

    华中大学早期的办学目标和动因是非常明确的，即学校的任务是为基督教运动服务，学校

的目标是为中国基督教会培养领导人，并进而为中国培养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在关键的时刻可

以引领国家向正确的目标迈进。这里所谓的正确目标，显然就是基督化的目标，即以基督教来

拯救中国，或曰借助基督教的力量将中国建成一个强健的国家。关于这一点，华中大学校长韦

卓民曾多次表述，他说，“我们认为，这所大学 〔华中大学)的工作与这个国家的基督教运动紧

密结合”，华中大学是中国基督教运动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的成立源自中国的基督教

运动，因此它的目标也是为中国的基督教运动服务，正所谓“我们的教育为了基督，同时也来

自基督”。②在他看来，学校不仅要向学生提供基督教的理想，而且还要在上帝之国的建立中发

挥积极作用;华中大学也不仅是华中地区的一个高等教育机构，而且还是一个服务于这一地区

其他所有的基督教势力(christianforces)，并与之合作以加强基督教运动的机构。@学校的任务

是“越来越多地理解中国基督教会的需要，以尽力推进我们为之存在的事业。”而当时中国基督

教运动和基督教会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对中国基督教领导人的需求。既然华中大学的教育是为

了基督，那么学校的目标自然是帮助基督完成这一工作，为中国基督教会培养领导人。所以，

“我们不仅着重于使教学达到高水平，而且还要着重于为教会和中国培养学生的品格，以适合

我们正在经历的关键时刻的需要。”这里的品格，当然是指基督的品格，即培养具有基督品格的

人才:之所以说是 “关键时刻”，是因为韦卓民认为，“在多重意义上，中国正处于一个十字路

口”.处在一个迷茫、徘徊的时期，他希望在基督教环境中接受教育的华中大学毕业生们，能成

为基督教会和中国未来的领导人，“当这个伟大的国家面临命运抉择的时候，这些领导人能洞察

下一代或更下一代中国教会和国家将面临的错综复杂的问题”，④并积极参与引导国家向正确的

目标迈进，用基督教来拯救中国。韦卓民的这一看法，不仪仅是他个人的，而是代表了当时相

。谢扶准:《今后基督教教育应取的方针》，《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5卷第 1期。
.圣公会 炙汉口通讯》，拍30年 1月。转引自柯约翰(J L.Coe)著，马敏、叶桦译:

社 1999年版，第 66一67 页。

，‘President，5众portfor出eyearl934一1935”，UB抽chivcs，日oxl“，Fo]der306s.
吩圣公会 《汉口通讯》，1930年 1月。转引自柯约翰(J.L.Coe)著，马敏、叶桦译:
社 1999年版，第66一67页。

《华中大学》，珠海出版

《华中大学》，珠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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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基督教可以拯救中国的一批基督教教育家们的观点。这批人相信，要拯救中国，需要大批不

仅具备卓越才能，而且具有伟大人格的人，而这个伟大的人格，就是基督的品格，因此，他们

希望通过基督教大学来培养学生的才能和基督化人格，为中国培养具有基督教品质的领导人，

并由他们引领国人建立起一个强健的中国。

    华中大学的评议会也曾这样陈述学校的性质与目标:相对于政府来讲，我们是一个自主的

基督教团体，我们的目标是为这一广大而人口稠密的地区的各个教会提供帮助，为在这一地区

发展强健而高水平的基督教社区(C俪sti助community)供应人材，为基督教中学提供师资培训

或者说是使这一地区的基督教中学得到更好的发展⋯⋯①。无论是为基督教中学提供师资培训，

为发展基督教社区提供人材，还是为基督教教会提供帮助，这一切都是围绕基督教进行的，一

切目标都是出自其作为基督教团体的本质，因此其最终服务目标也是促进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与发展。

    但到30 年代华中大学注册立案后，这种强烈彰显学校基督教办学目标与基督教特色的做

法，在学校正式文书中己很少看到。注册后的华中大学组织大纲中，明确地将学校的办学宗旨

调整为“实施高等教育，培植中国青年，务期发展其人格与智识，成为中国之忠实国民，适合社会

需要，并扶助社会德智体群各方面之进展，而完成本校设立者(即圣公会等)办学之初志。”。若

不是在最后加了一句“完成本校设立者〔即圣公会等)办学之初志”，仅从前面描述的办学宗旨

来看，己完全看不出华中大学的基督教性质与特色，_因而也就完全无法判断它与普通私立学校
的差别所在。此办学宗旨一直维持到1950年代。1950年初，华中大学在阐述其办学宗旨时叭

也只是将30年代关于办学宗旨的表述中“完成本校设立者(即圣公会等)办学之初志”一句删

去。即使在对校友的描述中，华中大学也并不强调其基督教特色，韦卓民在1941年1月24 日

给校友的信中说，“溯我校草创之初，固以讲究高深学术，培植有为青年，为人群谋福利，为国

家增元气为职志。’，④同为194。年代初的另一封信中说，“母校办学旨趣，向以研究高深学术，

造就真实专门人才为主。”⑥信中丝毫不提及华中大学的基督教特色，更不以此来作为对校友的

号召或凝聚力。由此可见，华中大学基督教的特色在当时的学生和校友中己颇为淡漠。1945年，

华中大学在总结学校特点时说，“规模不大，经费比较稳固，无党派，不干预政治，一意以讲求

高等学术，培养真实人才，复兴国家民族，促进世界大同为职志。校风以组织法制化，生活家

庭化，养成爱团体、守纪律、牺牲小己、服务大众、坚苦卓绝、实事求是、具有世界眼光之人

格为主。”叭920年代末，缪秋笙、谢扶雅等在企图融合宗教教育和三民主义教育时还念念不忘

。“President，sR叩ort几rthe决arl93o·1931，，，兀旧Aichives，Box164，Folder3o681
。 《华中大学组织大纲》，《二十二年度私立华中大学一览》，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7:‘私立武昌华中大

学校董会章程》，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外侨及教会学校调查表》，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480

@《外侨及教会学校调查表》，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48
④见韦卓民19引年1月24日给校友的信，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48。
⑤炙呈母校并致各地校友一封公开的信》，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48。

。《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概况》，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 5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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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督化人格，在这里也看不到任何踪影，而仅有 “具有世界眼光之人格”的表述，或许还能

让人联想到基督化人格与具有世界眼光之人格的些微联系。

    其他基督教大学的办学方向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1932年底，美国各差会联合派遣的“平

信徒调查团”，对中国基督教大学进行详细的考察后，对当时基督教大学办学目标及重心的转移

做出如下评论:“目标重心的转移，有些学校比较得更为显著。自然也有许多西教士虽在大中学

办事，却并没有受到这种转移的影响。但我们敢坦然地说:一般富有思想和开通的领袖，渐渐

地萦念到发展一种良好的大学教育上去了。他们所要发展的大学:第一，当使成为研究社会问

题的优美工具;第二，当保存原有文化的最优美点;第三，当使之成为西方文化上所能贡献的

最优美点之模范场点;第四，当培养青年男女，使之对于民众能作有用的服务工作。”也就是说，

基督教大学已由原来的主要为上帝服务，而逐步转向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发现中国固有文化的

价值，展示西方文化，并服务于中国社会了。当然，这并不说基督教大学要放弃宗教教育和学

校的宗教目的，完全为中国社会和民众服务;而只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基督教大学需要换一

种方式来实现使中国基督化的目标。正如“平信徒调查团”所强调的，“这样的教育，并不是要

对于基督教运动，减少了热忱，乃要对于基督化服务，存着更广大的观念:并不是要对于学生

的精神生活。减少了兴趣，乃是要明了任何课内的卑劣教学，都有损害宗教的影响。所以精神

革新应与智力训练，是息息相通而应该同时并进的。至于宗教教授，还是要完全保存着:用各

种方法去灌输耶稣的教训，仍旧要继续努力的。可是高等教育的标准，是根本重要的，可惜从

前太觉忽略了，以后自当十分注意。”。

    2、院系和课程设置的调整

    既然基督教大学的办学目标已从主要为“上帝服务”调整为主要为社会和国家服务，那么

学校在各方面运作上都要做相应的调整。这首先体现在院系设置方面。国民政府这一时期有关

院系设置的规定，则在实质上推动了基督教大学在这方面的调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

政治局势较之以北洋政府时期要稳定得多，因此政府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国家建设中，这就需

要更多的能尽快为国家所用的专门型人才，而非仅有文、理等基础学科知识的通识型人才。体

现在高等教育方面，就是要求大学注重实用科学，更多地开设以教授专门知识为主的学院，培

养学生的专门技能。四29年4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并公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

及其实施方针分，其中明确规定“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

门知识技能，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同年7月教育部公布的《大学组织法》

中，更对此加以实质上的倡导，规定，“大学须具备三学院，至少需有一学院为自然科学院或应

川美国平信徒调查团:《基督教大学的目标与其重心点的转移》，李楚材编:嗜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一教会
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即年版，第147页。
，《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1929 年4月 26 日)，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第 58册，黄山书

社 1999 年版，第33页:《国民政府公报》第一五一号，19之9年 4月27 日，第2页:咤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甲编，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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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学院”。这项规定一方面是为了充实高等教育内容，提高大学的水平和质量，另一方面则是

为了促使大学更多地开设专业教育课程。1930年4月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议决案，再次确定要

  “根据教育宗旨力求实现主义”，所谓的教育宗旨和要实现的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

主义，而其中民生主义尤为重要，因此，“我们为求民生的发展，所以在各级各类的教育内，都

注重科学实验，培养生产能力，养成职业技能。”。这些规定对于普通大学来说，意味着要更加

注重对学生实用知识和专门技能的训练，而对于基督教大学来说，不止是如此，而且同时还意

味着更多地世俗化。基督教大学一方面因其宗教性质，一方面也因其较多地秉承了西方大学“博

雅”教育 (llberaleducation) 的传统，因此比较强调普通教育，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就是通识教

育，注重学生身体、智力、性格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在专业教育及职业培训等方面，基督教大

学虽然也多有作为，但更多是强调在普通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专业教育。它们一般认为“职业训

练过于狭窄，专业技能同普通教育相分离是危险的”，由此主张“专业训练应该始终建立在普通

教育的基础上”。因此，在早期的基督教学大学中，多以文、理学院的建设为主，专门性学院则

设立较少。

    南京国民政府的上述法令出台后，基督教大学一方面为了与其服务于中国社会的办学目标

相适应，需设立更多符合中国社会需要的世俗性专业，另一方面也为了满足政府关于大学必须

有三个学院的规定，于是纷纷在原有文、理学院的基础上增设以专业教育为主的第三学院。金

陵大学的农林学院、燕京大学与东吴大学的法学院、沪江大学与之江大学的商学院、华西协和

大学和齐鲁大学的医学院等，都是这一时期设立的。华中大学则根据自己的原有基础及华中地

区基督教教育的状况，设立了教育学院。师范教育在华中大学是有良好基础的。华中大学的前

身文华大学的毕业生有很多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根据这一传统，1922年华中大学筹备时期，学

科设置委员会就提出了设立师范专业的计划，“华中大学学科设置委员会计划在华中大学首先建

立文、理、神学和医学学科。这些学科中最初由差会委派的一批教师负责筹组师范、工商贸易

和图书管理等专业的师资。”②这样华中大学在1924年正式成立时，教育专业就作为一个系建

立起来，并由基恩(Arthurs.Kean)牧师任系主任。叭929年华中大学重建后，更有英国爱丁

堡大学教育硕士安德胜 (Anderson，DavidFyfe)来校教授教育学，并任教育系主任，美国北加

州大学教育硕士桂德华〔Kwei，Man，The一Hua)亦来校教授教育学课程，④美国哈德福大学教育

学博士薛世和(肠ylor，Paulv)来校任教育学与心理学教授，并任教务长⑥。这些教师的工作为以

后华中大学教育学院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华中地区的基督教学校则长

。《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6卷第 2期。

.柯约翰(J，L Coe)著，马敏、叶桦译: 《华中大学》，珠海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7 页。

。℃entraJ既inaUniversity，F吐ultyof内15andscienc‘’，scptZ，1924，枷a以“馆Co口ege卢’acu伽尺叩口心(《1咒4
一1942年全体教员会议记录簿》)，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9氏
④ (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教职员一览表》，其中列出了教师出身 〔学历)、所学科目、教授学科及现任职务等，华

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 275。

⑥《私立武昌华中大学廿六年年度第二学期教员一览表》，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 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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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教师短缺问题。为了应对这一问题，1911年。圣公会、伦敦会、循道

会等将各自在武汉地区创办的附设师范班合并命名为“华中协和师范学校”，这虽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基督教学校的教师危机，但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级别上都还远远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1927年华中协和师范学校的停办，更使华中地区的基督教教师培训陷入困境。。在这样的情况，

华中大学决定在文学院、理学院的基础上建立教育学院，作为自己的第三个学院，并得到政府

的认可。政府承认华中大学教育学院可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因为国民政府为了控制教育，

防止基督教势力通过基督教大学培养的学生进一步渗透到中小学，而规定任何基督教机构不能

建立教育学院。华中大学教育学院能破例获得政府的承认，有研究者认为，这说明政府对华中

大学教育学院的工作非常满意。⑧政府对华中大学教育学院的工作是否真的很满意，根据笔者现

在掌握的材料看还无法确知，但教育学院在成立后有很好的发展，却是的的确确的事。仅从师

资上来看，除了前面我们提及的安德胜、薛世和、桂德华等几位干将外，1932年又有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黄溥，哈佛大学教育学硕士李辉祖，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博士胡毅、骆传芳@

等加盟教育学院，并逐渐成为教育学院乃至华中大学的中坚力量。

    除了院系设置外，基督教大学在课程设置和宗教活动方面也作了顺应政府要求的调整。根

据政府规定，基督教大学在注册立案后，就不能进行强迫宗教活动和将宗教课作为必修课，而

只能在学生自愿的清况下开展宗教活动，在选修的原则下讲授宗教课，同时要依据三民主义教

育宗旨增设政治课程。因此，宗教教育与课程设置方面的世俗化，主要体现在宗教活动与宗教

课程的自愿参加原则，以及开设具有明显党派特色的政治课程和军事训练课程。在宗教活动上，

华中大学在注册立案时就宣布，以后学生将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各项宗教活动，无论是个人还

是私人团体组织的宗教活动和集会，学校都不强追学生参加。，在课程设置方面，注册立案前，

华中大学开设有旧约、新约、基督教会史、宗教史、宗教知识⑤等多门宗教教育方面的课程，作

为神学方面的必修课。注册立案后，华中大学根据教育部要求，将宗教课程由必修科目改为选

修科目，并取消了旧约、新约等具有明显宣教倾向的课程。同时根据国民政府三民主义的教育

宗旨及党化教育的要求，增设党义课、中华民国及国民党史课程。党义课主要讲述三民主义理

论、国民党的组织与历史、政纲与政策等。中华民国及国民党史课，则主要“研究孙中山事绩，

并细读中山丛书’，。⑥另外，华中大学还按照教育部规定，开设高达8个学分的军事训练课。。国

民政府在课程方面的这些要求，具有明显的削弱宗教教育，强化党化教育，或曰以党化教育取

。张水广:丈沟通基督教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的桥梁一华中大学教育学院个案研究》，硕士论文，第 17一18页。

⑦王忠欣著:《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26页.

。炙私立武昌华中大学廿六年年度第二学期教员一览表》，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27乳
。柯约翰(J.L.Coe)著，马敏、叶桦译: 《华中大学》，珠海出版社 1999年版，第 四 页。

，“C即tra1ChlnaU。正versity，F剐ltyofA八5叨dscienoes”，Ju刀eZ，1924，加aC为口心Co左eg已Fac:1伊左‘刀叮招(《1924
一1942年全体教员会议记录薄》)，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9。。
匆《私立武昌华中大学一览》，中华民国二十年度，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70

。《二十二年度私立武昌华中大学一览》，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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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宗教教育的目的。在学校仪式方面，国民党的政治渗透与控制也是极为严重的，下面我们将

华中大学一次入学仪式照录如下:

      一、唱国歌

    二、向国党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

    三、主席亲读总理遗嘱

      四、静默

    五、祈祷 (主领，刘信芳会长)

    六、读经:(1)《大学》，包渔庄教授

              (2)《蔑言》，一章一至十节，甘施礼副教授

              册九年十一月一日，喜洲。①

    从前项仪式我们可以看出，国民政府的党化教育至少在形式上推行的是极为成功的。对一

个由基督教团体创办，由基督教团体提供经费资助，以宣扬基督教为宗旨②，并且大多数教职工

和学生都是基督教徒的大学，入学仪式的大量内容却是对国民党及其创始人的礼赞与追思，这

对怀有虔诚基督教信仰的师生们来说，心中真不知是如何滋味，尤其是带有偶像崇拜性质的悬

挂总理遗像及向总理遗像鞠躬。

    对于国民党藉党化教育控制基督教教育的企图，基督教大学是很清楚的，但是无论他们对

党化教育的作法有多么不满，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也必须在形式上加以执行，并且为了满足

政府和社会的要求，而向世俗化的方向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迈进。

三、对世俗化的抗争:基督化的努力

    然而，世俗化的倾向究非基督教大学所愿，实乃外力所迫。世俗化的倾向常常使西方的支

持者感到担心，他们害怕基督教大学将日渐失去基督教的特色。同时，虔诚的基督教信仰也使

基督徒教育家们不甘“堕落”，因此，他们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努力推行基督化教育。下面，

我们以华中大学为例，来对基督教大学对抗世俗化，加强基督化的努力进行一个个案剖析。

    1、基督化的办学宗旨

    前面我们已提到了华中大学在1930年代的办学宗旨，从其公开标榜的办学宗旨看，无法看

到明显的基督教色彩。但这决不说明在华中大学中已完全找不到基督教的因素，例如华中大学

的校训为:“牺牲服务，博爱大同”，这些字眼就具有较明显的基督教特色和西方文化特点。⑩只

是在当时的环境中，华中大学力图将其基督教的特色融合或镶嵌于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国家背景

。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 275a

②关于华中大学的宗旨，虽然己根据政府要求作了书面上的调整，但实际的办学宗旨并未有太多的改变，这一

点我们在下一节会仔细分析.

。《华中年刊》，民国二十一年.UB了、rchives，Boxl74，Folder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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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一点从华中大学的校歌中可体现出来。华中大学的校歌为:“母校华中，鞠育幼劳无穷;

世路漫漫，我惟校训是宗;牺牲服务，报国尽我精忠;表彰博爱，促进世界大同。同学兴起，

立德立高立功;当仁不让，发愤天下为雄:锄强除暴，再见祖国兴隆;扶倾济弱，促进世界大

同。”①其中“报国精忠”、“锄强除暴”，“祖国兴隆”等词汇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世界大

同’，也是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中所提及的，是孙中山希望三民主义能最终达成的目标。⑧因此，华

中大学的校歌总的来说是迎合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但是，校训及校歌中又反复提及“牺牲服

务’.、“博爱”等具有较明显基督教特色的字眼，这就体现了华中大学将两者融合在一起的希望

与努力。更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教育宗旨还是校歌，中英文的表述中均有一定的不同。中文的

华中大学校董会章程中，除说明董事会的组织构成外，还明确地阐述了学校的办学宗旨，这个

宗旨非常合乎政府三民主义教育的要求，丝毫不体现出基督教的特色，这点我们在前面己经论

及。但在华中大学的英文校董会章程中。仅仅说明了校董会的组织、权限及与西方设立者会的

关系，③而根本不提及办学目标的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不可能是章程起草者的疏漏，也不会

是中英文翻译便利的需要，而实在是体现了华中大学领导者们的良苦用心.他们一方面要适应

政府的政令法规和中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又必须满足西方设立者的要求，同时兼顾世俗化

与基督化两个方面，在两者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以使基督教大学能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中继续存

在下去，因此，在中英文章程上不得不玩一些文字游戏。在校歌方面也是如此，前面我们已分

析了中文校歌，其中虽暗含有基督教的精神，但更多地是迎合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在英文校

歌中，则将为上帝(forGod)、为真理〔forTrUth)和为祖国(forourFatherland) 并例在一起，

作为其奋斗和努力的最终目标。④这种左一套右一套的伎俩，实在是处在中国政府与西方差会夹

缝中的基督教大学所不得己而为之的。当时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生存处境的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只有在圈内，基督教大学才能毫不避讳地直言其办学精神与宗旨，如韦卓民在写给基督教

中学校长，请他们推荐学生的信中说，“查本校··⋯素以发扬基督教精神，培养高等专门人才为

主旨。为达成此种特殊任务，端赖我有关各中学之彻底合作;盖基督教中学之功，为基督教大

学之基，相需相成，理有固然也。’，。实际上，虽然华中大学在注册立案后，向政府和社会公开

宣扬的办学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一定变化，但在学校管理者的心目中，华中大学的办学宗旨是自

学校创建以来就不曾改变的，是一脉相承的。1938年，韦卓民在一篇文章中仍然强调，“中国

教会大学的办学目的是训练教会工作人员和向新的中国提供领导人材。”⑥他认为，基督教大学

①《华中校歌》，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48a

。蒋梦麟著:《蒋梦麟自传一西潮与新潮》，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ConstitutionortheBoard ofoirecto招ofHuaChungcol盖ege代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6。

。“col飞e罗song”，《华中年刊》，民国二+一年，帕七chlves，Boxl74，Folder3174.
。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4。

由韦卓民 《基督教差会在中国的制度化工作》，马敏编:《韦卓民基督教文集》，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2000

生版，第151页 原文为英文.“仆elnstitution目workorChristianMissionsinChina，，，加协 创.冶川“尺e侧。of
妇钦，zD月3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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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曾引领中国高等教育，并且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可以为中国高等教育作贡献，但这

只是暂时的现象，因为仅从基督教大学对高等教育的贡献来说，它不可能与中国的国立大学相

比拟，而且这也不应该是基督教大学关注的重点。基督教大学的中心工作应盛 努力满足基督
教会的需要，它对中国的永久贡献应该是基督教精神。“教会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开拓时期

已经过去了。我们不应再去迎合大众的口味。我们应当了解基督教会的需要并且努力满足这些

需要。数年内，我们仍可通过诚实、坚恳、彻底的工作帮助制订高等教育的标准。但我们永久

的贡献将在于渊博的学识、良好的教养和基督教的精神。”。

    实际上，面对因拥有更好的设备和更多的财政资助而变得越来越强大的国立大学，华中大

学的其他领导者们也在思索:我们这类学校需要怎么做?我们存在的合理性到底是什么?华中

大学理学院院长桂质廷的答案与韦卓民相似，即，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将基督教理想展示给我们

的学生。对学术理想的贡献不是我们所独有的，而是高等教育机构所共有的，但将最高的学术

理想与基督教的品格训练结合起来，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存在的正当理由。。由此可见，

将学校的目标定位于为中国培养具有基督教化品格的人材，或曰学校的宗旨是为中国贡献渊博

的知识和基督教精神，不只是韦卓民校长个人的理解和决定，它同时也是华中大学同仁们和校

方的共同理解和决定。

      《教务杂志》主要是在基督教界发行和传阅的一份英文杂志，在这样一份杂志上发表文章，

韦卓民可以说是畅开心际的。1941年，他在该刊上发表《如何成为一所基督教大学》一文，在

该文中，他是这样解释华中大学向教育部注册立案时制定的办学宗旨的，“十五年前提出注册问

题之前，无人曾明确询问过办校目的。对政府而言，这是所教育学院，政府关心的是其教育效

率和规范。在这方面，我们完全遵守政府的规章。”前面我们已分析过华中大学30年代的办学

宗旨以及其与国民政府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迎合。但是韦卓民接着提醒我们，“不过，注意一下

办校声明的最后一句:‘完成本校设立者(即圣公会等)办学之初志’。这句话暗示了什么呢?”

韦卓民明白地告诉我们:“它暗示着学院是作为中国基督教运动的一部份而创建的，为的是在中

国人中传播基督教，给教堂提供牧师，给教会活动的不同部门安排领导人员，帮助制订明智合

理的政策，以便实现中国个人、社会的基督教式生活计划，促进世界基督教文化发展。同时也

是为了思考当今世界基督教徒面临的问题，设法找出解决办法。我们的作用既是行政性的也是

预言性的。我们必须帮助开展中国教会的工作，引导国内基督教徒的思想。”。韦卓民认为，这

样的办学宗旨才是基督教大学所应该真正坚持和始终奉行的。

    正因为韦卓民始终坚持这一观点，因此，他对有些基督教大学在世俗化潮流中，为了适应

①韦卓民:(基督教差会在中国的制度化工作》，马敏编:《韦卓民基督教文集》，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

年版，第152页 原文为英文，“Thelnstitutionalwo政ofchristlanMissionsinchlna，，，加eoational天e、兔，of
J云“姆胎 .

。“President，sReportfor小e价ar1934·1935，，uB̂rchives，Boxt“，Folder3o6s: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
63.

。FranciscM‘we全，“whatM故esacollegechristian”，队君Ch耀se天巴co成产，Marchl941，即.115·116-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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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需求，大力兴办职业教育的作法，持反对和批评态度，认为这是新时期基督教教育缺乏

连贯一致政策的表现。韦卓民认为，基督教教育界缺乏对职业教育的认真考虑，他们不仅没有

仔细衡量过基督教学校是否有办职业教育的实力，更没有仔细思量过基督教会办职业教育的理

由。“到处都是要求职业教育的呼声，因为这在当今是时尚。无人认真考虑，我们是否有这类学

校所需的人力、物力。也根本无人仔细想过为什么基督教会要赞助职业教育。”虽然韦卓民也认

为，不能只将传道本身作为基督教教育的目的，也不能以受洗礼人数的多少作为衡量传道是否

成功的标准，而是需要以更宽容的福音派教义观念，将基督教对人们生活与思想的总体影响，

以及基督教精神是否深刻而有效地渗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中，并成为其中起作用的内部力量，来

作为基督教教育的目的。但是，他依然不认同基督教大学大力办职业教育的做法，认为这是见

树而不见林，抓住了手段而失去了目标的做法。他说，“在基督教学院里忙着培养更多的技术专

家，让他们去种更多的庄稼，养更肥的猪，或修更宽的马路，建更坚固的桥，做更清楚的帐目，

搜集更多令人难忘的统计数据，甚至，去制造更耐用的墨水，更卫生的肥皂，那么，尽管这些

活动对团体和国家的幸福很重要，基督教教育已失去了自己的目标，即在基督教根源的真理之

光中重建人类生活”。在韦卓民看来，“基督教教育只有一心一意，坚定地盯住自己的最终目标

才能取得成功。”虽然基督教徒们可以向任何有益的工作伸出援助之手，但也要量力而行，要先

“坐下来算算基督教教育的费用，免得打下地基后却发现无法完工。”现实情况是，要满足中国

教育的所有需求，是远远超出教会能力的事。因此，“我们应当只做那些我们能做得最好的事，

做那些对我们的事业至关重要的事，在教育方面，洲门不会去重复政府的努力，甚至不会做对

其修补的工作，我们有自己明确而极为重要的职责。”那就是，“我们必须把基督教信仰教给我

们的孩子，并尽可能地帮助其他儿童对之有所了解:要为我们的年青人准备勇敢无畏、生机勃

勃的基督教生活，并在他们生活的团体中宣传这种生活;要让我们的青年男女坚定地追求上帝

的真理，并用现代语言对之做出明智而非虚伪的解释，这就是我们应在基督教教育中力争所做

之事，··一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未来基督教的成功取决于它的履行。⋯⋯这应当是中国

未来基督教教育的指导准则。”。

    在坚持华中大学的基督教办学宗旨，批评部分基督教大学世俗化做法的同时，韦卓民在华

中大学努力推行基督化教育。在课程设置上，既然政府不允许将宗教课程作为必修课，华中大

学就依照政府规定将宗教课程改为选修课，并取消宣教倾向明显的部分课程。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华中大学对宗教教育的放弃，相反，他们在课程方面也在进行着基督化的努力。例如，华

中大学在将宗教课程改为选修课，并取消部分宗教课程以满足政府要求的同时，保持甚至增设

了将基督教作为客观研究对象的宗教课程，如耶教史、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宗教心理学、宗教

。韦卓民:《为中国教会培养有学识的领导人一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前景》，马敏编 《韦卓民基督教文集》，香港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o00年版，第161一!63页。原文为英文，“TrainingEduca比dLoaders卜ipfo:theCburch访
China”，打印本藏于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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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教学法、宗教学概论、耶稣之社会教训、圣经研究、宗教发达史、基督教教义、宗教教育

概论、品格教育、宗教教育行政与视察等。从授课时数上来说，这些课程每周上课时间少则2

小时，多的达4小时，一般则为3小时，授课学期则一到两学期不等。从所占学分来看，这些

课程的总学分累计起来高达40多个。从知识范围来看，这些课程涵盖了从一般宗教知识、基督

教知识、基督教神学，到宗教心理与品格养成，以及宗教教育方法等多方面的内容。如宗教学

概论和宗教发达史是讲授一般宗教知识的课程，其中宗教学概论主要研究宗教及宗教智识之性

质，各种宗教思想之意义，如神论、目的论、人格论、价值论、自由论、永生论等，以及宗教

的、科学的种种世界观①。宗教发达史则“依人文进化之时期追索宗教兴起、发展之踪。②耶教

史、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则专门讲授基督教的相关历史和知识，其中耶教史课程主要研究基督教

之来源和发达，及其在西洋古代之地位，并讨论改革和反改革及其对世界文化之贡献。③基督教

在华传教史是研究班课程，主要研究基督教在中国传教之历史，以及其在中国之发展与影响。④

圣经、耶稣之社会教训和基督教教义课程，不能象以前那样直接向学生灌输圣经的内容和基督

教教义，或宣扬耶稣的神迹，而改成了具有一定客观性的研究和评价的课程，如圣经研究主要

讲述圣经形成之本末，并以学者的批判性态度研究其内容。估定其价值。基督教教义课程，主

要研究基督教之起源、与教会及圣经之关系，及其历史基础，同时也讨论现代思想条件下基督

教之意义。⑤耶稣之社会教训主要讲述耶稣遗训之社会含义，并研究其价值。@在向学生传播宗

教知识的同时，还开设宗教心理学和品格教育等课程，希望从心理上对学生产生根本影响，塑

造学生的基督化品格，同时也希望学生对这些方面有一定了解后，在走上工作岗位时影响更多

的青年。如宗教心理学是从心理方面讨论人类宗教信仰及各种迷信之来源、发展与存在。。品格

教育则主要研究如何使少年人养成良好品格，讨论生理、心理与品格之关系，以及修养品格之

原理方法。⑧华中大学的学生在毕业后多数从事基督教中等教育，为了使毕业生以后在中学能更

好地从事宗教教育工作，华中大学还开设了宗教学教学法和宗教教育概论课程，主要讲教授中

等学校宗教课程之原理、方法及材料;@同时，还开设了宗教教育行政与视察课，为学生提供宗

教行政、视察方面的知识，为以后从事宗教教育行政工作作准备。该课程每周授课三小时，学

分高达6个@。即使这样。韦卓民也并不满意。他抱怨说，必修课程既不允许，“即便是教选修

①《二十四年度私立武昌华中大学一览》，第 50 页，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 5大

②《二十四年度私立武昌华中大学一览》，第 犯 页，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 57.
。《私立武昌华中大学一览》，中华民国二十年度，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7，第61 页。

④《私立武昌华中大学一览》，中华民国二十年度，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7，第62 页。

⑧《二十四年度私立武昌华中大学一览》，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7，第53 页。

⑧《二十四年度私立武昌华中大学一览》，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7，第 51 页。
⑦《私立武昌华中大学一览》，中华民国二十年度，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 57，第 128 页，;否二十四年度私

立武昌华中大学一览》，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 57，第73页。

。《私立武昌华中大学一览》，中华民国二十年度，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7，第 121 页.

@《二卡二年度私立武昌华中大学一览》，华中大学档案全宗 案卷号57，第 72页;《二十四年度私立武昌华中
大学一览》，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7，第69 页.

。《二十四年度私立武昌华中大学一览》，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 57，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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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在所有学院、大学一致实行的新课程，也未给它留下多大余地”。。在此情况下，华中大学

要继续保持基督教特色，就需要采取其他推行基督化的办法。

    2、学校氛围的基督化

    必修课程和强迫宗教活动既不能实施，选修课程也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么，基督教大学所

能采取的基督化措施，就只有通过营造学校的基督教氛围，来向学生施加基督教的影响了。在

营造基督教氛围方面，华中大学的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保证学校教职员、尤其

是教师中的大多数为基督教徒。这样，教师就可以通过言传身教，将基督教的精神展示给学生，

对学生的品格形成产生影响。其二，是实行家庭化办学，强调在宗教工作、性格形成及知识发

展方面，教师与学生以及学生彼此间的密切接触和相互影响。其三，是鼓励和倡导宗教活动，

并实行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结合的灵活的宗教活动管理政策。最后，是尽力保持和提高学生中基

督徒的比率。校方希望通过以上几种办法来保持学校的基督教氛围，保存基督化教育的效果，

以与世俗化潮流相抗争。

      (1)强调基督徒教师的作用

    营造基督教氛围的首要条件，就是学校要有足够的基督徒教师，这是韦卓民一直秉持的观

点，同时也是华中大学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在1926年，当政府关于私立学校注册的规章还在

讨论中时，韦卓民就持此种观点。他认为，无论政府如何规定，只要基督教学校能拥有可以胜

任教学与研究的基督徒教员，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他认为，只要能自由选择学校全体人员，

学校就仍有能力开展基督教教育工作。当然，这些基督徒教员要具有基督教的奉献精神，并“乐

于做出必要的努力，用基督教的观点来讲述课目内容”。韦卓民深信，即使政府对基督教大学有

各种限制，但只要学校拥有这样的教员，“荃督教的声望就不会严重受损”，学校“依然可以开

办名符其实的基督教学院，发挥宗教作用”气

    一个学校大多数的教师应该为荃督徒，这不仅是营造学校基督教氛围的需要，同时也是一

所大学之所以成为基督教大学的必要条件之一。。因为基督教大学的“特殊贡献”，就是培养学

生“处理问题的基督教态度”。“除非向我们的学生反复灌输这一点，否则我们就失去了开办基

督教学院的目的”，而要实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用于教学和研究的更好的设备，不

仅是使我们工作效率维持最高水平的更多充足的基金，最重要的还要有更雄厚的师资力量”。而

这个“雄厚的师资力量”，主要应该由中国基督徒学者组成，这些学者不仅要懂得基督教高等教

育的目标，同时也要致力于在世间建立天国的伟大工作。④

。价anc巧C一Mwei.“协atM欧esacollegec肠sti朋‘’，八e以仍ese尺。co陀距，，March19引p.116;卓民:《关于教
会学校立案之教育部新法令》，(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2卷第 1期.

。FrancisCM跳元，“WhatMakesaCol比罗c丽sti助”，八。ch:~ 尺ec口心‘r，M叮ch19‘1，p.116;卓民:《关于教
会学校立案之教育部新法令》，《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2卷第 工期。

⑧另外两个条件是基督教的办学目标和学校经费来源于荃督教界，这两点我们在前面己述及，这里就不再赘述
④韦卓民:《为中国教会培养有学识的领导人一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前景》，马敏编:《韦卓民基督教文集》，香港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年版第166页。原文为英文“竹面ningEducatedL咖er咖lptor也ec卜urchinoina，，，
打印本藏于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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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过于强调学校中基督徒教师数量的做法，很容易使人误以为华中大学在任用教员时，

只注重其基督徒的身份.而不重视其学术水平与教学能力。韦卓民在任命教师时，也确实面临

过这样的两难选择:一位是基督教徒，但学识浅薄;一位是优秀的学者，却非立誓的基督教徒。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作为一名纯粹的基督徒，韦卓民是有一定思想矛盾的，一方面，他知道

有时候“一个人是否为基督教徒纯粹是个称谓问题”，立誓的基督教徒不一定具有良好的基督教

品格，而有些非基督教徒，却有着真挚的意向和堪称楷模的品格，甚至可以鞭策那些自称基督

教徒者;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只要一个人自称是基督教徒，就意味着他无法公开反对基督教，

并因此得参加到基督教运动中去。但是，在任命教师时，韦卓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角色是大学

的管理者，承担的任务是要为学校挑选优秀的教师，因此，他会“毫不犹豫、问心无愧地”任

命一个不信仰基督教的优秀学者到学校任教，而不是一个学识浅薄的基督教徒。。然而，虽然说

是在面临两难选择时会毫不犹豫地任命非基督徒学者到学校任教 但既然是两难选择，实际也

就是不得己的选择。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韦卓民还是期望能网罗到既是虔诚的基督徒，同

时又是优秀学者的人才到校任教。可是，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中，既具有渊博知识和高深学

术素养，同时又具有虔诚基督教信仰的人实在太少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向提倡基督教本色

化的韦卓民，不得不大声呼吁受过良好训练的西方传教士来学校任教。

    韦卓民在发表的各项声明中向来坚持““所基督教大学三分之一的教职员是传教士，其余

人员应尽量为基督徒学者。”强调一所大学要由三分之一的传教士教职员，这似乎与他一向主张

的基督教本色化、基督教大学中国化的目标有一些悖离。实际上，这主要是因为，他认为在当

时中国的基督徒中，还无法找到足够多能胜任教职的人，而聘任太多的非基督徒教师，可能削

弱学校的基督教特色，也无法营造纯正的基督教氛围。因此，要保证学校的基督教特色，同时

又保持教学质量的话，在当时的情况下，就必须继续任用传教士教师。“由于这个原因，今后若

干年里，我们必须呼吁国外历史悠久的教会派遣足够数量的传教士到中国基督教大学任教。我

们需要担任教师的传教士，因为，在中国基督徒中无法找到足够多能胜任的学者”，并且，“我

们需要的传教士是在学科上受过良好训练的，他们到这里来，不只是为了教书，而且有明确无

误的基督教传教目的。”。

    在韦卓民的这些努力下，华中大学教职员中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基督徒比例。例如，1930一

1931年度，华中大学的二十多位教职员中，除一人外，其余全部为立誓的基督徒，基督徒的比

率为%%。唯一的一位非基督徒教师是教授党义课的黄祖度，他毕业于国立武昌大学，是1930

年3月由中央检定的大学专门学校党义教师。⑧注册立案完成后，随着中国教职员数量的增加，

教师中基督徒的比例有所下降。1931一1932年，华中大学有教职员33人，其中29人为基督教

。FrancisC，M.wei，“饥atNlakesaColle罗c而stian”，Th已。呻eReC口几众r，Marchl941，ptll7.
.FranclsC.M.wei，“whatMakesaCollegeoristian”，珑 以愧“众co威产，Marchl男1，p，117-
，《私立武昌华中大学一览》，中华民国二十年度，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7;‘，Preside爪，sRePortfortheyear
1930一1931”，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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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分别属于美国圣公会、英国伦敦会、英国循道会等，另外4人为非基督教徒，基督徒的比

率为87%。①19咒一1933年，教职员数量依然为33人，但基督徒已下降为24人，非基督教徒

增加为9人，基督徒的比率为72%。礼935年9月，教师数量增加到38人，其中27人为基督

徒，占总数的71%，这其中有11人为传教士。叭936年9月，教师中基督徒的比率有一定回升

为81%。④以后，华中大学教职员中基督徒的比率一直保持在70%一80%左右，这一状况一直到

1951年也变化不大。如1946一1947年，教职员中基督徒的比率为70%，教师中基督教的比率

要高一些，为77%。叭950一1951年，华中大学有教员61人，职员23人。其中基督徒为60人，

占教职员总数的71%，其中职员中基督徒占65%，教员中基督徒占73%。匆保持教职员中基督

徒的高比率，主要是为了使教职员在整体上能铭记基督教的宗旨，并最终维持学校的基督教特

色。韦卓民常强调，“各科教师须牢记基督教宗旨”，“每位基督徒教职员必须清楚自身的职责，

尽力保持工作的基督教特色口’，⑦

      (2)家庭化办学

    在保证学校大部分教职员为基督徒的基础上，华中大学强调通过“家庭化”办学，保证教

师与学生间的密切接触。所谓家庭化之特点，“即以师生间情谊之融洽和谐，同学受业请益之机

会较多。精诚互助，于以鼓铸学业，陶熔品行耳。”⑥“家庭化’，的具体实施办法，就是控制学

生规模，对学生实行家庭化管理，强调在宗教工作、性格形成及知识发展方面，教师与学生的

充分接触，以使教师在与学生的充分接触中，将基督教的精神展示给学生，对学生的品格形成

产生影响。1929年华中大学重建后，就将学校定位为 “一个小规模、高效率的大学”，学生人

数以不超过240名为宜，其中女生占60到80人左右。所有的学生都在五个合作差会的的严格

管理下，食住在大学校园内的学生宿舍里。学校中有着良好的基督教氛围，教职员和学生们在

工作学习中，以及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都能感觉到基督教的切实存在。⑨抗日战争结束后，虽

然学校的学生人数逐渐超过了原定的240人的标准，但华中大学所追求的“一个小型的大学”

“然而却保持着最可能高的标准，着重于向学生传授高深的学问，同时强调教师与学生间的密

切关系，以及纯正的基督教氛围”，。这样的一个目标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在实际的校园生活中，华中大学的教师与学生们也确实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华中大

学校园生活的重要特色之一，即师生间每月的聚餐活动，这后来成为师生及校友们间的美谈。

“President’sRePortfortheycarl931一1932，，，UBArchlves，Box164，Folder3068.

“President’sRePortfortheyearl932一1夕33”，UBArcbives，Boxl64，Folder3068-
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 30。。
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 30仇

“ThePresident，sAn nualRePortforthe彻叭eznicyearl946一1947，1甩人代hives，Box 164，凡Id盯3070‘
《外侨及教会学校调查表》，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 4氏

FrancisC，M.Wei，“WhatMakesaCollegeChristian”，TheCh愧 se伽corde 尸，M盯chl941，P.118-
《呈母校并致各地校友一封公开的信》，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48.

‘Pre sident，sRePortforthe介arl930·1931”刀BAIchives，Box盆64，几lder3068: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630
“P踢或de爪，s既port化r伽介ar1934.1935’’，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63;uBAIchj代5，Box164 Folder3o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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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聚餐在每月第三个星期一的晚上举行，届时学校所有教职员就会共同邀请所有的男女同学，

到男生们的餐厅吃中国大餐。作为一种友好的回应，学生们也时不时地邀请全体教职员一起进

餐。师生间的聚餐不仅有助于营造学校的家庭氛围，而且有助于教师与学生间的情感交流，将

学生与教职员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除此之外，学校还鼓励学生们组织各种学生团体，如辩论

会、演说会、音乐会、出版委员会、交际会等。1930一1931年第一学期，华中大学就有5个这

样的学生团体，它们分别由五到八个男女学生组成，教工作为顾问参加和领导团体的活动。这

些小团体每周都要举行一次小的集会，集会的地点通常都是在作为顾问的教工家中。①另外，还

有一些学术性的社团组织，如教育学会、社会科学会、科学会、无线电学会、生物学会、国际

关系研究会，以及医预同学会、歌咏团等，也在1930一1932年间相继成立，并在顾问教师的指

导下开展活动。②女生们还另外开展自己的活动，如在武昌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帮助下，每隔一周

就请校外人士来校作演讲或与同学们进行讨论;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急救班 (the First Aid

class);组织练习口语的“英语协会”(anEnghsh一speaking club);另外 女生们还每月在宿舍

举行一次社交集会，表演各种节目，与女教师及教职员的女催洲门一起娱乐。@通过这些学生团体

及其开展的活动，学生与教职工之间建立了友好而诚挚的关系。正如校方所说，“本校素重亲爱

精诚之精神，师生常集一堂，或讨论问题，或互谈怀抱，每月更聚餐一次，杯盘狠藉中，藉以

联络感情，交换意见，因而校中诸事进行无不顺利也。”固每逢圣诞节、春假等节假日，己成家

的教师们就会邀请一些学生到自己的家中，共同度过愉快的假日。⑤教务长薛世和曾报告说，华

中大学的每一位教师对学生都有一种出自个人 (而非代表学校的)的关心，他们常花费大量的

课余时间帮助学生们更有效、更好地完成他们的任务。大多数教师还关心学生个人的社会、宗

教和经济生活，在学生理想人格的建立中，他们做出了杰出的工作，并且贡献良多。⑧

    除了鼓励师生们通过社交集会、社团组织等日常方式建立密切关系外，华中大学还采取了

一些制度化的措施，如导师制等，来促进教师与学生间的接触与交流。导师制从玲33起开始实

行，在低年级如一、二年级中，导师制主要在学生宿舍中实行，导师的主要工作，是在生活方

面给学生予关心和指导，并在与学生的接触中，将教师个人的精神和品格展示给学生，通过这

种楷模作用，对学生的人格塑造产生一定影响，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到高年级以后，

导师制就主要在各系中展开，导师的主要任务为引导学生的知识学习，尤其是在四年级毕业论

文的写作时，导师制更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导师由学生主修专业的授课教师担任，主要工作是

。“Presiden之，sReportfot由eye盯1930一1犯1，’，阳户此h，ves，Box164，Folder3o6s;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63。
。《华中年刊》，民国二十一年，华中大学一九三二年刊社出版，U日Arch卜es，Box174，Folder3174:‘，P璐id亡n吸，5

甩Portfortheyear1932一1933，，，UB户Jchive凡Box164，Folder3068-
②‘。Presi血nt，sR印ortfor也e介盯1932一、933”，UBAxc址ves，3oxl64，Folder3o6s.
。《私立武昌华中大学一览》，中华民国二十年度，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7

.‘?resid即t’5釉portforthe砚盯1931一1932”，uBArchives，Box164，Folder3068‘
。‘·Pres元d七nt，sReportforthe、飞arlg引·1932”，UBArchives。Boxl64，Folder3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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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抗日战争开始后，导师制作为一种战时政策，由教育部颁行全国中

高等学校施行，按照当时官方所述，其实施原因、方法及导师任务如下:“(1)为了改善当前过

分着重知识传授的教育制度，并促使师生的关系更趋密切，教育部计划采行古老的导师制，于

我国的中上学校内仿效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实施办法。(2)一校中每一班分为若干小组，

每组应由学生五至十名组成，并由校长指派专任教师一人负责督导。校长尚需派定主任导师或

设立训导处(组)，以负责全校导师和科际间的事务。(3)导师应注意各生在学习过程中，心智

与品格的进展及其身心的发展，给予指示与劝导，以保护该生之正当发展，进而培育其健全的

品格。(4)除了个别指导以外，导师应利用闲暇时间和假日，集合其负责的一组学生举行会议

或野餐，施以参与团体活动的指导。’，。从规定中的内容看，导师制更注重的是学生的“身心”

发展，而非智识的增加。这与牛津、剑桥的导师制显然不同，就是与华中大学的导师制也有很

大差别，其为时人和后人所垢病，也是在所难免的了。

    华中大学所谓的 “家庭化”办学，不仅指教师与学生间关系密切、融洽，彼此间有着家庭

成员般的相互关切，它同时还包括学生们之间有着兄弟姐妹般的友谊和亲情。为了培养学生们

之间的这种友谊，教职员推举一些学生组成了非官方的学生联谊会 (StudentF血ndshiP

committee)，来促进和加强学生间的联系，尤其是在每学期新生人学时，对新生们进行关心、

帮助和照顾。⑧学校的住宿条件也有助于学生们建立这种家庭般的生活。学生们按所属宗派来安

排住宿，从文华中学毕业或信仰属圣公会的男生们住在思殷堂，其他男生们则住在循道会管理

下的博育室，女生们集中住在颜母室。每栋宿舍都有读书室、客厅、餐厅、厨房、交际室等，

房间的功能安排及设备等都像一个大家庭似的，不仅方便学生们的学习，而且也方便学生们进

行课外活动和社交活动。学生宿舍不仅是为学生提供膳宿的地方.它同时也是学生宗教与社会

活动的中心④，承载着很多的功能。博育室、颜母室住的学生不多，所以更有助于宿舍生活的密

切团结。博育室的一名学生曾说，“我们就像一群兄弟一样”。⑤这种精神体现在宿舍生活的方方

面面，如学习、社交、宗教生活等。颜母室的生活也是如此，一位署名森之的女生曾详细地描

述过她们在颜母室的“家庭生活”。颜母室所处的环境极为清幽雅致，“在文华院内极幽邃之一

隅，康德路侧的宽石阶上，耸立着一所半新不旧的西式洋房。红瓦绿窗，配着淡黄色的细纱窗

幢:房屋的四周，环栽着四季常青的矮松树:高大的杨柳，遮荫着房屋的一角。墙边的月季花，

虽开得不很茂盛，但当暮春初夏，万绿丛中，三五淡红色的花朵，点缀得也还格外好看。望去

素而雅，庄而丽。不知者到此，以为是踏进了广寒宫，那里晓得这就是我们华大的女生宿舍一

①乍‘Presldent，:Reportfor也e介ar1934一1935，，，佣j七chlves，Boxl64，Fo丘der3o68: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
63

。韦卓民:《抗战时期中国的教育》，雷法章主编: 《韦卓民博士教育文化宗教论文集少，台北华中大学韦卓民

纪念馆，中华民国六十九年，第 的 页.

③“president’sReportfortheyear]，31一1932”，uB为chlves，3oxl64，而lder3o68-
④“President，5肋portfor由e决arl935一1936，，.uB沁chives，Boxl64，Foider3o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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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母室。”“在颜母室前后门出入的，有我们十七位女同学，一位女生主任，和二位工人。女同

学们除却一大部份时光用在课室、试验室。和公书林外，其余的时间都消磨在这所房里，过着

家庭生活式的享乐上。”颜母室设备摆设也都更像一个家庭，而不是一个学生宿舍，“我们颜母

室有三层楼:第三层暂用为储藏箱匣和家具;第二层是卧室，浴室;第一层是客厅，交际室，

饭厅，厨房。除每人在卧室内私自自修的地方外，还有公共念书的地方;和公共娱乐的地方.

我们每个卧室有同学三人或四人。五个卧室毗邻，都有过道相隔。内面的摆饰，都不一致;乃

是各随其意，各尽其美。所以在设备和起居的形式上，我们颜母室仿佛是一个大家庭的样子。”

在生活方面，“也诚然是一种家庭生活意味”，女生们的饭虽然不在颜母室内做，而是从男同学

厨房那边挑来;但是颜母室仍然有自己的小厨房，学生们可自由地在此烧水、煮茶、做菜，中

膳晚餐时大家聚集在一起高谈阔论，谈笑自如，彼此分享好吃的东西和有趣的事。学生们与工

友的关系也很融洽，她们常在自修厌倦了的时候，就陪“女工李婆玩玩纸牌，或教她织织绒衣;

或和男工张司务谈谈时事新闻，和国家大事”。学生们对这种温馨的生活也颇满意，“我们的生

活是质朴而滋润，在生活的形态与实际上，满含着家庭生活的意味。虽比不上别的大学中女同

学生活的舒适和丰艳，但我们生活的清逸和纯朴，实别有其风味在。’】。由上可知，无论从学校

的膳宿管理，还是从学生的居住环境，以及生活、娱乐等方面来看，华中大学的校园生活，都

充满着家庭化的意味。

      (3)鼓励宗教活动

    在宗教生活方面，颜母室“十七人中只有两位是非基督徒;星期日常按时去礼拜堂的，约

有四人;每日早晨赴本校早祷的，平均约在十人以上.此外间或暗自灵修的，亦有一二人。”。由

此可见，学生的宗教生活也是很自由的。学校在这方面的管理也较为宽松，校方曾明确声明，

  “所有宗教研究会、清晨灵修会、星期日礼拜及歌诗会等，均非学校之规定，纯属个人或私人

团体之组织，学生得以自由参加。”。但是，为了保证学校的基督教特色，校方还是会在自己的

权力范围内，采取一些措施来促使学生更多地参加宗教活动。例如，在 1930年时，华中大学因

学生数量不多，就让学生与文华中学的学生们一起参加每日的早祷 (momingchaPels甲ice)，

可学生们却仅有很少的一部分出席早祷。校方发现这样的结果后，便在1931年对此做出调整，

特别安排华中大学的教职员与学生们一起，到文华神学校的礼拜堂(theBooneDivinityschool

ChaPel) 作早祷，并由职员们轮流领祷。结果，参加早祷的学生人数大大增加，出席率提高到

60%一95%不等，并且没有一个学生是从未参加过早祷的。对于星期日礼拜 (sunda)morning

servic已)，学校则鼓励学生们去市内参加他们自己所属教会的礼拜，而不在大学礼拜堂安排定期

的周日礼拜。④这是华中大学在成立时就制定的政策，主要目的是为了照顾合作差会的特殊利益。

0《华中年刊》，民国二十一年，华中大学一九三二年刊社出版，UB八rchlves，Box174，Folder3 价4.
②(华中年刊》，民国二十一年.华中大学一九三二年刊社出版，UBArchlves，Box l74，Folder3 1拜

③《私立武昌华中大学一览》，中华民国二+年度，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7。

。“President，，Report伪r由。介arl93o·1931二，阳 r̂比ives，Boxl64，Folder3o68;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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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22年华中大学的筹备会议中，大学组织形式筹设委员会就建议，为了保证各合作差会和合

  作学校的利益，各差会可分别设立提供膳宿的学院，允许有自己的社交、体育和宗教活动。。1929

  年华中大学重新开办时，这一政策得到重审:任何一方合作单位都可以为那些从自己所办的基

  督教中学毕业的学生提供宿舍，并且举办相应的宗教礼拜活动。②学校章程也明确规定，各合作

  差会在宗教工作方面有充分的自由。⑧当然，为了维护学校的统一性，也有些宗教活动是由校方

  统一安排的，如前面提到的早祷。另外，周日晚上的晚祷，也由学校统一安排。这一活动一般

是在学校教师的带领下进行，学生的出席率一般在70%左右。④但到1931年12月，华中大学

  正式注册立案完成后，参加宗教活动的学生人数有明显下降。例如，1932年，早祷虽然仍有五

个合作差会任命的委员会来安排，早祷地点也没有变化，但出席早祷的学生的比率，却下降到

  了40%一60%，在下雨天和期末考试期间，参加的人数甚至更少。安排在思殷堂会议室的周日

晚祷，学生的平均出席率也下降到50%。⑥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鼓励和带动学生积极参加宗教活动，学校组织基督徒师生成立了华中

大学基督徒团契。关于成立团契的这一动机，团契小史中有明确说明，“平日在校，只注重于知

识之灌输与夫身体之锻炼，至若灵性之修养，艺术生活之陶冶，则赖乎个人之自动，非假他人

之手所能为功者。本于此，本校的基督徒师生以及工友，乃有华大基督徒团契之组织焉。”叭932

年团契成立时，成员有80人，参加人员不仅有学校的基督徒教职员、学生以及工友，而且还有

一些非立誓的基督徒学生作为准会员加入。团契希望达成的目标，是养成个人的基督化品格，

以及通过个人的服务早日实现上帝之国。正如参加者的誓言所说:“我立誓自己将追随耶稣基督

的言行，注重个人的糟神生活，以养成基督的品格;我立誓自己将以基督的服务与牺牲情神，

用自己毕生的力量服务于人类，以早日在尘世上建立上帝之国。”。团契成立时分为灵修、社会

服务和音乐社交三部，其中灵修部负责主领灵修礼拜，并组织关于宗教问题与人生问题的讨论

班:音乐社交部主领每周的歌烦礼拜;社会服务部则负责灾童学校以及本校工人学校的授课工

作。团契在成立初期，就对带动学生自愿进行宗教和社会活动作出了不少贡献。因此，校方对

其寄予厚望，希望以后它能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在学生中组织活动的责任。

    除了全校性的早祷及周日晚上的礼拜外，其他大部分的宗教活动，都由各合作差会在自己

的学生宿舍中，以各自宗派的形式开展。例如，博育室的学生们在舍监的带领下，每天进行祈

祷会;属于圣公会的学生们则在舍监的带领下，每周在学校的礼拜堂以圣公会的形式举行两次

。柯约翰(J.L.Coe)著，马敏、叶桦译: 《华中大学》，珠海出版社 工999年版，第 18页.

。柯约翰(J.L.Coe)著，马敏、叶桦译: (华中大学》，珠海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8页，

@“pres.dent’sR即ortror山e决盯1934·1935，，，u日从hivo5，Boxl研，Fold盯3o68;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
63。

。叭es记ent，sReP。比化:th:Ye盯1930一1931’’，uB八Ichlves，Box164，Folder3068;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
63

.“Presidenl·sReportror山e介ar1931一1932，’，泥子七chives，Boxl“，Folder30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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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餐礼，另外，还在舍监的指导下，每日以圣公会的形式进行晚祷。当然，这些活动也由学生

们自愿参加，据校方统计，圣公会的晚祷，学生们的出席率平均每天大约在50%左右。①早祷

等全校性的宗教活动，由董事会任命的礼拜委员会(ChaPdComln ittee)安排，至于其他的宗教

活动，礼拜委员会虽有一定的参与，但主要由各合作差会在学生宿舍中安排进行。因此，华中

大学的宗教活动可以说是既具有多样性，又具有一定的统一性 (unity)，多样性中有统一，但

不以牺牲差异性来达成完全的一致(uniformity)。。这种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结合，是华中大学

的宗教政策，也是华中大学宗教活动所特有的方式。

      (4)提高基督徒学生的比率

    为维持学校的基督教特色，华中大学除了保证学校大部分教职员为基督教徒，实行家庭化

办学，组织宗教团契和举行宗教活动外，还尽力保持和提高学生中基督徒的比率。因为在韦卓

民看来，‘除非大部分学生受过某种基督教训练，否则我们不可能有基督教大学。”但是，“大学

四年的时间是不够培养学生基督教观念的”，③因此，必须从生源上入手，尽量招收基督教中学

的学生。因为从基督教中学毕业的学生，极有可能已经是基督徒了，即使还不是基督徒，也受

过了多年的基督教熏陶和训练，在大学中更易培养其基督徒的特质和基督化人格。基于这种观

点，韦卓民认为，当时中国基督教小学、中学、大学间相互衔接不紧密的状况，是极度不合理

的，“中国有基督教小学、基督教中学、基督教大学丁可它们并非在同一计划里为同二目的而共

同运转。这看来简直是荒谬的。”“让基督教中学毕业生去上非基督教大学，而让基督教大学录

取大部分非基督教中学学生，无疑是浪费时间和精力。若想让中学的基督教训练成果得到保存，

大学的工作有效，两者就必须统一起来。”④即让基督教中学的毕业生进入基督教大学学习，从

而使他们在中学时受到的基督教教育得到保存，而不是让他们远离基督教影响，使教育的成果

消失殆尽。换句话说，要想使基督教教育得到更好的效果，基督教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就

应当有一种更紧密的联系。⑤在韦卓民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华中大学主要致力于招收基督教中学

的学生，由此也使得基督徒学生的比率得到一定的保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表中看得

更为 明白:

0‘·Pres川即t，s砒port允r也e吮ar1932一1933二，uB沁chives，Box164，Fold盯306名.
。“Presldent’5砒portfor也已决ar1935·1男6，，uBz、rchives，Boxl64，Folder306s.
⑤Francisc.Mwei，“whatM欧esaCollegec崩sti朋”，八eCh吟 尺君cOrde尸，Marchl941，p.115.
④F团cisC例一wei，“饥atM撅sacollegeChristian”，几e以动ese RecO尹节胜r，Mal℃hl94]，p.118
匀韦卓民;《为中国教会培养有学识的领导人一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前景今，马敏编:丈韦卓民基督教文集》香港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年版，第165页.原文为英文，“升ain价gEducatedLe“。rship扔r小。。urchinchina”r
打印本藏于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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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一1951年华中大学学生宗教信仰与学生来源情况表。:

年 代

学 生

总数

基督徒学生

数及百分比

非基督徒学生

数及百分比

}“，二 ，___ 学生来源于非{
基督教中学的

人数及百分

掌 生采源 于 基

督教中学的人

数及百分比

1930一1931年春季 52 4l 79% 9 21% 48 92% 4 8%

1931一1932年春季 8O 64 80% 16② 20% 72 90% 8 IQ%

1932一1933年春季 96 8l 84% I5 16% 85 89% l1 11%

1934一1935年春季 117 68 58% 49 42% 94 80% 23 20%

1935一1936年春季 149 65 44% 84 56% 95 64% 54 36%

1936一1937年春季 174 97 56% 77 44，毛 141 81% 33 19%

1937_1935年春季@ 131 82 63% 49 37% 102 78% 25 19%

1938一1939

年

秋季 163 90 55% 73 45% 125 77% 38 23%

春季 108 67 62% 4I 38% 88 81% 2O 19%

1939一1940年春季 90 63 70% 27 30% 78 87% l2 13%

1940一1941

年

秋季 88 56 64% 32 36% 64 73% 24 27%

春季 91 55 60% 36 40% 63 69% 28 31%

1941一1942

年

秋季 149 68 46% 81 54% 69 46% 80 54%

春 季 131 64 49% 67 51% 64 49% 67 51%

1942一1943

年

秋季 152 6l 40% 91 60% 45 30% IQ7 70%

春季 128 56 44% 72 56% 44 34% 84 66%

1943一1944

年

秋季 150 42 28% 108 72% 24 16% 126 84%

春季 134 36 27 % 98 73% 21 16% 113 84%

①1930一生931年的数据来自于Prestdent’sReportfortheyearl男1一1932二，uBAlchjves，Box164，Fol血r3068:
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63。1931一1932年的数据来自于President’sReportfortheYearl93l一193了，uB
八比hives，Boxl64.Folder306s.1931一1932年秋季，学生有67人，其中基督徒学生为60人，占90，‘，见“5加dent
Enrolment”、F川11931，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298。1932一1男」年的数据来自于P肥5泣血nt，sReportfor由e
vearl刃2一1933”，阳Archives，Box164，Fo]der3o6吕.1934一1935年的数据来自于PT℃sident，sReportror址Y‘廿
1934一1935”，uB户Jchivcs，。ox164，而ider3068: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1935一1936年的数据来自
于President’sReportfor出e介ar、935·1936”，UBAichives，Boxl64，Folder3068;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
300。1936一1937年的数据来自于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300。193，一1938年的数据来自于Pres奋dent’sR亡port
forthe砚arl如7-l938’’，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63。1938一1939、1939一1940年的数据来自于华中大学档
案全宗，案卷号300。1940一1941、1941一1942，1942一1943、1943一1944、1944一1945年的数据来自于华中

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301。1945一1946、1946一1947、1947一1948、1948一1949、1949一1950、1950一1951

年秋季的数据来自于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302。1950一1，51年春季的数据来自于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
卷号303。

。这16名非基督教徒中，有6名为佛教徒。
。该年中，另有4名为转学来的学生，其信仰没有明确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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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一1945

年

秋季 216 54 25% 162 75% 40 19% 176 81%

，春季 171 48 !28% 123 72% 39 23% 132 77%

1945一1946

年

秋季 286 84 29% 202 71% 43 15% 243 85%

春季 254 79 31% 175 69% 42 17% 212 83%

1946一1947

年

秋季 447 177 40% 270 60% 130 29% 317 71%

春季 384 159 41% 225 59% 119 31% 265 69%

1947一1948

年

秋季 537 221 41% 316 59% 218 41% 319 59%

春季 470 223 47% 247 53% 196 42% 274 58%

1948一1949

年

秋季 572 269 47% 303 53% 261 46% 311 54%

春季 469 239 51% 230 49% 216 46% 253 54%

1949一1950

年

秋季 376 224 60% 152 40% 219 58% 157 42%

春季 351 196 56% 155 44% 196 56% 155 礴4%

1950一1951

年

秋季 489 176 36% 313 64% 235 48% 254 52%

春季 397 154 39% 243 61% 212 53% 185 47%

    从表中可以看出，基督教大学学生基督徒的比率与学生是否来源于基督教中学有密切关系。

1刃0年代初期，华中大学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于湖北、湖南(1930一1941年学生地域来源，可

见1930一19引年华中大学学生来源地理分布表)等地的基督教中学，因此学生中基督徒的比率

也非常高。以后，随着基督教大学学生来源的多元化，来自公立中学和其它非基督教私立中学

学生数量逐渐增多，学生中基督徒的比率逐渐下降。抗日战争开始后，华中大学迁入云南，偏

居西南一隅，与华中地区基督教中学的联系大大减弱，生源受到很大影响，学生数量急逮减少，

但在抗战初期，学生中基督徒的比率却基本与以前保持一致。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华中大学在

云南立足未稳，还未招收到当地学生，因此在校学生主要还是随华中大学从武昌迁移到云南的，

换句话说，这些学生还是来源于华中区基督教中学的学生:另一方面，是因为在1939年春，广

东协和神学院迁入云南，并加入华中大学，使华中大学的生源得到补充，同时因为该校学生主

要为基督教徒，所以华中大学学生中基督徒的比率得以保持，甚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这一

时期华中大学的学生主要来源于湖北、广东和湖南三省，在绝大多数年份，来自基督教中学的

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70%以上，学生中基督徒的比率也都在5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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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一1941年华中大学学生来源地理分布表:。

靡称类
湖

j匕

湖

南

河

南

安

徽

江

西

广

东

江

苏

浙

江

四

川

}贵
  少l.l

陕

西

河

习匕

福

建

}

西

山

东

2I

南

总

数

1930·1931 年

春季
27 l8 3 2 2 52

1931一1932 年

春季
43 l5 2 6 3 4 4 1 1 l 80

1932一1933 年

春季
45 25 3 9 4 4 2 l 1 1 l 96

1934一1935 年

春季。
57 27 l 6 6 2 4 6 4 1 117

1935一1936 年

春季。
66 38 2 9 4 2 6 8 I 1 l 149

1936一1937 年

春季
74 52 10 9 l0 8 9 2 174

1937一1938 年

春季住
6l 35 3 5 5 8 5 8 1 131

1938一1939

年

秋

季
54 39 2 9 7 21 8 9 l l 2 8 1 l 163

春

季
42 30 l 5 3 14 6 3 l 1 1 l 108

1939一1940 年

春季
29 I6 3 2 28 6 2 1 1 1 l 90

1940一1941

    年

秋

季
25 9 3 2 28 9 3 l 4 l 3 88

春

季
⑥

22 9 3 2 28 8 2 1 5 1 9 9l

。1930一1931年的数据来自于President，sReport化r比enarl931·1932，，.UBArchives，Boxl64，Folder306s;
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63。1931一1932年的数据来自于Pres记en内Reportfortheyearl93卜1932’’，UB
沁chives，Box164，Fol山r3068.1932一1933年的数据来自于President’sReportfor由e介ar1932·1933，，，帕
Archives，Box164，Foldor3068.1934一1935年的数据来自于Prcsident，sReport几r仇e介arl934·1，3，，，，阳
从hives，Box164，Fo吸血门065;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63.1935一1，36年的数据来自于President，:助port
fortheyear1935一1936，’，兀旧八工chives，B峨 164，Folder3068: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300。1刃6一1937年

的数据来自于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300.1937一1938年的数据来自于President’sR叩ortforthey‘ar
l937 1938’’，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63。四38一1939、1939一1夕40 年的数据来 自于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

卷号300。1940一j941 的数据来 目于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301.

。另外3人，其中 1名来自挪威，2名来自美国。
忍另外 1人来自美国。

④该年中，另有4名为转学来的学生，其信仰没有明确标出.
.另外 1人来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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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40年开始，华中大学开始招收云南籍学生，特别是到1941一1942年，云南籍学生大

量增加，并超过广东、湖北、湖南，成为华中大学学生来源最多的省份(1941一1946年学生地

域来源，可见1941一1946年华中大学学生来源地理分布表)。相对于华中地区来说，云南较为

偏僻落后，基督教教育也不发达，因此，这一时期来源于基督教中学的学生比率大大下降，不

仅在1941一1942年首次下降到50%以下，而且在比率最小时，如1945一1946年秋季，来源于

基督教中学的学生仅占15%;而这时云南籍学生的数量则达到顶峰，高达174人，占学生总数

的60%以上。随着来自基督教中学的学生数量的减少，学生中基督徒的比率也大大降低，最少

时仅占学生总数的25%，如 1944一1945年秋季，而该学期云南籍学生的数量则占到全部学生

数量的60%以上。有意思的是，在 工940一1941年以前，学生中来自基督教中学的比率，都高

于学生中基督徒的比率，往往要高10个百分点左右，甚至加个百分点，但从1942一1943年开

始，学生中基督徒的比率，开始高于来自基督教中学的学生的比率，这主要得益于华中大学宗

教活动的加强。

1941一1946年华甲大学学生来源地理分布表:。

。1941一1942、1942一1943、1943一1944、1944一]945年的数据来自于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3011945
一1946的数据来自于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 号302。
。另外 1人来自美国。

。另外 1人来自西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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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季

二二公二二 二

  1

  6

13 2 节节 14 4 丁下
自 二二曰口告二巴

  2 矛了 .募一
..自. ‘..，一.

  171

        }

1945一1946

年0

秋

季 :
15 1 3 26 9 1I 11 2 1 4 8 2 l 174 286

春

季 :
l5 l 2 25 9 11 9 2 l 4 8 2 l 146 254

    抗日战争胜利后，华中大学于1946年从云南喜洲迁回武昌，湖北、湖南等华中各省又成为

华中大学主要的生源地 〔1946一1951年学生地域来源，可见 1946一1951年华中大学学生来源

地理分布表)，来自基督教中学的学生比率逐步回升，学生中基督徒的比率也逐渐增加。云南籍

学生则急逮减少，虽有部分云南学生随华中大学迁回武昌，但随着他们的陆续毕业，云南籍学

生更是日渐减少，到 1951年时仅为4人。尽管如此 来自基督教中学的学生的比率，以及学生

中基督徒的比率，都很难再恢复到 1941 年前的水平。从 1946年华中大学迁回武昌，到 1951

年华中大学作为基督教大学终结，在这5年10个学期中，仅1949一工950学年，学生中来自基

督教中学的比率超过了50%，其中第一学期58%，第二学期56%;学生中基督教徒比率超过50%

的有三个学期，分别为:1948一1949年春季51%，1949一1950年秋季60%，春季56%。1950

年以后，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基督教大学前途未卜，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学生们对政治活动

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宗教活动的兴趣，基督徒学生的比率更是迅速下降。

    从华中大学学生中基督徒比率在不同时期、不同年份的升降变化，可以看出校方致力于营

造基督教氛围、推行基督化教育，以对抗世俗化潮流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抗日战争爆

发前，甚至在 工940年以前，学生中基督徒比率最高的年份，可高达4/5者都是基督教徒，并且

在绝大多数年份，学生中基督徒的比率都保持在55%以上。因此，可以说，在1940年以前，

华中大学基本上保持着大多数学生为基督徒的较为理想的状态。但基督化的最好成效也就是如

此了。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政治局势的变化，基督教氛围和基督化教育对学生的影响也越

来越弱，不仅学生中基督徒的比率越来越小，而且最后整个学校也不抵世俗化的压力，而为世

俗化潮流所湮没。

。另外 1人来自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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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一1951年华中大学学生来源地理分布表:。

\
湖

北

湖

南

河

南

安

徽

江

西

广

东

江

苏

浙

江

四

川

贵

州

陕

西

河

J匕

福

建

广

西

山

东

2二

南

总

数

1946一1947

年②

秋

季

100 160 3 9 13 36 l2 19 l2 2 l 3 6 1 l 68 447

春

季

87 126 3 8 1l 36 13 l5 7 2 l 3 6 1 l 63 384

1947一1948

年⑤

秋

季

155 172 3 15 28 53 26 I5 8 l I 4 4 3 l 47 537

春

季

139 145 2 8 25 45 23 l5 7 2 3 4 3 1 47 470

1948一1949

年④

秋

季

180 199l3 l2 28 57 28 l6 ll 1 ’2 l 5 2 l 25 572

春

季

153 153 4 9 24 4l 25 16 9 3 4 2 1 24 469

1949一1950

年⑧

秋

季

126 130 4 l2 19 27 16 l7 6 1 2 6 2 7 376

春

季

132 100 4 9 20 28 15 18 8 l l 6 1 7 351

1950一1951

年

秋

季

187 123 8 l3 36 51 20 26 7 l 2 8 1 2 4 489

春

季

166 83 6 l0 3l 40 l8 23 6 l 2 4 1 2 4 397

①1946一1947、1947一1948、1948一1949、1949一1950、1950一1951年秋季的数据来自于华中大学档案全宗，

案卷号302。1950一1，51 年春季的数据夹自于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3仍。

。另外 1人来自新疆。
⑧另外 1人来自新疆.

④另外 1人来自新盗。
。另外 1人来自新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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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章小结

    二十世纪，科学开始在中国盛行，甚至被提升到信仰的高度，成为更多人生活的指导原则。

宗教因为与科学的对立，而被斥责为封建迷信。基督教更因为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和“封建迷信”于一身，而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特别关注，成为被抨击的焦点。与基督教关系

密切的基督教大学，也因此受到冲击。中国社会对基督教大学提出了诸如取消强迫的宗教教育

和宗教活动、以教育为主而不是以宗教为主等世俗化的要求。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在

教育领域推行“党化教育”，希望将国民党的主义融合到教育中，将党的信仰灌输给学生，并藉

此取代基督教精神对学生的渗透，掌握对基督教大学的控制权。

      基督教大学虽然洞悉国民党藉党化教育控制基督教教育的企图，并且对此也进行了一定的

抗争。抗争无效后，基督教大学又曲意迎合，希望能将基督化教育与党化教育融合在一起。但

是，国民政府的强势姿态，以及党化教育与基督化教育彼此的排他性，都使这种进行融合的努

力成为泡影。事实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对国民政府党化教育的要求，基督教大学只能加以执

行，至少在形式上必须如此。并且，为了满足中国政府和社会的要求，基督教大学还不得不自

觉或不自觉地向世俗化的方向迈进。基督教大学的世俗化，首先体现在办学目标的变化，即，

将学校的目标由主要为中国基督教会培养领导人和为基督教运动服务，调整为主要为中国培养

忠实国民和为中国社会服务。与办学目标的转变相适应，基督教大学对院系和课程设置也进行

了调整，在文、理学院的基础上，增设以专业教育为主的第三学院，增加实用性课程的开设，

同时依据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增设政治课程，将宗教课由必修改为选修，宗教活动也改为自

愿参加。

    然而，世俗化的倾向究非基督教大学所愿，实乃外力所迫。世俗化的倾向常常使西方的支

持者感到担心，他们害怕基督教大学将日渐失去基督教的特色。同时，虔诚的基督教信仰也使

基督徒教育家们不甘“堕落”，因此，他们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努力推行基督化教育.在办学

宗旨方面，基督教大学虽然依照中国政府的要求，作了形式上的调整，但在校方的心目中，基

督教大学为基督教运动服务和为中国贡献基督教精神的目标，则始终都没有变化。换句话说，

在基督教学校自身看来，办学宗旨的改变，更多的是体现在文字表述和形式变化上，而不是体

现在实质执行上。在课程设置方面，基督教大学虽按照政府规定将宗教课程改为了选修课，并

取消了部分宗教课程，但却保持甚至增设了更多的将基督教作为客观研究对象的宗教课程，希

望给学生更多的选择基督教课程的机会，并以此保持基督教教育对学生的影响力。与此同时，

基督教大学还采取了诸多措施来营造学校的基督教氛围，其一，是尽量保证大多数的教师为基

督徒。希望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将基督教的精神灌输给学生，并通过言传身教，对学生基督化

品格的形成产生影响。为了保证教师中基督教的比率，部分基督教大学甚至不惜暂时牺牲中国

化的目标，而呼吁差会派更多的传教士来校任教。其二，是实行“家庭化”办学，即通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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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规模、对学生实行家庭化管理等办法，使师生间保持密切融洽的关系。这样做的目的，一

方面是希望藉教师与学生的充分接触，将基督教的精神展示给学生: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学

生彼此间的相互影响，由基督徒带动非基督徒，更多地参加宗教活动，并在校园生活中形成基

督教的氛围，使学生们时时刻刻都能切实感受到基督教的存在和影响。第三，是积极鼓励和倡

导宗教活动，井采取灵活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结合的宗教活动管理政策，使学生在自愿的原则

下，尽可能多地参加宗教活动。第四，是尽力保持和提高学生中基督徒的比率。提高学生中基

督徒比率的主要方式，是从生源着手，加强基督教大学与基督教中学的联系，尽量招收基督教

中学的毕业生。这是因为，基督教中学的毕业生主要来自基督教家庭，很可能已经是基督教徒

了;即使是来自非基督教家庭，其本人也还不是基督教徒，那么在基督教中学时期，他们也已

经受了多年的基督教熏陶，在大学期间更容易培养其基督化的品格。而非基督教中学的毕业生，

因为长期生活在异教的环境中，对基督教本身很少接触，所以更无从谈及对基督教的了解或感

情，到大学以后，他们的心智已相对成形，不易再受到外界的影响，因此，要培养其基督教品

格，更是难上加难。所以，从基督教中学入手，是保持学生中基督徒比率的最好办法。

    但是，尽管基督教大学采取了以上各种种措施，即，保证学校大部分教职员为基督教徒，

实行家庭化办学，鼓励师生组织宗教团契和举行宗教活动，尽力保持和提高学生中基督徒的比

率等，基督教大学始终还是没能对抗住世俗化的潮流。在中国政局的急逮变化和社会的剧烈动

荡中，基督教氛围的保持和基督化教育的维持越来越困难，最后，整个基督教大学也因不抵世

俗化的压力，而为世俗化潮流所湮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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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国立化”潮流中的华中大学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推行高等教育“国立化”政策，并实行了一系列旨在充实提高

高等教育的措施，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国立大学，因此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给基督教大学

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面临如此严峻的挑战，华中大学采取了以质取胜的战略，将 “重质不重量”

作为自己的办学特色和在激烈竞争中的自存之道，并因此得以在与众多实力雄厚的国立大学的

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

一、高等教育的“国立化”

    19世纪以来，世界教育的主要发展方向是视教育为国家事业之一，教育行政制度为国家政

治制度的一部分，各级教育受国家的监督和管理，教育政策的制定受国家政策的支配。。中国采

行西式教育制度后，也大致有这种倾向。就高等教育来讲，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权稳固之后，即

开始大力推动大学向“国家化”的方向转变。这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在高等教育方面的重

要政策。大学 “国家化”，顾名思义就是使大学成为“国家的”。大学国家化分为对外和对内两

个向度，对外的向度主要是指向基督教大学的，是中国的一种民族主义诉求，也是政府对国家

主权的争取。因此，对基督教大学来说，国家化的目标就是要收回教育主权，将基督教大学纳

入到中国国家教育行政体系之内，使基督教大学由西方差会的“洋学校”变为“中国的”学校，

简言之即“中国化”。大学国家化的对内向度，主要是在全国加强或建立国立大学，它是南京国

民政府所追求的国家统一的一个方面，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扩张权力的一个渠道，是政府努力实

现国家统一进程的一种手段。因此，对地方大学或私立大学来说，国家化的目标就是使大学由

地方或私人建立、资助和掌控，变为由国家所资助和掌控，或曰办学经费和办学权力来自子代

表国家权力的中央政府，简言之即“国立化’，。有关基督教大学的中国化，在第二章中己详细论

及，因此在本章中，我们主要分析高等教育的国立化，以及它对基督教大学办学政策的影响。

    1、大学院时期的高等教育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开始对教育问题给予较多的关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促

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首先，是在蔡元培主持下，对教育行政体系进行改革，

取消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实行大学院和大学区制度，以大学区为全国教育行政单元，大学院

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关于大学院与大学区制，具体而言，就是在中央设立大学院，统一

领导全国的教育行政和学术研究事宜，其职能与晚清时期的学部、民国初年的教育部以及广东

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有类似之处，即管理全国教育行政事宜;不同之处在于大

①孙邦正著:《教育概论》，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六十九年版，第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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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同时又是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而且，大学院与教育部相比，有更大的自主权，它直接

隶属于国民政府，而不受行政院或其他政府机构的约束和支配。大学院和大学区制主要是仿效

法国的教育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大学院有三个显著特点:一、学术、教育并重，以大学院为

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二、院长制与委员制并用，以院长负行政全责，以大学委员会负议事

及计划之责。《大学院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本院设院长一人，综理全院事务”，第三条规定，

“本院设大学委员，议决全国学术上教育上一切重要问题。”①三、计划与实行并进，设中央研

究院，实行科学研究:设劳动大学，提倡劳动教育;设音乐院、艺术院，实行美化教育。②大学

院的上述三个特点，也正是蔡元培倡导实行大学院制的原因所在，如他自己所说:“此三点为余

等主张大学院制之根本理由”。在中央设立大学院的同时，在地方，裁撤省教育厅，以省(区)

为基本单元，推行大学区制，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大学区，每区设一所大学管理全区的教育文化

事业。各省区国立大学为教育行政机关，大学校长总理区内一切学术与教育行政事宜。大学区

设评议会，秘书处，研究院，以及高等教育处，普通教育处，扩充教育处;其中评议会为立法

和审议机关，秘书处辅助校长办理区内一切行政事务，研究院为学术研究机关，高等教育处管

辖区内大专院校，普通教育处管理区内公立中小学及监督私立中小学教育事宜，扩充教育处管

理专门学校、职业学校、图书馆、运动场及其他社会教育事宜。.

    实行大学院与大学区制度的初衷，是为了改变北洋政府时期教育部官僚腐败的弊病，实现

“行政学术化，学术研究化”，学术与教育行政合一，使教育独立干官僚政治之外④。关于这一

点，蔡元培在1927年6月的《提议设立大学院案》中有明确说明:他认为，“近来官僚化之教

育部，实有改革之必要”，而“欲改官僚化为学术’，，或曰将“教育官僚化”转变为“教育学术

化”，“莫若改教育部为大学院。”。在《大学院公报》的《发刊词》中，蔡元培对此又有进一步

的解释:“民国纪元以来，管理学术及教育之机关曰学部;民国元年，改为教育部;依教育一辞

之厂‘义，亦可以包学术也，顾十余年来，教育部处北京腐败空气之中，受其他各部之熏染，长

部者又时有不知学术教育为何物，而专鹜营私植党之人，声应气求，积渐腐化，遂使教育部名

辞与腐败官僚亦为密切之联想。此国民政府所以舍教育部之名，而以大学院名管理学术及教育

之机关也。”@

    实际上，在中国实行大学区制，是蔡元培一直以来的教育理想。早在民国初年，蔡元培担

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期间，就曾提出实行大学区制的建议，教育部也曾制订过帝划分大

。《大学院公报》第 1年第 1期 (1928年 1月)。

。蔡元培:《解释大学院之组织》(1928年4月12 日)，《关于大学院组织之谈话》，(1928年 4月 12日)，蔡元
培文库

，镶第 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生影印版，丙编 “教育概况”，第 肠 页。

④《大学院组织缘起》(1927年9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
育”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31 页.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9页。
。蔡元培 饭发刊词》，《大学院公报》第 1年第 1期，1928年 1月，第 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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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区议案》，拟在北京、南京、武汉、广州分别设立四个大学区，将各区附近的大学合并为一所

大学。。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上，蔡元培提出的哎国立大学与省立大学分别设立议》中.

又一次指出，“依元年教育部计划，全国共设五校:除北京大学及南京之东南大学粗具规模、更

求完备外，当更设西南大学于广东，西部大学于成都，中部大学于武汉。”⑧同一时期，蔡元培

在《教育独立议》中，又详细提出了关于实行大学区制的设想，并将其作为实现教育独立的一

种方法。

      “什么样可以实行超然的教育呢?鄙人拟一个办法如下:

        分全国为若干大学区，每区立一个大学;凡中等以上各种专门学术，都可以设在大学

    里面，一区以内的中小学校教育，与学校以外的社会教育，如通信教授、演讲团、体育会、

    图书馆、博物院、音乐、演剧、影戏.⋯，与其他成年教育、盲哑教育等等，都由大学办理。

        大学的事务，都由大学教授所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 大学校长，也由委员会举出.

        由各大学校长，组织高等教育会议，办理各大学区互相关系的事务。

        教育部，专办理高等教育会议所议决事务之有关系于中央政府者，及其他全国教育统

    计与报告等事，不得干涉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承认，不受正常内阁

    更迭的影响”①

    但由于经费支细等各种原因，这些方案在当时并未得以实行。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的这一建议终于得以实行。1927年6月，国民政府正式设立

大学院，任命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并先后在浙江、江苏、北平等地实行大学区制。在浙江大

学区，设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4月改名为中华民国大学院浙江大学，同年7月又改名为国

立浙江大学)，任命蒋梦麟为校长，将前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改为该校工学院，前浙江公立农

业专门学校改为该校农学院。在江苏，将东南大学、河海工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江苏法政

大学、江苏医科大学、南京工业专门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商业专门学校、南京农业

学校等九校合并，设立国立第四中山大学 (1928年3月改名为江苏大学，同年 5月又改名为国

立中央大学)。④在北平，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北

京农、工、医、法政、艺术专科学校等大专院校合并为中华大学，不久后改名为北平大学，又

合并了天津的北洋大学、保定的河北大学等。⑤在湖北虽未明确提出设立大学区，但也将原国立

武昌大学、国立商科大学、湖北省立医科大学、湖北省立法政大学、湖北省立文科大学等五校

。《划分大学区案》，黄远庸:《远生遗著》第二卷，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国57 年版，第 62一64 页.

。蔡元培:《国立大学与省立大学分别设立议》，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
第 175页。另外，蔡元培在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也讲到，他在民国元年长教育部时，计划设立五所国立

大学，即除北京大学外，再在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各筹办大学一所.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文选》，

人民教育出版社 工980年版，

③蔡元培:《教育独立议诊，高叔平编:《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46页.
④(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丙编 “教育概况”，第 56、第33

页

。金以林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劳，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65一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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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成立武昌第二中山大学，后改名为国立武汉大学.。

    这一系列的合并，加速了大学国立化的进程，对整顿裁减不合格的大学、提高大学水平也

不无裨益。大学院的设立，则有助于改变教育行政的官僚化气息，可使教育行政、教育学术与

教育研究更好地结合在一起。然而，大学院与大学区制希望超然于政党，使教育独立于官僚政

治之外的目标，与国民政府训政时期 “以党治国”的原则和党化教育的宗旨悖离太远，正如时

人所评:“主张大学区者谓教育行政应划出普通行政之外，使成专业化、学术化，其说极有真理。

然而今值党治之下，训政其中，政为党的政治，学为党的教育，举凡党的问题，随时随事无不

波及于公私事业之上。而教育为 ‘民众精神指导权’所寄托，尤不能与党脱离。既不能免于党

潮政潮，是则谋教育独立者，结果岂非反将全部教育，从大学至小学概牵于党政漩涡中之危险

乎?”②另一方面，大学院与大学区制的实行又牵涉到政府及教育界内部的派系之争，大学合并

也为既有院校所激烈反对。因此，大学院与大学区制在各方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下，实行不过

两年便以失败告终。

    2、“国家教育”政策的确立与高等教育方针

    1928年10月，国民政府正式下令改大学院为教育部，隶属于行政院，管理全国学术及教

育行政事务，并任命蒋梦麟为教育部长。大学区制也在1929年后正式停止运行，各省县设立教

育厅局，主管省县教育事务。自此，教育行政体系正式纳入国民政府行政体系之中。

    工咒9年3月，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国家教育”的名称，指出今后

要矫正过去放任主义，改采国家主义教育的干涉态度，使教育合于训政之要求，并创造一个三

民主义化的国家。原文如下:“本党今后必须确定整个方针和政策，必须造成三民主义的文化为

中心，换言之，必须以三民主义之精神溶化东西文化之所长，使全国人民在 ‘人民之生活，社

会之生存，国民之生计，群众之生命’上具备三民主义之实际功用，以达民族独立，民权普遍，

民生发展，然后教育之功能始尽，为欲期此功能之增加，则必矫正从前教育上放任主义之失，

而代之以国家教育之政策，言其要点，则必提高教育内容，以期养成国家所需之国民与人才

而发展所需要之科学与文化，然后所谓国家教育政策者，始为有健全充实之内容也。·4·⋯大会

本此要义，认为本党今后必当在教育上采积极方针，合其他建设方针，以成国家教养兼施之全

部训政计划。”③

    在确定“国家教育”政策的同时，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还制定了中华民国的教育宗

旨，《确定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草案》称，“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

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

，高启圭:炙校名之演变与大事纪略》，《学府纪闻 ·国立武汉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 1981 年版。第23

一24页:《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文海出版社 1990年版，台北文海出版社 1990 年版，第621 页.

②引七平大学区制之试验》，《大公报》1925年12月23日。
⑦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汇刊，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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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以促进世界大同。”。同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其中“关

于大学及专门教育者”条款指出，大学教育应“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

    根据上述教育宗旨，中国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决议，令教育部制定整顿发展教育设施之计

划规程与实施程序。教育部乃据此决议，于1930年4月召开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会议提出了

  《改革全国教育方案》，对全国各级教育的整顿提出了原则性的决议。该决议对以后的教育改革

有着重大影响。关于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会议提出的总体政策是 “主整理充实，先求质量的

提高，不逮作数量的增进。’，①另外，会议还专门通过了《改进高等教育计划》，更明确地将高等

教育的整顿重点确定为 “用全力使现在的大学内容充实，程度提高，但作质量的改进，不再作

数量上的扩充”，以期提高高等教育水平。④这一政策成为此后高等教育的发展方针。

    分析国民政府的上述教育政策、教育宗旨与教育方针可知，国民政府所谓的“国家教育，’，

一方面意味着将教育纳入到国家行政的范畴内，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大学的整理提高和充实发

展。因此，国家教育也就不只有以三民主义控制教育的负面意义，它促进教育发展的建设性意

义也不应该被忽略。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确实如此，在“国家教育”政策下，高等教育得到了

较大的发展和提高.关于高等教育发展和提高的具体状况，我们会在下一节详细论述。

    对大学进行整理、充实和提高，实际上是国民政府自大学院时期就已开始实行的方针政策.

1928年6月底大学院拟定的利IJ政时期施政大纲》中，关于大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为:调查全国

教育状况、整理现有各公私立大学、规定全国大学应设区域、制定大学课程标准、制定大学设

备标准、制定大学严格考试条例及学位授予条例、实施军事教育等等，准备在训政期间次第完

成。⑤同年10月中常会通过的《训政纲领》中，“关于教育者”之第三项为“改良及扩充高等教

育”，提出五项方案，与大学直接相关的是提高大学程度及实施军事教育，其施行细则与大学院

拟定之纲要完全相同，回都是注重对大学进行整理充实和质量提高的。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大学院时期，还是教育部时期，整理、充实和提高高等教育，都是国

民政府一依贯之的的高等教育方针。这一方针的制定，一方面固然是因为需要根据国家的经济

实力及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将不同级别和种类的教育分定出先后缓急。当时政府和教育官员们

认为，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不识字民众和大多数没有受教育机会的儿童，已经或将成为推行

训政和国家建设的障碍，是推进民族文化的大阻力。因此，为满足当前这一最迫切的需要，遂

决定在六年训政时期，将大部分物质精神力量，集中在义务教育和成年补习教育上面，尽量推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甲编 “教育综述”，第 8页。

.《国民政府训令第五一号》。蛋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甲编 “教
育综述”，第 16页;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第 58册，黄山书社1夕99年版，第33页

。《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丈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6卷第2期(19劝年6月).
④《改进高等教育计划》，《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丙编 “教育

概况”，第4页。
劝《教育杂志》第20卷第 10期，1928年 10月.

。党史会编 《革命文献》第 53辑，《抗战前教育与学术》，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79 年版，第63一，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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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义务教育和成年补习教育，对高等教育则不主张扩充，而主张在原有基础上充实和加强。除

了教育资源方面的考虑外，另一方面，政府和教育官员们也认为，为了提高教育水平和文化程

度，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当时也确有整理充实的必要。只有教育水平提高了，才能养成国家

所需要的国民和人才，才能发展国家所需要的科学和文化，国家教育政策也因此才算具备了“健

全充实之内容”，三民主义也才能由此实现。换句话说就是，要实现三民主义，就需要实行国家

教育政策，而国家教育政策的重点，则在于整理充实教育内容，提高教育质量。这就是国民政

府认知体系中，三民主义、国家教育与整理、充实和提高教育的逻辑关系。尽管这一逻辑关系

也许并不能得到当时人及后人的普遍认同，但将三民主义、国家教育的最后落脚点放在整理、

充实和提高教育上，对教育本身的发展而言，确乎是大有裨益的。

二、大学教育的发展

    1、统一与提高高等教育的措施

    在积极倡导和推动大学国家化的过程中，国民政府陆续颁布一系列的法规和章程，对大学

的院系组织、校长任命、教师聘任、校务管理、修业年限、学系及课程、经费及设备、试验及

成绩等，作出了统一规定。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一方面是为了实现政府对大学的统一管理，

加强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大学有一个统一的衡量和评判标准，以规范大学

的运作，提高高等教育水平。

      (1)对院系设置的整顿

    民国以来，学制屡次变动，大学数目激增，程度则日趋下降。下面我们以民国以来大学学

科设置为例，对此问题进行分析。民国成立伊始，就对大学学科设置问题作出了相关规定。1912

年10月，教育部公布《大学令》，就大学设科问题规定如下:大学分文科、理科、法科、商科、

医科、农科、工科，其中“以文理二科为主”，并规定“须合于下列各款之一，方得名为大学:

一、文理二科并设者;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三、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①也就

是说，必须具备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的高等院校，才能称为大学，并且文、理两个基础学科必

须在大学中居其一。这一政策尚可使大学数目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19价年，教育部修正大学

令，规定“设二科以上者得称为大学，其但设一科者称为某科大学。”②1922 年颁布的新学制

肯定了上述规定，@该学制中关于高等教育的内容有:“得设单科大学”、“高等师范改为师范大

学”等。④对大学规定的放松，引发了专门学校的升格运动，全国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纷纷

.‘教育部公布大学令》，(1912年 10 月)，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40 页:《教育杂志》，第四卷第十号，1913年 1月。

口《教育部修正大学令》，(1917年9月)，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t981

年版，第663 页;《教育杂志》，第九卷第+二号，19t7年 12月.

⑧《学校系统改革案》，炙政府公报》第二三九三号，1922年 11月2日.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丙编 “教育概况”，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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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大学，私人也鉴于开办大学容易而纷纷设立学校，一时间大学数量激增。据统计，仅北京

一处，在1924一1925年间，大学就由12所增加到29所。大学数量虽大幅增加，但学校的经费、

设备、师资等却供应不足，因此反而导致了大学整体水平每况愈下，学生“流品之杂，程度之

低，自不待言”。①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着手整顿大学教育。首先是明定大学的教育目标，规定 “大学

应遵照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

养成专门人才”。。其次，为了控制大学数量，提高大学质量，国民政府一方面厉行取缔一批“野

鸡大学”，另一方面也出台政令法规，希望从根本上改变以前限制滥设大学的状况。1929年 7

月，教育部颁布 《大学组织法》，明确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院。

凡具备三学院以上者，始得称为大学。不合上项条件者，为独立学院，得分两科。”③这一规定

取消了1917年大学令和1922年新学制中关于单科大学的设置，强制规定大学必须具备三个或

三个以上学院。与1912年的(大学令》相比，该《大学组织法》在大学应设学科数目的规定上

有所进步。1912年的妥大学令》规定，必须具备两个以上学科的高等院校才能称为大学，1929

年的《大学组织法》则规定必须具备三个以上学院才能称为大学。另外，两者的另外一个重要

不同在于，19提年的 《大学令》非常重视文、理两个基础学科的设置，而1929年的《大学组

织法》则更重视实用学科的开设，它依据 《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关于大学教育

注重实用科学之原则，规定三个学院中必须包含理学院或农、工、医各学院之一。。这项旨在充

实高等教育内容、提高大学水平和质量的规定，对日后各大学的院系设置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对大学应设学院作出规定的同时，教育部对各学院所应设系科，也有详细规定:如大学

文学院或独立学院文科，可分设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学、社会学、音乐学

等学系;理学院可分设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地理学、地质学及其

他各学系，并得附设药科;法学院可分设法律、政治、经济三学系。另外，对教育、农、工、

商、医等各学院所应设系科，也都有详细规定，此处不一一赘述。对于当时一些大学为保持大

学之名而滥设院系，或不顾师资、经费与设各缺乏，一味扩充学校增设系科而引起的大学院系

设置铺张及不合理的状况，教育当局力事整顿。1930年4月，全国第二次教育会议通过“改进

高等教育计划案”，提出院系及课程的整理方案，主要为充实院系内容，避免院系及课程的重复

设置，“在同一区内各大学增设院系应互避重复，已重复者酌量裁并。”在课程方面，分为共同

必修科课目，基本课目，每系主要课目，辅助课目四种，“其在甲系为必修者或在乙系为选修。

不得各不相谋滥设名异实同的课目，并不得避重就轻，适应地方情形增进关于科学方面之特殊

①《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丙编 ，’教育概况”，第 17页。

。《大学组织法》，《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乙编，第60页。
，《大学组织法》(1929年7月26日)，《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
乙编，第60 页:(国民政府公报》第二二七号，1929年7月27日，第1页。

④《大学规程》，《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乙编，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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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等。’，。对于院系滥设严重的北平地区，教育部令伤该区公私立大学及独立学院，“综核通筹，

会同讨论，详定改进计划”;同时令上海、山西、福建等地区将重复或设备未臻完全的院系 分

别裁撤归并。。

    在学院及系科设置之外，教育部还拟规定各学院及各科之课目分配和课程标准。但因种种

原因，关于大学课程标准的制定，进程缓慢。1928 年大学院拟定“训政时期施政大纲”(即训

政时期施政纲领关于教育者)。时，即拟于训政第一年制定大学课程标准，第二年付诸实行。第

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亦有提高大学程度、规定课程师资及设备标准之议。但也仅仅停留在“议”

的层面，而未有任何实质进展。1929年8月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其中第七条规定:“大学

各学院及独立学院各科学生(医学院除外)，从第二年起，应认定某学系为主系，并选定他学系

为辅系”;第八条规定:“大学各学院及独立学院各科除党义、国文、军事训练及第一、第二外

国文为共同必修科目外，须为未分系之一年级生设基本课目。各学院或各科之课目分配及课程

标准另定之”;第九条规定:“大学各学院或独立学院各科课程，得采学分制。但学生每年所修

学分须有限制，不得提早毕业。’，。以上条文虽涉及到学生系科选择、必修科目及学分分配等问

题，但只是一个笼统的提法，尚缺乏有关课目分配与课程标准的详细规定。1930年，教育部着

手组织大学课程及设备标准起草委员会，大学课程之整顿由此开始。1931年1月，公布学分制

划一办法，通令各校自19引学年度起一律采用学年兼学分制;并规定大学学生应修学分最低标

准，除医学院外，四年须修满132学分，始准毕业。为保证教学和学习质量，还规定大学各院

系学生前两年至多修四十学分，至少三十六学分，后两年至多三十六学分，至少三十学分;党

义，军事训练及体育学分不在内。⑤关于学分的计算标准，亦有规定。1931 年以后，拟定各科

系课程和设备标准，一直是教育部行政计划工作要点之一。朱家骆在第一次执掌教育部时及王

世杰在教育部长任内，对整理全国大学课程都做过一定的努力。但遗憾的是，在工937年以前，

因“大学各学院及专科学校系科繁复，整理匪易。数年之间，除二十四年颁布医学院暂行科目

表外，其他各院系科科目表，迄未颁行。”1938 年春陈立夫接掌教育部后，从文、理、法三学

院之课程着手，以规定统一标准、注重基本训练、注重精要科目为原则，再度开始整理大学课

程，并最终制成文、理、法三学院各学系课程整理办法草案，各学院分院共同必修科目表亦于

同年9月颁布。⑧国民政府对大学各学院和各系科课目分配的整理至此初步完成。

①《改进高等教育计划》.《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丙编 “教育

概况”，第4一5页

②‘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甲华民国六十年十月影印版，丙编 “教育概况”，第 23一24
页 。

角党史会编:《革命文献》第 53 辑，《抗战前教育与学术》，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79 年版，第 67一71 页.

④《大学规程》，《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十月影印版，乙编，第 62 页。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十月影印版.丙编 “教育概况”，第 24页。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文海出版社 1990年版，第五编 信高等教育”，第 ，一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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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行政与师资

    在学校行政方面，对校长、院长、系主任的任命与权限，校务会议、院务会议的组织及职

责等，国民政府都有明确规定。大学设校长一人，职责是综理大学校务。在任命方面，国立大

学校长由国民政府任命，省市立大学校长，由省市政府分别呈请国民政府任命。大学校长“除

国民政府特准外，不得兼任其他官职。”大学各学院和各学系，可设院长和系主任各一人，分别

综理院务和办理各该系教务，院长由校长聘任，系主任由院长商请校长聘任。校务事宜，如大

学预算、各院系的设立与废止、学校课程、大学内部各种规则、学生试验、学生训育等事项，

由校务会议审议。校务会议由全体教授、副教授所选出之代表若干人及校长、院长和系主任组

织之，校务会议下可设各种委员会，具体执行校务会议的决议。院务会议和各系的教务会议则

负责计划各该院系的学术设备事项，并审议各该院系一切进行事宜。。

    在师资方面，为了保证师资队伍的质量，1927年6月15日，教育行政委员会颁布《大学

教员资格条例》，将大学教员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个级别，对每一级别的教师都有

严格的学位、教学年限、教学成绩等方面的要求。如助教必须是毕业于国内外大学且取得学士

学位者:讲师须具有硕士学位，且要“助教完满一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副教授必

须是在外国大学研究院有若干年的研究经验、取得了博士学位的人，并且需任讲师一年以上，

而有特别成绩者:教授必须是“副教授完满二年以上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火.对于在国学上

有特别研究或特殊贡献者，可适当放宽标准，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大学院成立后，认可并承

袭了教育行政委员会颁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这样泛泛列出关于各级教员的评判资格标准，

可能无法看出该规定的严格。但据南京大学校史记载，按照这一规定，第四中山大学在开办之

初，全校竟没有一位正教授，即使是曾在国内外著名大学担任过教授的著名学者，如芝加哥大

学博士吴有训、哈佛大学博士竺可祯、法国国家科学院博士严济慈、芝加哥大学毕业的闻一多

等，都被该校聘为副教授，因为自该条例颁布之日算起，他们尚未“完满一年以上”的副教授

教务。⑧

    在对教师资格作出统一限制的同时，为使教师安心教学，保证教学质量，国民政府对教师

薪资问题也给予了较多关注。1927年6月，教育行政委员会在颁布 《大学教员资格条例》的同

时，也规定了大学教员薪傣标准，并于9月修正〔详见大学教员薪傣表一)。大学院成立后，又

颁布了更详细和分级更明确的大学教员薪傣标准 (详见大学教员薪傣表二)。

。《大学组织法》，《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甲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乙编，第61 页。

叻《大学教员资格条例》，《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1期 〔1928 年 !月〕，第 1一3页;蔡鸿源主编 (民国法规集
成》，第59 册，黄山书社 1999 年版，第201 页:《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

十年影印版，乙编 “教育法规”.第63 页。
.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 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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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员薪傣表(一):。

类别 月傣数

教授 四百元至六百元

副教授 二百六十元至四百元

讲师 一百六十元至二百六十元

助教 一百元至一百六十元

大学教员薪傣表(二):〔单位:元)②

子侧鹦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

一级 500 340 260 180

二级 450 320 240 160

三级 400 300 220 140

    为保证教学质量，减少教师兼课过多现象，也是教育部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大学教员资格

条例》规定，“大学教员以专任为原则”。③但这一规定显然并未能得到很好执行。1929年6月，

教育部下令国立大学教授“应以专任为原则”时，仍然指出，有些教师“兼课太多，请假缺课，

甚至以一人兼两校或同校两院以上之教授”，影响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因此规定“凡国立大学

教授，不得兼任他校或同校其他学院功课。倘有特别情形，不能不兼任时，每周至多以六小时

为限，其在各机关服务人员，担任学校功课，每周以四小时为限，并不得聘为教授。”④同年 7

月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组织法》中，对大学聘任兼职教员的数目又作出限制，规定一所大学

中兼任教员的总数不得超过全体教员的三分之一。叭930年4月全国第二次教育会议通过的“改

进高等教育计划案”，也规定要“慎选教员，集中课目，裁减职员，增加教员，教员以专任为原

则，复在两校专任教员者绝对禁止。”叭932年七月国立专科以上学校校长会议议决案，又重审

“限制教员兼课”，规定:大学教员为专任职，如有兼任他校功课者，须得校长或院长之同意，

但每星期至多以四小时为限;如专任教授中途在校外任有职务者，该教授待遇改为讲师待遇:

。前教育行政委员会修正公布〔1927年9月12日)，《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
六十年影印版，乙编 “教育法规”，第 64 页。

.《大学教员薪傣表》(月傣)，《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1期，第4页.
⑧《大学教员资格条例》，《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1期(1928年1月)，第1一3页。
④《国立大学教授自十八年度上学期起应以专任为原则》，(教育部公报》第一卷第七期，1929 年 7月，第39
页。转引自金以林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08 页。

⑤《大学组织法》，(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乙编，第61 页.

.《改进高等教育计划》，《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丙编。“教
育概况了，，第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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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学期开始后由院校切实调查专任教授有无兼课情事，如有兼课超过四小时以上者，该教授待

遇改为讲师待遇。。

      〔3)经费与设备

    如果说教师是保证一所学校办学水平的“软件”，那么教育经费和设备则是保证“软件”能

否正常运行的重要硬件设备。因此，为保证教育经费，教育部规定了大学各学院或独立学院各

科开办费及每年经常费之最低标准，其中文、法、商、教育学院开办费为十万元，农学院为十

五万元，理、医两学院为二十万元，工学院三十万元:每年经常费文、法、商、教育学院为八

万元.理、农、医学院为十五万元，工学院为二十万元。

    在教育设备方面，教育部认为，“我国大学设置学系，自始即无完备之研究设备，又徒事铺

张，皆成糜费’，，。因此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标准，如规定大学须有相当校地、校舍、运动场、

图书馆、实验室、实习室，以及图书、仪器、标本、模型等设备，并计划详定大学各学院或独

立学院各科之设备标准，以及各级学校各项经费支配标准。这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大学有良好的

设备基础，同时也是为了限制经费的不合理使用而造成的浪费。在设备经费的投入方面，《大学

规程》规定，大学每年扩充设各费，至少应占经常费的百分之十五。叭930年4月，全国第二

次教育会议通过的“改进高等教育计划案”，又进一步增加设备扩充费，规定“大学经常费中设

备费应占百分之三+至四十”，其他经费的支配原则如下:“傣给费百分之五十五至六十五 〔内

职员薪傣不得超过百分之十)”，“办公费百分之五至十”，“特别费不得超过百分之五。”④同年，

教育部成立“大学课程及设备标准起草委员会”，拟对各大学的教学设备提出统一要求。但因种

种原因，关于各大学教学设备标准问题迟迟未能提出。各校对教学设备因此也不够重视。对此，

教育部长朱家弊曾于1932年提出批评，“中国各大学开设讲座设置学系，自始即无完好之研究

设备，及既开设，又复力事规模之铺张，设备一事，置之不问。旧有设备。尚无法补益，新添

设备自更难于为力，遂造成今日中国大学，学课纷置，设备贫乏，研究学术，处处落空之局面，··⋯”份

    因此，为保证学校有充足的教育设备，以及监督各校对教育经费的合理使用，教育部制定

各种有关表格，经常要求各校详细汇报其资产总额、经费、校地面积、校舍价值、建筑物面积

与价值、图书册数，以及设备的价值，如仪器、机器、标本模型、体育用具等。对学校的经费

支出情况，如教育费(包括教员薪金、教学消耗、研究费、奖助费等)、行政费(行政人员薪金、

。《国立专科以上学校校长会议议决案 (1932年 7月)，《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

国六十年影印版，丙编，“教育概况”，第 6页.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丙编 “教育概况”，第24 页。

.《大学规程》(1929年8月14日)，《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卜年影印版，
乙编 “教育法规”，第 62 页。

的(改进高等教育计划》。媛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 干年影印版，丙编，、教
育概况”.第5页。

淘笛九个月来教育部整理全国教育之说明》(1932 年 11月朱家黔部长撰)，《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

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丙编 “教育概况”，第8页:党史会编:《革命文献》第53 辑，《抗战前教

育与学术》，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79年版，第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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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铜、办公消耗、公用消耗、校舍修膳等)、建置费(购地费、建筑费、卫生及公用设备、图书

费、各项学科设备)、事业费(农场用费、工厂用费、医院用费)等，也要求各校详加汇报。并

经常派员赴各高校视察。对设备费用投入不足，或使用不当的学校，则通令改进。例如中山大

学因“设备费一项，尚未能达到部定标准”，而训令其“自应节减行政费及其他不急之费用，以

提高设备费之比率’，。①在各高校行政费用使用方面，教育部也加以限制，如规定“专科以上学

校每年行政费，不得超过经常费百分之十。”②教育部希望通过这些限制，避免高校任意滥支费

用，而在教育设备方面能有较多的投入。

      (4)提高学生素质的措施

    在提高师资水平和教学设备的同时，国民政府也严格限定学生的入学资格，并实行毕业考

试制度，致力于提高学生素质。当时中国中学教育不够发达，大学生源欠佳，学生在大学期间

的基本训练又不足，因此时为教育界所垢病。为了改誊这种状况，教育当局一方面采取举行中
学生会考、改良中学学制、颁行中学课程标准等提高生源质量的措施，另一方面在各大学的招

生上也有严格规定和限制。1929 年国民政府颁布的 《大学组织法》第二十条规定，“大学入学

资格，须曾在公立或己立案之私立高级中学或同等学校毕业，经入学试验及格者。”⑦除严格规

定学生入学资格、控制生源外，在大学举行各种考试也是提高学生素质的方法之一。1928年第

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时，高等教育组就通过了《请大学院订定大学毕业考试及学位授予条例案》，

规定各大学学生修毕规定课程，经大学举行之各学年课程总考试及格者，可由大学给予毕业证

书，但不得授子学位;在毕业生通过大学院举行的学士学位考试及格后，方能由大学院授予学

位。④1929年公布的《大学规程》中，也将“试验与成绩”作为重要一章提出，其中详列大学

试验的实行规则九条。按规定，大学试验分为入学试验、临时试验、学期试验、毕业试验四种。

入学试验因负有甄拔学生之重责，因此教育部要求要“认真办理，严格甄拔”⑥，其方式是由校

务会议组织招生委员会，于每学年开始以前举行:临时试验由各系教员临时举行，每学期内至

少须举行一次;学期试验由院长会同各系主任及教员于每学期末举行;毕业试验由教育部派校

内教授、副教授及校外专门学者组织委员会举行，“校长为委员长，每种课目之试验，须于可能

范围内有一校外委员参与，遇必要时，教育部得派员监试.”叭9犯年，教育部长朱家弊在《九

个月来教育部整理全国教育之说明》中，再次强调要“厉行考试”，指出“关于学生程度之提高，

。(教育部改进国立中山大学训令》，《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第一册，江苏古籍出
版社 1997年版，第 204页。
.《大学行政费不得超过经常费百分之十》(份29 年 12月3日)，教育部参事处编辑:《教育法令汇编》第 1辑，

商务印书馆民国 25年版，第 147 页。

③《大学组织法》，《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乙编，第 61页。

中华民国大学院编:《全国教育会议报告》，台北文海出版社 19“ 年版，第4邓 页。
文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丙编 “教育概况”，第25 页.

炙大学规程》(1929年8月 14 日)，《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

旬

由

血

乙编 “教育法规”，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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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成绩之考核，考试制度之严厉实行，不可忽视。”并特别重视毕业考试。叭933年5月王世

杰出任教育部长时，亦指出今后将“竭力设法请行政院、考试院两机关。尽量使考试制度之普

遍”。.

    2、大学教育的发展

    (1)大学数量的减少与大学教育的进步

    教育部整理提高大学教育的这些措施，有些是涉及到包括国立、省立、私立大学在内的全

部大学的，有些则是专门针对国立大学的，如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的哎改进高等教育计划

案》中，其中重要一项即是“充实国立大学内容”，包括“营建的补充”、“设备的扩充”、“院系

及课程的整理”、“教学效能增进”、“经费的确定与支配”等五项，①这在前面已分别提及，此处

不再赘述。这些措施不一定都得到了有效的执行，即使在执行的部分，各地各校也因具体情况

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例如薪资问题，教育部虽颁布有通用的标准，但各校在实际执行中差异很

大，如中央大学实行六级工资制，④武汉大学和同济大学则实行九级工资制，⑤且薪额也不能达

到教育部制定的标准。在教师兼职问题上，各校问差异也极大。据统计，1931年全国国立、省

立、私立大学中，各校专任教员占全部教员的比例从百分之十七至百分之百不等，如私立辅仁

大学专任教员的比率仅为 17涛%，而省立东北大学因经费充裕，教师则全部为专任。同一系统

内的大学，专任教员的比率也相差极大，比如，同为国立大学，武汉大学专任教员的比率为84%，

浙江大学为83.5%，而四川大学仅为38.2%;私立大学以南开为最高，专任教员的比率占到929%，

其他如齐鲁大学、岭南大学、沪江大学、华中大学的比率也都在70%以上，分别为82.8%，77.7%，

75%，73.1%。⑥

    但无论如何，国民政府在教育国家化政策下，采取的一系列整理充实高等教育的措施，确

实取得了一定成效。大学数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大学实力得到很大增强，高等教育水平由此

得以大幅度提高。

    1925年时，全国有国立大学24所，。除国立北京大学、国立东南大学等实力较强的综合性

大学之外，单科大学比比皆是，如国立北京法政大学、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国立北京工业大学、

国立北京医科大学、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等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大学院时期，通过实行

。《九个月来教育部整理全国教育之说明》(1932年 11 月朱家黔部长撰)，《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
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丙编 “教育概况”，第 8页:党史会编:《革命文献》第53 辑，《抗战前教

育与学术》，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79 年版，第99 页。

。硬今后办理教育之方针》(L933年 5月王部长世杰就职时谈话)，《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

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丙编 “教育概况”，第9页。
④《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丙编 “教育概况’，，第4一5页。

。国立中央大学编:《中央大学章则一览》，南京，民国二十三年，第 18页。

⑤《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民国二十四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第233 页;国立同

济大学编:《国立同济大学概览》，上海，民国二十三年三月，第 15页
咖陈能治著:《战前十年中国的大学教育 (1927一1937)，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七十九年版，第 175一176

页。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丙编 “教育概况”，第 16一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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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区制，合并了一批大学，客观上己起到了控制大学数量，提高高等教育水平的作用。大学

院改教育部后，对于高等教育，又明确提出了主整理充实，而不主数量扩充的政策，并取消单

科大学的设置，规定必须具备三学院以上者，才能称为大学，否则改为独立学院.

    在充实提高高等教育政策的指引下，教育部将部分省立和私立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与

合并。如在 1929年6月，教育部提议将省立山东大学和私立青岛大学合并为国立青岛大学，到

1932年7月又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叭9引年，将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和四川大学合并为

国立四川大学。②在这些大学国立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中央与地方、政治与学术等诸多的纠纷，

国立化也体现为一种双重过程:“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复兴的一个方面，有了进步:而在不断努力

实现国家统一的方面，中央权力得以向内地扩张。”⑧关于大学国立化过程中，中央借以向地方

扩张权力，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央与地方、政治与学术的矛盾等，己有学者对此做过深入研究，④

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赘述，并且这也不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在国

立化过程中，国立大学如何得以提高水平，并由此对基督教大学产生了更大的压力，提出了更

高的挑战。

    在省立大学方面，1929年9月教育部曾表示“各省现时办学趋势，多汲汲于大学之设立

未免缓急失宜”，。因此根据不同情况，要求各省立大学改组、停办或降格为学院。例如，1929

年9月，教育部令江西省教育厅停止筹备江西大学，所余之款“移作普及教育及整顿中等教育

改设专科学校之用。’，。贵州大学于1930年底遵部令停办。;湖北大学应降格为学院，后经校方

多方斡旋，被免于降格;山西大学重行改组;.甘肃大学 (即1928年成立的兰州中山大学)因

仅设有文科专业，故令其“在理学院未成立以前，改称甘肃学院”;.陕西中山大学因校中尚无

大学生，因而于珍31年4月自愿降格为陕西省立高级中学。。

    通过这一系列的合并和调整，国立大学的数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到1931年，国立大学已

①《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丙编 “教育概况”，第 25页;丁致

聘编:《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纪事》，上海书店 1990 年版，第 工92 页，第263 页。

②王东杰著:(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一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l925一1939〕》，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比页。
。(美)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一1949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42
页.

。例如王东杰的 《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一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 (1，25一1，39)》，三联书店 2005年版;华中

师范大学许小青的博士学位论文 《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一以国家、政党与社会为视角的考察 (1919一1937)》

中，都对此问题有研究.

。(教育部公报》，一卷十期，民国十八年十月，第 59 页.转引自:陈能治著:《战前十年中国的大学教育 〔1927
一1937)，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七十九年版，第 131 页。

⑥《停止筹办江西大学令》，《教育部公报》第一卷第十期，1咒9年10月，第59页。转引自金以林著:《近代中
国大学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的0年版，第 188 页

。《教育杂志》第 26卷第7期，1936 年7月，第2”页。
④《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丙编 “教育概况’.，第68 页

匀《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丙编 “教育概况，第68、51 页。

.茱改组西安中山大学为陕西省立高级中学令》，《教育部公报》第三卷第+五期，民国二十年四月十九日，第

23 页。转引自金以林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88页，陈能治著 《战前十年
中国的大学教育 (1927一1937〕，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七十九年版，第 t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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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为13所，与1925年的24所相比，减少了将近一倍。但从师资、经费等教育发展指标来衡量，

这一时期国立大学的实力却有很大的增长。从1925年与 1931年国立大学比较表可知，1931年

时，教职员数为1925年的16倍，岁出经费数为18倍，平均每位学生所占经费数为15倍。

1925年与1931年国立大学比较表:。

讼兰
校数 教职员数 学生数 岁出经费数 平均每生占

经费数

1925年 24 2，426 11，225 7，415，365 660石

1931年 l3 3，878 13，173 13，190，460 10013

    不仅与北洋政府时期比较，可以看出国民政府时期大学教育的发展，就是将国民政府时期

不同年份大学教育的发展情况作一比较，也可以看到明显的进步。从 1928一1931年各年度大学

教育进步概况表可知，怕28年以后，各类大学无论在教职员、学生及毕业生人数上，还是在经

费、设备及图书上，都有较大的进步。1931年的教职员人数为1928年的1.37倍，学生人数为

LS倍，毕业生人数为 178倍;图书册数是原来的t66倍，设备价值为原来的3.91倍，岁出经

费数为原来的189倍。

1928一1931年各年度大学教育进步概况表:②

派
校数 教 职

员 人

数

学 生 人

数

毕 业

生 人

数

图书册数 设备价值 岁出经费数 每 生

岁 占

经 费

数

1928年

度

49 6，700 21，786 4，004 2，000，445 2，557，386 16，730，621 764.6

1929

年度

50 8，124 25，499 4，706 2，529，328 4，893，1工1 23，729，430 9306

1930

年度

59 8，858 33，847 5，857 2，793，758 5，804，359 28，832，912 851.8

1931

年度

73 9，167 38，977 7，115 3，325，729 9，992，722 31，582，507 809名

①表中数据分别引自嘴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第 340一341页、

第 1516一15价 页，或由其提供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丙编 “教育概况口，第20一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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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仲 表中所列数据包括公私立大学与独立学院，学生人数中也包括专修科学生。

(2)1931 年度，公立 36所院校中，国立者 16校，其中大学 13所，学院3所:省立者20校，其中大学

，所，学院 11所。私立37 所院校中，大学 19所，学院 招所。其余为专科学校。。

    大学教育的这一发展状况一直持续到1936年。从1932一1946年②各年度大学教育进步概况

表可知，自1932一1936年，中国的大学一直呈发展态势，无论教职员人数、岁出经费数，还是

在校学生与毕业生人数，在多数年份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各高校或

被日军炸毁，或迫于战争而在匆忙间流亡迁徙，中国高等教育受到重创，不仅建筑设备、图书

仪器等损失惨重，而且教职员人数、岁出经费数及学生人数也都大大下降。与1936年相比，分

别减少20%一30%不等，毕业生人数更是减少了43%，各项指标都下降到了19犯年以来的最低

值。1938年后，虽然不再呈下降趋势，但升幅也极为有限。一直到1940年后，各项指标才逐

步恢复并超过战前的水平。

1932一1946年各年度大学教育进步概况表:⑤

、辜尹\校数 教员数 职员数
  岁出经费数

(单位:国币元)
学生数 毕业生数

1932年度 41 4，420 2，348 22，682，910 35，640 5，515

1933年度 40 4，853 2，761 22，178，494 37，600 6，750

1934年度 4l 4，890 2，856 24，160，156 37，257 8，325

1935年度 42 4，992 2，571 25，541，224 36，978 7，825

1936年度 42 4，981 2，805 27，082，365 37，330 7，951

1937年度 35 3，997 2，031 20，750，938 27，926 4，532

1938年度 35 4，122 2，170 20，891，080 32，183 4，774

1939年度 37 4，344 2，766 25，058，638 39，252 52，66

1940年度 38 5，067 3，027 36，715，930 47，135 6，905

1941年度 38 5，529 3，658 56，072，687 51，861 6，878

1942年度 4l 5，945 4，158 130，472，720 54，388 7，633

1943年度 4O 6，775 3，780 286，275，583 62，646 8，329

1944年度 40 6，826 3，885 2，199，366，606 65，269 9，450

1945年度 38 6，788 3，773 4，081，517，676 70，049 11，669

1946年度 52 9，951 6，199 76，087，500，062 110，438 16，409

说明:(1)表中为各大学的统计数据，不包括独立学院和专科学校。

。裘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甲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丁编 “教育统计”，第 2页。

。1咒8一1931年各年度大学教育进步概况表与19犯一1946年各年度大学教育进步概况表中的数据分别来自
1934与194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编纂第一、第二次教育年鉴，因两次年鉴的统计方式不同，所以我们无法
将 1928至 1936年的教育发展数据作连续的比较，而只能以 1，31年为界限，分别作出比较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文海出版社 1990 年版，第十四编 “教育统计，，，第 14一18页。



⑧博士学位论文

DIX二TOR八L DISSERTAT10N

(2)岁出经费中，不包括公立学校教职员生活补助费。

(3)对于学生人数的统计不包括专科及专修科学生;1935年及以后学生人数中包括研究生人数.

      (2)教育经费问题

    从教育经费上来讲，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重视大学经费问题的解决，希望能避免北洋政府

时期教育经费短缺的状况。如大学院时期就拟定“各种教育专款专税附税条例”，。希望能保障

教育经费独立。教育部时期，关于教育经费问题也出台了一些条例和方案。当然，这些措施在

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并未得到有效实施，教育经费短缺和拖欠教师薪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还重

蹈北洋政府覆辙，将教育经费挪作军费。由教育经费短缺引发的学潮，也相继发生。这对国民

政府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因此，国民政府在政权逐渐稳固之后，就开始致力于整顿教育，加大

对教育经费的投入。教育部曾于玲31年3月通令调查各大学教授薪给。同年5月，教育部拟定

地方教育经费保障办法十四条，由行政院通令实行。叭9犯年1月，行政院又通过专门针对国

立大学的“高等教育经费指定的款办法”，规定“国立专科以上学校经费”，“拟指定关税按月拨

充”。③同年7月，行政院发布 《整顿教育令》，认为“推原学潮发生之因，固有多种关系，迭年

以来，政府方面各种窒碍，致学款常有稽延，各级教育机关对于办学人员及教师之选择亦每欠

审慎⋯⋯两项情形互为因果⋯⋯政府有鉴于此，爱议定以最大之决心厉行整顿，对于经费决予

宽筹，务期不致延欠，并于可能范围内，逐渐保障独立之实现。”④1933年5月，王世杰出任

教育部长，他在就职谈话中指出，欲求“师生之安心教学”，“还在先求教育经费之充实’，，因为

“经济乃事业之基础，若各校经费常随政治之转变，而时立于动摇不定状态之下，则无论如何，

无法使各校内容健全。”因此，他将出任教育部长后办理教育的重要方针之一，确定为“务使中

央及各省教育经费之确定与独立’，，⑥并对此努力付诸实行。

    此后，国立大学的教育经费基本得以按时发放。中央政府在保障原有教育经费投入的基础

上，还逐年有所增加。从1929一1937年度教育经费预算数额表可知，在1929至1937年间，教

育经费稳定增长，特别是从1934年开始，政府保障教育经费的努力开始体现出来，该年教育经

费猛增至45，79久486元，几乎是前一年的两倍。教育经费占中央总预算的比例虽不稳定.时升

时降，但从总体上说也是一种增长态势。1930 年，教育经费占国家总预算的 1.46%，到 1935

年，教育经费增长了两倍多，达到国家总预算的4‘8%。研究者认为，这是 1933后教育行政稳

。党史会编:《革命文献》第53 辑，《抗战前教育与学术》，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79年版，第 67一71 页。
‘p《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丙编 “教育概况”，第 23 页。

。 (高等教育经费指定的款办法》，《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

丙编 “教育概况”，第 5一6页。

④ 《整顿教育令》，《国民政府公报》洛字第四十九号，1932年 11月2日，第8页。

。 《今后办理教育之方针》(1933 年5月王部长世杰就职时谈话)，《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
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丙编 “教育概况”，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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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①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亦指出，自1933年以后，教育经费在

中央总预算中所占比例，“岁有增加.则为可喜之事实”，并且“尤有一事，吾人引为安慰，即

四年以来，中央直辖各校之经费，从未拖欠，此实民国以来空前之记录，高等教育之整理工作，

倘稍有成就，此为主要原因。”。这并非王世杰的自溢之词，学人郭廷以也认为，“一九三二年后，

教育经费从不拖欠，教授生活之安定，为二十年来所未有。·····一九三七年前五年，可说是民

国以来教育学术的黄金时代。”①如若不是日军侵华打断了这一发展进程，中国现代教育发展也

许会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1928一1936年度教育经费预算数额表:。

雷一~一遗型
预算数 与中央总预算之比例

1929年度 14，247，252 230

1930年度 14，404，067 1.46

1931年度 19，163，011 3.77

1932年度 21，902，357 320

1933年度 23，294，556 不详

1934年度 45，799，486 不详

1935年度 49，133，599 4.80

1936年度 55，406，050 4滩8

1937年度 56，638，821 4.29

    1938年，因受日军侵略的影响，教育经费锐减，其数额及占中央总预算的比例均下降两倍

多;1卯9年，特别是 1941年以后，教育经费表面数字虽激增，但因物价飞涨，实际价值己大

打折扣。抗战爆发后物价上涨的幅度大抵如下:与1937年相比，1938 年物价上涨64%，1939

年涨幅略同，1940年物价上涨12倍，1941年物价上涨27倍，1942年物价上涨77倍，1943

年物价上涨约加。倍，1944年物价上涨约2100倍。⑤下面我们再看教育预算费的涨幅:1940

年教育预算费为1937年的1.5倍，1941年为3石倍，1942年为9.8倍，1943年为23倍，1944

年为72倍。教育经费的增长速度，远远无法同物价上涨的幅度相平衡，教育经费实际数额的缩

。陈能治著:《战前十年中国的大学教育 (192，一t937)，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七十九生版，第 173 页。

。党史会编:层革命文献》第抖辑，《抗战前教育政策与改革》，第374页
。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649 页。

④ (民国元年至二十五年教育经费预算数额表分，《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文海出版社 1990 年版，第二编
“教育行政’，，第23一24页.

。郭廷以著:布近代中国史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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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由此足见。郭廷以也曾指出，战争爆发后，“薪津虽已提高”，但 “距离物价上涨的比例极远，

实际所得不及物价数十分之一。”以1944年为例，当时“大学教授月薪不及战前法币十七八元，

连同实物计算，约合战前所得二十分之一。学生有公费或贷金及粮食，不敷一日三餐之需。’，①

飞937一1945年度教育经费预算数额表:。

爵~一，理
预算数 与中央总预算之比例

1938年度 24，975，332 2.12

1939年度 61，477，311 2.31

1940年度 106，300，589j3 2一40

1941年度 204，909，90197 3一00

1942年度 555，117，903.01 1，64

1943年度 1，308，240，705 1.48

1944年度 4，101，091，657.68 3，37

1945年度 39，463，515，738乡6 167

    抗日战争胜利后，教育经费占中央总预算的比例有较大回升，如1946年教育预算费占到中

央总预算的5.14%，这是在战前也没有达到过的，1948年更达到10.89%。虽然国民政府时期教

育文化经费始终也没有达到其宪法规定的“教育科学文化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百分

之十五”的标准，但从总体上说，整个国民政府时期，除却其成立初期及抗战八年的时间外，

教育经费整体上是处于增长状态的，它对大学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是明显的。

1946一1948年度教育经费预算数额表:。

矗一 才巴预算数 与中央总预算之比例

1946年度 302，505，653，647.99 514

1947年度 1，289，669，018，591.35 2.92

1948年度 6，698，882，064，844 10.89

泊郭廷以著 夏近代中国史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版，第708 页。

。否民国元年至二十五年教育经费预算数额表》，蛋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文海出版社 1990 年版，第二编
“教育行政”，第23一24 页。

。《民国元年至二十五年教育经费预算数额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文海出版社 吟90年版，第二编
“教育行政”，第23一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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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私立大学发展状况比较

    在政府整理充实高等教育的政策下，国立大学获益匪浅，中央政府的教育经费大多数投入

到了国立大学。以1931年为例，该年度中央教育文化经费总预算为19，163，011元，而国立大学

预算经费就为14.548，195元。，占了中央教育文化经费的75乡%。中央政府偏重于对公立大学的

教育经费投入，本来也是理所当然之事，但像这样将绝大多数的教育经费投入到国立大学，则

是比较少见的。这一方面体现了国民政府倾力扶植国立大学，以提高高等教育水平的决心，但

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当时中国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大学教育占用了过多的教育资源，而初级

教育和中级教育则相对落后。这也许是后进国家为了尽快向现代化方向迈进和实现国家富强，

不得己而采取的一种急于求成的措施。虽然国民政府在制定教育政策时，已意识到当时中国义

务教育和民众教育的不足，并且在政策上也有意于对这方面加强扶植，但鉴于教育资源有限，

因此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难免还是顾此失彼。就是在大学教育这一层级，对不同种类的大学，

如国立、省立、私立等，政府的方针政策也有很大差异。对于国立大学，政府是极力扶植，这

在前面我们己经举例指出。对于私立大学，政府主要是持一种监督态度，在具体实施上，体现

为制订各种措施加强对私立大学的管理和控制，但很少在经费方面给予实质性支持。从 1931

年度国立、省立、私立大学经费来源比较表可以看出，私立大学的经费主要来自于各方捐助和

学费。当然，也有极少数私立大学因地位突出，受到政府的特别关注，因而得到政府奖励性的

经费资助，如南开大学和中法大学等。但从总体上说，政府对私立大学的实质性支持非常有限。

省立大学的地位则介于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之间。

1931年度国立、省立、私立大学经费来源比较表:②(单位:国币元)

国立大学 省立大学 私立大学

数额 百分比 数额 百分比 数额 百分比

岁入经费 13，478，760 100刀0 3，438，750 100刀0 7，706，535 100.00

国省库款 计 11，003，095 81‘66 3，095，379 9350 547，792 7.11

国库款 9，451，055 70.14 303，000 393

省库款 1，552，850 11.52 3，095，379 93，50 244，792 3.18

财产收入 83，485 0石2 43，732 1，32 1，033，503 13滩0

捐助款 1，954，115 1448 3，169，693 41.16

学生缴费 320，098 2.37 144，126 4，35 1，718，089 22，28

杂项收入 117，157 。87 27.533
            】

0·83 }
�一

1，237，458 16心5

。陈能治著:《战前十年中国的大学教育 (工927一1937)，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七十九年版，第2!2页。
⑧ 《全国二十年度高等教育之经费》，《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

丁编 “教育统计’，，第 50一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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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所占教育资源的多寡，也可以看出三者所处地位的优劣。

从 1931年度全国大学概况表可知，当时政府承认的大学全国共有41所，其中国立大学 13所，

占全国大学 317%，但其岁出经费则占全国大学岁出经费总额的 53月%，设备价值占到全国大

学的半数，图书册数亦占40.8%。省立大学为9所，占全国大学总数的22%，岁出经费和图书

册数占巧%左右，设备价值占加万%。国立大学与省立大学相比，其在各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

如果将国立大学与省立大学的相关数据合计，可以看出，占全国 53.7%的公立大学，其岁出经

费占全国大学岁出经费总额的68.7%，设备价值占全国大学设备价值的70.9%。而私立大学虽

也多达 19所，占全国大学的46乃%，但其岁出经费仅占全国大学岁出经费总额的31.3%，设备

价值甚至不足30%。也就是说，公立大学所占教育资源远远超过私立大学，国立大学尤其如此。

193工年度全国大学概况表:0

全国大学 国立大学 省立大学 私立大学

数额 百分比 数额 百分 比 数额 百分比

校数 41 I3 31.7 9 22 19 463

岁出经费

(单位元)

24，488，027 13，190，460 53.9 3，613，900 14.8 7，683，667 313

教员数 4，670 2，599 55.7 563 l2 1，508 32)

在校生 27，096 13，173 48.6 4，458 16.5 9，465 34乡

毕业生 4，708 2，841 60.3 507 10.8 1，360 28.9

设备价值

(单位元)

5，403，605 2，722，395 50鸿 1，】06，199 20.5 1，575，011 29.1

图书册数 2，700，313 1，101，153 40.8 405，770 15 1，193，390 44.2

每校平均教员数 114 200 63 79

每校平均学生数 661 1，013 495 498

每生岁占费

(单位元)

964.73 83431 807.14

    政府大力扶植国立大学，对私立大学监督限制多而鼓励支持少的现象，并不是1931年的一

个特例。从1932一1946年各年度公私立大学概况比较表可知，1932一1936年间，国立大学校

数占全国大学的比率为31%左右，教员占全国大学师资力量的50%左右，岁出经费占全国大学

。谈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二十年度概况总表》，《全国二十年度各大学之概况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

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了编 “教育统计”，第32一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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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出经费总额的比率，多数年份接近60%。而占全国大学近50%的私立大学，其教员及经费则

始终只占到全国大学教员与经费总数的30%多一点。抗日战争爆发后，省市立大学或因战争停

办.或因费用开始由国家承担而改为国立大学，如安徽大学、湖南大学(1937年7月改国立)、

山西大学、河南大学、广西大学、东北大学、重庆大学 (1944 年改国立)等，因此，省立大学

的数量在1937年以后逐步减少，到 1943年，己没有省市立大学之名。部分私立大学，如南开

大学〔1946年改国立)、复旦大学(1942年改国立)、厦门大学等，也相继改为国立。因此，自

1938年以后，国立大学由原来的L3所逐渐增加到22所，占全国大学校数的比率也上升到50%

以上，其经费占全国大学岁出经费总额的比率也随之大幅上升。1942年时，国立大学占全国大

学总数的比率还未达到 50%，但其岁出经费己占到全国大学岁出经费总额的74.1%:而占全国

大学总数43.9%的私立大学，其岁出经费总额仅为33，788，644元，占全国大学岁出经费总额的

25，9%。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现象，由此可见一斑。

1932一1946年各年度公私立大学概况比较表:。

富硬旦\\
校数及百分比 教员数及百分比 岁出经费数〔单位:国币元)

及百分比

1932年度

合计 4l 100 4，420 100 22，682，910 100

国立 13 31，7 2，365 53‘5 13，002，747 573

省市立 9 220 580 131 2，400，244 10.6

私立 l9 463 1，475 33.4 7，279，919 32.1

冀馨

合 计 40 100 4，853 100 22，178，494 100

国立 I3 32一5 2，635 54.3 12，978，311 585

省市立 7 175 594 12，2 1，970，785 89

私 立 20 50刀 1，624 33石 7，229.398 32石

1934

年度

合计 41 100 4，890 100 24，160，156 100

国立 l3 31.7 2，472 50.6 13，583，508 56.2

省市立 8 19乃 784 16.0 2，767，314 11.5

私立 20 48名 1，634 33.4 7，809，334 32.3

1935

年度

合计 42 100 4，992 100 25，541，224 100

国立 13 310 2，416 484 14，675，204 575

省市立 9 21‘4 902 18.1 3，431，921 13，4

私立 20 47石 1，674 }{33.5 :，434，。。，一
!

{ 29.1

①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文海出版社 1990年版 第十四编“教育统计”，第 14一15 页(总第 1410一1418

页)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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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度

合计 42 100 4，981 100 27，082，365 100

.国立 13 31.0 2，43t 14818 13，550，858 5住0

省市立 9 214 823 16万 4，383，501 162

私立 20 47.6 1，727 347 9，148，006 338

1937

年度

合计 35 100 3，997 100 20，750，938 100

国立 12 34) 2，006 50.2 11，030，387 53.2

省市立 5 14.3 493 12.3 3，526，231 16乡

私立 l8 51.4 1，498 37万 6，194，320 29.9

1938
年度

合计 35 100 4，122 100 20，891，Q80 100

国立 14 400 2，238 54，3 12，986，849 62之

省市立 3 25夕 339 8.2 1，165，459 5乃

私立 l8 34乃 1，545 37万 6，738，772 32.3

1939

年度

合计 37 100 4，344 100 25，058，638 100

国立 15 40乃 2，478 57，0 15，968，634 63一7

省市立 4 10乡 284 6石 1，095，366 44

私立 18 48石 1，582

)

    36，5 7，994，638 319

1940

年度

合计 38 100 5，067 100 36，715，930 100

国立 16 42.1 2，839 56刃 23，567，799 642

省市立 4 10.5 354 70 2，334，238 6.3

私 立 l8 47 .4 1，874 37刀 10，813，893 29)

1941

年度

合计 38 100 5，529 100 56，072，687 100

国立 l6 42.1 3，329 602 36，785，108 65.6

省市立 4 10石 388 70 3，554，620 63

私立 l8 474 1，812 32名 15，732o959 281

1942

年度

合计 41 100 5，945 100 130，472，720 100

国立 20 48名 4，112 69之 96，684，076 74.1

省市立 3 认3 312 5之

私立 l8 43.9 1，521 25.6 33，788，644 259

1943

年度

合计 40 100 6，775 100 286，275，583 100

国立 22 55.0 4，968 73石 167，492，866 585

省市立

私立 l8 45刀 1，807 26.4 118，782，717 41.5

125



纂 博士学位论文

DOCTORAL DISSERTATION

1944

年度

合计 40 100 6，826 100 1，199，366，606 100

国立 22 。55·0 5，028 73，7 861，831，009 71.9

省市立

私立 18 45刀 1，798 263 337，535，597 281

1945

年度

合计 38 100 6，788 100 4，081，517，676 100

国立 22 57乡 5，171 762 2，367，983，579 58刃

省市立

私立 l6 42.1 1，617 23名 1，713，534，097 42

1946

年度

合计 52 100 9951 100 76，087，500，062 10Q

国立 30 57，7 7，837 78名 45，614，424，729 59月

省市立

私立 22 423 2114 21.2 30，473，075，333 40.1

说 明 〔功 岁出经费中，不包括公立学校教职员生活补助费，

(2)1935年及以后学生人数中包括研究生人数.

三、激烈竞争中的自存之道

    国立大学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得到迅速发展，这对中国私立大学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基督

教大学也不例外，并且它还因其外国背景和宗教特色，而受到了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在加世纪

20年代以前，基督教大学与中国教育界的接触非常有限，从很多方面来看它们都处在中国国家

教育系统以外，可视为西方教育系统在中国的延伸。但从加年代后期到30年代，随着基督教

大学相继向中国政府注册，基督教大学成为受中国政府监控的私立大学，它与国立大学之间联

系也相应增多。在大学的国家化运动中，民族主义所体现的“建设”的一面，超过了其“抗议”

的一面。这不仅表现为对基督教大学教育权的收回，更重要的是在地方或私立大学的国立化进

程中，政府大力资助国立大学，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面临这样的局面，

基督教大学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国立大学在各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

分析的，国立大学因为有政府的大力资助，经济实力相对于私立大学要雄厚得多，它所占有的

教育资源远远超过私立大学。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所创办较晚，经费有限，同时带有基督教

性质的私立大学，华中大学采取了以质取胜的战略，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办学特色和在激烈竞争

中的生存之道。正是这种以质取胜的战略，使华中这所起步较晚的大学，逐渐成为华中地区最

好的基督教大学，同时在与众多实力雄厚的国立大学的竞争中也保有一席之地。

    1、“以质取胜”办学政策的确立

    关于华中大学建立的情况，在第一章我们己做过分析，即一方面，中国国内环境及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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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们对基督教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认识，为华中大学的建立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是“伯

顿报告”为华中大学的建立提供了直接推动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华中大学在1924年得以建

立。遗憾的是，这一时期是中国民族主义强烈彰显的时期，非基督教运动蓬勃发展，同时国内

政治局势剧烈动荡。在这样的环境中，华中大学虽然在各方的努力和期待中开学，但创办不过

三年.1927年便因局势影响被迫关闭。

    在华中大学停办的这段时间内，中国的政治形势和教育环境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政治方面，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并逐步趋于统一和稳定。教育方面，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和发展教

育的措施和计划，国立高等教育得到很大的发展，而基督教大学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

这种情况下，关于基督教大学的发展方向问题，成为基督教教育工作们所关注的焦点。他们纷

纷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讨论基督教大学今后的发展方针。吴贻芳于1930年6月发表《基督

教教育之特殊贡献》一文，认为“方今社会一般公立和私立学校，日加发展。而教会学校，际

此时潮，不有特殊的设备，和良好的教授法等，必受天然的淘汰，无可疑义!”为了避免基督教

学校被淘汰出局的命运，她认为今后基督教教育的发展方向应该是重质不重量，重视个人的教

育，因材施教，而不能是批量生产，即“注重个人:学校的人数，无论多少，师生间能多一层

接触，便多一层谅解;所施的教育，也多一层成绩。⋯⋯我们处此危潮，首当从事注意特殊的

个人教育，对于学生的训育和化导，一个一个要特别的注意;要知道今后的基督教教育，是重

在质而不在量的，每一人有一人的价值和性格，我们应视其人而 ‘因才施教’。习杨惠庆在 《基

督教教育之方针》一文中亦指出，“教会所办的学校，可算是开风气之先。但现在的情形，与前

霄壤、一般官立和私立学校，差不多有大部份是 ‘后来居上’。我们基督教教育处此 ‘物竞天择’

之秋，要在社会上有相当的信用和位置，不得不力求进步，日事改良。”基督教学校碍于经济和

人才的限制，无法与公立学校相抗衡，因此应“缩小限围，先就力量所及的界内，务求改善到

于优美的地步。”“抱着 ‘宁缺毋滥’的精神以力求进境”，是杨惠庆为基督教学校开出的在困难

环境下得以自存的最妙药方。。韦卓民在《基督教差会在中国的制度化工作》一文中，从差会在

中国保存其固有成果的角度，分析了基督教高等教育的处境和面临的危机，以及它在今后中国

的出路。韦卓民反复强调，差会目前在中国的工作，应该是巩固固有传教成果，并将其制度化。

他认为对差会来说，只“扩展传教工作而不加以巩固是愚蠢的”。。本此“巩固”方针，无论是

基督教中学还是基督教大学，其发展政策都应该是“少而精”，“集中力量办好几所学校，使其

更具基督教特色”。在韦卓民看来，十三所基督教大学实在是太多了。即使基督教差会能够维持

所有这些大学一这只能是一个奢望，也应当把它们分布的更为合理一些。虽然在中国，“只要现

。吴贻芳:《基督教教育之特殊贡献》，《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6卷第2期(1930年6月)。
。杨惠庆:《基督教教育之方针》，《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 6卷第 2期 (1930 年6月)
匀韦卓民;荣基蟹教差会在中国的制度化工作》，马敏编:(韦卓民荃督教文集》，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

年版，第147页。原文为英文，“Thelnst1tutionaIWorkofchrIstianMissions讥China”.加terna湘月al瓜v烈 of
」荃几泞10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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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高等教育还未发展起来，只要公办高校还在饱受政治动荡的困扰，资金不足、人员短缺的

教会大学就会有事可做。但近几年情形变化，凶兆已经出现。教会大学必须加强巩固，否则只

有被抛在后面。在远东的某国，学生们只有在考不取公办或其他私立高校时才会入读基督教大

学。在目前这场中日冲突之前，同样的情形也在中国大多数教会大学里迅速蔓延。”因此，“巩

固加强是唯一的出路。合并学校的建议也许过于草率，因为障碍太多，但它仍不失为一种办法。

另一种办法是校内巩固，弱系应该放弃，即使确有需要，苟无能力办好，我们还是不应去做。

我们的政策是有限计划和有限招生。”。

    在基督教大学面临严峻挑战的时刻，上述学者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开出了类似的药方，吴贻

芳强调 “注重个人”、“因材施教”，杨惠庆提出 “力求进步，日事改良”和 “宁缺毋滥’，，韦卓

民提出的政策是 “巩固加强”、“少而精’，，具体办法是 “有限计划和有限招生”。他们提出的这

些措施，均可归结为“重质不重量’，。而之所以要“重质不重量’，，实在是因为财力有限，差会

为基督教大学所能提供的资金支持，远远无法同政府为国立大学所提供的庞大资助相抗衡，因

此，基督教大学无力关注到数量，若再不能在质量上有所作为，基督教大学将失去生存的依托。

    实际上，经济困难是华中大学采取“重质不重量’，、“以质取胜”办学政策的最直接经济动

因。关于这一点，韦卓民在《如何成为一所基督教大学》一文中己有论及，“高等教育是花费颇

多的投资，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愈来愈昂贵。水平要提高，效率要增长，人员要加强，图书

馆和其他方面的设备必须得到完善 所有这些都要花钱。”.本来，由教会为基督教大学提供财

政资助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当时中国教会还立足未稳，自己在经济上还不能完全自立，更不

要说为基督教大学提供庞大的经费资助了。因此，只有从其他途径来筹集基督教大学所需要的

教育资金。对基督教大学经费来源问题，韦卓民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为了保证学校的基督

教特色，他对接受政府和其他非基督教机构的资助持保留态度，靠增加学费收入来维持学校生

存也是为他所批评和不屑使用的手段;另一方面，为了基督教大学的自立着想，他也不愿意过

分依赖西方差会的财政支持，而以中国教会的财政能力，又远远无法满足庞大的教育资金需求。

在这重重顾虑和限制条件下，华中大学的经费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既然经费来源有限，那么学

校的规模就不能太大;同时又有国立学校和其他基督教或非基督教的私立学校的激烈竟争，为

了生存就不得不采取“高质量”的办学政策。正如韦卓民所说，“知晓了这些困难，我们的政策

就应当是限额招生的高水准的有限计划，一方面能保证工作得到充足的财政资助，一方面能保

证离校之前，每位学生都能被感化，并在更广阔的世界代表我们。”⑧这些就是华中大学“小规

模”、“重质不重量”办学特色的经济原因。

。韦点民:《基督教差会在中国的制度化工作》，马敏编:《韦卓民基督教文集》，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
年版，第 15生一152页。原文为英文，“Thelnstitutlonajwo比ofChristianMissionsinChina，，，In佗伽 tio月alRe，绝w

of九63‘ions
。F脚cisC从.Wei，“WhatMakesacollegeC丽涌an”，升e。吟 Reco旋，，M毗h1941，p.117.
.F闭 cjsCM.Wei，“WllatM欧亡saCollegeChristian”，八eCh动eseRec。八拒r，Marchl941口.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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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的社会环境、公立教育与基督教教育的发展状况，对华中大学的发展政策起着制约的

作用，但对华中大学的发展政策产生具体影响的，更重要的还是湖北当地的社会教育状况。谈

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国立武汉大学。华中大学与武汉大学同处武昌，且相距很近;它

们同样建立于加世纪20年代;前者为华中地区最好的基督教大学，后者是在华中地区乃至全

国都颇负盛名的国立大学，因此，如果要论及国立大学对华中大学的影响，武汉大学恐怕是影

响最直接和最大的。实际上，正是武汉大学的迅速崛起与蓬勃发展，对华中大学产生了直接的

压力，也对其发展政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正如曾在华中大学长期任教并担任会计主任的

柯约翰在其所著的《华中大学》一书中所说:第一期华中大学开办时，正面临20年代中期的反

基督教学校运动，当时国立大学的教育水平还很低，华中大学与国立大学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但1929年华中大学重新开办时，武汉大学正开始向第一流的大学发展。·⋯ 这年秋季，所有与

华中大学有关的人士都认为，作为一所与一流的国立大学相毗邻的大学，华中大学要想在武汉

取得一席之地，必须相对地控制规模，把重点放在质量而不是数量上。①对于1928至1929年间

华中大学筹备重建时，华中地区及武汉的局势，柯约翰是这样描述的:在高等教育方面，政府

正在实施一项计划，力图使武汉恢复到过去湖广科举考试中心的重要地位。武昌高等师范学院

与外国语学校合并成立了国立武汉大学，当时这所新大学尚局促于武昌的一隅。但是，武汉大

学富有远见的领导者们制定了一个宏大的计划，拟把它建成一流的大学。他们刚刚把武昌城外

4英里处的一大片土地买下来，在那片可以俯瞰东湖的小山上，规划建成一所从一开始就可寄

纳下一两千学生的大学。新校址的建设始于 1929年春，政府为其提供全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这所大学发展很快，不久即成为第一流的国立大学。第二期华中大学的筹建者们认识到，如果

华中大学要在武汉这样的新教育中心藤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强调质量胜于数量，因为五个合作

差会所能提供的资源，远远不足以同政府准备投入的国立武汉大学相抗衡。。

    柯约翰的描述充分体现了武汉大学对正在重建的华中大学的巨大压力，事实也证明华中大

学领导者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下面我们对武汉大学的成立历史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并将其成

立初期的状况与华中大学作一比较，以兹具体说明武汉大学对华中大学的压力。

    武汉大学的历史可追溯至清末的方言学堂，时张之洞督鄂，在武昌城内东厂口设方言学堂，

辛亥首义后改为武昌军官学校。1913年，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在旧方言学堂的校舍中成立。

1922年新学制颁布，规定设二科以上者得称为大学，但设一科者也可称为某科大学，这引发了

专门学校的升格运动，全国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纷纷改为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也于1923

年9月改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1924年秋又改为国立武昌大学。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抵达武

汉，武昌大学陷入停顿。随后武汉国民政府令其改组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并将武昌商科大学、

医科大学等并人该校。1927年3月，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正式开学，但因时局纷乱，校务废弛达

。柯约翰(J，

。柯约翰(I }.
CQe)著，马敏、叶桦译 《华中大学》
CO日著，马敏、叶桦译: 《华中大学》

珠海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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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极点。该年冬，大学院乃决定彻底改组，将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停办，其校舍及图书器具由湘

鄂临时政务委员会暂行保管。。

    飞卯8年7月，大学院决定改建国立武汉大学，并聘刘树祀、王星拱、李四光、周览、麦焕

章、黄建中、曾昭安、任凯南等为武汉大学筹各委员，成立筹备委员会。8月，大学院令筹备

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树祀暂行代理该校校长，并令武汉大学筹建新校舍。9月，武汉大学成立

暂以武昌城内东厂口原址为校舍，设立社会科学院(1929年6月改为法学院)、理工学院(1929

年3月，工学院与理学院分立)、文学院等三个学院。11月。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

成立，议决以武昌城外东湖附近洛咖山一带地基为新校舍地址，由中央及湖北省政府拨付 15。

万元作为新校舍建筑设备费。19引年底，路枷山新校舍第一批工程完工，次年二月武汉大学各

学院全部迁往新校址。②新落成的校舍占地3200亩，全部工程设计，包含有:(一)文、法、理、

工、医、农六学院，大礼堂、图书馆、总办公厅、体育馆、饭厅等巨大建筑物十余栋;(二)男

生宿舍六大栋，女生宿舍一栋;(三)电气厂、工场各一栋:〔四)教职员住宅大小数十栋;(五)

其他零星房屋若干栋;(六)自来水及园林设备;(七)校址内及其旁近纵横马路数十华里。

    1930至1934年度中期业经陆续完工者如下:(一)1931年下学期开始时完成者:理学院三

栋、文学院一大栋、饭厅及礼堂一大栋、男生宿舍四大栋、工厂一大栋、电厂一栋、教职员第

一住宅区住宅三十栋、运动场、自来水厂、实验小学一大栋、建筑设备委员会会所一大栋、校

址内及其附近马路约四十华里、消费合作社、邮政局、洗衣所、诊疗所及商店等零星房屋若干

栋;(二)1931年度下学期结束时完成者:女生宿舍一大栋、教职员第二住宅区住宅三十栋;〔三)

1932年度中完成者:煤汽厂一栋、单身教员宿舍一大栋;〔四)1933年度中完成者:教职员第

一区住宅二栋、教职员第二区住宅二大栋、职员第三区住宅七双栋、农学院办公室二栋、花房

一栋、农具室一栋、工房一大栋、种子贮藏室一大栋:(五)1934 年度中完成者:职员第三区

住宅三双栋、教职员第三区住宅一大栋、图书馆一大栋、农学院羊房、猪房各一栋。其余如工

学院工程、法学院工程及体育馆等计划于1936年暑期中落成。③在这里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

列出武汉大学的建筑工程，主要是想说明武汉大学的庞大建筑规模给华中大学造成的巨大压力.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华中大学。华中大学虽然也将1929年秋至1938年夏这段时期作为其难

得的复校和发展时期，并将政策重点确定为“致力于经费之稳定，设备之扩充”④。但就在毗邻

的武汉大学在政府全力支持下大兴土木之时，华中大学却面临建筑设备不敷使用的困境，并在

19犯年遇到了严重的财政问题。在建筑设备方面，文华校园原有的建筑己不够使用，学校需要

更多的教室和实验室，同时在学校附近为教职工租借合适的住房也越来越不容易。但这还是其

次的，更紧急的问题是如何维持教职员的生活现状。因为经济大萧条，美国圣公会缩减了对华

。菜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民国二十四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第 H一12页
。《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民国二十四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第 12一17页.

③《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民国二+四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第工83一155 页。

。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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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大学的拨款，裁去了中文系一个系主任职位的薪金:理学院的发展也超过了雅礼会的支付能

力，因此雅礼会为了支付教职员的工资与行政费用，而不得不砍掉了仪器、书籍、报刊的购置

费。同时因政府规定要开设军训、党义两门课程，学校不得不从预算中为新增的两门课的教师

开支工资。在这种资金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学校董事会经过长时间讨论，最后只好决定以削减

教职员]0%薪金的办法来应付危机。这时的华中大学处在一个艰难的关口，如果在短期内得不

到进一步的资金支持，华中大学的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不仅将停滞不前.甚至可能从现有水

平滑落下去。而这时的国立大学，尤其是武汉大学规模在迅速变大，力量也逐步加强，如果华

中大学再在办学质量上落后，就不仅无法吸引到公立中学的学生，而且甚至教会中学中质量较

高的学生也会转而去报考国立大学。武汉大学的蓬勃发展与华中大学的岌岌可危，在此时形成

的对比是如此鲜明。

    正在这时，韦卓民校长收到了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讲学邀请，校董会决定让他在出国

讲学的同时，在海外为华中大学募集资金。1934年6月份，华中大学的财政已达到了极糟糕的

状况，学校的资金仅能最低限度地维持1934一1935年度的人头工资，至于书籍、报刊、杂志和

仪器设备，己无力添置。正在这种前景极度黯淡的情况下，中国基金会和国民政府及时地给华

中大学拨了两笔款项。1934年春季，华中大学曾向中国基金会提交了拨款申请，到夏末，中国

基金会批准了华中大学的申请，拨款6，。00元给华中大学购买理科实验仪器。①这时国民政府补

助私立大学的政策也得到落实，华中大学分得18，000元补助经费，。用以聘请教授和购买仪器

设备。这两笔资金解决了华中大学的燃眉之急。韦卓民在美国的募集资金活动也取得了良好效

果，雅礼会同意每年度增加 15万美元的拨款，用于加强理学院的师资建设;复初会妇女布道

会决定每年拨款 1，250美元，以建立和维持一所属于华中大学教育学院的初中，供教育学院的

学生实习;庄斯顿 (Mary E.Jo恤s10n)小姐答应每年捐助5，000美元加强文学院的师资，这笔

年度拨付的捐助一直延续到1950年。庄斯顿(Nl铆EJohnston)小姐的姑妈普罗克特(私lliam

C.Proctor)夫人也捐资3万美元给文学院，以建造一幢行政和教育大楼。1935年他们来华中大

学参观后，又向华中大学捐资11万美元，用于华中大学购买土地或建造教学用房。。有了这些

发展基金，校方开始计划推进和扩展华中大学的校园。首先是努力购置土地，开拓校址。经省

政府核准，华中大学购得了小东门以北至昙华林省立一中以东之废城基、滚基二百余亩，将昙

华林原址与小东门外北端所购新地联成了一片。在此基础上，添建校舍十余栋④。正在华中大学

鸿工沱材，增建校舍，添设院系之时，日军的侵略打断了这一进程。因此，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为止，华中大学武昌昙华林街的校址面积仅300余亩，校舍二十余栋，⑥大多为二、三层之西式

。柯约翰你 LCoe)著，马敏、叶桦译 《华甲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的页。
。(中华教育界》，第 22卷第4期，1934年 8月，第 185 页。

，柯约翰仃.L，C。日著，马敏、叶桦译: 《华中大学》，珠海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03一104 页。
公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4，第 78 页.

。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 54，第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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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房，分别为办公室、思殷堂、博育室、圣保罗堂、颜母室、图书馆、教职员住宅、自来水塔

等。这与武汉大学占地3200亩，动辄数+栋的建筑规模，实在无法比拟。

    师生数量、书籍及仪器设备方面也是如此。以1931年为例，该年华中大学有教员32人，

学生74人，图书46，876册，其中中文书籍16，280册，西文书籍3。，5%册，现有仪器、标本、

模型等设备价值85，。00余元。。而该年度武汉大学有教员94人，学生394人，图书94，150册，

其中中文图书68，300册，外文图书25，880册，②设备价值910，070元。①武汉大学教员人数为华

中大学的近3倍，学生是华中大学的5倍多，己有设备价值为华中大学的10倍多。从1931年

度武汉大学与华中大学的经费表可知，该年度武汉大学的设备费支出更是华中大学的13倍多，

收入亦为华中大学的6倍多。虽然韦卓民曾多次强调大学不能以学费作为主要收入，并且私立

大学中，华中大学的学费收入所占年收入的比例也几乎是最低的，例如1931年，华中大学学生

缴费仅占总收入的63%。这并不是该年的特例，1931一1934年间，各私立大学的学杂费占总

收入的平均比率为25%，而华中大学学杂费仅占年收入的6.8%。普通私立大学中，学费收入高

者如复旦大学、光华大学，其学杂费分别占总收入的87.7%和81.3%;就是在基督教大学中，

华中大学的学费收入也几乎是最低的，学费收入较高者如东吴大学和沪江大学，其学费收入占

到其岁入总额的一半左右，分别为593%和48.9%。④但即便如此，华中大学与国立大学相比，

其学费也是相当高的。还以工931年为例，该年华中大学74名学生共缴学费12，770元，平均每

生缴费172元，而武汉大学的394名学生缴费8，723元，平均每生缴费仅22元，也就是说，华

中大学的学费是武汉大学的近8倍。学费如此之高，而学校规模和设各等方面又远不及国立大

学，如果不能在办学特色和教学质量上有特别过人之处，华中大学的生存状况确实堪优。

1931年度武汉大学经费情况:⑤

收入状况 支出状况

款项 数额 款项 数额

国省库款 1，239，378 傣给费 371，198

学生缴费 8，723 办公费 55，933

租息 26，197 设备费 749，548

捐助款 75，000 特别费 19，076

合计 1，349，298 合 计 1，195，755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r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

④陈能治著:《战前十年中国的大学教育 (192，一1男，)，台湾商务印书馆，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

丙编 “教育概况”，第99一100页.

丙编 “教育概况”，第 弘一乃页.

丁编 “教育统计”，第34一35页。
中华民国七十九年版，第234 页.

丙编 “教育概况”，第54一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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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度华中大学经费情况:。

收入状况 支出状况

款项 数额 款项 数额

学生缴费 12，770 傣给费 119，110

租息 1，320 办公费 18，911

捐助款 179，085 设备费 56，000

杂项收入 8，228 特别费

合计 201，403 合计 194，021

    事实上，对于迟至1924年才初创，1929年又重建的华中大学来说，自其筹备成立始，就

面临着不仅要与国立大学竞争，同时也要与其他基督教大学竞争的局面。1920年代，虽然中国

的局势动荡不安，民族主义与非基督教运动对基督教大学造成了很大冲击，但就基督教大学本

身来说，其整体上己进入较为成熟的时期，亦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有较为稳定的经费来源及生

源，与国外及国内的网络结构已初步构建并逐渐稳固。华中大学此时的出现，意味着她必须打

破部分已建立的网络，将其中的资源整合，并搭建以自己为中心的网络结构。面临这种激烈竞

争的局面，为了吸引差会与相关机构的投资，吸引生源，使华中大学在与国立大学及其他基督

教大学的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华中大学的领导者们决定采取以质取胜的战略，将学校定位为

“小规模’，，以“重质不重量”为办学特色。华中大学评议会曾明确地说，华中大学是一个小的、

高效率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机构，学校的重点放在质量和氛围方面，而不是数量和规模。.校长韦

卓民在1941年给校友的信中也明示:“溯我校草创之初，固以讲究高深学术，培植有为青年，

为人群谋福利为国家增元气为职志。故招生则宁缺而勿滥，教学则重质不重量。诚欲造就真实

人才，以建立坚固之基础，进求无强之发展。惨淡经营，多历寒暑，此种主张从未少渝。”⑧为

保持“重质不重量”的办学特色，华中大学在学校发展政策、教员选聘、学生数量、教学制度

等方面，都作了相关的规定，并切实执行。“本校立案后即致力于经费之稳定，设备之充实，教

学研究程度之提高。选聘优良教员，礼遇有加，限制学生名额，宁缺勿滥，以期符合本校重质

不重量之主旨。为厚植学子之学术基础，特设中期考试、毕业总考等制度，以为全国倡。复采

用宿舍制、导师制，开我国实验高等教育之先声。”④

    下面，我们将通过考察华中大学学生数量、对学生的考核制度、师资水平、教职工与学生

的比例等，来分析华中大学 “重质不重量”的办学特色。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年影印版.丙编“教育概况”，第99一100页，
.总423一蛇4页。

。“P份sident’sReportfor小。丫eax1930·1931”，uBArchives，Boxl64，Folder306s
币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48，第59页.
④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4，第 蛇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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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学生数量与质量

    在“重质不重量”的原则下，华中大学制定了“限制学生名额”的政策，学生数量一直保

持着较小的规模。

    1929年华中大学重新开办后不久，校董事会就规定本校最大招生规模不得超过240人，并

且限定为文、理、教育三个学院，在三院的8个主修专业中为学生提供充足而高质量的课程，

以使学生在毕业时达到教育部要求的学士标准。后来因形势的需要，董事会将最高招生数额增

加到3O0人。校方也颇认可这个规定，认为这是一项明智的政策。“众所周知，学校的资源是有

限的，我们认为，无论如何，我们试图也应该保持尽可能高的教育水准，同时强调在宗教活动、

性格培养及知识增长上保持师生间充分的接触。”①

    事实上，在1945年以前，学校的招生规模从来未达到300人。据统计，1924一1929年，

学生数量约为100名。⑧而从华中大学历年学生与教职工人数统计表可知，1930一1937年，学

生大约为46至174名不等。飞937年秋季，因抗日战争影响，有很多原本要在华东、华北地区

就读的学生投考华中大学，因此该年是 1924一1945年间学生最多的一年，达到244人，另外还

有98名从金陵大学及金陵女大来的难民学生。叭939一1945年，学生大多数时间保持在150名

左右甚至以下，最少时只有88名;只有1944一1945年秋季时超过加0名，为这一时期学生最

多的年份，达到216人。战争后期，学校出于增加毕业生人数、扩大学校影响、保持教师间的

激励与学生间的竞争、增加成本效益、保持师资队伍稳定等方面考虑，决定战后将招生规模从

24。人逐渐扩大到300、500至最后的800人，印但实际上大多数年份学生的人数都在500人以

下，只有两个学期学生人数超过了500人。就教职工人数而言，1924一1929 年，教职工人数都

在30名以下⑤，193。年后数量有所增加，但在1945年前教工的数量从未超过60人。抗战胜利

后，华中大学复校武昌，教职工人数有较快增长，但最多时也不过84人。。由此可见，华中大

学自始至终一直保持着其办学之初确立的 “小规模”的办学特点。这一点是华中大学与其他基

督教大学的不同之处。虽然基督教大学与国立大学相比，规模相对都要小一些，并且很多基督

教大学也都声称自己是小规模办学，但平心而论，后期的圣约翰大学与金陵大学等，很难说还

保持着小规模办学的特点。看到这里，读者诸君可能要问，小规模就一定意味着高质量吗?这

当然不是绝对的，浓缩的不一定就是精华，大规模的学校质量也不一定就低。只是笔者以为，

小规模的“精耕细作”，不仅使学校在选聘教师和招收学生时慎重且标准严格，而且小规模有利

于保持师生间充分的接触，这不仅益于知识的传授及相互间的切磋，同时也有利于保持教师对

①“oevelopmentofHuach以gco1Lege朋erthe认飞rJ’，华中大学档案全宗，
，《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概况》，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40

，“Pre匀d即t’sRePortfortheyear1937一38”，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63:

④“oevelopmontofHuaC加ngCollc罗A阮rthewax”，华中大学档案全宗，
，短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概况》，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 54。
。华中大学历年学生与教职工人数统计表 (1930一1951).

案卷号 5凡

  UBArchlves，Box l64，Folder3068

案卷号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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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直接的身教及人格修养的影响。因曰此，小规模尽管不一定必然意味着高质量，但却为高质

量奠定了基础。至于华中大学的清况究竟是如何呢?笔者希望通过下面的分析考察来回答上述

问题 。

华中大学历年学生与教职工人数统计表 (1930一1951)。

年份 学期 学生人数 教工人数
教工与学

生的比例
教师人数

教师与学

生的比例

1930一 1931
秋季 46

27
1:1.7

2l
1:219

1:2，471:1.92春季 52

1931一1932
秋季 67

33
1:2刀3

27
1:2.03

1:2.421:242春季 80

1932一1933
秋季 102

3」
1:309

26
1:3一92

1:3石9春季 96 1:2月

1933一 1934 39 34

1934一 1935
秋季 139 44 1:3 15

36
1:3，86

春季 117 1:3251:2石5

1935一1936
秋季 163

50
1:326

42
1:388

春季 149 1:298 1二3，54

1936一1937 秋季 174
54

1:3.2
45

1:3，86

春季

19」7一 1938
秋季 244

54

1:4万

45
1:5滩2

1:2夕1春季 131

1938一1939
秋季 163

50
1:3.26

37

1:4.45

1:2夕1春季 108

1940一1941
秋季 88

52
1:1，6乡

春季 91

1941一1942
秋季 149

缺
春季 131

。表格中关于学生的数据来自华甲师范大学档案馆所藏《学生各类情况统计表》，案卷号298，299，300，301，3o2;
President’5户刃nualReports，uBArchives，Boxl64，Folder3o68一3071表中教职工的统计数据，其中1930一1931
来自《华中大学一览》(1931年)，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7.1931一1932，1932一1933年份的出自“president’5

RePortforthe介ar”，uB脉bives，BoxI64·FoIder306淇余的是笔者根据华中大学档案全宗中多份档案及《华
中大学》附录中提供的不同年度机构人员一览表等制作的。



1942一 1943
秋季 152

55

r

1:2‘76
45

1:337

        一
1:2.32春季 128

1943一1944
秋季 150

缺
春季 134

1944一1945
秋季 216

5l
1:423

39
1:5.53

1:4381:3‘35春季 171

1945一1946
秋季 286

缺
春季 254

1946一1947
秋季 447

7l
卜6.2

58
1:77

1:6，621:5冲春季 384

1947一1948
秋季 537

80
1:6.7

60
1:8，95

春季 470 1:7名31:5名7

1948一1949
秋季 572

75

1:7.6

55
1:10.4

春季 469 1;8乃21:6忍

1949一1950
秋季 376

84
1:4.53

61
1:6.16

春季 351 1:5刀51二4之2

1950一 1951
秋季 489

84

1:5，5
61

8.01

春季

    前面我们已提及，华中大学最重要的办学特色是“重质不重量”。为保证此一原则的执行，

华中大学“特设中期考试、毕业总考等制度，以为全国倡。”其中中期考试制度尤为严格。华中

大学的学则规定，“学生在二年级终了，进升三年级之前，一律须参加综合性质之中期考试’，，

中期考试的内容，“包括工具课程国文英文各一场，主系课程二场”。在参加中期考试之前，学

生一二年级四学期学业平均成绩须在六十七分以上。中期考试成绩以六十七分为及格，不及格

者“降至二年级，重受中期考试”。，还不能及格者将被淘汰。这项制度的严格执行，保证了学

生的质量，但同时也导致了数目可观的学生被淘汰。以1929年秋至1932年秋为例，这期间被

录取入学的学生有153名，其中68人通过中期考试正常升入三年级，有20人重修了一年，27

人被淘汰，另有38人因未参加补考及其他原因自动退学。。从上面的数据可知，这期间只有4钱

的学生一次性通过了中期考试，加上重修后通过考试的也不过 57%，因不能通过中期考试直接

被淘汰的学生达 17%，这还不包括间接因中期考试或学校的严格要求而退学的学生。有些学生

。《华中大学学则及学则修改建议》，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65.

.“AstudyofAdmissionstoHuaChungCollege丘oms叩记mberl929toseptember1932”，华中大学档案全宗，
案卷号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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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入校不到一年，便因畏惧学校的严格要求而退学。韦卓民在1935年的校长报告书中指出.

这些年来，新生在第一学期结束时即退学的情况很严重。他认为，除部分学生是因经济困难退

学外，引起这种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是学校各系科高标准的、严格的要求。这使韦卓民感到，

  “当一些新生还不能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做好准备时，保持高水准真是难事”。。事实上，在这

一问题上，华中大学自始至终都处在一种两难选择的尴尬处境中。一方面，学生数量的增加、

学校规模的扩展是衡量学校是否有发展的标志之一，因此华中大学在董事会规定的最高学生数

额的限定范围内，努力扩充生源，增加招生名额;但另一方面，华中大学又希望格守自己高标

准的要求，保持学生的质量，因此引入严格的中期考试等制度，而严格的制度与高标准的要求

使相当数量的学生被淘汰或自动退学。这种两难的困境考验着华中大学，也考验着校长韦卓民

“一些爱挑剔的人竟然指责他过于强调质量，导致在以后的几年里华中大学发展缓慢’!.，小规

模、高质量的发展政策也受到外界一定的质疑，甚至被认为是学校的一个缺陷和弱点。在华中

大学的校务会议中，也几次讨论过中期考试及是否降低标准等问题。但无论如何，华中大学还

是决定坚持中期考试制度，烙守 “重质不重量”的原则及高标准的要求。

    不仅中期考试制度极为严格，就是转学考试，华中大学也严守着质量关。1932年，日军

侵略上海的事件发生后，华东地区局势不稳，一些高校的学生希望转学到华中大学。华中大学

规定这些学生须通过转学考试才能入校就读，但多数人却因华中大学转学考试的严格而无法通

过，因此最后只有12名学生转入到华中大学。曲华东地区的高等教育在当时的中国是发展较快、

较好的，他们的学生照理说也应该具有更高的水平，可即使如此，华中大学的考试对他们来说

也并非易事。华中大学考试制度的严格，以及对学生质量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在格守“重质不重量”的原则及高标准要求的同时，华中大学也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来

缓解“质”与“量”两者间的矛盾与冲突，如从生源着手，努力争取优秀生源，以同时保持学

生的数量与质量。以中国文史系为例，他们认识到 “要扩大优良学生的补充队伍，这工作主要

应从中学开始”，因此规定该系教学人员每年应在有关的高级中学作特别讲学。以便激发学生们

的兴趣，益使高中生懂得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同时为将来华中大学主修中国文史的高中生设置

奖学金;并为他们准备适当的书籍，使他们能理解地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及其他书籍，为以后在

华中大学文史系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④

    对保送毕业生到华中大学的有关中学，华中大学要求他们不仅要将毕业班学生名单及学生

总平均成绩送到学校，同时要求他们将过去两年保送学生的成绩在一年级全斑半数以上者的百

分比送上。华中大学将根据各该中学保送学生在校的表现，确定该校下一年的保送名额。“某校

。“Presjdent，sRe加rtror小c晚ar1934·1935，，，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63;usArchives，日ox164，Fol血门065
。柯约翰(J.L.Coe)著，马敏、叶桦译: 《华中大学》，珠海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2页。

，，·Presid叭t·sReport几r山eve盯1931·1932”，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63;UB Azchives，Box164，Folder3o6s
④’‘MemorandumonPlansfQr比e玉mm“iateFuture峨。r伽e认falintheDep叭mentofChinoseLilelatUreand
History”，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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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送学生之成绩，连续在两年以内，有半数以上居全班成绩半数以下者，该校以后保送学生名

额应予减少;反是者，其保送学生名额得酌量增加。”。

    除以严格的考试制度激励学生努力学习，以及严把生源关以确保学生质量外，在学生平时

的学业上，学校也丝毫不放松要求。根据教育部要求，除党义课、体育课和军训课以外，每个

学生在大学四年的学习中要修满 132个学分。华中大学在严格遵守这一规定的同时，还在中文、

英文和哲学(其中包括作为选修的宗教课程)等方面对学生有特别的要求。华中大学非常重视

学生对中文、英文的运用能力，以及学生在哲学方面的素养，并将其作为入学考试和中期考试

的重要内容，因此，学生在这几门课程上，除了要完成教育部要求的学分外，还要下特别的功

夫和花更多的时间。因此，华中大学学生的学业负担是非常繁重的。其中主修专业所学课程要

占学生四年时间的1/3，辅修课程要花费1/6的时间;中文、英文和哲学部分的课程要占学生

全部时间的1/5。②这三部分课程加起来，就占去了学生70%的时间，同时华中大学对学生还有

实验课、讨论课以及课外阅读课等要求。校方也意识到了这些课程对学生来说是十分繁重的

认为只有那些在进入大学前已有了充足的准备，并且入学后也非常勤奋的同学才能完成上述要

求。在学习之外，华中大学也重视学生的体育活动、其他课外活动，以及宗教活动。尽管校方

认识到学生学业的繁重，甚至韦卓民校长对学生日常生活中太过繁忙也表示同情，但对此也无

能为方。这实在也是当时的现实环境和华中大学自身特点所决定的。一方面，华中大学己向南

京政府注册立案，因此就要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开设符合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课程，以及教育

部制定的符合大学标准的课程;同时，华中大学为了保持与国立大学的竞争能力，也要尽可能

提高自己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准，并保持自己的办学特色，因此又有特别的课程要求。另一方

面，华中大学作为基督教大学，还要保持其基督教特色，因此也开设较多的宗教课程鼓励学生

选修，并鼓励学生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学生要满足学校这几方面的要求，日常生活想不餐忙，

实在也是不可能的。

    随着华中大学在各方面坚持不懈的努力，小规模、高质量的发展政策逐步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这种发展政策开始赢得支持和认可，甚至政府的教育官员们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这种

类型的大学教育的价值，以及它与当前中国社会环境的适应性。1934和 1935年，来自国民政

府教育部的官员们对华中大学进行视察时，都很赞赏华中大学的政策和发展路线，高度赞扬了

小规模、高质量的教育发展类型。。但对华中大学自身来讲，小规模、高质量的政策对学校的发

展依然有着一定的制约，生源方面的措施虽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质”与“量”的冲突，但在

大多数情况下，两者如鱼与熊掌一样不可兼得。在这种两难的处境中，华中大学以“重质”为

取向，始终坚持着“重质”的办学原则，对学生人数则置于“不重量”的次要地位。由此可见，

。《敬启者关于有关中学保送毕业学生升学本校办法》，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 69.

②“President’sReportfortheyear]932一1933”，UB打chives，sox164，Folder3o68.
②‘·P此sident，5欺portfort比yeaxL93435”，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63:UB户Jchives，Boxl“，Folder3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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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质不重量”的办学特色，其选择已难矣，其坚守则更为不易。而其可贵处则尽显于此艰难

与不易之中。

    3、师资队伍分析

    一所学校的好坏，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即为是否有优良的校长与师资。校长和教师的素

质与水平直接决定着该校的管理模式优劣、教学水平高低。就华中大学而言，自1929至1951

年执校长位达22年之久的韦卓民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和教育家，同时是一位“精干而睿智

的行政者’，。。他早年毕业于文华大学，在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更赴美英深造，先后留学于

美国哈佛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及牛津大学等名校，不仅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且表现卓异。

韦卓民在哈佛大学留学期间的业师一哲学家霍金教授〔wi川amE.Hocking)对其有很高的赞誉。

在华中大学任多年教务长的薛世和博士为美国人，他不仅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熟知西方高等

院校的教育体制及管理模式。华中大学的各院院长桂质廷、黄溥、卞彭、骆传芳等均毕业于西

方著名学府，受过良好教育，如桂质廷曾就读于耶鲁、康奈尔，黄溥就读于斯坦福、哥伦比亚，

卞彭就读于哈佛、麻省理工学院，骆传芳就读于芝加哥大学等。由上可知，华中大学的管理队

伍堪称一流，无论是与国立大学还是与其它基督教大学相比，都毫不逊色。

    教师队伍又如何呢?华中大学因规模小，经费有限，因此，以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情始终

是其坚持的原则之一。在此原则指导下，华中大学的机构相当精练，行政人员多由教师兼任，

以上提到的华中大学校长、教务长及各院院长，同时也是教师队伍中的中坚力量。普通教师也

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以教师最高学历为例，1931至1934年教师中有博士学位者占全部教师

的19%左右;有硕士学位者的比例则变化较大，最大时如 1931年是47%，最小时则在25%左

右;有学士学位者的人数则正好与有硕士学位者的人数呈反比例，硕士学位者的人数增多，则

学士学位者的人数减少，反之亦然。②这样的师资队伍，在一切以学位论的今天来看，也许说不

上是多么出色，但在当时来讲，应该说是有着较高的质量与水准的。清华大学当时在全国已是

著名学府，1927一1937年，清华大学教师中有博士学位者与有硕士学位者的平均比例皆为21%，

有学士学位者的比例为 37%。@华中大学与清华大学相比，教师中有博士学位者的比例稍低，

但有硕士学位者的比例则居于优势。并且这一时期是华中大学复校后的草创时期，当时华中大

学的政策是“增聘优良教员，充实教学设备，提高学生程度，树立研究风气”。。在“增聘优良

教员”的初期就能有此师资队伍，实属不易。同时，在“增聘优良教员”政策下，一批后来在

。“骆序”，雷法章主编:《韦卓民博士教育文化宗教论文集》，韶骆序’，，台北华中大学韦卓民纪念馆，中华民国
六十九年，第 17页.

.以上数据是笔者根据多份资料统计得出，资料名称分别为:《私立武昌华中大学一览》(1931年度)，华中大
学档案全宗，案卷号 57:柯约翰(J.L.Coe)著，马敬、叶桦译: 《华中大学》，珠海出版社 工999年版，附录

第 199 页;《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校务会议记录薄》，第十六次校务会议记录，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85;丈私

屯武昌华中大学校教职员一览表》(1934 年)，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275。

。苏云峰著:《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一1937)》，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6页，

④《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概况》，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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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大学发展史上起重要作用的人员纷纷加盟华中大学，如卞彭、黄溥、卞松年、胡毅、包鹭

斌、张资洪等。1936 年，“增聘优良教员，充实教学设备，，的计划逐渐完成。这一年，教师中

有博士学位者的比例提升到28‘8%，①到1937年的鼎盛时期为37夕%。。如果不是后来抗日战争

的爆发，华中大学应该有更大的发展和更美好的前景。然而历史不能假设。1938年抗战军兴，

华中大学奉国民政府令西迁桂林，尽管路途艰辛危险，但大多数教师仍随校迁移，教师中有博

士学位者的比例仍保持在35.工%。②然而，毕竟“战时人才经济俱感缺乏”，因此，1938年后“只

能力图维持原状，难言发展”。④事实上，连维持现状都有一定困难。部分骨干教师如桂质廷等

离开华中大学，个别新聘任的教师因云南喜洲条件极为艰苦，到校不久即离去，因此华中大学

不得不更多地从国内招收大学毕业生。这为以后华中大学教师出身来源的变化打下了基础。1937

年以前，华中大学教师的博士学位全部从国外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也绝大部分从国外大学获得，

这一状况后来一直保持，成为华中大学的传统。但教师学士学位的来源则有较大变化。抗日战

争爆发前，华中大学教师的学士学位较多从国外大学获得;自1937年起，从国内大学获得学士

学位者的人数开始略多于从国外获得者:1938年开始，则是绝大多数教师的学士学位都从国内

大学获得，并且此后一直保持这种状况。这一方面反映了国内教育水平的显著提高，另一方面

也是华中大学更为中国化的表征。1946年，华中大学在颠沛流离八载后返回武昌。尽管如此，

当时华中大学的师资队伍基本上保持良好，人数还比战前有所增加。据统计，该年华中大学有

教员55人，其中有博士学位者15人，硕士学位者14人，有学士学位者26人。。虽说人数比战

前有所增长，但有博士学位者的比例则下降到272%。尽管如此，这样的比例也不能算低，并

且在1948年即迅速恢复到33，%。。由上可知，华中大学的师资队伍从整体上说一直保持着较

高的质量与水准。

    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一所大学保持高质量教学的必要条件，同时教职员与学生的比例也是

衡量一所大学教学质量的标准之一。必须有充足的师资设备，才能为学生提供足够的受教育机

会。在华中大学这样一个提倡家庭化办学，并素以家庭化著称的学校，考察其师生比例就尤为

重要 。

    从前面华中大学历年学生与教职工人数统计表中可知，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 工930一1936

年间，华中大学教职工与学生的比例大多数年份都在1:3左右，其中1930一1932年尤高，大约

在1:2左右，有时甚至是 1:1.7。也就是说，每位教工平均仅负责2到3个学生。这样的师生

比例似乎高得有点过头，有人力资源浪费之嫌。这一方面是华中大学强调师生间充分接触及家

。依《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教职员调查表》统计得出，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275.
.依 《私立武昌华中大学廿六年度第二学期教员一览表》统计得出，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275。

③《迁桂专科以上学校二十七度概况调查表》，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 275.

④《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概况》，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40

，《华中大学前途之展望与规划》，《韦卓民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20 页.

。依 《私立武昌华中大学三十七年度教职员名册》统计得出，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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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化办学的政策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学生数量太少。1930一1932年，华中大学才重新开办

不久，学生不足100人。1932年后.学生数量大幅度增加，教工人数虽也在逐渐增长，但不及

学生增加的快，因此教工与学生的比例减小。但从总体上讲，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华中大学教

职工与学生的比例都是比较高的。只是在1937年秋，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吃紧，华中地区的

形势暂时还不算危急，因此华中大学的学生人数反而激增，教工与学生的比例迅速增加到1:450

值得一提的是，在1937一1938学年，从学术交流上来说，是华中大学非常态但极为璀璨的一年。

因上海与北平的战争情况，许多文化界领袖聚集武汉，如谢婉莹(Hsieh叭/an一ying，或Ping叭ng)、
蒋廷献、卜凯、梁漱溟、司徒雷登、吴贻芳等，他们在华中大学举行了多场演讲。正如校方所

认识到的那样，这些文化名人的造访及演讲，对华中大学正常的教学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因此，该学年尽管教工与学生的比例与战前相比有所减小，但众多文化界领袖的演讲则使学生

们受益匪浅。飞938至1945年，因战争形势影响，华中大学辗转迁徙广西桂林、云南喜洲等地，

大多数教职工都随校西迁，因此教工数量变化不大;但学生却因种种困难，只有部分随校迁移，

加上迁移后华大处在偏远的西南，与原来的主要生源所在地华中地区相隔甚远，导致生源不足，

学生数量下降，因此教工与学生的比例又回复到战前早期的情形，比例最大时甚至达到1:169。

后来随着云南籍学生逐渐增多，这种情况才有所变化。战争后期，华中大学制订战后发展计划，

决定扩大招生数额，同时将教师规模逐渐扩展到53、63、72人。“因此，在1945年后，华甲大

学的教师与学生人数都有明显增加，但显然教师的增加未能与学生的增长相平衡，这导致了战

后教师与学生的比例与战前相比明显减小，最少时达到 1:7.6。尽管如此，这样的师生比例与其

他高等院校相比，仍是很高的。以清华大学为例，据苏云峰先生的研究，在1912一1927年，清

华大学教职员与学生之平均比例为 1:10.4，而这样的比例在当时是备受批评的，社会上认为清

华“学生过少，教职员工过多，形成一种资源浪费”。叭928一1937年是清华大学的“突飞猛进”

时期，但其历年师生比例仍不如华中大学(具体数据见下表)。同时，这种比率依然被认为是一

种人力浪费，受到舆论批评。。由此可见，华中大学的教职员与学生的比例应该算是很高的了。

这种高比例有利于师生间的密切接触，保持其家庭化办学的特点，也与其“小规模”“高质量”

的办学特色相符，同时也是华中大学执行 “宁缺勿滥”政策的结果。

清华大学历年师生比例:⑥

年度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师生比 1:5.4 1:3，3 1:3刀 1:33 1:4.2 1:4.8 1:4.1 1:5沸 1:6，2 缺

‘p“President，sRePortforthe价ar1937·1938，’，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63;皿 2七chives，Boxl64，Folder3O68
。“oevelop毗ntofHuachungcoLlc罗A找引thew曲1，’，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8·
劲苏云峰著:《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 〔1911一1929) 一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专刊，民国八十五年出版。

。苏云峰著:《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 〔1928一1937)》，北京三联书店 2001年版，第 116页、137页。
⑤苏云峰著:(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 (1928一193，)》，北京三联书店 2001年版，第 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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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华中大学从学生与教师数量来讲，绝对是一所小规模的大学。但从其

对学生的考核制度、师资水平、教职工与学生的比例等方面来讲，华中大学则丝毫不亚于当时

的名牌大学。这正体现了华中大学“小规模高质量”的办学初衷与“重质不重量”的办学特色。

正是这种以质取胜的战略，使华中这所起步较晚的大学，逐渐成为华中地区最好的基督教大学，

同时在与众多实力雄厚的国立大学的竞争中也保有一席之地。反观21世纪的今日，各高校不遗

余力地扩大招生规模，同时高校合并成风，媒体上时有关于“航母式”学校的报导，而一些学

校也以此自豪。抚今追昔，感叹之余更多的应是反思。

    当然，作为一所基督教大学，华中大学尽管努力提升其办学水平，但并不期望将学校办成

世界甚或国内一流的大学，而是牢记其基督教的办学宗旨，因为只要这样才算是达成了基督教

高等教育的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基督教大学普遍进入恢复和重建时期，不少基督

教大学提出了宏伟的重建计划，在此情况下，韦卓民于1946年2月作了《为中国教会培养有学

识的领导人一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前景》(“肠ainingEducatedLe胡ershipror山echurchinchina”)
一文，提醒基督教界对基督教高等教育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并且要始终不忘中国基督教教育的

目标，即为中国教会培养有学识的领导人。“对基督教高等教育来说，最需要的莫过于人们对未

来更加清醒的认识。我们在建立类似英国的牛津、剑桥或美国的哈佛，耶鲁那样的私立大学吗?

如果是这样，我们在中国能有十三所这样的大学吗?充足的来源将是什么?或者，也许我们应

当少点雄心而满足于开办一些类似美国教会学院的大学。”我们始终都要明白什么才是基督教高

等教育的目标。我们当然不应只满足于继续培养技术人员，因为这并非我们的专职，另外稍微

改善一下几百人的生活也不能算是我们的成功。瞄准大学作为教育机构可能实现的最高标准，

也不应当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因为对基督教大学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要忘了我们的特殊贡

献，即处理问题的基督教态度。除非向我们的学生反复灌输这一点，否则我们就失去了开办基

督教学院的目的。”。因此，对韦卓民及他所主持的华中大学来说，尽管提升办学水平是很重要

的，但这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终级目标则是为中国贡献基督教精神，学校的一切最终都是要

为这个目标服务的。

四、本章小结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为了改变北洋政府时期教育官僚化的弊病，曾厉行改革教育制度，

在蔡元培等人的推动下实行大学院与大学区制。然而，大学院与大学区制希望超然于政党，使

教育独立于官僚政治之外的目标.与国民政府训政时期 “以党治国”的原则和党化教育的宗旨

悖离太远。因此，大学院与大学区制实行不久，就在各方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下以失败告终。

    教育国家化政策随之出台。1929年3月，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国

。韦卓民:《为中国教会培养有学识的领导人一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前景》，马敏编:《韦卓民基督教文集》，香港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年版，第1必一166页。原文为英文，“TralningEducatedLeadershipforthech也比in

China”，打印本藏于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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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育”的名称，指出今后要矫正从前教育上放任主义之失，而代之以国家教育政策，使教育

合于训政之要求，并创造一个三民主义化的国家。也就是说，国家教育政策的主旨，是将整个

教育纳入到国家行政体系之中，使教育服务于国家的三民主义建设。要使教育服务于国家建设，

除了在教育中贯彻三民主义精神外，还必须充实教育内容，提高教育水平，以养成国家所需要

之国民与人才，从而发展国家所需要之科学与文化。在这样的教育政策下，国民政府制定的高

等教育方针，是主整理充实，以求提高质量，而不主增加数量。

    在此方针指导下，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和章程，对大学的院系设置、行政与师资、

经费与设备，以及学生考核等，进行统一规范和整理。这些措施也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大学

数量得以有效控制，与此同时，大学实力却得到很大增强，高等教育水平由此得以大幅度提高。

在北洋政府时期一直存在的严重的教育经费短缺问题，这时也得到了妥善解决，并出现了1932

一1937年间短暂的教育学术黄金年代。后因抗日战争爆发，教育再度陷入困境。抗战胜利后，

国民政府又在教育文化经费上做过一定的努力，如以宪法规定:“教育科学文化经费，在中央不

得少于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虽然这一标准自始至终也未能达到，但却依然起到了促进教育文

化经费增加的作用，并由此促进了大学教育的发展。在政府整理充实高等教育政策下，获益最

大的是国立大学。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立大学的发展远远超过了省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其

在数量、师资、经费、设备等各方面都处于优势地位。

    国立大学的迅速发展，给私立大学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基督教大学也不能例外。西

方差会所能为基督教大学提供的经费资助，远远无法同政府为国立大学提供的庞大资助相抗衡。

面临这样的局面，基督教教育家们为基督教大学开出了重质不重量的药方。华中大学因创办较

晚，而基础相对薄弱，同时，不少差会也因已经有了长期的资助目标，所以对华中大学的经费

支持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校长韦卓民又不愿靠增加学费收入来维持学校的生存，对接受非基

督教机构的资助也持保留态度。因此，相对于其他基督教大学来说，华中大学的经费益形困难。

另外，与华中大学相毗邻的武汉大学的迅速崛起与蓬勃发展，更是对华中大学造成了直接的压

力。武汉大学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庞大的建筑规模，与华中大学的经费支细、建筑逼仄、设备短

缺形成的对比是如此鲜明和强烈，如果这不使华中大学感到自惭形愧，也使其感到岌岌可危。

但也正因为如此，华中大学才更坚决地采取了以质取胜的战略，更彻底地执行着 “小规模”和

“重质不重量”的办学政策。

    华中大学自1929年重新开办起，就一直坚持其 “重质不重量”的原则。在招生上，采取宁

缺勿滥的政策，限制学生名额，使学生数量一直保持着名符其实的“小规模”。同时采取严格的

中期考试制度，淘汰不合格学生，确保学生质量。在师资方面，学校尽力选聘在海内外著名学

府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并努力保持教师与学生的高比率，以使学生在与教师的充分接触中，

得到更健全的发展。正是这种以质取胜的战略，使华中这所起步较晚、基础薄弱的大学，逐渐

成为华中地区最好的基督教大学，同时在与众多实力雄厚的国立大学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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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

    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是与中国社会的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世纪中后期中国社会的变

化为基督教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使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土地上得以建立和发展，而

基督教大学反过来又促进和推动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加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状况

与19世纪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这一时期主要是基督教大学顺应中国社会的变迁，调适自己以

取得生存和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一顺应和调适的过程中，有两个因素对基督教大学的发展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它们分别是西方差会和中国政府。在本章中，将在回顾近代中国基督教大

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具体分析基督教大学与西方差会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口

一、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基督教大学的发展

    19世纪中叶，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中国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向西方学习的

重要性，并发出“改科举”、“采西学”。的呼声。他们还努力排除各种阻挠，将此兴学思想付

诸实践。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的土地上不仅出现了一批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和军事技术的

专科学校，而且出现了像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等新式学校，中国新式教育之河由此开启。

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改科举、兴学校第一次以政府诏令的形式出现。在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发

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京师大学堂也由此得以建立，一批新式学堂应运而生。进入加世纪以

后，广兴学堂以培育人才成为举国上下的普遍呼声。顺应此革新潮流，清政府在新政中将改革

学制作为一项重要举措，采取了从“变通科举”到“废除科举”和倡办学堂、奖励留学的一些

措施。壬寅、癸卯学制相继颁布，在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被完全废除，中国新式教育

得以迅速推广。新式学堂数量和学生人数成倍增长，到1909年，全国新式学堂己达59，177所，

学生1，639，921人。。在高等教育方面，则有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南洋公学等。当然。从总

体上说，清末还只是新式大学堂的初兴时期，学堂数量少，规模小，学生数量也很有限。

    工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进一步规范新式教育，颁布了一系列学校令，如小学校令、中学

校令、大学令、专门学校令、师范教育令、实业学校令等，对学制进行改革，是为壬子癸丑学

制。壬子癸丑学制以道德教育、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美感教育取代了清末忠君、尊孔的教

育宗旨。尽管壬子癸丑学制是一个进步的学制，但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了明显的缺点。为了

使中国的新式教育体制更趋完善，教育界进一步推动政府对学制进行改革。1922年，北洋政府

颁布壬戌学制，或称“新学制”，以取代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吸取近代以来中国教育改革的

。冯桂芬:了改科举议》(186]年)、《采西学议》(1861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神州
国光社 1953年版，第 玲一22 页;第26一28 页.

。学部总务司编:《光绪三十三年分第二次教育统计图表》，文海出版社 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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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同时适应社会在教育改革方面的要求，以“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

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绅缩余地”等

为指导原则，对教育体制作了更适合中国社会发展和更科学、更符合教育规律的改革。壬戌学

制的颁布，基本统一了全国的教学秩序和教学内容。此后，中国的新式教育体制基本稳固下来，

这一学制也一直延用到 1949年。在学制改革的过程中，中国新式教育得到了蓬勃发展。从1912

一1915年，全国新式学校由57，272所增加到129，739所，学生由2，933，357人增加4，294，251人，

岁出总额由原来的29.667，803元增加到37，4o6，212元。大学因基数较小，所以增幅也最大。大

学校数由4所增加到10所，学生数也由原来的2，。76人增加到3，458人。到1922年，全国各级

各类学校更增加到17，万所，学生人数达662万人，教育经费总支出达到5，942石万元。

    中国新式教育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新式学校的蓬勃发展，给基督教教育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和

挑战。在20世纪以前，基督教教育在中国新式教育中占绝对重要的地位，基督教学校学生人数

远多于公立学校学生人数。但到20世纪以后，中国公立学校在学生数量上逐渐赶上并超过了基

督教学校的人数。1906年，公立学校学生人数已为基督教学校学生人数的3滩倍多。到中华民

国成立后的1912年，公立学校学生人数为2933，387人，是基督教学校学生人数的21倍多。1915

年，公立学校学生人数达4，294，25飞人，是基督教学校人数的24倍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传教

士教育工作者们开始意识到，基督教学校如果想保持对中国公立学校的竞争力，就必须加强师

资和设备建设。为此，就需要联合多个教派的力量，集中力量办学。基督教教育的发展趋势，

也由此开始了从各差会独立办学向多个差会合作办学的转变。在高等教育方面，各差会协商对

原有基督教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合并和调整。到1920年，主要的基督教大学如燕京、齐鲁、沪

江、圣约翰、东吴、岭南、金陵、之江、华西协合、福建协和、华南女子等学校的调整基本完

成，华中大学的调整虽未结束，但主干也已成型。基督教教育由此形成了一个以小学、中学、

大学三级教育为主体的较为完备的教育体制。

    二十世纪早期，对中国基督教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二个因素是“非基督教运动”。1915

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向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提出公开挑战。

1919年兴起的五四运动，又将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推向高潮。在这两股潮流的影响下，身兼

“帝’，、“封”的基督教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片由是爆发。

在“非基督教运动”中，基督教被指斥为帮助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掠夺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

级的恶魔和英、美、法等国侵略中国的“先峰队’，。这场运动虽然持续的时间不长，但却对基督

教会和基督教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非基督教运动”发生之后，基督教

教育界开始对基督教教育进行反思。他们己初步认识到，如果基督教教育希望在中国的土地上

长久存在，那么它必须向中国化的方向发展。

。关于公立及基督教学校学生人数，见 1912一1915年全国学校数、学生数、岁出数比较表及 1903一19lQ年度
政府 〔新式)学校学生人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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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着“非基督教运动”兴起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其声势更加浩大，它的矛头直指基督

教学校，并且目标也更加明确，即收回教育主权。在这场运动中，学生们广泛地动员和组织起

来，他们采取罢课、示威游行等手段进行直接斗争，支持和领导这次运动的知识分子们则在各

种会议和刊物上发表意见，并以其影响力敦促政府采取实质性行动。在学界的压力下，北京政

府于1925年11月16日公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要求基督教学校接受中国

政府监督和管理，学校名称冠以私立，学校管理权逐步交回给中国人，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

宗旨，并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但因为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政府无力顾及教育问题，而基

督教教育界又多采取观望态度，所以这些规定并未得到实际执行。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重新将基督教学校注册问题提上日程，颁布了较北京政府的

  “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更为严格的《私立学校规程》。该规程不仅规定私立学校的

校长由中国人充任，不得强迫进行宗教活动，而且规定教育部有改选校长之权，即要求校长的

选任必须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另外，还规定校董事会中外国人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且董事会

主席须由中国人充任。同时还限令立案最后截止时间为1932年6月底。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强大

压力下，面临要么注册，要么关门的抉择，大多数基督教大学最终选择了与政府合作，向教育

部注册立案。注册立案的实现，标志着基督教大学形式上中国化的完成。

    与中国化要求相伴随的，是中国政府和社会对基督教大学世俗化的要求。在“非基督教运

动”、“收回教育权运动”，以及北京政府的注册立案条例中，世俗化都是与中国化同时提出的。

南京国民政府则在限制基督教学校传播宗教、要求基督教学校世俗化的同时，还提出了“党化

教育”的宗旨，企图将党的主义和主张融合在教课中间，灌输到学生的脑海里，并由党的机关

主持和指挥教育事业。在此世俗化的压力下，基督教大学在办学目标、院系和课程设置方面进

行了一定调整，以顺应政府和社会的要求。

    不仅中国自发产生的社会潮流对基督教大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外力侵入下中国社会

所经历的危难，对基督教大学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战争使基督教大学与中国社会的联

系更加紧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基督教大学与中国其他社会组织一样，也经历了抵御外侮

和迁徙流亡的艰难岁月。他们或留守“孤岛”，或奉政府令辗转迁徙西南大后方，与中华民族一

起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潮流中。因为只有中国得以生存。基督教大学才有生存的希望。两者

的命运在此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基督教大学虽然因战时形势维艰而被

限制了发展进程，但也因为战争阻隔了西方差会与基督教大学的联系，基督教大学的中国化在

这一时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在师资还是行政管理上，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数量和权力

都得到了加强。抗日战争胜利后，基督教大学相继回迁复校，西方差会与基督教大学的紧密联

系也逐步恢复，并再度加强了对基督教大学的控制，中国化的进程也随之缓慢下来。但世局是

如此变幻莫测，在此后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中国政治局势发生重大改变，基督教大学也因此被

完全地纳入到中国教育体系内。随着这一“彻底”“中国化”的实现，基督教大学也因失去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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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而不复存在。至此，基督教大学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联系也划上了一个句号。

    可以说，中国基督教大学的命运，始终是与近代社会变迁的大环境联系在一起、随着时代

的波涛载沉载浮的。它因中国社会的变化而建立，应中国社会的要求而改变，随中华民族的命

运而迁移，最终亦因中国社会的变革而终结。

二、依赖与疏离:基督教大学与西方差会的关系

    基督教大学与西方差会的关系较为复杂，一方面，基督教大学是在差会的资助下建立的，

其后来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差会的资助，因此它在经济上对差会有很强的依赖性:但另

一方面，基督教大学是作为中国的教育机构存在的，因此，在管理上，基督教大学希望尽量摆

脱差会的控制，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政策。基督教大学与支持差会的关系，尽管在不同时期

有不同的变化，但从总体上说，可概括为经济上的依赖与管理上的疏离。

    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大多数是从小学、中学、学院这样逐步发展来的，追溯这些学校的建校

起源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是由西方差会和传教士发起，并由他们资助和支持的。

20世纪以后基督教院校的合井和调整，虽然说其推动力来自于中国迅速发展的公立学校的竞争

和挑战，但最终的决策权依然在差会手中。正是在各差会反复磋商的基础上，才实现了对原有

基督教院校的调整，并最终建立了十三所有较高水准的大学。也就是说，无论是早期的基督教

小学、中学和学院，还是后来的基督教大学，都是由西方差会根据自身的意愿在中国建立的。

换句话说，西方差会是中国基督教大学的缔造者，两者以后的一切关系，都是在这一基础上展

开的。

    作为发起者和建立者，西方差会对基督教大学的经费资助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以华中大学

为例，从1924年学校建立到1951年止，华中大学的经费收入绝大部分来自西方。在注册立案

前和抗战期间，华中大学的经费则几乎全部来自于英美合作教会的资助。注册立案后的1935一

1938年间，来自本地的收入有所增加，教育部、湖北省政府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等开始

向华中大学提供少量的设备补助费，同时学费收入也有一定的增加。但这在华中大学的收入总

额中，仍然只占很小的比例。多数年份来自教会的资助都在80%以上。到1951年新中国中央

教育部召开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以后，华中大学只接受英国教会 5%的津贴，其余经

费则由教育部补助。至此，华中大学绝大部分的收入开始来自中国，但这同时意味着华中大学

作为一所基督教大学的终结.

    华中大学如此，其他大多数基督教大学也与华中大学的情况类似。即，在成立初期，学校

经费几乎全部依赖西方差会资助;在注册立案后，政府开始给予一定的补助，学费收入也逐步

增加，但从总体上说，西方差会的资助仍是其主要收入来源。当然也有个别学校例外，如东吴

大学和沪江大学，在 1931一1934年间，它们的平均学费收入已分别占到岁入总额的 593%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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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但即使如此，来自基督教机构的收入也仍然占一半左右，是学校的重要收入之一，并

且这还不包括差会支付给西教员的薪金。基督教大学在经济上对西方差会的依赖，由此可见一

斑 。

    既然西方差会是基督教大学主要的财政支持者，那么由它们掌控基督教大学的行政管理和

发展政策，也是势所必然的.正如韦卓民所说，学校的决策权是控制在那些握有钱袋者的手里

的，韶谁掌握了资金，谁就能控制政策”，“世界上不会有哪些人或团体，平白无故地给我们钱财

而不告诉我们怎么去花费。’，②基督教大学筹设期间和成立初期，学校的管理权几乎完全掌握在

差会手中。韦卓民曾抱怨说，在飞926年以前，中国13所基督教大学中，校长和其他重要的负

责人，几乎全数是外国人，就是一般的教职员当中，中国人比较有地位的也占少数。他还举例

说，1924年2月各基督教大学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举行基督教大学会议，到会代表将近250人，

而中国人只占五分之一。在这次会议之后，大家都认为引起这种状况的原因，不是各基督教大

学缺乏中国籍入材，而是在学校负责的外国人，不肯尽量地罗致和信任之故。⑤

    就教师构成来看，因为西方差会对学校的援助很大一部分是人力上的，因此早期基督教大

学的教员大多数来自西方。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教职员数量虽有所增加，但在大多数基

督教大学，外国教师的数量仍多于中国教师。当时十四所基督教大学外国教师的总数为265人，

中国教师的总数为229人，两者的比率约为1，2:1。在有些学校，外国教师的数量甚至是中国

教师数量的四、五倍之多，如金陵女子大学和雅礼大学。在教师报酬方面，外国教师的薪水也

远远高于中国教师，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团通过对圣约翰大学、岭南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

学、金陵大学、之江大学等学校的调查指出，在基督教大学中，外国教师的平均薪水为每年

3，112.50元，中国教师的平均薪水为每年1，。96元，④外国教师的平均薪水几乎为中国教师薪

水的三倍。

    这种状况显然是基督教大学的中国籍师生所不满意的。因此，对于收回教育权运动中提出

的对基督教学校的诸多批评，他们也持认同态度。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认为，西方差会在华工作

人员享有的特殊权利，是到了应该彻底加以检讨的时候了;基督教学校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是

适应时代的要求。1925年北京政府的“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出台后，中国基督教

教育界对此办法的前四条非常赞同。华东教育会认为，“教会设学，既为华人谋利益，自应遵重

中国主权，采取法定标准，而受政府监督指挥。”因此，他们通过议案，“催促各校，即日实行”，

同时“又设法使管理学校之权，多移交于华人。”还有人认为，教育部没有将各校校长“骤易本

国人”，而是采取一种过渡办法，即若校长原系外国人，则由中国人任副校长，以后再逐步过渡

①陈能治著:《战前十年中国的大学教育 (1927一1937)，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七十九年版，第234页.

。Franc丘sC从，wei，“whatMakesaco]legechristi助”，刀绍Ch伏es。雁co比距r，M歇ch1941，p.117.
⑧韦卓民:《四十年来我国基督教的高等教育》，马敏编:《韦卓民基督教文集)，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2000

年版，第 171一172页，原载 《余陵神学志》，1950年，第 50一54 页。

④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编:成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商务印书馆 1922 年版，第 3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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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基督教学校的校长完全由中国人担任，这项办法实在是太宽大了:关于第四条董事会中本国

人应过半的规定，也不是故意与西教士为难，而无非是为了保障本国人的平等权利，同时也为

杜绝外界对基督教学校“洋化”、“不爱国”的批评。。基督教教育界内部既然己持这种态度，也

难怪社会舆论不满意北京政府的此项办法了。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出台了更为严苛的

  《私立学校规程》，要求:私立学校如系外国人设立，其校长或院长，须以中国人充任:学校行

政，由校董会选任校长或院长完全负责。⋯⋯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如认为校董会所选任校长或院

长为不称职时，亦得令校董会改选之。另选仍不称职或校董会发生纠纷，以致停顿时，得由主

管教育行政机关暂行选任:有特别情形者，得以外国人充任校董，但名额最多不得超过三分之

一，其董事长或校董会主席，须由中国人充任。②与以前的条例相比，这次规程不仅规定私立学

校的校长由中国人充任，而且规定教育部有改选校长之权，即要求校长的选任必须得到中国政

府的认可。另外，还规定校董事会中外国人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且董事会主席须由中国人充任。

教育部还限令立案最后截止时间为1932年6月底。

      从此，基督教大学的注册立案进人到实质性的操作阶段，基督教大学与西方差会的博弈也

由此开始。中国基督教大学的领导人们已经认识到，基督教大学必须作为一个注册机构而存在，

否则就得关闭。但大洋彼岸的支持者们对此显然并没有充分的认识，他们对中国政府的立案条

例也并不满意，因此，在制订学校的立案章程时，基督教大学的领导人与西方的设立者们常常

有分歧。这使基督教大学的领导人们非常焦急，韦卓民在写给设立者代表之一Dr.Edward H.

Hume的信中，恳切地请他就华中大学的章程计划问题与设立者会进行沟通和磋商，他说，“我

希望你尽最大努力使纽约的人们明白:在我们的建议中，已仔细考虑了事情的每一方面，并且

为满足设立者会的愿望作了每一个可能的让步。就我个人来讲，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想在处

理好与政府的关系和保证学校继续运行方面不发生严重困难的话，我真不明白我们该怎样再向

后退一步。”③
    但无论如何，西方差会及其国内总部在基督教大学必须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这一问题上，

总算达成了共识。而在立案的具体形式上，双方尚需要一番博弈。在校长任命问题上，教育部

规定私立学校校长必须由中国人充任，这是为中国基督教大学的领导者们所欢迎的，对于他们

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一方面是藉政府的规定实现了多年的心愿，另一方面也得到了一

方施展自己抱负和才华的舞台。西方差会对此规定当然是不太满意的，但它们既然无法改变政

府的规定，那么就只有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维护自己的利益，如选择与其关系最为密切，同时

对其利益最可能有所助益的人来充任校长。这样的人除了要有杰出的才能外，通常还应该是从

本所荃督教学校毕业，并且在信仰和宗派上也应该归属于支持差会，因为他们已经在本校受过

刘廷芳:‘会长的使命:为注册事致甚督教教育界书》，《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2卷第 1期.
阁教育部:《私立学校规程》，《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5卷第3期。

。韦卓民给 D亡5.H.Hume的信 〔1930年 ，月17 日)，华中大学档案馆藏，1512 〔分类号)，01 〔案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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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浸染和熏陶，对学校的传统和支持差会的宗旨有着深刻的理解，所以在以后的工作中可

能会更好地代表差会的利益和执行差会的政策。但是，即使对校长的任命设置了上述诸多限制，

也并不能保证中国籍校长一定会维护差会的利益，因此，差会通常还会在校长之下任命由西方

人担任的副校长或教务长，对校长进行犁肘。

      强调私立大学校长由中国人充任的同时，教育部还规定，校董事会中外国人不得超过三分

之一，且董事会主席须由中国人充任。根据此项规定，基督教大学必须对原有的理事会进行改

组。因为原有理事会通常是由各资助差会的代表组成，理事会中绝大多数是外国人，理事会主

席也由外国人担任。而要符合中国政府的注册规定，就必须大大增加中国人在理事会中的数量

并以中国人为理事会主席。基督教大学的中国领导者们对此当然是非常支持的，因为这可以有

效地保证中国人在基督教学校办学和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学校最大可能地按照中国人的意

志来办理。但西方差会及其国内总部对这样的改组显然是很难接受的，因为这样的改组不仅意

味着西方差会对学校控制权的大大削弱，而且还可能因为中国人不能更多地代表差会的利益，

不能充分地理解差会的办学宗旨。或不能很好地执行差会既有的方针政策，而使基督教大学失

去其原有的基督教特色和传统。若想在两者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就必须制定一个既能符合协作

差会的利益，又能使基督教大学得到政府认可的组织计划。基督教大学与西方差会两方协调的

结果，就是实行校董会与设立者会并存的双重管理体制，即在西方成立由协作差会的国内总部

代表参加的设立者会，同时在中国成立主要由协作差会的代表以及其他有关的中国教会和团体

的代表组成的校董事会。设在中国的董事会是根据 《私立学校规程》的规定进行组织的，校董

会中有三分之二的代表是中国人，董事会主席也由中国人担任。关于设立者会和校董会的关系，

华中大学的组织大纲中明确规定，“本大学以校董会为其设立者之代表，负经营及维持本大学之

责任”。①既然校董会是代表设立者会经营学校的，它的主要任务自然是根据设立者会的意愿制

订大学的发展计划和管理政策，并监督大学实施。事实也确实如此 中国校董会的职责总的来

说就是经营学校，如选任或改选大学校长和会计主任，监督大学的开支，审核大学的年度预决

算。并报设立者会和合作教会批准，议决教职员的聘任和晋升等。②而西方设立者会则掌握着大

部分行政权力，一切重要政策的决定均需得到它的同意。如校长的任命名义上虽有校董会任命，

但校董会须在六个月前将校长提名提交给设立者会，以取得它的同意;大学的预决算在校董会

审核后也须提交给设立者会批准;在设立者会的年度会议上，校董会要向设立者会详细汇报大

学的运行情况，并将其报告与大学校长和学校其他主要负责人的报告一起提交给设立者会。值

得注意的是，因会计主任职责重大，对其任命也是极为重视的，他与校长的任命一样，需要校

董会在六个月前将提名提交给设立者会，以取得他们的同意。通过这种改组，基督教大学既满

①《华中大学组织大纲》，《二十二年度私立华中大学一览)，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7: outlineof
constitut，onofHuaChungcollege，，，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6。
。‘。constitutionofth。Boarct ofDirectorsorHuach助gcollege，，.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56:华中大学《校
董会章程》，华中大学档案全宗，案卷号 5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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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了政府要求基督教大学中国化的规定，又照顾到了西方差会的利益，其国内总部通过设立者

会，实际上掌控着学校的行政和财政大权。这就是基督教大学与西方差会博弈的结果。基督教

大学借政府的法令实现了由中国人任校长和董事会中多数人为中国人的目标，但却仍然没能挣

脱西方差会的控制，在大政方针上仍然听命于西方差会。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督教大学既然在经济上依赖于西方差会，那么在管理上疏离于

西方差会的目标也就很难完全实现。经济上的依赖与管理上的疏离本来就是相互矛盾的，基督

教大学就是在这种既想依赖西方差会支持，同时又希望摆脱西方差会控制的矛盾中，磕磕绊绊

地走完了它在中国大陆的历程。

三、限制与反限制:政府与基督教大学的关系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必然要对其疆域内的所有组织进行相应的管理。基督教大学虽

由西方差会资助建立，但它毕竟生长在中国的土地上。因此无论晚清政府、北京政府还是国民

政府，都企图对基督教大学有所管理和限制，虽因政权力量的强弱不一，而实际的限制程逆望有

所不同，但其对基督教大学进行管理和限制的心态都是一样的。基督教大学作为民间组织，即

使没有西方背景，也是会与政府展开反限制斗争的。因此，政府与基督教大学的关系，几乎一

直是一种限制与反限制的关系。

    政府与基督教大学间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在有关基督教大学世俗化还是基督化问题上体

现的最为明显。早在收回教育权运动期间，关于是否教授圣经问题，就是基督教教育界与其他

教育团体间争议最大的问题。1925年北京政府的“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出台后，

“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和“学校课程，须遵照部定标准，不得以宗教科目列入必修科”

两项，又成为基督教教育界争论的焦点。他们认为这是妨碍基督教学校向政府注册的绊脚石，

并期望政府撤消这项规定，至少是有所修正。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仅沿袭了北京政府的

上述规定，而且还提出要在教育领域实行“党化教育”。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国民政府根据

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一三民主义而制定的教育方针，其目的是要将国民党的政策贯彻、渗透到教

育中，使教育“政党化”。在具体实践中，“党化教育”一方面是要求学校开设党义课程，将其

作为各大学的公共必修课:另一方面是要求各校举行“总理纪念周’.，将其作为党化教育的一种

补充和强化手段，规定所有学校在每周一举行集会，学生们肃立在总理遗像前。聆听主席宣读

总理遗教，并默念三分钟。

    党化教育的实施，对基督教学校造成了很大的挑战和困扰。一方面，在总理遗像前集会、

宣读和默念总理遗嘱这种带有偶像崇拜性质的做法，使虔诚的基督徒们感到困窘和难于接受。

另一方面，党化教育的宗旨与基督教教育的宗旨在本质上是有着严重冲突的:党化教育是要将

党的主义和主张融合在教课当中，由此将党的信仰灌输到学生的脑海里去;基督教教育的宗旨



纂
博士学位论文

{卫〕CTOR八L D工SSE研 冉TION

是要将基督教精神渗透到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并最终将基督教的信仰灌输给学生。两者

在根本上的冲突，决定了基督教大学与政府间的矛盾与斗争。

    在国民党方面看来，“只有党化教育，没有基督化教育;党化教育是必须实行的，基督化

是必须取缔的。’，。基督教大学当然是不愿以党化教育来取代基督化教育的，并且它们对此也进

行了一定的抗争。奈何当时的中国己非往日一盘散沙的中国，当时的政府也非软弱无能的清政

府或还不能完全独立的北洋政府，南京政府此时正堕待树立权威和有所作为，民众也热切期盼

着建立起一个独立强大的中国。抗争无效后，基督教大学又曲意迎合，希望能将基督化教育与

党化教育融合在一起。但是，国民政府的强势姿态，以及党化教育与基督化教育彼此的排他性，

都使这种进行融合的努力成为泡影。事实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对国民政府党化教育的要求，

基督教大学只能加以执行，至少在形式上必须如此。并且，为了满足中国政府和社会的要求，

基督教大学还不得不自觉或不自觉地向世俗化的方向迈进。基督教大学的世俗化，首先体现在

办学目标的变化，即，将学校的目标由主要为中国基督教会培养领导人和为基督教运动服务，

调整为主要为中国培养忠实国民和为中国社会服务。与办学目标的转变相适应。基督教大学对

院系和课程设置也进行了调整，在文、理学院的荃础上，增设以专业教育为主的第三学院，增

加实用性课程的开设，同时依据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增设政治课程，将宗教课由必修改为选

修，宗教活动也改为自愿参加。

    然而，世俗化的倾向究非基督教大学所愿，实乃外力所迫。世俗化的倾向常常使西方的支

持者感到担心，他们害怕基督教大学将日渐失去基督教的特色。同时，虔诚的基督教信仰也使

基督徒教育家们不甘“堕落”，因此，他们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努力推行基督化教育。在办学

宗旨方面，基督教大学虽然依照中国政府的要求，作了形式上的调整，但在校方的心目中，基

督教大学为基督教运动服务和为中国贡献基督教精神的目标，则始终都没有变化。换句话说，

在基督教学校自身看来，办学宗旨的改变，更多的是体现在文字表述和形式变化上，而不是体

现在实质执行上。在课程设置方面，基督教大学虽按照政府规定将宗教课程改为了选修课，并

取消了部分宗教课程，但却保持甚至是增设了更多的将基警教作为客观研究对象的宗教课程，

希望给学生更多的选择基督教课程的机会，并以此保持基督教教育对学生的影响力。同时，基

督教大学还采取一些措施来营造学校的基督教氛围，如保证学校教职员、尤其是教师中的大多

数为基督教徒，希望教师通过言传身教，将基督教的精神展示给学生，对学生的品格形成产生

影响;实行家庭化办学，强调在宗教工作、性格形成及知识发展方面，教师与学生以及学生彼

此间的密切接触和相互影响;鼓励和倡导宗教活动，并实行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结合的灵活的宗

教活动管理政策:以及尽力保持和提高学生中基督徒的比率等。

。程湘帆:暇基督化教育与党化教育)，《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 5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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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尽管采取了以上种种措施，基督教大学始终还是没能对抗住世俗化的潮流。在中国

政局的急遐变化和社会的剧烈动荡中，基瞥教氛围的保持和基督化教育的维持越来越困难，最

后整个基督教大学也无法与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相抗衡，而为世俗化潮流所湮没。

    从上面的论述可知，基督教大学一方面受西方差会的管理和控制，在具体发展政策、规章

制度等方面，差会都对其有很大的约束性;另一方面，基督教大学又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下，政

府通过政令法规，对基督教大学进行管理和限制。差会的政策与中国政府的法令，经常又是相

互冲突的。在差会与政府双重管理下的基督教大学，必须在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才能得

以生存和发展。而如何达到这样一种平衡，不仅是当时基督教大学一直努力追寻的目标。同时

也是今日研究基督教大学史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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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一“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加01年版。

    孙邦华著:《身等国宝志存辅仁: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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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时光匆匆，转眼间，我在桂子山己度过了11个春秋。在这11年中，由大学、硕士至博士，

中间又有幸加入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工作，这一路走来，得到了太

多师长和朋友的关心和帮助，正是在他们的支持下，我忙碌的求教问学生涯才过得如此愉快而

充实。如今，捧上一册并不太成熟的论文.虽然并不能向师友们提交一份满意的答卷，但总算

是对自己多年努力和师友们多年关怀的一份慰藉。对师友们的感谢之意，虽非言语和笔墨能达

其万一，但为聊表谢意，我还是提笔撰写了此文。

    论文之所以能够完成，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章开沉教授和马敏教授。章先生以八十高龄，

不辞辛劳地指导我这样一位初出茅庐的晚生后辈，其所付出的心血非常人可知。从我进入章先

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开始，章先生就论文选题问题与我进行了多次长谈，并逐步引导我进入到

教会大学史研究领域。论文的选题确定后，章先生又就论文的框架结构给予悉心指导。在论文

的开题报告与初稿提交给章先生时，都正值 “火炉”一武汉酷热的署期。因天气过于炎热，并

且还处于暑期休假中，再加上先生虽年事已高，但学术活动却非常繁重，所以我并未期望先生

能在短期内阅完稿件。但事情总出乎意料之外，先生总是在第一时间阅完稿件，并给出详细的

反馈意见和修改建议，甚至连标点和用词方面的错误都一一指出。马敏教授也是如此，他虽身

兼繁重的校务工作，但对于论文的选题、框架都时时给予关心，甚至对学习期间习作的小论文

都拨冗批阅。因他对华中大学己进行过深入研究，因此在本文写作过程中不仅得以直接引用他

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关资料，而且在观点上也时时得到马敏教授的指正。对于一些马敏教授己

在海外发现，但尚未来得及利用的资料，比如华中大学重要创办和支持机构之一美国圣公会的

档案，他也提醒笔者多多留意。可惜资料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因条件所限，笔者到现在仍未

能阅读到这批材料，这不能不说是本文的一大憾事，只好留待以后的工作学习中再去完成了。

    同时，我也非常感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朱英教授、彭南生教授、罗福惠教授、严昌洪教

授。自大学时期起，就有幸能聆听到各位教授的课程;攻读硕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阶段，又

时常在课间或课余当面问教。“寡言君子”朱英教授虽平时不苟言笑，但每向其求教则能不吝言

词，并给以诚挚的帮助:彭南生教授在其组织的课堂讨论中，曾给予本文以中肯的建议，并将

其收藏的关于教育史的博士论文慷慨地提供给笔者;罗福惠教授无论春秋寒署，节日假期都在

办公室读写研究，所以也最方便问学，因此无论是遇到难以弄懂的字句或文章中的困惑，都得

以向其及时求教;严昌洪教授更是大学时期就认识的慈爱长者，也是他较早地引领笔者参加重

大国际学术会议，并引介学界前辈师长。另外，我也要特别感谢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现已调至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研究所的何建明教授。他曾担任过笔者两年的基地班导师，是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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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笔者走上学术道路的第一人，在其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对笔者也多有鼓励、支持和扶

掖。这些前辈师长的学养和风格.为我以后的学术道路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古时曾将从师受业

称之为“从游”，梅贻琦将其解释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

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笔者愚鲁，虽无

法达致“不求而至，不为而成”的境界，但也自期能收耳濡目染之效，并必当以师长们的风格

自勉，而不敢稍有懈怠。

    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的张安明、刘祖芬馆长，档案利用部的刘美文

女士、成桃香女士、张恒先生，都对笔者查阅华中大学的文献档案提供过很多的帮助。中国近

代史研究所资料室的胡永弘老师也对笔者查阅资料提供了很多便利。在此，对以上诸位深表谢

意!

    在近代史研究所学习期间，师兄弟 (姐妹)间的交流切磋也对我多有启发。在此，对刘家

峰、何卓恩、田彤、王薇佳、许小青、郑成林、魏文享、付海晏、左松涛、赵广军、张永广、

刘莉等诸位师兄弟 (姐妹)们一并表示感谢1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丈夫梁军，在多年的学习和工作中，他给予了我最多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常常会为一些或大或小的学术问题争论不休，相互辩诸，并从中得到启发;在学习中偶有

所得，我们又一起分享。在论文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中，每有所思，或遇到困惑，他总是第一个

聆听者，同时会从他的研究角度给我以一定的启发。

    论文的写作虽己完成，但笔者深知，这不过是一个阶段性的学习成果，日后的学术道路更

远更长，同时也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章博

2006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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